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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帝国疆域”到“国家领土”
———“五四”之前有关“主权”问题的日本刺激与中国反应

葛 兆 光

摘　要:从晚清到民初,正是中国从传统帝国之宗主权向现代国家之主权、传统帝国之疆域向现代国

家之领土转化的关键时期,所以,政学两界的舆论也从晚清的“寻求自强”转向民初的“保全国土”.“五四”

之前中国边疆意识之觉醒,与日本政界的步步进逼难以分开;对四裔历史认识之资源,也和日本学界的满

蒙回藏研究息息相关.中日关系的这种复杂纠葛,正是“五四”前夕“救亡”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以浮田

和民«中国之将来»一文的发表为标志,“五四”之前日本有关中国保全和割裂的言论,对中国社会上下造成

强烈刺激.以往学界用“启蒙”和“救亡”双重主题描述“五四”并无不妥,只是,“启蒙”和“救亡”的次序宜调

整为“救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过程,碰上了启蒙性的新文化思潮,二者结合促成了这场五四运动”.“救亡”

始终是现代中国的中心话题和巨大力量,“启蒙”则是局限于精英世界的话题,远远没有成为民众世界的共

识.因此,“启蒙”至今仍是国人未竟的使命.

关键词:五四运动;救亡;启蒙;主权;宗主权;领土;疆域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９．０３．０１

一、“保全”还是“割裂”:从浮田和民«中国之将来»说起

五四运动的前六年即１９１３年,袁世凯当政.这一年,«东方杂志»和«独立周报»两大刊物同时用

几期的篇幅,连载分别由吴涛和逐微翻译的浮田和民著«中国之将来».在«中国之将来»中,这个在

近代中国影响很大的日本学者,对中华民国的未来充满怀疑,觉得袁世凯政府不仅不是共和制度,而
且也没有“中等社会”的制约,所以,对这个独裁君主式的人物有没有能力统治好中国本部十八省,尚
存有疑问,更不要说“保全十八省以外之属地”.

浮田和民认为,蒙古在俄国支持下已经宣告独立,西藏得到英国保护,并要求中国政府“永不得

干涉其内政,(中国)徒拥宗主国之虚名而已”,而满洲更是全部成为“外部之势力,非复属于支那者

矣”.他觉得,“改革支那之第一要义,当先削其领土,减少人口”.当然,汉族地区是例外,“欲分割其

本部,断断乎有所不能”.在他看来,可以分别治理的,在十八省之外,也就是满蒙回藏区域① .
这个说法不是浮田和民一个人的私见,也不是民国之后日本人才有的新策,如果再参考差不多

同时代的中岛端的«支那分割之运命附驳议»(１９１２)② 、酒卷贞一郎的«支那分割论»(１９１３)③ 、内藤

　

作者简介: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①　[日]浮田和民:«中国之将来»(原题«支那之将来»),逐微译,«独立周报»第１８期(１９１３年),第４０页.

②　[日]中岛端:«支那瓜分之命运附驳议»,田雄飞译,上海:上海群益书社,１９１３年.

③　[日]酒卷贞一郎:«支那分割论»,东京:启成社,１９１３年.



湖南的«支那论»(１９１４)①,就明白这几乎已是日本政界和学界的共识.如果我们把时间再上推至晚

清,就可以看到,１８９４年甲午战争的失败和１８９５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原本中国人心目中的蕞尔小

邦居然打败堂堂的天朝上国,迫使大清朝签订城下之盟.这不仅是整个近代中国思想巨变的关键,
也是世界各国重新思考中国未来的起点.同样,更是日本上下重新思考日中关系,并且重新界定“中
国”的开端.

１８９４年海战的失败与１８９５年«马关条约»的签订,比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的结果更让中国人感到难

堪.因此我一直强调,中国思想世界的真正转变,也就是从“传统内变”不得不转向“传统外变”,实际

上就是在这个时代②,正如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所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

也”③.民初中国的普遍观念与民众情绪,始终在这一事件的延长线上.１８９５年后的几年里,在有关

未来中国命运之大讨论中,最让中国知识人深受刺激、震动和难堪的文字,一篇是日本人尾崎行雄

(１８５８ １９５４)的«支那处分案»,一篇是有贺长雄(１８６０ １９２１)的«支那保全策»④.这两篇文章把日

本对中国的两种策略,以及中国所面临严峻的生死存亡问题,坦率地摆放在所有中国知识人的面前.
特别是１８９９年１月３１日«亚东时报»第五号发表“飞天道人”翻译的有贺长雄«支那保全论»,这篇原

刊于日本«外交时报»的文章,一开头就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中国应当被“保全维持”,还是“不免割

裂”⑤?

二、晚清到民国:“寻求自强”到“保全国土”

查看晚清民初的报刊,会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有贺长雄和尾崎行雄的这两篇文章,在此后

若干年里不断地被中国知识人提起,可见它们给中国人心头留下的刻痕之深.
不过大体上看,晚清最后那十几年里,似乎“变法图存”也就是维护帝国之存在更为重要,国土被

分割的危机感,或捍卫大一统的紧迫感,似乎还不那么紧迫,至少还是第二序而不是第一序的事情,
因此,“寻求自强”优先于“保全国土”.不要说章太炎、刘师培、汪精卫等强烈主张汉族民族主义的所

谓“革命派”,就是在主张维护大清帝国疆域,要求在帝国内部变革的所谓“保皇派”那里,某些边疆地

区的主权和边缘族群的归属,似乎也还不是现在所谓的“核心利益”.１８９４年,忧心于国势的谭嗣

同,就曾建议把新疆卖给俄罗斯,把西藏卖给英吉利,“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

６ 文史哲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①

②

③

④

⑤

[日]内藤湖南:«支那论»,东京:会文堂书店,１９１４年.
葛兆光:«１８９５年的中国:思想史上的象征意义»,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中国思想史»第２卷,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６７１ ６７９页.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３８页.
[日]尾崎行雄:«支那处分案»,载«清议报全编»第５辑“论中国”(横滨新民社辑印,第９２页以下);«支那保全论»,飞天道人

译(«亚东时报»第５期,１８９９年,第４ ８页).这两篇文章或类似内容的演讲,都曾被翻译和刊载多次,可见在中国关注者之多.如

前者,还有演讲«支那灭亡论»(«清议报»第７５ ７６册,１９０１年１１月２日),以及单行本«并吞中国策»(王建善译,上海:开明书店,

１９０３年).其中,«支那灭亡论»卷首”译者按语”痛心疾首地指出,尾崎行雄是主张分割中国的人,但是他指出中国的病根,却“殊足发

我国人之深省,语曰:知病是药,忧国者当可以察受病之根,而求下药之法”.
«支那保全论»这篇文章,与东亚同文会以及近卫笃麿、大隈重信的亚洲主义观念一致,影响非常广泛,也被多次翻译和刊

载.此后数年还刊载于«外交报»第２９期(１９０２年１１月１４日)、«经世文潮»第４期(１９０３年８月８日).有关“支那保全论”的历史背

景,可以参看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第三章«亚细亚主义的基本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年,第９７ １００页).有贺长雄

参与中国政治极深,由于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之策略,１９１３年有贺长雄曾经担任袁世凯的顾问,并在“二十一条”交涉中,反复往来于中

日之间,所以,他之于中国的观点在日本政界影响也极大.



我之累赘”①;１８９８年,就连捍卫大清帝国疆土最卖力的康有为,也觉得如果推行新政缺钱,不妨把西

藏这种荒远之地卖给英国,“可得善价供新政用”②.
可是在１９世纪末,放弃朝鲜和割让台湾,对帝国毕竟是一个巨大而惨痛的刺激.１８９５年之后,

如何维护帝国疆域和族群的完整,逐渐成了君臣上下不能不关注的问题③.无论是排满的革命派还

是护清的保守派,都开始关注这一事关“国土”的问题,进入２０世纪之后,“保全领土主义”已经成为

话题④.就连过去并无行使主权之意识的海洋权益,也在日本的刺激下成了动辄牵动帝国上下神经

的事情.以南海为例,１９０９年,一艘中国渔船发现日本人西泽吉治在东沙岛挖鸟粪,消息传回国内,
引致广东掀起一波抵制日货的运动.在民间抗议的压力下,大清政府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两广总督

张人骏和日本驻广州总领事达成协议,日本承认中国对东沙的主权,西泽退出东沙岛,换得十三万银

元补偿.同时,张人骏还派出船只,用了三个星期巡航西沙群岛,并且绘制了新地图.要知道,绘制

地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标示主权,即这片海域的归属⑤,而“主权”或“海权”,并不是传统帝国而

已经是现代国家的观念.不过,由于那个时代的大清王朝已经到了灭亡的边缘,争取国家主权的这

一努力,很快便化为泡影.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中华民国毕竟不同.辛亥革命并不止是一姓换了一姓,而是

新桃换了旧符.无论你说辛亥革命是成功还是不成功,它毕竟是按照共和制度建立的现代国家即主

权国家.所以,尽管孙中山原本也是汉族民族主义的提倡者,也曾为了争取日本支持,试图拿某些主

权和利益作交换⑥,但根本上,他仍然不仅有大中国一统之思,也有大中国的主权意识.早在１９０１
年,他就曾针对有贺长雄«支那保全论»和尾崎行雄«支那分割论»提出,中国“从国势讲没有保全的理

由,从民情上讲没有分割的必要”⑦.前一句说的是当时的大清帝国应当被推翻,后一句说的是传统

中国民众在感情上仍倾向于大一统国家.
更何况,中华民国肇建以来,无论是革命派还是保守派,都背负不起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罪名,

７从“帝国疆域”到“国家领土”———“五四”之前有关“主权”问题的日本刺激与中国反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谭嗣同«上欧阳中鹘书»:“试为今之时势筹之,已割之地不必论矣.益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

万万之欠款.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而卖之则不止值二万万,仍可多取以为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

护中国十年费若不足,则满洲、蒙古缘边之地皆可卖,统计所卖之地之值,当近十万万,盖新疆一省之地已不下二万万方里,以至

贱之价,每方里亦当卖银五两,是新疆已应得十万万,而吾情愿少得价者,以为十年保护之资也.”(蔡尚思等编:«谭嗣同全集(增订

本)»,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８年,第１６１ １６２页)
夏孙桐在«书孙文正公事»中记载,孙家鼐曾问康有为,“国家财力只有此数”,施行新政,面临高昂的费用怎么办? 康有为回

答说不用担心,“英吉利垂涎西藏而不能遽得”,如果“朝廷果肯弃此荒远地,可得善价供新政用”(闵尔昌编:«碑传集补»卷一,台北:
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影印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１９３２年本,１９７３年,第１２０页);在康有为«日本变政考»中,他也以日本把

库页岛(桦太岛)卖给俄国,和俄国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为例,建议对于“其边远之荒地不毛,以虚名悬属,不关国本”的地方,可以出

售以筹新政资金(«康有为全集»第四卷之«日本变政考»卷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９４页).
在维护大清帝国疆域和族群问题上,康有为、梁启超、杨度等人可以作为代表,如杨度«金铁主义说»就说,“以今日中国国家

论之,其土地乃合二十一行省、蒙古、回部、西藏而为其土地,其人民乃合满汉蒙回藏五族而为其人民,不仅于国内之事实为然,即国

际之事实亦然”.并且特别强调,不能失去一部土地一种人民,“必使土地如故,人民如故,统治权如故”.见刘晴波主编:«杨度集»,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３０２ ３０４页.

参看杨度«游学译编叙»(１９０２,«杨度集»第一册,８２页)、胡汉民«排外与国际法»(«民报»第６号,１９０６年７月)、汪精卫«驳
革命可以召瓜分说»(«民报»第６号,１９０６年７月)关于“领土保全主义”的讨论.

[英]比尔海顿(BillHayton):«南海»(TheSouthChinaSea:TheStruggleforPowerinAsia),林添贵译,台北:麦田出

版,２０１５年,第９１ ９２页.
孙中山«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函»(１９１４年５月１１日)提出,“今日日本宜助支那革新,以救东亚危局,而支那之报酬,则开放

全国市场,以惠日本工商”.转引自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卷,第３４页(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三编据“大公报出版部”

１９３３年本影印).
孙文«支那保全分割合论»,原载日本东邦协会编«东邦协会会报»(１９０１);又署名“逸仙”,发表于１９０３年日本东京出版的

«江苏»第６期.



只能同意“五族共和”,希望新的中华民国维持大清帝国的疆域和族群①.

三、民国之初:从宗主权到主权,从疆域到领土②

因此,过去革命派那种偏激的汉族民族主义,似乎在辛亥革命之后渐渐退潮,就连当年激烈倡言

“排满”、要建立汉族中国的章太炎,也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初改了口径说,“南方大定以来,鄙人即主张

保全领土”③.甚至为了一统,他建议在西藏建铁路干线,“移民实边”;在新疆设总督管理,以维持统

一局面;担忧东三省的土著“对中国之感情不如对于外国之深”,所以,建立了所谓“统一党”④.而作

为统一新中国的理想,孙中山在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也接受“五族共和”的
政治理念,宣布“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⑤.
在２５天后拟议的«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中,不仅有“大中华领土无论现在及将来,在区域中者,
受同一政府之统治”的表述,而且特别说明“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⑥.
显然,在共和制国家刚刚建立时,就像晚清帝国割让台湾那样把领土割出去,被列强特别是日本撕

裂,这是数亿国民尤其是知识人绝不可能接受的.当时,参与起草和讨论«临时约法»的一些代表就

指出,这既是为了保全领土完整,避免国际承认的麻烦,也是为了防止蒙藏等处的“反侧之形”和外国

的“明攫暗取”⑦.而此后,尽管袁世凯当政,他也只能反复声明蒙古、西藏、回部“同为我中华民国领

土”,蒙人、藏人、回人“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１９１４年５月１日颁布的«中华民国约法»,更明确用

“帝国疆域”和“民国领土”两个不同的概念,宣布“中华民国之领土,依从前帝国所有之疆域”⑧.
必须注意到从“疆域”到“领土”这一转变,意味着作为现代国家,中国的“主权”问题开始凸显:帝

国时代含糊的“宗主权”逐渐转为明确的“主权”,笼统的“疆域”(或传统所谓“藩属”“羁縻”“土司”之
地)逐渐被确认为有边界的“领土”⑨.民国政府建立之后,不仅陆续颁布有关西藏、蒙古的法规,设立

８ 文史哲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内藤湖南«支那论»曾指出,中国现在提倡“五族共和”,只是维持过去领土的一个保守主张,并非中华民族图发展的积极理

念.
涉及传统帝国之范围,为什么要用“疆域”一词,而涉及现代国家之范围,则用“领土”一词来表达,葛剑雄«历史上的中国:中

国疆域的变迁»(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２００７年)“序言”讲得很清楚,可供参考.
从辛亥革命之后,这种思潮很快就被接受,如原来主张“排满”的邓实等办«民国报»,就宣布要“以汉族为主体,同化满蒙回

藏,合五大民族而为一大国民”;民国成立之后的１９１２年３月,黄兴等人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同年５月,袁世凯在北京也

授意成立“五族国民合进会”,以汉人姚锡光为会长,而以满蒙回藏汉各一人为副会长.参章太炎:«在长春各界欢迎会上演说»(１９１３
年２月２２日),见«章太炎全集»第一四卷«演讲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８３页.

分别参见章太炎:«在统一党南通县分部成立大会上之演说»(１９１２年４月８日)、«在中华民国联合会改党大会上之演说»
(１９１２年３月２日)、«在统一党欢送会上之答辞»(１９１２年１２月２３日),见«章太炎全集»“讲演集”上,第１６５ １７０、１８２页.

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原载«东方杂志»第８卷第１０号(１９１２年),收入«孙中山文集»,北京:团结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临时约法»第一章,见«申报»１９１２年２月１ ２日,第３版.杨天宏在«清帝逊位与“五族共和”»(«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２

期)一文中,特别指出«临时约法»的重要性,批评近年来片面强调«清帝逊位诏书»重要性的做法,指出“将«清帝逊位诏书»的颁布视

为中华帝国没有像其他帝国那样四分五裂的原因,甚至将其拔高到与奠定了民国政制及法理基础的«临时约法»姊妹篇的地位,有违

历史,非伦非类,难以服人”.
夏明华等编:«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００ ２０２页.
陈荷夫:«中国宪法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４０４页;方素梅:«民国初年的制宪活动与民族事务»,«民

族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５期.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根据现代国际准则和国家观念,明确区分“内”(领土)、“外”(藩属)的意识,也与近代中国与日本的外交

往来有关,并在新的形势下被迫逐渐明确,日本学者冈本隆司曾引用１８７６年江华岛事件后,日本公使森有礼和李鸿章在天津有关

“邦土”的对谈.李鸿章就解释“清日修好条约”中的“所属邦土”一词,指出凡是交纳赋税、受政治管辖的中国各省,就叫做“土”,而不

交赋税、不受政治管辖的周边各国,就叫作“邦”.这一点参看冈本隆司:«中国における“领土”概念の形成»,载冈本隆司编:«宗主权

の世界史»,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２０１４,第２９２ ３２１页,特别是第２９９页;又,他的另一篇论文«“主权”の生成と“宗主权”—２０
世纪初頭の中国とチベツトモングル»一文,对主权与宗主权的区分也有所论述,可以参考.见«近代东アジアにおける翻译概念

の展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现代中国研究センタ 研究报告,２０１３).



专门机构加强蒙藏地区的管理,更以现代国际通行的法律形式,确认领土主权①.以前面提到的海洋

主权为例,民国肇建,“海权”就被提上了政府的议事日程.１９１２年,海军、外交、农林三部就讨论过

领海界线.到了１９１４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民国政府就拟议设置海界,并由统帅部牵头,预备发布

“公海与领海之界址”②.
当然,对于中华民国来说,更重要的仍是作为陆地边疆的满蒙回藏③.此时的列强尤其是日本,

对于满蒙回藏虎视眈眈,始终不视之为中华民国之疆土.民国之初日本即试图“伸张南满以至所谓

东部内蒙古之势力”④,两年后又借世界大战的机会,甚至企图占有原来被德国控制的山东半岛.同

时,在这几年里,前面提及的中岛端«支那分割之运命附驳议»、小寺谦吉«并吞中国论»、川岛浪速«并
吞中国书»等表达日本并吞或分割中国之野心的文章,陆续在中国被翻译出来,更加警醒了中国知识

人.“五四”之前的那几年,在中国的报刊上,反复出现这些惊心扎眼的消息,更刺激着中国知识人的

神经,如“日人之蒙古视察”(１９１３)、“日人热心研究满蒙”(１９１３)、“日人之我国经营蒙古观”(１９１５)、
“日本拟设置满蒙领事馆”(１９１６)、“日人谋我满蒙之感言”(１９１６)、“日本拓殖满蒙之新计划”(１９１６).

“五四”虽然发生在１９１９年,对国族存亡和疆域得失的焦虑,却在此前几年就逐渐酝酿成熟.特

别是,皇权笼罩下的大清帝国于１９１１年终结之后,在共和制的中华民国之下,不仅更多的国民对公

共事务有了相对丰富的了解渠道和参与热情,而且迅速增多的报章杂志与新式学校,更提供了资讯

传播平台⑤,这使得来自日本的种种刺激,成为传染感情和形成运动的动员力量,这正是“五四”能够

成为运动的缘由之一⑥.

四、东邻的刺激:日本舆论与中国反应

问题是,如何维持“五族共和”? 如何捍卫领土主权? 当时,很多中国的政治家和知识人却没有

想清楚.从１９１３年之后,南北和议、袁氏窃国、青岛事件、二十一条,这一连串事件的发生才提醒人

们高度注意,也恰恰是日本对于满蒙回藏鲜的觊觎,刺激了人们对这个既是政治问题又是学术问题

的日益关注:“中国”究竟应当有多大的疆域,“中华民族”究竟应当包括多少族群?
日本的舆论倾向几乎一边倒⑦.以明治末年到大正初年的若干著名日本学者为例,我们不妨对

当时日本的舆论倾向,作一个大略估计.从这些学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在日本主流政治和思想界

来看,他们普遍认定,虽然中国需要保全,但这个“中国”只意味着是“本部”,而中国本部就是在长城

以南,满蒙回藏都不在其中.前面提到过内藤湖南１９１４年发表的«支那论»,而与内藤湖南并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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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冯建勇:«重构国家认同:民初中央政府对蒙藏边疆地区之统合———以１９１１ １９１５年为中心»,«黑龙江民族丛刊»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五四”之后的１９２１年到１９２２年,更在海军推动下,设立了一个专门讨论海权问题的“海界委员会”.主席倪文德指出,“海

界关系军务、税务、渔业”这三方面的国家权利.他们一方面按照“主权在我”的原则,一方面尊重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对公海、领海、
内海、海岛等等问题,参酌英、美、法、日等国的情况,反复讨论,制定了一系列的划分领海的方法,遵循国际惯例议定中国领海范围为

三英里约十华里.在１９２２年,成立了海道测量局,开始进行划界工作.参见陆烨:«海界委员会与民初海权意识»,«史林»２０１４年第

６期;刘利民:«民国北京政府海界划分问题考察»,«安徽史学»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６年)第２卷(１９１２ １９１６)上册第３章«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边疆的侵

略和善后大借款»,详细论述了民国建立之初中俄有关外蒙古问题以及中英有关西藏问题的交涉过程,可供参考.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６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８０年,第１７页.
有关那个时代各种新闻媒体、印刷出版、新式学校对思想转变的作用,参看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载氏著«时

代的探索»,台北:“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２００４年).
周策纵先生在«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的«导言»中,虽然也指出五

四运动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以及新式知识分子的种种社会和政治活动”,但由于他把五

四运动界定在１９１７年到１９２１年这段时间,对“五四”之前这些历史背景,叙述得就较为不足.
[日]犬养毅:«支那の将来»,转引自杨栋梁主编,王美平、宋志勇著:«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４卷(１８９５ １９４５),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８４ １８６页.



治、大正年间日本“东洋学”两大领袖之一的白鸟库吉,比内藤湖南更早,在１９１２年和１９１３年就在影

响很大的杂志«中央公论»和«东洋时报»上预言,辛亥革命后,来自外国的压迫会更多,将来蒙古、西
藏、满洲也许都会被取走,而中国能够守住的最多是十八行省.他认为,如果中国守住十八省,那么,
满洲就是俄国、中国和日本,甚至是俄国、英法美德和日本三方相互较量的地方①.

有关民国初年(１９１２ １９１９年)日本政界与学界对中国的观察、想象和图谋,中国学界近年来已

经有较详细的研究,有的学者把这一时期日本的“中国观”称之为“中国亡国论”②.近年,日本学者藤

田昌志也在«明治、大正の日本论中国论»中指出,从明治时代的胜海舟、福泽谕吉、中江兆民,到大正

时代的吉野作造、内藤湖南、北一辉等,虽然立场各异,但有关中国领土的看法却大同小异,与一开头我

们引用的浮田和民相似,说明这恰恰是日本上下的共识③.他们普遍认为,处于弱势的中国,无论是袁

世凯还是孙中山的政府,保全十八省就算不错,至于那些满蒙回藏之地,中华民国最好不要多管.
毫无疑问,这与日本帝国的扩张野心相关.从日本的明治维新之后也就是中国的晚清时代起,

日本就对满蒙怀有领土要求,这一点,我们从明治年间突然风起云涌的满蒙研究就可以看出.１９０８
年,白鸟库吉在满铁总裁后藤新平的支持下,建立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陆续出版«满洲历史地理»
(１９１３)、«朝鲜历史地理»(１９１３),建立“白山黑水文库”,在１９１５年更出版«满蒙研究汇报»,大大推动

了日本上下对朝鲜、满洲、蒙古的历史研究与现实关切④.这一动向引起中国的极大警觉,正如１９１４
年一个名为“静观”的中国人在«雅言»杂志上所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囊括南满,俨若己有,及近年

以来,见俄人在外蒙之活动,日益生心于内蒙古.(日本)朝野上下,一德一心,有并吞满蒙之意”⑤.
“朝野上下”和“一德一心”观察得都很对.的确,这不仅是日本学界的倾向,也是日本政界的倾

向.在１９１２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日本陆相即著名的山县有朋就在«对清政略概要»中提出,“日本

必须在此适当时机出兵满洲”.这一时期,日本也在满蒙地区积极扶持宗社党肃亲王耆善和一些蒙

古王公,推动“满蒙独立运动”⑥.所以,１９１５年２月２日中日双方讨论“二十一条”时,日方大使日置

益也承认,“本国一般之议论,有主张吞并满洲者,有主张分割中国者,此等议论,在贵国人民闻之必

多不快,然本国人民确有为此等主张者.是虽欲亲善,而仍不免生出误会”.日置益同时也承认,“自
两国报纸上观之,舆论之感情极为相反”⑦.

然而,日本这类“极为相反”的看法,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报刊上发表,就提醒了中国国民,也刺

痛了中国知识人.就像前引静观«满蒙处分论之谬误»所说,“若日本苟并吞满蒙,实无异为引起中国

瓜分之导火线”⑧.由于日本对南满洲和东蒙古地区的利益欲求几乎是直言不讳,而１９１５年提出“二
十一条”无理要求,更是激怒了中国民众,所以,尽管青年毛泽东也曾倡言中国要分成二十七块,在和

友人通信中却说,中国“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指日本),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为之奴,满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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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白鸟库吉:«满洲问题と支那の未来»,原载«中央公论»(明治四十五年六月)第２６卷第六号;«支那の国体と中华民国

の现状»,原载«东洋时报»(大正二年八月)第一七九号.二文均收入«白鸟库吉全集»第１０卷,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７１年,第１４６ １５８
页,１６１ １７８页.

杨栋梁主编,王美平、宋志勇著:«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４卷(１８９５ １９４５),特别参见第５章«中国亡国论的应验———
分裂满蒙».

[日]藤田昌志:«明治大正の日本论中国论»,东京:勉诚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２４４ ２４５页.
静观:«满蒙处分论之谬误»,«雅言»第１卷第７期,第２７页.
郭宁:«寻求主导:日本与承认中华民国问题(１９１２ １９１３)»,«抗日战争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６卷,第１０７ １０８、１０９页.
静观:«满蒙处分论之谬误»,«雅言»第１卷第７期,第２８页.



去而北边动,胡马骎骎然入中原”①.
这段话大概很反应当时中国知识界的心病.心病来自日本的虎视眈眈,但有意思的是,医治心

病的某些药方,却也和日本的启迪相关.

五、政治与学术:谁来证成现代中国合法的疆域与族群?

前面说到,在重建“中国”和“中华民族”的过程中,有关“满蒙回藏苗”等民族和边疆问题逐渐凸

显.如何从历史中说明这些族群和疆域的来龙去脉,在法律上论证这个包拢四裔的“大一统”中国在

现代的合法性,在政治上使这些不同族群认同新的共和制国家? 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并没有准备好.
有关边缘区域和族群的很多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学界却还得依赖和中国立场

相左的日本,不得不说是一个绝大的笑话.
所谓“五族共和”的中国,究竟算不算所谓的“民族国家”,也就是当时国际流行的“一个民族一个

国家”? 如果中国仅仅等于“中国本部”,中华民族仅仅等于“汉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决权”,则满蒙

回藏等族群和疆土将有分离出去的理由.所以,在民国肇建的那几年里,吴贯因、李大钊、孙中山都

建议,不分满蒙回藏汉,“凡是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可问题的另一面是,大清帝

国两三百年间的扩张,已经成了一个庞大帝国,理藩院、盛京将军和六部分别管辖的区域与族群,又
实在太复杂,只要看看乾隆盛世所绘«皇清职贡图»,就明白帝国之内的区域与族群差异性有多大.
中华民国推翻大清帝国,把亚洲最古老的帝制中国改造成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可是,如果原封

不动地继承原有疆域和族群,则必须从“传统帝国”到“现代国家”、从“臣民”到“国民”,———从“差异

性统治”到“同一性管理”,不能不有一个根本转化.
然而,说起来容易,族群差异和文化认同毕竟有所不同,民族并不是说同化就同化的.那么,回

到帝制时代那种分别治理之策吗? 恐怕也行不通.在１９１９年“五四”之前的那些年,日本人对袁世

凯的“国体变更”十分关注,他们觉得中国真怪,“四年以来,既定国体为共和,今乃复昌言帝制”;他们

看到袁世凯“多授予满蒙王公以勋章,又渐唱五等封爵之制”,可那不是现代国家而是传统帝国②.国

内也有人对“五族共和”这个说法提出异议,说为什么新的共和国,一定要把众多族群合为一体? 但

也有人提出了另一问题,为什么中华民族是五族而不是六族? １９１７年,申悦庐«中华民族特性论»就
说“五族共和”不正确,“盖就中华民族而言,实有汉满蒙回藏苗六族”③.同一年,夏德渥撰写的«中华

六族同胞考说»也建议,在汉、藏、蒙、满、回之外,加上“苗”,统称为“华族”④.
可是,民国之初的政治家和学问家们大都是汉族,而平常的关注也只在核心区域,他们对满蒙回

藏苗真的有所认识吗? 他们真的了解这些过去被视为“蛮夷”的族群吗? 这些中国之边缘的族群究

竟能不能认同中华民国并使它维持一统呢? 这些问题是政治的,也是学术的.要知道,学术取向总

是和政治状况相关.陈寅恪曾说,“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取向之细微”⑤.这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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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刘晓原曾指出,早期毛泽东在为«大公报»撰写的文章中,也曾表达过中国分裂论,觉得中国“索性不谋总建设”,而“二十二

行省三特区两藩地最好分为二十七国”,但很快放弃了这种极端的说法.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卷一,北
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２４页.另参看刘晓原:«边缘地带的革命:中共民族政策的缘起(１９２１ １９４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８年,第２５页,第２６页.
东京飘萍:«日人所谓变更国体之里面»,«申报»１９１５年９月７日,第３版.
申悦庐:«中华民族特性论»,原载«宗圣学报»第２卷第８期(１９１７年１２月).申氏这篇文章,在１９４３年重新发表在«东方杂

志»第３９卷第１９期.
夏德渥:«中华六族同胞考说»,湖北第一监狱石印本,１９１５年检定,１９１７年印行.参看吉开将人:«苗族史の近代(三)»,«北

海道大学文学研究科纪要»第１２９卷(２００９年１１月),第３２ ３３页;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１１８ １１９页.
陈寅恪:«朱延丰突厥通考序»,«陈寅恪文集寒柳堂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第１６３页.



可以反过来说,学术之转移,也常常来自世局之变迁.原本,对于满蒙回藏苗的研究,汉族为主的传

统中国学者并不甚措意,当时有关边疆或民族领域学术研究,也多从日本转手引进.尽管嘉(庆)道
(光)以来,也有所谓“西北史地之学”和“蒙元史重编”等新学术取向,但坦率地说,之于边疆民族问题

的关注,不仅是被日本野心刺激出来的,对边疆民族的知识,也往往是从日本转手引进的.
谭汝谦曾经统计过中国翻译日本著作的数量①,指出晚清到民国之间,新知识和新思想往往转手

自日本,所以,我才说那个时代“西潮却自东瀛来”②.如果回到那个时代作一番统计,就可以看到,

１９１９年前中国学界可以参考之有关满蒙回藏苗的著作,竟然大都来自日本学界或转手自日本学界.

１９１０年１月７日,«申报»发表一篇“时评”,题目是«日本人而竟研究中国乎»,其实日本人热心研究中国,
国人早就知道,但用了这个题目,还加上“而竟”二字,不免故作惊讶.这篇文章对学者服部宇之吉和外

务省官员阿部守太郎建立支那研究会,“一时海陆军人、新闻记者、学者、实业家等从风响应”,表示非常

“不可解”,并说:“中国者,吾人之中国也,乃中国人不自研究,而必待日本人集会研究,抑独何也.”③

可这就是现实.特别是,在满蒙苗藏回等边缘区域和非汉族群的研究领域,中国学界反而只能

借助日本人的研究④.我也注意到,那个时代中国有关“四裔”的研究,往往需要参考日本的成果.日

本学界的研究,不仅涉及地域和族群相当广泛,而且深入和细致程度,也比中国先行一步甚至几步.
诚如陈守实所说,在中日、日俄两次战役之后,日本的研究视野,“自台湾、福建、朝鲜、东三省、内外蒙

古,西至新疆”⑤.以东北地区为例,不仅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军方就编撰了«满洲地志»(１８８９),一些

日本军人也出版有«满洲纪行»(岛弘毅,１８７９;菊池节藏,１８８６)⑥.至于后来被翻译成中文、有关满蒙

回藏的著作中影响较大的,如考察苗疆有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１９０３),研究西藏有河口慧海

的«西藏三年»(１９０９),讨论满洲有鸟居龙藏的«满洲人种考»(１９１０),研究蒙古有河野原三的«蒙古

史»(１９１１)⑦;此外,还有令中国学界相当反感的矢野仁一的«蒙古问题»(１９１６)等等⑧.
这些著作在“五四”前夕,陆续传入中国或翻译成中文,日本学界对四裔的研究,深刻地刺激了中

国学界.顺便可以一提的是,１９１７年,«新青年»第３卷第３号特别发表了以治中国四裔之学见长的

桑原骘藏«中国学研究者的任务»,这篇文章曾给正在回国途中的胡适以很大的启迪⑨.

小结:五四运动大背景的再认识

虽然,如今都把“五四”叫做“新文化运动”,也更重视“五四”对“文化和思想启蒙”的意义,但１９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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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金耀基«中日之间社会科学的翻译(代序)»指出,１８９５年以前,中国只译过一册日本社会科学方面的书,但１８９５年甲午战争

后,到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期间,译日本书“高达中国所译外国书籍的总数百分之六十,俨然凌驾翻译欧西著作之上,显然出现了日本文

化入超的现象”.见[日]实藤惠秀监修,谭汝谦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３１页.
葛兆光:«西潮却自东瀛来»,«西潮又东风:晚清民初思想、宗教与学术十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４７ ６６页.
见«申报»１９１０年１月７日第一张第５版“时评”.
有关西藏,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有西藏调查会翻译日本西藏研究会编«西藏»(成都:西藏调查会,１９０７年),有１９０８年四川

杂志社翻译日本山县初男«西藏通览»(四川杂志社;此书又有１９０９年成都西藏研究会译本,有１９１３年北京陆军部重译本);关于满

洲,有１９０６年富士英翻译冈田雄一郎«满洲调查记».
陈守实:«东西洋汉学家考证中国边疆史地的态度问题»,«襄勤大学师范学院季刊»１９３４年第１期.
关于这一方面,也可参考张明杰:«近代日本人涉华边疆调查及其文献»,«国际汉学»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日]河野原三:«蒙古史»两卷本,欧阳瑞骅译,上海:上海江南图书馆,１９１１年.
仅仅以«东方杂志»为例,第九卷九号(１９１３年)有翻译自日人的«蒙古风俗谈»«云南土司一览»;第十卷七号(１９１４年１月)

有章锡琛翻译的«中俄对蒙古之成败»;第十卷十二号(１９１４年６月),有许家庆翻译井上禧之助的«满洲之石炭»;第十三卷三号(１９１６
年３月)有病骥译«日僧入藏取经记»(即河口慧海之事);第十四卷七号(１９１７年７月)有君实翻译日人的«中国之喇嘛教与回回教»和
«西藏语之特征».

[日]桑原骘藏:«中国学研究者的任务»,J．H．C生译,«新青年»第３卷第３号(１９１７年５月).胡适阅读之后的反应,见«胡
适日记全编»第２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６１４页.



年“五四”运动的直接刺激和现实缘起,毕竟还是针对国土分裂,尤其是“二十一条”①.应当说,它更

是国族危亡刺激下的救亡运动,而日本因素在其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只是后来有关“五四”的各种

研究著作中,讨论“启蒙”意义的多,而讨论“救亡”影响的少;讲它激起新文化新思想的多,讲它刺激

国家与族群意识的少②.
这里顺便要说,我仍然觉得,把“救亡”和“启蒙”看成是近代中国史的两大主线,这一判断虽然简

单却没有大错.现在回头来看,广义的五四运动就是“救亡”和“启蒙”两大主题的交织.李泽厚在

«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早就说过,“五四”是“启蒙性的新文化运动开展不久,就碰上了救亡性的

反帝政治运动,二者很快合流在一起了”③.
笔者同意这个说法,只是有两点补充.第一,有必要把这一叙述的次序,稍稍修改一下.由于

“五四”之前精英阶层和民众世界的情绪,更多来自国土分裂的危机感,因而这段表述不妨改成:“救
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开展过程中,碰上了启蒙性的新文化思潮,二者很快结合在一起,共同促成了那

场‘五四运动’.”第二,过去很多人认为,２０世纪上半叶,在“救亡”和“启蒙”两大主题之间,是“救亡”
压倒了“启蒙”,笔者却觉得“启蒙”似乎从来没有压倒过“救亡”,因为“救亡”始终是现代中国的中心

话题和巨大力量,而“启蒙”却是精英世界的话题,远远没有成为民众世界的共识.因此,“启蒙”至今

仍是一个未竟的事业.

(本文是２０１９年４月在哈佛大学、卫斯理学院等举办的“五四百年”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的论文,
感谢王德威教授、宋明炜教授的组织和邀请.)

[责任编辑　刘京希]

３１从“帝国疆域”到“国家领土”———“五四”之前有关“主权”问题的日本刺激与中国反应

①

②

③

周策纵在«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一书中,虽然也说到“五四”之缘起,一方面是有“二十一条”和“巴黎和会”激起

的爱国热情,一方面是试图从科学和民主重估中国传统以建设一个新中国.但是,他整部书的重心,还是在强调后一方面即启蒙的

意义.对于前一方面的来龙去脉,论说得不太充分.其实,关于“主权”的焦虑和危机,才是五四运动的重大背景.举一个例子,“五
四”时期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强调的就是“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例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周策纵先生的名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现代中国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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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与政治角度解读“五四”前后的李大钊

汪 荣 祖

摘　要:李大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在迎接马克思主义之

前,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对李大钊的影响不可小觑.李大钊于１９１６年发表的«青春»一文,可以说是

对托尔斯泰“复活”微旨的诠释,其意无非要让垂死的中国复活,问如何以理性自觉创造新文明? 破旧立新

的方案何在? 他终于在１９１７年俄国的十月革命中找到答案.李大钊因十月革命的成功而重视马克思主

义,认为是“庶民胜利”的秘方.他自迎接十月革命后,一直在中国领导以俄为师的革命运动,成为创立中

国共产党的奠基人、促成国共合作的要角、华北工运的主导者.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

意义,不在于其对学理的创发,而在于其革命行动,最终他虽然牺牲,却为下一阶段的革命活动开启了

契机.

关键词:李大钊;托尔斯泰;马克思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９．０３．０２

引　言

李大钊(１８９１① １９２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位主将,他“生得仪表不错,身长面白,留有两撇胡

子,河北话说得干净而响亮,待人接物,皆有一定分寸”② ,但历史声名不如胡适与陈独秀;他被尊为中

国马克思主义之父、中国共产党创党元老,而声名也不如陈独秀与毛泽东,这主要是因为他英年遇

害,出师未捷身先死,较易为后人淡忘.新文化运动原是思想运动,不是政治运动,他原想凭借思想

革新改变旧中国,但因１９１９年巴黎和会出卖中国的山东权益,引发５月４日的爱国运动,导致新文

化运动的政治化.新文化运动的旗舰杂志«新青年»原来广泛介绍西学,而于１９１９年５月出版马克

思专号,刊登了«马克思学说»«马克思学说批评»«俄国革命之哲学基础»«马克思传略»«巴枯宁传略»
诸文,还有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斯主义观».«新青年»杂志的两大编辑陈独秀与李大钊遂成为中国共

产党的两大奠基者.这两位最积极的新文化知识分子参与领导了激进的政治运动,结果陈独秀饱受

牢狱之灾,而李大钊则牺牲于刑场,最为惨烈.
美国著名历史哲学家莫里斯曼德尔鲍姆(MauriceMandelbaum,１９０８ １９８７)曾说:“史家不宜

仅见历史人物的本身,而应去理解其人及其背景和时代的关系.”③ 李大钊生于１９世纪末,成长于２０
世纪初,成为中国第一代受西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与传统已无纠葛.他早年就读于北洋新政设立的

法政专门学校,除学习英、日文外,还选读了政府与法律、行政学、司法程序、宪法、选举制度、政治思

　

作者简介:汪荣祖,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访问讲座教授,台湾中坜“中央大学”历史讲座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兼任研究员,美国维吉尼亚州立大学荣退教授.

①　一般说李大钊的生年是１８８８年,但他留日就读早稻田大学注册时所填的出生日期为１８９１年１０月６日,参见[日]森正夫:

«李大钊»,东京:大文堂,１９６７年,第９９页.

②　李璜亲见后的观察,参见李璜:«五四运动与少年中国学会(中)»,«明报月刊»(香港)第４卷第６期(１９６９年６月),第３８页.

③　MauriceMandelbaum,TheProblemofHistoricalKnowledge (NewYork,１９５８),７．



想等课程,已经熟悉西方民主思想与制度①.他在西式的法政学校,已学到广泛的西学②.他尚未毕

业,中华民国已经成立,对民主宪政的实施寄以极大的希望,自也不免对民初乱局感到沮丧③.他在

学校时已是«言治»月刊的编辑部部长,开始发表忧国忧民的文章④,但他对共和始终寄以厚望,所以

当袁世凯聘请美国比较政府行政法专家古德诺(FrankJ．Goodnow,１８５９ １９３９)为他制定称帝宪法

时⑤,李大钊不仅发表文章而且组织神州学社,维护共和、反对帝制复辟⑥.

一、李大钊与托尔斯泰

李大钊的思想倾向于西方,一如其他新文化知识分子,视西方文明为现代,认为传统必须现代

化.李大钊的西方偶像,初非马克思(KarlMarx,１８１８ １８８３),而是俄国大文豪、西方文学史上的巨

子托尔斯泰(LeoTolstoy,１８２８ １９１０).李大钊尊崇托尔斯泰,称之为“托翁”.托翁在文学上的高

超造诣,涉及敏锐的思想和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他深感两千年来的历史,一直是由少数人压迫

多数人,政府亦由一小群奸诈之徒控制,既不道德且又暴戾,而人民大众才是创造历史的道德力量,
道德发展更有赖于多数民众的觉醒.托尔斯泰是虔诚的基督徒,但反对教会,视之为不当的威权,认
为真正教徒的永久快乐来自内省、纯正与大爱.他呼吁自由、理性与爱情,但反对婚姻制度与私有财

产,认为是对自由的束缚.他身为贵族,但站在被迫害的多数穷苦大众一边,展现出他的人道主义

(humanism);其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乃是基于爱与个人道德以迈向无阶级、无政府的进程.他痛恨

一切的压迫,故亦同情庚子事变时期被镇压的拳民.他谴责八国联军的暴行,特别批评德皇威廉

(FriedrichWilhelm,１８５９ １９４１)和他本国的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II,１８６８ １９１８),指两人为罪

魁祸首⑦.他因而关怀中国,读孔子、老子书,并与辜鸿铭有书信往来,建议中国不要走日本的道路,
以维持纯正的农业社会⑧.他晚年借«复活»(Resurrection)⑨这本小说,怒斥他所立足的世界社会不

公,暴露司法缺乏正义,鞭笞教会的虚伪;在经济思想上,他倡导亨利乔治(HenryGeorge,１８３７
１８９７)的社会利益归公说,自愿将所有私产归公,他的理想是没有拘束的、自由自在、祥和乐利的地方

小区.他反对暴力,认为唯有一种永远的道德革命,使人类内心不断更新.对教会的抨击导致他被

开除出教,但他的公众声望不减.他对宗教的看法有其冷静观察,能看到当时邪恶的政教关系.他

深信生活的目的存在于一般人的生活之中.
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对李大钊的影响不可小觑.李大钊行文多引西方学说,但在迎接马克

思主义之前,他较完整介绍的外国学说,唯有于１９１３年自日文译出的«托尔斯泰主义之纲领»一文.
李大钊所谓“托尔斯泰主义”(Tolstoyism)一词,非其杜撰,西方原来就有此名词,指的就是托氏之思

想与主张.“纲领”也就是托翁学说的结晶,所揭八点,最主要指出当前是一没有正义的世界,因是

“淫乐”的少数阶级统治“饥穷”的下层阶级,李大钊译之为“虚伪之文明”,虚伪的背后是国家暴力.
要消除虚伪的文明,“革命必不得不至”.托翁平生既然主张非暴力,革命暴力自不能为其赞同,故其

５１从文化与政治角度解读“五四”前后的李大钊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阅甘厚慈:«北洋公牍类纂»,北京:京城益森印刷有限公司,１９０７年,第３a、３７a、３９a、３９b ４０a页.
参阅«李大钊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编者所写«李大钊同志生平事略»第１页.
参阅[日]森正夫:«李大钊»,第６４ ６６页.
参阅朱文通主编:«李大钊传»,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５８ ６９页.
古德诺于１９１３ １９１４年间出任袁世凯的顾问,起草新宪法.古氏于１９１３ １９１５年间两度提出草案,第一案将袁世凯定位

为终身总统,授予处理预算与外交政策之全权.第二案于１９１５年完成,实为袁氏称帝立宪,但不久袁氏忧愤而亡故.
李大钊:«国情»,«甲寅»第１卷第４期(１９１４年１１月),第４ ７页.

DerkBodde,TolstoyandChina (NewYork:JohnsonReprintCorporation,１９６７),２５．
Ibid．,２５,４４,１０７．
Resurrection(俄名:Воскресение,Voskreseniye),首先在Niva周刊上连载,１８９９年首发.英文译本参阅 LeoTolstoy,ResＧ

urrection,ANovel,trans．byLouisMaude(NewYork:Dodd,Mead&Co．,１９０１)．
李大钊:«托尔斯泰主义之纲领»,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４０７ ４０９页

(此文译自日本人中里弥之助所写«托翁言行录»).



所谓革命,实乃欲“去旧恶就新善之心的变化”①,也就是托翁所说,有赖于多数民众的道德发展与觉

醒.纲领中的“悔改”与“悟道”应即“觉醒”之意,纲领中的“劳动者”即托翁心目中穷苦的大多数人

民,是人间理性与良心权威之所在,也是创造历史的道德力量.托尔斯泰谴责国家暴力与制度的迫

害,关怀人民大众的苦难,嫉当权派之恶如仇,最得李大钊的认同,因其亲眼目睹的民国初年,正是军

阀乱政、危机四伏、民不聊生的时期,一般老百姓在政治、社会、经济上都受到严重迫害.他在民国二

年四月发表的«大哀篇»,一开头就说:“嗟呼! 斯民何辜! 天胡厄之数千年而至今犹未苏也!”②将三

千年中华帝国比作托翁所说不道德的、压迫人民的国家体制.推翻清王朝、共和建立亦未给人民带

来幸福.政党与议员以及“狡猾万恶之官僚”图利谋私,不惜“敲民之骨,吸民之髓”,而武夫又拥兵自

重,各地都督成为一方的专制,“满地兵燹,苍夷满目,民生凋敝”,斯乃“少数豪暴者掠夺之幸福,非吾

民安享之幸福也”③.不久他又表达对其所处之中国的隐忧:外敌环伺,造成“边患”;兵员不易遣散,
造成“兵忧”;外债难以偿还,造成“财困”;南涝北旱,造成“食艰”;事多人少,造成“才难”.更可忧虑

者,一有“党私”,不争政见而闹意见;二有“省私”,地方畛域,使神州有瓜分之虞;三有“匪氛”,一般盗

贼之外,兵在伍时抢掠,退伍后为寇,几成盗贼世界.他遂“环顾神州,危机万状”④.于此可见,李大

钊的时代关切,丝毫不亚于托尔斯泰,两人均表现出同情受压迫者、谴责压迫者的人道主义.有学者

认为:李大钊对人民困苦的关切,应源自肩负社会责任的儒家仁道思想,而这种思想深植中国人的灵

魂深处,乃是“李大钊倾向俄国革命的因素之一”⑤.然而李大钊并不尊儒,甚且反对儒家,认为儒教

使得中国衰落,可见之于其«民彝与政治»一文⑥,毋庸置疑,他反儒近似托翁之反对基督教会.更何

况儒家民本思想乃基于民能载舟、亦能覆舟为统治者的设想,而李大钊似更欣赏托尔斯泰的人道主

义,两人均站在人民一边,反对国家与政府的暴虐.
李大钊一如托尔斯泰,亦重视人民大众的创造力,可见之于其对精英政治的针砭.他既批评卡

莱尔(ThomasCarlyle,１７９５ １８８１)的“英雄崇拜”(hero worship),又批评爱默生(RalphW．EmerＧ
son,１８０３ １８８２)的“神化英雄”(hero myth),宣称英雄主义有碍人民大众的利益,２０世纪不应再有

英雄主义⑦.李大钊之“唯民主义”针对当时挥之不去的精英社会观念、威权思想与政治,明显基于关

怀穷苦大众的思维.他于１９１３年秋赴日留学时,体验到在野的“自由民主运动”如何对抗在朝寡头

政府的威权统治,在早稻田大学念书,又受到多位主张民主与宪政的教授的影响,回国后即以民主自

许,以帮助贫苦与抑制豪强自命⑧.

１９１６年发表的«青春»一文,可以说是李大钊对托尔斯泰“复活”微旨的诠释,其意在于要让垂死

的中国复活.进化论在１９世纪末到２０世纪初举世风行,严复译之为“天演论”,遂亦在中国流通,影
响广泛,认为生物固有生死,而国家或文明之兴亡,亦如有机体之有生有死.青春与衰老相对,以李

之见:就相对而言,“有青春即有白首,有健壮即有颓老”,以至于死亡;但就绝对而言,可有永续之青

春,若谓:“其变者,青春之进程,其不变者,无尽之青春也.”以“无尽”统“有尽”,使青春无尽乃“回天

再造之精神”.李大钊认为有此精神与气魄,才“能永享宇宙无尽之青春”.相对而言,当时的中国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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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李大钊:«托尔斯泰主义之纲领»,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五卷,第４０７页.
李大钊:«大哀篇———(一)哀吾民之失所也»,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一卷,第１０页.
参阅李大钊:«大哀篇———(一)哀吾民之失所也»,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一卷,第１０ １２页.
李大钊:«隐忧篇»,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一卷,第１ ３页.

Sung kangHuang,LiTa chaoandtheImpactofMarxismonModernChineseThinking (theHague,１９６５),２３．此说

又与其于页１８所说李是一“天生的极端分子”(Hewasabornradical)相矛盾.
守常:«民彝与政治»(１９１６年５月),«李大钊选集»,第４２页.
守常:«民彝与政治»(１９１６年５月),«李大钊选集»,第５０页.
郁嶷:«送李龟年游学日本序»,«言治»第４期(１９１３年９月),第８６页.有关李大钊留日经验,参阅[日]森正夫:«李大钊»,

第９７ １００页.



是“老大之邦”“濒灭之民族”,欲使之起死回生,“重返于无尽青春之域”,则有赖于“青年之自觉”①,近
乎托尔斯泰所说:“吾人为了生活必须再生(bornagain),经过理性自觉(rationalconsciousness)而存

在.所谓理性自觉,乃‘知需要别求个人之外的快乐’.”②也就是要追求大多数人的快乐.托、李两人

要求自觉,均意在再生,差异仅一里之遥耳.
李大钊特别重视青年,不仅因青年最具青春活力,且其本人当时仅二十出头,也属青年之列.他

亲眼目睹从濒临灭亡的古老帝国到纷扰的初建民国,油然产生“汲汲孕育青春中国再生”的雄心壮

志.其壮志又不止于青春之中国,而是欲以理性与努力,求“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资以乐其无涯之生”③.度其意,岂非要创造青春人类之新文明以取代腐败虚伪的旧文明? 所以李大

钊呼吁青春之中国并非仅仅是国族主义的要求④.
如何以理性自觉创造新文明? 破旧立新的方案何在? 李大钊在１９１７年找到了答案,那就是来

自俄国的大革命.之前,托尔斯泰在给辜鸿铭的信中说:“我认为我们这一时代的人文世界的伟大革

命必将成功,而中国在此革命中会在东方各民族之前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⑤李大钊显然以为俄国

的共产革命就是人文世界的伟大革命;其实,托尔斯泰与马克思都在追求人类迈向无阶级、无国界的

进步运动,差异的是托尔斯泰要求每个人以爱为最高原则,摒弃暴力,而马克思则主张经济决定论以

及阶级斗争.李大钊只见其同,未能辨别差异,可从他所得到的俄国大革命的讯息而知.李大钊所

了解的俄国大革命不是暴力的,而是庶民的胜利、人道的胜利.他所认识的马克思,近似美国实证主

义哲学家何克(SindeyHook)所说的:“是民主的社会主义者、世俗的人文主义者,以及人类自由的

斗士.”⑥

二、迎接俄国革命

按照夏济安的说法,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没有“亲俄派”(Russophiles)⑦.不过中国知识分子

自清末民初以来注意到俄国文学为被压迫者发声,与侵略中国、欺凌俄国人民的沙皇政府呈强烈的

对比,二者有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区别⑧.当俄国爆发革命,革命党被视为对抗政府的“民党”.俄国

民党对抗沙皇政府之际,中国的北洋政府正提倡“贤人政治”与“孔子教育”,包括李大钊在内的新文

化主张者视为意在巩固专制政府,与俄国民党有意气相通之势.所以当１９１７年听到俄国二月革命

推翻沙皇政权时,不满北洋政府的中国知识分子得到鼓舞,李大钊即认为俄国革命将有助于自由与

民主在中国的出现与成长⑨.
二月革命之后不久又爆发了十月革命,列宁夺权后三天,上海的«民国日报»就报导了布尔什维

７１从文化与政治角度解读“五四”前后的李大钊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李大钊:«青春»,«李大钊诗文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１０４、１０６ １０７页.此文原载«新青年»第２卷第１
号(１９１６年９月).

Tolstoï,“Life,”TheNovelsandOtherWorksofLyofN．Tolstoïvol．１８(NewYork:CharlesScribnersSons,１９０４),

３５３,３２６．
李大钊:«青春»,«李大钊诗文选集»,第１０８、１１３页.
有谓“李之国际主义立场其实具有深层的国族主义内容”(Lisseeminglyinternationalistpositionhad,however,aprofoundＧ

lynationalisticcontent),见 MauriceMeisner,LiTa chaoandtheOriginsofChineseMarxism(Cambridge,Mass．:HarvardUniＧ
versityPress,１９６７),１４４．殊非正解.

引自ErnestJ．Simmons,LeoTolstoyvol．２(NewYork:VintageBooks,１９６０),３８９．
语见SindeyHook,FormHegeltoMarx:StudiesintheintellectualDevelopmentofKarlMarx (AnnArbor:theUniverＧ

sityofMichiganPress,１９６２),２．
T．A．Hsia,“DemonsinParadise:theChineseImageofRussia”(unpublishedpaper,UniversityofWashington),３．
参阅鲁迅:«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４７３页.
守常:«俄国大革命之影响»,«甲寅日刊»１９１７年３月２９日,收入«李大钊选集»,见第８１ ８２页.



克(theBolsheviks)推翻克伦斯基临时政府,以及将与德国议和的消息①.李大钊的回应七个月后始

出,要因事出其意料之外.«民国日报»的报导称十月革命为“政变”(coupdétat),当时也有担忧政

变后内乱的言论.李大钊之响应虽然略晚,但反应非常积极和正面.最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布尔

什维克承袭了俄国的人道主义传统,才能一方面唤醒其国人,另一方适应新世界.他强调若无人道

主义,便无十月革命,甚至说俄国的人道主义最能感动人心,非其他民族可比.他更指出俄国的人道

主义有其渊源,１９世纪的俄国文学“为自由之警钟,为革命之心声”②.在李大钊心目中,十月革命无

疑是托尔斯泰基督教人文主义的延续,亦是他为之倾心的一大原因.另一倾心的原因则更为具体:
新俄刚刚建立,即于１９１７年１２月３日谴责沙俄具有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并要与东方各国平等相待.
列宁又对中国革命表示友善与支持,并经共产国际派员协助.俄国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共和国政府

甚至于１９２０年９月２７日主动宣布:之前所有俄国政府与华条约“一概无效”(nullandvoid),放弃所

有夺取的中国领土与俄国在华特权,无偿永远归还中国,包括所有沙俄政府与资产阶级所掠夺者③.
苏俄最后虽未能履行承诺,然而当喀拉翰宣言随十月革命的炮声传到中国,对中国公众舆论激起了

极大的反响,振奋人心,于是使俄国独占西方意识形态的鳌头,成为中国人心目中正义与自由的象

征④.李大钊亦深信十月革命讲人道的真民主,正为２０世纪新文明铺路,他因而指出,十月革命不同

于法国革命,后者的爱国主义与国族主义是战争的源头,而前者则是人道主义与国际主义,乃是和平

之光.十月革命遂将更新１９世纪的旧文明,使全球进入青春的新世纪.他甚至说:俄国精神将能融

合东西文明,而能够创造世界新文明者非俄国人莫属⑤.何谓新文明? 就是他认为的真正民主,
他说:

　　现代生活的种种方面,都带着Democracy的颜色,都沿着Democracy的轨辙.政治上有他,
经济上也有他;社会上有他,伦理上也有他;教育上有他,宗教上也有他,乃至文学上、艺术上,凡

在人类生活中占一部位的东西,靡有不受他支配的.简单一句话,Democracy就是现代唯一的

权威,现在的时代,就是 Democracy的时代.⑥

所以依李大钊之见,真正的民主是全面的,认为十月革命正是要实施全面的民主,诉诸人类在所

有方面的自由,与法国大革命只是政治革命,不可同日而语.李大钊说:“１７８９年的法国革命,是１９
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１９１７年的俄国革命,是２０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⑦他既确认十月革命是

真正的民主革命,他对之热情迎接,认为俄国革命的成功是全世界庶民的胜利,也就不足为奇.所谓

庶民,指广义的工人,也就是靠工作吃饭的所有人;其他的人不是“强盗”,就是“乞丐”.他的结论是:
今后的世界将是“一大工厂”,所以“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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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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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民国日报»(上海)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１０日,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近代史资料»１９５７年第１５期(总第１６号),
第１１２ １１３页.

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李大钊选集»,第１０２页.另阅李大钊:«俄罗斯文学与革命»,«李大钊诗文选集»,第１２６页.
此文之出现证明李大钊“除托尔斯泰外,几无受到其他俄国思想影响”(Meisner,LiTa chaoandtheOriginsofChineseMarxism,

６３)之不确.
俄国新政府正式宣称原文是“ThegovernmentoftheRussianSocialistFederateSovietRepublicdeclaresnullandvoidallthe

treatiesconcludedwithChinabytheformergovernmentsofRussia,renouncesallseizuresofChineseterritoriesandallRussianconＧ
cessionsinChina,andrestoretoChina,withoutanycompensationandforeverallthathadbeenpredatorilyseizedfromherbythe
TsarsgovernmentandtheRussianbourgeoisie,”见JaneDegras,SovietDocumentsonForeignPoliciesvol．１(NewYork,１９５１),

２１４．全文另载ChinaYearBook (１９２４),８７０ ９７２．参阅洪焕椿:«五四时期的中国革命运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５６年,第３３页.
参阅 Hung,LiTa chaoandtheImpactofMarxismonModernChineseThinking,８．
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李大钊选集»,第１０２、１０３、１０４页.
李大钊:«劳动教育问题»,«李大钊诗文选集»,第２１６页.
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李大钊诗文选集»,第２０３页.
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李大钊诗文选集»,第２０３页,另参阅第２０１ ２０２页.



三、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认识

李大钊对俄国革命的理解,影响到他对欧战的认识.他不认为欧战的胜利是联军的胜利,当然

也不是参与联军的北洋政府的胜利,“乃是德国的社会主义战胜德国的军国主义”,“是人道主义的胜

利,是平和思想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２０世纪新

潮流的胜利”,甚至是“列宁(Lenin),陀罗兹基(托洛斯基,Trotsky)的功业”.事实上,列宁在欧战胜

利前已经与德国议和,脱离欧战,安能说列宁的功业? 李大钊的意思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针对资本

家与政客们的胜利,是精神与文明的胜利,而此精神与文明正由列宁所领导的革命所代表,所以才说

Bolshevism的胜利.他知道Bolshevism信仰“马客士”(马克思,KarlMarx),是超越国界的、革命的

社会主义,打破资本家独占利益的制度,所以认为欧战是“合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
他特别提到语言学家威廉氏(HaroldWilliams,１８７６ １９２８)视Bolshevism为一群众运动,且带有“宗
教的气质”,证明“Bolshevism在今日的俄国,有一种宗教的权威,成为一种群众运动.岂仅今日的俄

国,２０世纪的世界恐怕也不免为这种宗教的权威所支配,为这种群众的运动所风靡”.他也认识到

俄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导火线,相信“尚有无数国民的革命将连续而起”①.
当俄国革命尘埃落定,李大钊更感乐观,思想益发激进.他于１９１８年２月继章士钊出任北京大

学图书馆主任,并于翌年在史学系开“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现代政治”“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
课程②.他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时,为北京大学购进两万册的西文书,一千本日文书;这些书“大多

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和社会科学的书籍”③.他深信战后的１９１９年是“新纪元”的开始:“这个

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和１９１４年以前的生活、文明、世界,大不相同,仿佛隔几世纪一

样.”不一样是因为,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世纪,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④.李大钊自然关切国

人如何进入新纪元,他认为需要教育无助的庶民使他们能够自觉⑤.他更鼓励年轻人下乡去,教育农

民以启愚昧,要比住在城市更有意义(极像托尔斯泰之言).他提醒青年们,若要使共和重生,必须从

农村开始.他要青年们“学那闲暇的时候就来都市里著书,农忙的时候就在田间工作的陶士泰(托尔

斯泰)先生,文化的空气才能与山林里村落里的树影炊烟联成一气,那些静沉沉的老村落,才能变成

活泼泼的新村落.新村落的大联合,就是我们的‘少年中国’”⑥.难怪李璜回忆说:“我在‘少中’民七

的九、十月间会议席上,听见他(李大钊)十分赞成(王)光祈的新村运动,主张大家都弃却都市生活,
而到农村去劳动.”李璜以为李大钊是“陶渊明的信徒”⑦,却不知李大钊是受到了托尔斯泰的启示.

四、托翁的影响余波荡漾

当时中国的农民,生活在痛苦与愚昧之中,受到贪官与劣绅的任意宰割,所以知识青年应该下乡

去教育而后解放他们,使“黑暗的农村”成为“光明的农村”.不过,李大钊要知识青年前往农村,并无

意要进行农村革命,而是希望农民知道共和立宪的真谛,了解民主政治与民主主义,争取“廓清选

举”,实施公平的普遍选举⑧.若将李大钊的农村构想与后来毛泽东发动农民革命说成一脉相承,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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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似是而实非①.李大钊认为十月革命的成功是庶民的胜利、被压迫者的胜利,他因感动而迎接革命

的思想虽渊源于马克思主义,但这新思想里的旧影未消.他将农村与都市作善恶的对比,无疑显示

出托尔斯泰“新村主义”对他的影响犹在.难怪有马克思主义史家指出李大钊仍未理解中国马克思

主义革命的性质与途径②.
马克思其人与«共产主义宣言»早在辛亥革命前的１９００年代就曾由同盟会的朱执信在«民报»上

译介③,但在十月革命之前并未受到重视.李大钊也是因十月革命的成功而重视马克思主义,认为是

“庶民胜利”的秘方.俄国共产党因信奉马克思主义而后有十月革命,而李大钊则因十月革命的成功

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换言之,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之际,不可能对此学说已有深识.他在１９１９年

５月自称,“我平素对马克思没有什么研究”,之所以不惜“僭越”来谈,是由于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

义“几乎风靡全球”.李大钊的门生张国焘回忆说:“我们商谈的出发点还是救国的途径,认为舍效法

苏俄外别无他途可循.我们确认俄国所以能推翻沙皇和雄厚的旧势力,抗拒来自四面八方的外力压

迫,都是得力于俄共的领导,换句话说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大放光芒.由于李大钊先生的启发,认为一

切问题须从了解马克思主义着手.”④

李大钊于１９１９年５月１５日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无疑是当时介绍马克思主义最全面的

一篇文章.此文主要是翻译马恩的一些主要概念,诸如资本论、唯物史观、共产党宣言、阶级竞争等,
且译文大都取自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的作品.他还转译了反对马克思理论的四种批评,也有

一些独出机杼的不同看法.例如他不赞同物质决定上层建筑说,认为“经济现象和法律现象,都是社

会的原动力,他们可以互相影响,都于我们所求的那正当决定的情状有密切的关系”⑤.此外他更质

疑“阶级斗争”(classstruggle),所以刻意用“竞争”来取代“斗争”,甚至代为解释说:

　　他(马克思)只把他的阶级竞争说应用于人类历史的前史,不是通用于过去、现在、未来的全

部.与其说他的阶级竞争说是他的唯物史观的要素,不如说是对于过去历史的一个应用⑥.
他认为克鲁泡特金(PeterA．Kropotkin,１８４２ １９２１)的“互助”终究会取代马克思的“斗争”说:

“这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接着说:“阶级

的竞争,快要息了.互助的光明,快要现了.我们可以觉悟了.”⑦总之他期盼的“少年中国”,是“由物

质和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不能偏废精神改造,因其乃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宣传互助、博爱的

道理”⑧.他认为阶级斗争之说,是马克思的“小小的瑕疵”,但如果认为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的马

克思主义没有了阶级斗争,则与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就相差无几矣.李大钊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

济,视为人道主义经济学⑨,也就不足为怪了.人道主义与精神改造无疑与李大钊思想相始终,其中

显然与马克思主义有抵触之处.至于中国现状是否符合马克思的“决定论”(determinism),也就难

以顾及了.

五、十月革命是庶民的胜利

俄国十月革命的最大意义,就李大钊而言,并非他百分之百赞同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庶民的胜

利、被压迫者的胜利、人道主义的胜利,以及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在他眼中,俄国革命的成功为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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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解放铺了路,促使他想要积极参与其事.诚如陈独秀所说:“俄罗斯之革命非徒革俄国皇室之

命,乃以革世界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命也.”①连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胡适也填了一首词,歌颂俄国革

命②.当时的客观环境也不允许中国知识分子孤立于文化范畴之内,不谈政治,不采取行动.欧战后

巴黎和约暴露中国仍受帝国主义羞辱的现实,中国虽是战胜国,因英日同盟之故,仍然失去了山东权

益,美国威尔逊总统虽强调民族自觉,亦无济于事,举世似乎唯有苏俄反对帝国主义,站在正义的一

边.所以在李大钊看来,今日世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矛盾,而是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矛盾.李大钊在此思想气候中,不仅仅是爱国主义者,也是反帝的“列宁主

义”(Leninism)者,更是人类解放运动的推动者.他遂在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之后,逐步走上反帝、反军

阀政治活动的道路.因此,十月革命对李大钊这一辈知识分子来说,乃是揭开人类解放运动的序幕,
中国的革命无疑是人类解放运动的一部分.

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筹设俄文班,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然后走出学院象牙塔,走向街头,先
号召学生到城里接触劳动群众,成立社团,进行宣传工作,纪念五一劳动节,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与劳

工阶级集合.此时正好有一批曾经参加欧战的中国工人,约有四万人,在苏俄政府的协助下于１９１８
年陆续回国③.李大钊遂于１９２０年１０月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并出版«劳动音»周刊,以期提高工

人的觉悟,又于同年年底,在长辛店开办了劳动补习学校,推行平民教育与领导北京社会主义青年

团,最终于１９２１年７月促成中国共产党的成立④.李大钊虽未能南下参与其事,却无疑是最重要的

推动者,且更积极地在北方高举反帝、反军阀的红旗,发展工人运动.
李大钊早先认为俄国革命是庶民的胜利,是全球的大势所趋,显然过于乐观,事实并非如此.俄国

的共产革命不仅未在全球畅行,反而遭到强权的遏制与孤立.中国革命响应俄国而起,所受到的障碍

亦复不小,北洋政府及其官僚权重势大,与之相抗犹如螳臂挡车.在知识界也遭遇到保守派与自由派

的挑战,因而有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以及与梁启超等的“社会主义的论战”.来自国外帝国主义势力

的干预,亦未尝稍减.李大钊于１９２２年１０月间,在华北领导的罢工风潮,就遭遇到吴佩孚与英美的武

力镇压.翌年２月７日的京汉铁路大罢工,又是一场血腥屠杀,史称二七惨案.李大钊为了增强革命实

力,于１９２３加入国民党,与其领导人孙中山建立联合阵线.然而国共合作并不顺畅,孙中山死后,矛盾

日甚,以至于决裂.李大钊北返后的人身安全也屡遭威胁,成为北洋政府追缉的对象.

六、李大钊以俄为师的挫折

１９２４年６月李大钊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苏联住了将近半年,感受到俄

国人对中国革命运动的热情支持,深信工农在苏联当了家,所以“中国革命非学俄国不可”⑤.然而中

国情况不同,不可能照搬布尔什维克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的模式,当时除军阀割据皆革命者之敌之

外,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无所不在,西方意识形态绝不容共产主义漫延.所以在中国进行俄式革命,仍
然是冒险犯难之事.革命势力之薄弱促使共产国际鼓励中共与国民党合作,李大钊与孙中山扮演联

合阵线的主要角色,将社会主义革命纳入资产阶级之中,但孙中山仍应段祺瑞之请北上,参加善后会

议,愿与反动势力妥协,而李大钊也要借直系冯玉祥的国民军之助力,但均无功.即使中苏于１９２５
年建交后,共产党依然是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的死敌,反之亦然,共产党人依然没有人身安全的保

障.李大钊作为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人,持续进行群众运动不歇,尤其当五卅反帝斗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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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在北京发动数十万人的大游行,结果亦以“惨案”终结.李大钊在北京因反帝、反军阀,自身险

象环生.段祺瑞政府于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８日暴力镇压抗议群众之后,宣称对于“假借共党学说,啸聚群

众,屡肇事端”者,“着京内外一体严拿,尽法惩办”①.段祺瑞政府被推翻后,张作霖奉军入主北京,对
付共产党的手段更加严酷:凡有主张共产者,不分首从,一律处死.李大钊及其党人为了安全,不得

不移入苏联大使馆避难,未料奉军的京师警察厅于１９２７年４月６日闯入大使馆,李大钊及其１９位

追随者遭到逮捕,并于２２天后全部被处以绞刑.使馆乃国家领土的延伸,入侵使馆不为国际公法所

允许,军阀胆敢如此,并非无知,显然是得到在华帝国主义强权反苏反共势力的默许与支持,即使有

违惯例,也在所不惜.同时苏联也遭遇到西方世界的孤立与遏阻,无力反制.
孙中山于１９２５年逝世后,国民党的右派以共为敌,不再相容,使共产党人腹背受敌.蒋介石北

伐军于１９２７年到达上海,于４月１２日突然清党,共产党人几乎全军覆灭.蒋在上海捕杀共产党人

之余,还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②.中共精英在这一年的大量牺牲,标示

１９２７年是以俄为师的革命运动最为惨淡的一年.李大钊自１９１７年到１９２７年始终是主导人物,他的

遇害及共产党的大灾难终结了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李大钊从主张新文化到迎接十月革命与马

克思主义,到因改变现状的责任感走出书斋从事政治活动,到领导共产主义革命活动,到为革命牺

牲,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是极为重要的人物,他因此而被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李大

钊的确是最早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知识人,但他有关马克思的知识主要来自河上肇的日文著

作.马克思的原作几经翻译,难免在深度理解上会有失误.更可注意者,他进入马克思的世界主要

是由于十月革命在俄国的成功,认定马克思提供了革命成功的秘方,于是将重点从研究秘方,转移到

秘方在中国的执行.换言之,他在尚未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学说之前,就开始执行根据马克思理论的

革命活动.因此,李大钊不是中国的普列汉诺夫(GeorgiV．Plekhanov,１８５６ １９１８),这位俄国的

马克思主义之父对唯物史观、唯物哲学史,以及群众与个人在历史上的角色,有不少创发性的著作,
尤其是他的«一元论史观的发展»(TheDevelopmentoftheMonistViewofHistory)③专著,得到恩

格斯(FriedrichEngels,１８２０ １８９５)的赞赏,并于１８９５年２月８日直接写信给普列汉诺夫,祝贺他

的专著在俄国所取得的重大成就④,而且翌年就有了德文版.在这方面,李大钊远不能与普列汉诺夫

相比.
李大钊的重要不在学理上的创发而在其行动,他自迎接十月革命后,一直在中国领导以俄为师的

革命运动,成为创立中国共产党的奠基人、完成国共合作的要角,尤其是华北工运的主导者.他深信俄

国革命会起连续效应,引发欧洲以及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显然过于乐观.共产主义革命虽在俄

国成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与共产国际,但遭遇到西方列强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干预和围堵,难有进展.
李大钊所面对的内外挑战与艰难困苦,更难以克服,最后连他本人也不免被反动势力所绞杀.不过,李
氏锲而不舍的努力虽然惨败,却为下一阶段的革命活动开启了契机,有其重大历史意义.

七、馀　论

１９２７年的惨痛教训证明城市起义与工人运动在中国的彻底失败,形势迫使中国革命转向农村,
使毛泽东有了他主张农民革命的主客观环境.毛泽东于长征途中崛起,与共产国际分道扬镳,并于

日军入侵的国难时期激扬农民革命的国族意识,于二战后获得共产革命的胜利.马克思认为,农民

因其保守性格,不可能像被剥削的工人阶级般具有与剥削资产阶级斗争的积极性.１９２７年前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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钊并未从事任何形式的农民革命,他主要领导华北工人运动,但因为客观条件的缺乏,难有进展,最
终失败.１９３７年后八年抗战,抵御外敌入侵,其间北方广大农民亲历日帝侵略军的残暴,自然而然

在国族主义动员下,形成庞大的潜力,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运动证实农民亦可成为革命成功的先锋,未
必如马克思所说无产阶级工人才有可能.再者,凝结农民的精神力量是“国族主义”(Nationalism),
而非无祖国的国际主义,此国族主义与前述农民革命都足以修正或丰富马克思学说,促成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的本土化.按理论或学说需经由实际经验验证,马克思有鉴于资本主义的剥削性质而后有

“马克思主义”(Marxism),列宁有鉴于帝国主义的掠夺而后有“列宁主义”(Leninism),毛泽东有鉴于

中国悠久的农民起义传统而后有“毛主义”(Maoism).更有进者,自斯大林(JosephStalin)继列宁掌

管苏联后,其目的已是“建立大俄国”(creatingGreatRussia),无异是一“新彼得大帝”(newPeter
theGreat)①.此乃大俄罗斯国族主义,国际主义云乎哉! 类此皆可见马克思主义在历史语境中的不

同发展,毛泽东根据中国经验,对马克思主义修订颇多,且代言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Chinese
Marxism).

有这样一种论断:李大钊作为“中国马克思诠释者的重要性远重要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

导人”②.其实正好相反,他在政治运动上的重要性远重要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他诚然是第一个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也是受其影响而走上马克思主义之路③,但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中国诠

释者,非毛泽东莫属.所谓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特色,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是马克思国际主义中呈

现强烈的国族主义.仅指李大钊是“激情的国族主义者”,则昧于他的“国族主义”见诸他反帝、反军

阀的行动———实际内容是反帝的“列宁主义”.李大钊的“反帝主义”(anti foreignimperialism)大
旗,乃针对当时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现实,外人甚至往往误为“排外主义”,但实际内容不出

反帝国主义的“列宁主义”.李大钊那个时代的中共仍然走共产国际的路线,重点在工运,不可能是

“激情的国族主义者”.然而毛泽东所面临的是日寇大举入侵,乃国家存亡之秋,在北上抗日的征途

中,经过遵义会议,走自己的路,倾向国族主义乃势所必然,而此倾向尚未见之于李大钊的时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特色是农民革命,李大钊是否“早毛泽东十年预见中国的革命将是农民

革命”④? 当时的中国仍是农民大国,任何有心的知识分子不可能不注意到广大农民的福祉.在李大

钊的眼里只有两种人,一是他赞赏的靠劳力吃饭者,另一是他谴责的不劳而获者,广大的农民自然属

于前者,而他受到托尔斯泰的启示要青年“前往乡村”教育农民或向农民学习,初未想到要农民当革

命的先锋.他自走出书斋,从宣扬新文化到从事政治活动,一直以华北工运为主轴.毛泽东领导农

民革命,基于１９２７年之前工运的失败;要言之,俄国革命的经验未能在中国复制.中国农民革命的

成功,殊非李大钊能够预见,亦大出斯大林的意料之外.李大钊初识马克思主义时对陌生理论的质

疑,尚未经检验,至毛泽东,则证实外来学说不能完全适用于本土,因而有所修正,而又逢抗日战争同

仇敌忾的环境,以抵御外侮动员华北农民,证明农民在革命运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因此,毛泽东农

民革命之成功为马克思主义共产革命添写了新的篇章.

[责任编辑　李　梅]

３２从文化与政治角度解读“五四”前后的李大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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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五四时期的“孝道悖论”
黄 启 祥

摘　要:在“五四”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中出现了一个奇特现象,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一方面无情地抨

击孝道,一方面又深情地躬行孝道,我们将此现象称为“孝道悖论”.孝道悖论以一种耐人寻味的方式呈现

了当时知识分子在孝道问题上认识与实践的矛盾以及情感与理智的冲突.以新文化运动中三位有代表

性的人物即鲁迅、胡适和傅斯年为例来考察这一现象,我们发现尽管他们非孝的理由很多,但是一个不可

否认的事实是,他们因为在婚姻上尽孝(服从母亲之命)而非孝,深层原因则是出于孝心而非孝.他们未能

将某些具体行孝规定与源自内心的孝意识和孝义务加以明确的区分,这是导致孝道悖论的重要原因.孝

道悖论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孝的不可否定性.

关键词:五四;非孝;孝道悖论;孝心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９．０３．０３

对孝道的批评并非始于五四时期,更没有终结于五四时期,但是五四时期对孝道的批评无疑最

为引人注目.这个时期的“非孝”思潮不仅遍及文学、哲学、史学等不同领域,而且左、中、右各个阵营

皆有学者投身其中,他们对孝道的批评之激烈可谓前所未闻.在这个“非孝”思潮中出现了一个奇特

现象,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一方面猛烈地抨击孝道,一方面又虔诚地践行孝道,并被人们奉为孝亲典

范,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为五四时期的“孝道悖论”.孝道悖论以一种耐人寻味的方式呈现了当时知识

分子在孝道问题上认识与实践的矛盾以及情感与理智的冲突.下面以新文化运动中三位有代表性

的人物即文学家鲁迅、哲学家胡适和历史学家傅斯年为例来考察这一现象,探究孝道悖论产生的原

因,并由此揭示孝的人性根据.

一、非孝的孝子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从不同角度对孝道进行了批评,就鲁迅、胡适和傅斯年而言,他们的批评大

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孝道没有正当根据.在他们看来孝道的传统理论基础是父母施恩论,而这种理论是站不

住脚的.鲁迅认为,父母生育子女是生物的一种本能,对子女无恩可言,孝道不过是“东方古传的谬

误思想”.胡适认为父母并非有意生下子女,也未征得子女同意,父子之间没有什么恩情,父母无权

要求子女尽孝.傅斯年认为孝道是父母强加于子女的义务① .
其二,孝道的本质是不平等的亲子关系.鲁迅认为在这种关系中“亲权重,父权更重”② ,“父对于

　

作者简介:黄启祥,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暨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教授(山东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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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①.这种

不平等的父子关系“一味收拾幼者弱者”,是一种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②.傅斯年认为孝道单方面有

利于父母而无益于子女,他说:“中国人是为他儿子的缘故造就他儿子吗? 我答道,不是的,他还是为

他自己.”③在他们看来,这种不平等的父子关系违反了生物进化论,是败坏人性的结果.
其三,孝道实际上是一种“孝的宗教”.胡适认为,儒家不信鬼神,便发明孝的宗教来代替神的宗

教.在这种宗教中父母是一种让人行善去恶的道德监督和制裁力量.他说,“中国儒家的宗教提出

一个父母的观念,和一个祖先的观念,来做人生一切行为的裁制力”④,“儒家的父母便和别种宗教的

上帝鬼神一般,也有裁制鼓励人生行为的效能”⑤,“人若能一举足,一出言,都不敢忘父母,他的父母

便是他的上帝鬼神;他的孝道便成了他的宗教”⑥.胡适多少还承认孝道的道德作用,鲁迅则认为孝

道根本不具有道德价值⑦.
其四,孝道泯灭独立人格和才能发展.胡适说,孝道“把个人埋没在家庭伦理里面了”⑧,甚至“简

直可算得不承认个人的存在.我并不是我,不过是我的父母的儿子.故说:‘身也者,父母之遗体

也.’又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的身并不是我,只是父母的遗体”⑨.傅斯年认为中国的家庭“逼
着迁就别人,弄得自己不是自己”,让子女过着奴隶般的生活.他愤懑地说:“这样的奴隶生活,还有

什么埋没不了的?”他认为奉行孝道的中国家庭非常摧残个性,“可恨中国的家庭,空气恶浊到了一

百零一度.从他孩子生下来的那一天,就教训他怎样应时,怎样舍己从人,怎样做你爷娘的儿子.决

不肯教他做自己的自己.一句话说来,极力的摧残个性.”

其五,孝道虚伪.鲁迅说:“拼命地劝孝,也足见事实上孝子的缺少.而其原因,便全在一意提倡

虚伪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他认为中国有关孝道的旧学说旧手段,例如,汉有举孝,唐有孝悌力田

科,清末有孝廉方正,“实在从古以来,并无良效,无非使坏人增长些虚伪,好人无端地多受些人我都

无利益的苦痛罢了”.他还认为一些行孝方式非常荒谬,例如“哭竹生笋”是一种迷信,“老莱娱亲”
令人反感,“卧冰求鲤”让人有性命之虞.胡适认为儒家学者为了维护孝宗教的秩序,制造很多僵化

的行孝形式,让人严格遵守,孝的真正意义反而因此被埋没了.他说:“这竟是现今戏台上的台步、脸
谱、武场套数,成了刻板文字,便失了孝的真意了.”

最后,孝道导致严重社会后果.鲁迅指责孝道残酷,斥之为不顾人命,教坏后人,损害儿童.胡

适认为孝宗教的一大弊病在于“养成一种畏缩的气象,使人销磨一切勇往冒险的胆气”.不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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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还批评中国的婚姻制度、家族制度和孝道为“大害”①,认为它们阻碍中国进步,他“把中国日益深

化之危机的全部责任都归之于孝道”②.傅斯年则认为奉行孝道的中国家庭为万恶之原,是毁灭善的

最大势力③.
这里暂且不论鲁迅、胡适和傅斯年批判孝道的理由是否能够成立④.一个人如果不了解他们的

生活经历,看到上述他们对于孝道的批判,一定会认为他们都是不孝之子.但是事实绝非如此.相

比于他们在理论上对于孝道的抨击与否定,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背叛自己的家庭,更没有厌弃

自己的父母,相反,他们都是恪守孝道的孝子,而且被人们奉为孝亲典范.
首先,尽心尽力奉养父母.鲁迅年少时就非常孝敬父母.１８９４年他的父亲一病不起,那时他只

有十三岁,为了减轻母亲的压力,他几乎每天奔走于当铺和药店,当押衣服和首饰,为父亲买药治

病⑤.鲁迅在北京任职而母亲在绍兴生活时期,他不仅按月往绍兴汇款养家,给家里写信更是频繁.
母亲希望鲁迅将全家接往北京,他便独自奔走,在北京买房修屋,设计改建,购置家具,足足忙了九个

月⑥.鲁迅与母亲同在北京期间,不仅对母亲的衣食住行悉心照料,而且对母亲的精神生活体贴入

微,根据母亲的爱好给母亲购买小说.１９２７年以后鲁迅与母亲分处京沪,这个时期他除了每月按时

给母亲寄生活费,还根据母亲的饮食喜好,经常寄火腿给母亲.同时他不断写信,问候关心母亲.这

期间他写给母亲的信多达２２０多封.鲁迅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身患疾病,但他一直没有对母亲透露病

情,也从未向母亲提及自己的一些危险处境,以便让母亲安度晚年.
胡适非常体恤母亲的生活不易,他追忆母亲时充满深情地说:“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

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⑦胡适的母亲去世后,他感到十分痛

苦,他说:“生未能侍,病未能侍,毕世劬劳未能丝毫分任,生死永诀乃亦未能一面.平生惨痛,何以如

此!”⑧可见胡适奉养母亲的赤子之心.
傅斯年的夫人俞大 回忆:“孟真侍母至孝太夫人体胖,因患高血压症,不宜吃肥肉.记得

有几次因我不敢进肥肉触怒阿姑,太夫人发怒时,孟真辄长跪不起.他窃语我云:‘以后你给母亲吃

少许肥肉好了.你要知道,对患高血压症的人,控制情绪,比忌饮食更重要,母亲年纪大了,别无嗜

好,只爱吃肉,让她吃少许,不比惹她生气好么? 我不是责备你,但念及母亲,茹苦含辛,抚育我兄弟

二人,我只是想让老人家高兴,尽孝道而已.’”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傅斯年忙于中央研究院各所搬

迁事宜,无暇顾及家庭,更无力陪侍母亲避难同行.后来他千方百计令人将母亲接到重庆.每当言

及七十高龄老母逃难之事,他总是心怀歉疚之情.他曾对同事说:“老母幸能平安至后方,否则将何

以面对祖先?”殷殷孝心苍天可鉴.
其次,尊敬父母.鲁迅曾说:“我幼小时候实未尝蓄意忤逆,对于父母,倒是极愿意孝顺的.”

１９０２年３月鲁迅东渡日本留学,其母因日夜思念,大病一场.次年暑假鲁迅回国探亲,他听说此事后

对两个弟弟说:“我们的母亲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了,我们将来都要好好孝敬母亲才对.”鲁迅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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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敬母亲,而且教育儿子要孝敬祖母.周海婴刚会写字,鲁迅便让他给祖母写信,表示问候.
胡适对母亲的尊敬更是溢于言表.他说:“我的母亲是我生平最敬爱的一个人.”①他在«四十自

述»中饱含深情地叙述了他童年和少年时期母亲在做人方面给予他的良好教育,以及母亲自身的榜

样力量,他称赞母亲“气量大,性子好”②,“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③.胡

适将自己做人和治学的成就归功于母亲的温良仁厚和教子有方.他说:“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

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

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④胡适曾说:“我唯一的安慰是

在我离家十一年后,从美国回家看到了母亲.”⑤由此可见母亲在胡适心中的地位.
据«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记述,傅斯年虽已成为学界和政界呼风唤雨的人物,且霸气十足,不把

任何人放在眼里,但偶遇母亲发脾气,乃立即长跪不起,听任母亲斥责,直到老太太发完脾气,让他起

来方才站起,或是对母亲解释,或是好言安慰.
第三,葬祭以礼.鲁迅不仅孝敬父母,也敬重祖先.鲁迅少时父亲去世,１９３３年绍兴老家要修

祖坟,鲁迅慨然出资,写信告诉母亲,已“汇去五十元,倘略有不足,俟细账开来后,再补寄,请勿念.”⑥

胡适曾在«我对于丧礼的改革»⑦中阐述了他改革丧礼的建议,同时记述了他母亲去世后的祭礼与葬

仪.他对丧礼的改革是为了更真切自然地表达对于母亲的由衷敬爱之情.１９４１年傅斯年因积劳成

疾在重庆中央医院治疗休养,在这期间其母突然去世.未能于母亲最后的日子在床前尽孝,这让他

深感愧疚.母亲去世时傅斯年生活拮据,他尽其所能,买棺葬母.后来他说:“棺材是卖几箱子书换

来的.朋友有劝我开吊者,我实在办不到.”⑧

第四,继亲之志,述亲之事.«中庸»曰:“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⑨胡适在这方面

给人的印象最为深刻.胡适三岁多时其父就去世了.他虽然对父亲的形象没有多少记忆,但是他将

与父母一起生活的这段时间称为“最神圣的团居生活”.他说:“[父亲]给我的遗嘱也教我努力读书

上进.这寥寥几句话在我的一生很有重大的影响.”在后来的岁月里,胡适以各种方式缅怀父亲,努
力从父亲留下的文字中追寻他的人生与思想轨迹.他在«口述自传»中用一章的篇幅叙述了父亲的

生平业绩,还专门记述父亲独力营造一个宗祠的故事,并称自己明理性重经验的为学路径是步父

亲的后尘.日本侵华期间胡适想方设法保全父亲的遗稿,将其运往美国保存.后来胡适将这些遗稿

加以整理、编辑和发表,使之流传于世.可以说他的一生都在努力让父母的期待成为现实.
«孝经纪孝行章»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

致其严.”鲁迅、胡适和傅斯年于此身体力行.他们的孝亲事迹还有很多,这里只能简而述之,不能

一一例举.最激烈反对孝道的人却真诚不欺地践行孝道,这不是一个孝道悖论吗? 这个悖论背后隐

含着怎样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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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孝子为何非孝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与憎,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批判和否定.五四时期的这些知识分子为什么

反对孝道? 我们可以追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他们公开表达的,如前所述;另一个是他们未曾明

言的.他们公开批判孝道的理由未必是他们批判孝道的真实原因,至少不是他们批判孝道的全部原

因.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威廉詹姆士认为哲学家的观点是个人性格与经历的反映,哲学见

解“只是[哲学家]对于生命的整个冲动的一些感觉方式和对于生命的整体流动的一些理解方式.这

些见解是一个人的全部性格和经验所施于他的”①.这个观点同样适用于解释“五四”时期知识

分子们的非孝观点.我们不否认鲁迅、胡适和傅斯年批评孝道有其反对旧道德和倡导新道德的时代

背景与动机,但是他们之所以反对孝道,也有其不可否认的自身原因.
鲁迅、胡适和傅斯年之所以如此激烈地抨击孝道,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对于自己婚姻的

不满.他们反对孝道与其婚姻何干? 这里有一种自然的不可否认的联系.婚姻大事遵从父母之命

和媒妁之言,这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悠久的传统,«诗经齐风南山»曰:“娶妻如之何? 必告父母

娶妻如之何,非媒不得.”②«白虎通嫁娶»曰:“男不自专娶,女不自专嫁,必由父母,须媒妁.”③

二十世纪初期,婚姻之事遵从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仍是一大孝行.私定终身被认为违背礼教,甚至

大逆不道.林语堂在谈到这种观念对子女婚姻的影响时说:“它从我们手中夺去了缔结婚姻的权利,
把这种权利给了我们的父母;它让我们与‘媳妇’结婚而不是与妻子结婚.”④通过考察胡适、鲁迅和傅

斯年“五四”前后的生活遭遇可以发现,他们都曾对自己的婚姻非常不满,而他们所不满意的婚姻无

一不是母亲包办的结果.他们之所以接受自己不满意的婚姻乃是因为他们不想对母亲不孝.这些

批评孝道者看似在一般意义上批评孝道,实则他们心中所指乃是孝道在婚姻上的体现或者婚姻上的

孝道.
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是由鲁迅的叔祖母一家做媒介绍给鲁迅母亲的.当时鲁迅正在日本留学,

母亲去信告知,为他定下了这门亲事,他复信表示反对,提出“要朱家姑娘另外嫁人”,可是母亲坚持

要他与朱安成婚⑤.鲁迅当时身在异国,如果他坚持不接受家庭安排的婚姻,是能够做到的.但是鲁

迅事母至孝,不想让母亲失望和扫兴,不想让母亲经受退婚的难堪,也希望有个人陪伴寂寞的母亲⑥,
因此他最终还是于１９０６年与朱安成婚.

婚姻可以强求,但是爱情却强求不得,谁也无法强迫一个人去爱他不爱的人.“举行婚礼那天,
鲁迅表现得阴郁沉闷.第二夜就睡到书房去了”⑦,婚后第四天他就返回日本继续他的学业.鲁迅的

母亲后来这样评价他们的婚姻:“他们既不吵嘴,也不打架,平时不多说话,但没有感情,两人各归各,
不像夫妻.”⑧鲁迅后来跟友人谈起朱安时曾多次说:“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⑨

鲁迅并不认为朱安有什么过错,实际上他认为朱安也是一个受害者.但是婚姻上的这样一个

经历使得鲁迅在谈到母爱、孝道与婚姻时表露出非常矛盾的心情.他说:“我有一个母亲,还有些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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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我平安,我因为感激她的爱,只能不照自己所愿意做的做因为感激别人,就不能不慰安别

人,也往往牺牲了自己,———至少是一部分.”①他对好友许寿裳谈到自己的婚姻时说:“这是母亲给我

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②鲁迅甚至暗示他与朱安的婚姻就像慈母

的毒药,他说:“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③１９１８年８月２０日他在给许寿裳的信中

又说:“人有恒言:‘妇人弱也,而为母则强.’仆为一转曰:‘孺子弱也,而失母则强.’此意久不语人,知
君能解此意,故敢言之矣.”④他在«伪自由书»中也吐露类似的观点:“我向来的意见,是以为倘有慈

母,或是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⑤

正像鲁迅的一位传记作者所言,鲁迅的母亲“虽是出于好心,然而却为他包办了一桩极不称心的婚

事,这不能不对他的心理、性格、思想和以后的生活和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⑥这种影响就包括他对

孝道的批评.
与鲁迅一样,胡适也是为了顺从母意而接受了非己所愿的婚姻.胡适１３岁时母亲为他与江冬

秀订婚.１９０８年１７岁的胡适在上海求学期间,母亲让其回家结婚.他在致母亲的信中以求学要紧

为由坚决辞婚,但同时又说不敢违背母亲之意.因怕母亲逼他与江冬秀成婚,直到１９１０年夏赴美留

学,胡适一直没有回家.胡适在美国留学四年之后,尤其是与韦莲司产生恋情之后,改变了自己的婚

恋观,从原来排斥、批判和抨击西方的自由婚恋观念而转向批评中国的婚姻制度、家族制度和孝道.
他一方面不愿对江冬秀履行婚约,一方面又不能违弃婚约而娶韦莲司.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在其思

想上的表现是一度主张“不婚”与“无后”⑦.当韦莲司得悉胡适在中国已订婚之后,问他:“若吾人所

持见解与家人父母所持见解扦格不入,则吾人当容忍迁就以求相安乎? 抑将各行其是,虽至于决裂

破坏而弗恤乎?”胡适说:“此问题乃人生第一重要问题,非一言所能尽,余细思之,可得二种解决:
父母所信仰(宗教之类),子女虽不以为然,而有时或不忍拂爱者之意,则容忍迁就,甘心为爱我

者屈可也.父母老矣,一旦遽失其所信仰,如失其所依归,其痛苦何可胜算? 人至暮年,不易改其见

解,不如吾辈少年人之可以新信仰易旧信仰也.其容忍也,出于体恤爱我者之心理,故曰‘为人的容

忍’.”⑧

胡适虽然主张婚姻自由,但是在“甘心为爱我者屈”和“容忍迁就”的心态下,勉强默认了他与江

东秀的婚姻.１９１７年１２月胡适奉母之命,在老家与江冬秀举行婚礼.胡适说:“我唯一的安慰是在

我离家十一年后,从美国回家看到了母亲.临终前,她告诉病榻边的人说:她很高兴能活着见到我从

海外回来,见到我和她所择定的人结婚,又听到我们即将得子的消息.”⑨周质平说:“母亲临终前这番

话,对胡适来说太重要了! 他的‘容忍迁就’,‘为爱我者屈’,不全是为了这一刻吗?”“胡适的母亲为

他备尝了二十几年的艰辛,把一辈子的希望全寄托在他身上,他也不负母亲的愿望,放弃了‘不婚’,
放弃了‘无后’,放弃了心中所爱,博得了母亲临终前的一点安慰.”

可以看出,胡适迎娶江东秀,虽然有出于事业以及名誉的功利考虑,也许还有出于人道主义的考

虑或对于婚姻中弱者一方的同情,但是主要还是出于对母亲的孝顺,不愿拂逆母意.胡适在１９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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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２日致老友胡近仁的信中说:“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绝

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吾所以

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岂意反此以令堂上介意乎!”①这封信表明,胡适不仅于

结婚一事,而且闺房之爱,也都是为了博取母亲欢心.
但是胡适在内心深处对于由母亲之命和媒妁之言促成的婚姻是深感苦闷和非常不满的.他在

婚前四十九天(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２１日)写给韦莲司的一封信中袒露了自己的心迹:“我不能说,我是怀着

愉快的心情,企盼着我们的婚礼.我只是怀着强烈的好奇,走向一个重大的实验———生活的实验!
我实在非常不情愿在此时为了婚礼而中断我的工作!”②胡适认为,夫妇之间的正当关系应以异

性恋爱为主要元素,异性恋爱专注于一个对象,情愿永久和他所专注的对象共同生活,才是正当的夫

妇关系③.在他看来,没有爱情的夫妇关系,都不是正当的夫妇关系,更无贞操可言,只能说是异性的

强迫同居④.他甚至说:“若没有一种真挚专一的异性恋爱,那么共同生活便成了不可终日的痛苦,名
分观念便成了虚伪的招牌,儿女的牵系便也和猪狗的母子关系没有大分别了.”⑤

由于婚姻的不如意,胡适自然不想让这婚姻结出果实,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主张“无后”
主义,并在自己的文章、演讲、小说及剧本中强烈抨击传统礼教和旧式婚姻.他于１９１８年９月发表

的一篇题为«美国的妇人»讲演中,宣扬美国的婚姻自由与女子“自立”,折射出他自己的婚姻状况与

理想追求之间的冲突;他发表在１９１９年３月１５日«新青年»第６卷３号上的«终身大事»是我国新文

学史上第一个现代白话剧本,其中明确地表现了五四时期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的思想,内含对自己

婚姻的思考与抗争;他发表在１９１９年４月１５日«新青年»第６卷第４号上的«论贞操问题»对“父母之

命、媒妁之言”决定的无爱婚姻进行了鞭挞,其中包含了他的不满乃至愤懑⑥.
傅斯年在亲子关系和婚姻问题上所批评的“中国家庭实在情形”⑦,也是他自己家庭的实在情形.

傅斯年父亲早逝,他１６岁时由祖父和母亲做主,与丁蘸萃拜堂成亲.丁姑娘与傅斯年的处世态度和

生活方式反差极大,二人一经接触,就搞得傅斯年颇为不快.随着傅斯年年龄增长和系统接受与传

统教育不同的现代教育,他对自己的婚姻越来越感到不满.他们两人长期分居,没有共同志趣,感情

更是无从谈起.他为此悲愤满腔,想摆脱这种困境,又如同老虎吃天,无处下口,转来转去总不得要

领,十分苦恼⑧.他在抨击此类家庭时,对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形式深恶痛绝.他说:
“‘中国做父母的给儿子娶亲,并不是为子娶妇,是为自己娶儿媳妇儿.’这虽然近于滑稽,却是中国家

庭的实在情形.”⑨这种不满和痛苦外化为对传统道德的批判,即从理论上批判那似乎应为此负责的

孝道,痛斥传统的“天理”对人欲的压抑和束缚.
婚姻上的不幸或对于婚姻的不满并不一定导致对孝道公开的直接的批评.中国历史上由父母

之命所导致的婚姻悲剧并不鲜见,但是由此理直气壮地公开批评和否定孝道者却非常稀有.究其原

因,五四时期的这些知识分子之所以猛烈抨击孝道,还缘于其鲜明的时代文化背景.面对屡次遭受

外敌入侵和国家衰落的局面,他们从文化上进行反思的一个结果便是儒家思想应为此承担责任,反
孔非儒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核心主题.另一方面,这些新派知识分子接受了外来观念,追求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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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主张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这使得批判传统的家庭制度与家庭伦理成为一时风气.
简言之,鲁迅、胡适和傅斯年为了尽孝而接受了非己所愿的基于父母之命的无爱婚姻.在他们

看来,正是社会普遍接受的孝道使他们不得不接受这种婚姻,这使他们对孝道非常不满.他们之所

以敢于公开批评孝道,是因为他们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他们通过把自身置入外来文化的处境获得

批判儒家文化和传统孝道的视域,想以此超出这个传统来看待和否定这个传统.他们对孝道的批评

并非毫无道理,外在权力或习俗规定的“孝道”或者传统孝道中的一些具体行孝方式确实已不合时

宜.但是他们忽视了这种批判本身也受到传统的影响和规定.他们在对孝进行各种批判的同时有

意或无意地忽视了这个传统道德的合理根据.正因为如此,他们全盘非孝的言论难以让人信服,既
未说服别人也未说服自己.

三、非孝者的孝心

如果我们真正了解鲁迅、胡适和傅斯年为何批评孝道,我们也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他们为

什么躬行孝道.如前所述,他们批评孝道的直接原因是其对婚姻的不满.他们一方面追求恋爱自由

和婚姻自主,一方面又要面对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婚姻自主意味着在婚姻

问题上摆脱父母的意愿与权利,也就是抛弃对父母应尽的一种义务,所以婚姻自主的主张就与批评

孝道联系在一起了.在婚姻问题上最令他们感到焦灼的与其说是背负不孝之名的压力,不如说是抗

拒婚姻可能给母亲造成的难堪与窘境.他们不愿因违逆母命而让其受到伤害,宁愿选择自己忍受痛

苦.正是这种孝心使得他们接受了非己所愿的婚姻.也就是说,真正令他们躬行孝道的是源自其内

心的孝意识与孝义务.我们从他们的著作、日记、书信和传记中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鲁迅、胡适和傅斯年虽然出于孝心而接受了母亲定下的婚姻,但是这毕竟不是他们想要的婚姻.

如果他们的父母像他们一样接纳婚姻自主的思想,他们在婚姻问题上就不会与父母产生冲突了.这

种冲突的根源在于传统孝道与子女婚姻的捆绑.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无论是接受父母之命决定的婚

姻还是批评孝道,都未清楚区分源自内心的孝意识和孝义务与某种具体的尽孝方式,他们所真正反

对的实际上是后者而非前者.听由父母主宰婚姻,这虽是一定历史时期尽孝的一种方式,但它并非

孝的固有之意,也并非为孔子和孟子所固守,我们从孟子论舜可知他并不主张在婚姻问题上完全听

从父母的意见.“五四”知识分子批判的对象本应是对于一种尽孝方式的僵化遵从,可是他们批判的

矛头却指向了孝本身.
简言之,鲁迅、胡适和傅斯年之所以反对孝道,究根结底是因为传统孝道对于婚姻的绑架让他们

在自己的幸福与父母的幸福之间陷于两难.他们实际上并非一概否定孝道,而是反对在婚姻上缺乏

自主权利.他们对孝道的批判恰恰是要实现孝亲与婚姻自主的统一.也就是说,他们因为在婚姻上

尽孝而非孝,他们非孝则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尽孝.或者说,正因为他们是孝子,所以他们非孝,他们

非孝乃是出于孝心.由此,我们看到他们虽然在理论上非孝,但并非要放弃自己的孝亲义务,更不是

提倡不孝,事实上他们深怕在人们中间引起这种误解.鲁迅曾说:“现在说话难,如果主张‘非孝’,就
有人会说你在煽动打父母.”①胡适也为自己辩解说,他非孝的意思“决不至于做打爹骂娘的事,决不

至于对他的父母毫无感情”②.
如果我们达成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到人们通常对孝道悖论的解释存在的问题.一种观点认

为五四时期反对孝道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践行孝道是因为传统道德对他们的惯性约束.五四时期有

不少作品反映知识分子所承受的文化传统重负与对新文化的追求之间的冲突,它们把孝道悖论看作

从旧道德到新道德的过渡中必然出现的现象.根据这种解释,五四时期的新派知识分子身受传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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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双重观念的影响,他们背负着传统重荷反对传统,在颠覆旧道德的同时不能完全挣脱传统礼教

的羁绊,新旧道德同时在他们的生活中发生作用.他们既不想放弃对爱情与自由的追求,又不想违

背孝亲的义务,无论在理智上还是在情感上都纠结于孝与非孝之间,这使得他们一方面以现代的眼

光批评孝道,一方面又以传统的方式躬行孝道.鲁迅、胡适和傅斯年的一些表述似乎也能够佐证这

种解释.例如,鲁迅说:“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

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①胡适曾告诉他的朋友刘易斯甘尼特:“我们

这一代是必须奉献给我们的父母和我们的孩子的一代中间人.除非我们能摆脱一切的影响,我们就

必须要按父母的愿望与他们为我们选择的姑娘结婚.”②傅斯年感到无可奈何但又充满抗争地说:“我
们现在已经掉在网里了,没法办了.想个不得已的办法,只有力减家庭的负累,尽力发挥个性.不管

父母、兄弟、妻子的责难,总是得一意孤行,服从良心上的支配.其余都可不顾虑,并且可以牺牲

的.”③傅斯年还奉劝没有掉在网里的人,“独身主义是最高尚,最自由的生活,是最大事业的根本”④.
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过去百年,现代化的中国社会已经建立起来,从旧道德到新道德的过渡期

应该结束了.根据这种解释,我们在抛弃孝道方面应该毫无顾虑了.然而,现在的中国社会却并非

像“五四”知识分子所宣扬的那样抛弃了孝道,而是更多地在弘扬孝道,呼唤孝道的回归.今天城市

街道两边的墙上又绘上了鲁迅所讽刺和抨击的二十四孝图.对此,我们又该作何解释? 上述观点显

然不足以说明鲁迅、胡适和傅斯年奉行孝道的原因.
另一种观点认为五四时期反对孝道的知识分子践行孝道乃是源于社会环境(舆论)的压力.⑤ 胡

适的日记似乎可以为证.他在日记中转述朋友的话说,许多旧人都恭维他,不背旧婚约,是一件最可

佩服的事! 朋友们敬重他,这也是一个原因⑥.他在«我对于丧礼的改革»一文中也说:“仔细想来,我
还是脱不了旧风俗的无形的势力,———我还是怕人说话!”⑦

毫无疑问,传统会给反传统者以制约.但是通过这种观点来解释孝道悖论并没有足够的说服

力.首先,胡适自己否认了这一点.他说他之所以不背旧婚约,“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
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我是

不怕人骂的,我也不曾求人赞许,我不过行吾心之所安罢了”⑧.这里所说的“吾心”既包括良心也包

括孝心.其次,胡适等人既然担心违反孝道的做法会给自己带来舆论的压力,让自己在社会中陷于

窘境,为什么还要大张旗鼓地公开批判和否定孝道? 难道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公开批判和否定孝道

不会给他们带来舆论的压力? 他们一方面担心违反孝道有损于自己在社会上的道德形象,给自己的

社会生活造成困扰,一方面又明目张胆地公开反对孝道,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再者,鲁迅、胡适和傅

斯年的朋友圈主要是思想比较开放的新派知识分子,他们大都支持婚姻自主的观念.他们既然能够

接受“非孝”的观点,也会接受他们在婚姻问题上不再遵从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
还有一种观点把五四时期的孝道悖论回溯到古老的爱情与亲情之间的冲突.例如,周质平明确

认为:“胡适婚姻的矛盾,基本上是一个爱情与亲情的冲突,而结果则是爱情向亲情屈服,或者说爱情

被亲情所扼杀.”⑨五四时期描写青年知识分子爱情与亲情冲突的作品并不少见.从一个方面说,孝
道悖论包含着爱情与亲情或者恋爱与孝爱的矛盾.但是这种观点虽然似乎可以解释“五四”知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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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爱情或婚姻悲剧,但是它不足以解释孝道悖论.而且,认为鲁迅、胡适、傅斯年等人的爱情被亲

情所扼杀,这种说法也不符合事实,因为鲁迅和傅斯年在初婚时尚未有自己中意的爱情.再者,如果

说他们的婚姻是亲情对爱情的扼杀,我们如何解释后来鲁迅与许广平的热恋以及傅斯年与俞大 的

婚姻,如何解释胡适不仅与韦莲司浪漫了一生,而且在婚后还与包括曹佩声在内的其他几位女子产

生了浓烈的恋情.
以上从一个侧面即婚姻问题考察了五四时期的孝道悖论.需要指出的是,并非一切包办婚姻都

是悲剧婚姻,婚姻包办也非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批评孝道的唯一原因,亦非孝道悖论产生的唯一原因.
例如,李大钊一岁多时失去双亲,其婚姻由祖父包办.他十岁时娶了大他六岁的赵纫兰,尽管两人后

来的文化程度相差甚远,但是他们和如琴瑟,始终不渝.不过,在李大钊身上也存在孝道悖论.他批

评孝道,提倡婚姻自由,同时也孝敬老人.李大钊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

中说,“总观孔门的伦理道德,于父子关系,只用一个‘孝’字,使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父”①,“他
[孔子]的学说,所以能在中国行了二千余年,全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很大的变动,他的学说适

宜于那样经济状况的原故.现在经济上生了变动,他的学说,就根本动摇,因为他不能适应中国现代

的生活、现代的社会”②.李大钊认为:“社会上种种解放的运动也就是推翻孔子的孝父主义、顺
夫主义、贱女主义的运动.”③李大钊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授伦理课时也说:“孝道并不是天经

地义的事情”,“我们今天所以反对孝道,是因为社会的基础已经起了新的变化我不主张儿子对

自己行孝”④.但是他又说:“可是我却疼爱自己的老人;因为他抚养了我,教育了我,为我付出过很大

的心血.疼爱自己的老人,这是人之常情,不能算是孝道.”⑤李大钊与鲁迅、胡适、傅斯年一样,一方

面批评孝道,一方面孝敬父母和祖辈,尽管他们批评孝道的理由不同.
李大钊试图区分开孝道与“人之常情”.问题在于传统的孝道最初不正是起源于人之常情吗?

那些非孝者出于人之常情而孝亲的行为不是符合孝道吗? 孝道与孝心可以截然分离吗? 李大钊一

方面认为孝道是一定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的产物,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孝道应当

废止,另一方面又基于“人之常情”或孝心而孝敬自己的老人.这说明孝心并不随着经济基础和社会

基础的改变而改变,既然如此,孝道焉能全盘否定?
孝与人性之间的联系或许不是通过孝道倡导者而是通过孝道批评者而得到更加发人深思的揭

示.我们看到,无论出于婚姻的考虑,还是出于经济基础的考虑,还是出于其他问题的考虑而批评孝

道者终究都难以否认自己的孝心.如果连最激烈反对孝道者都是躬行孝道的孝子,这是否意味着孝

从根本上是无法否定的? 孝与人性有着某种不可分割的联系?
孝道悖论不只是反映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认识与实践的矛盾以及理智与情感的冲突,也流露出

他们在认识上的模糊、混淆与困惑.他们对一些具体行孝方式与源自内心的孝意识和孝义务之间的

不同似乎有所感觉.如前所述,胡适认为一些行孝形式并无孝的真意,李大钊认为“孝道”不同于“人
之常情”.但是,总的说来,他们没有清楚地区分某些具体行孝方式与源自内心的孝意识和孝义务,
因而在理论上不加区别地将两者一同摈弃.由不同时代的生活方式所影响或规定的具体行孝方式

会有不同.古代“男不自专娶,女不自专嫁,必由父母,须媒妁”⑥的做法在现代社会已不适宜.但是

一些具体行孝方式的变革与差异并不意味着对孝的否定.孝绝非一时的特殊文化现象,而是符合人

性并且必然自人性而出的德性.根据张祥龙教授结合人类学与哲学的研究,人类新生婴儿的极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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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以及由此造成的亲子联体,使得古代狩猎—采集的人类社会中的父母必须有更长远的时间意

识,知道如何养活和保护自己和婴儿.古代人在几十年的生育与养育子女的时间里所产生的应对生

存挑战的意识会在几十代、几百代、几千代的重复和考验后,留存在人性之中①.孝就根植于这种深

长的内时间意识.正因为如此,尽管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中,孝意识被有意无意地压制,孝义务被

一些人视为缺乏合理的依据,但是就像诺曼丹尼尔斯(NormanDaniels)所指出的,大多数人也不

否认自己对孝义务具有一种直觉,不否认这个现象———大多数子女想帮助他们的父母———是合理、
适当而且可嘉的,也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许多子女都感到他们对父母负有责任,许多成年子女深

切关心他们父母的遭遇,认为自己应感激父母为照顾他们所付出的辛劳②.
新文化运动的矛头所向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石,也是

儒家思想的根本.徐复观在«中国孝道思想的形成、演变及其在历史中的诸问题»一文中说:“在五四

运动时代直接从孝道及与孝道密切相关的文化现象来否定中国的文化,这才算是接触到了中国

文化的核心,迫攻到中国文化的牙城.”③“五四”知识分子对于孝的批判产生了深远的甚至不可逆的

后果,这种后果不仅反映在诸多文字作品和思想观念领域,而且像张祥龙教授所指出的,民国和１９４９
年以后的婚姻法也部分地体现了“五四”“新青年”的家庭诉求,而今天的孝道衰微现象也不能说与新

文化运动没有某种即便遥远但却内在的关联④.而“五四”知识分子对外在权力规定的“孝道”与源自

内心的孝意识和孝义务未加明确的有意识的区分不能不说是产生这种后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它

不是唯一的原因.

[责任编辑　李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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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法“倾斜保护原则”正义价值探寻

———以马克思正义理论为视阈

穆 随 心

摘　要:从“契约社会”到新的“身份社会”的时代变迁,引发了倾斜性地保护劳动者的历史性诉求.现

代西方法学学派认为,劳动法“倾斜保护原则”符合实质正义原则.在马克思正义理论看来,该原则不过是

自由主义正义观的自我修正与调适,其“底线”是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质的规定性,因而难以逃脱其固有

的“资本意识形态藩篱”,无法从根本上体现社会生活的整体性价值逻辑,其结果必然是无法通达劳动者

“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终极追求目标.劳动法“倾斜保护原则”正义价值的真实践行与超越,是基于追求自

由自觉的劳动及劳动者本位的马克思“劳动者正义”观的证成、实现;是在真实改变社会现实、谋求社会生

产关系的根本变革中,确立“劳动者利益本位”的历史生成性价值实践运动.

关键词:劳动法;“倾斜保护原则”;劳动者利益本位;劳动者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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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学理意义而言,劳动法的本质在于以“倾斜保护原则”为灵魂,通过宏观性的国家力量和中观

性的社会力量,倾斜性地对劳动者权益予以保护.该原则标志着劳动法从私(民)法中的出离及独

立.处于全球复杂现代性背景下的当代中国社会,由于社会实践范型的变革,引发劳动关系转型的

规模化、复杂化、市场化,导致劳动关系主体及其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其结果是使得劳动关系矛盾进

入凸显期和多发期.尤其是近年来“新常态”下经济下行压力的持续加大,“矛盾凸显期”特点日趋明

显.破解劳动关系矛盾,推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将“矛盾凸显期”转化为“可持续科学发展期”,其本

质在于构建和谐的“劳动者利益本位”形成、表达、社会立法和价值实践机制.基于此种理据,深入阐

释与澄明劳动法“倾斜保护原则”正义价值,就成为当代中国现实与历史实践的双重呼吁.

一、劳动法“倾斜保护原则”的时代意蕴:从“契约社会”到新的“身份社会”

身份社会的根本标志是社会、国家、政治、宗教聚合为一,所有私域均被公域所遮蔽、所淹没,“旧
的市民社会直接地具有政治性质”① ,“中世纪的精神可以表述如下:市民社会的等级和政治意义上的

等级是同一的”② .如此,“身份”最终作为确立社会关系的唯一方式,引发社会成员之间的不平等,自
由只为一部分成员所专属.近代资产阶级革命高举“自由”“平等”“博爱”尤其是“自由”“平等”的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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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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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旗帜①,最终生成、确立了一种如此深刻地影响人类历史演进的社会制度:近代资本主义社会———
人类社会从“身份”社会进入到“自由”“平等”的“契约社会”.这一社会制度的确立,“表现出现代的

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真正的相互关系”②,从而催生出对劳动者“平等”保护的时代要求.就法律层

面而言,个人利益本位的私(民)法的地位得以根本确立,“意思自治”作为私(民)法的“帝王”原则,完
全可以把所有社会关系看作“平等”关系和“契约”关系,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布鲁克斯亚当斯所谓

“美国的文明建立在契约自由的理论之上”③.
然而,这种“意思自治”、“契约自由”的本质在于全然为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服务与辩护,建立

在私有财产制度基础之上的平等归根结蒂是形式平等④,自由不过是消极自由⑤.在这种抽象的形

式平等、消极自由下,私(民)法“不知晓农民、手工业者、制造业者、企业家、劳动者等之间的区别,而
只知道只是‘人’”⑥.结果必然是:“使经济上的强者利用契约为欺压弱者的工具”⑦,“自由权,
便以保障形式上的平等为后盾,压倒性地有利于有产者而不利于无产者”⑧.有关这一点,被誉为２０
世纪复兴古典自由主义价值最重要思想家之一的英国政治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在其里程碑式的自

由主义著作«自由论»中也通过分析“穷人完全有自由住进昂贵的饭店”悖论探讨过.⑨

所以,近代市民社会中的“从身份到契约”运动天然内含其历史辩证法的否定因素,最终必然演

进到新的“身份社会”,但这种新的“身份社会”鲜明地区别于古代社会的“等级身份”,是充分体现“肯
定否定规律”的,它确认劳动者弱势主体身份,依此对弱势主体实行倾斜保护并追求相对的实质性平

等、自由.所以,现代社会掀起了“从契约到身份的运动”;进而,进入到“根据社会的经济的地位以

及职业的差异把握更加具体的人、对弱者加以保护的时代”.
在社会劳动领域,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关系的本质特点及最大特色在于其从属性;基于此,形

成了劳动者弱势主体和雇主强势主体身份.一方面,从属性主要表现为“人格从属性”.“人格从属

性”决定了“劳动关系绝非如斯的对等人格间纯债权关系,其间含有一般债的关系中所没有的特殊的

身份因素,事实上即成为人格本身的从属”;另一方面,从属性也补充体现为“经济从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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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博爱”,“自由”“平等”更具社会制度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第９１页.
转引自李永军:«从契约自由原则的基础看其在现代合同法上的地位»,«比较法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４期.
需要澄清的是,许多论者认为形式平等就是“机会平等”,其实不完全准确.这方面的论述可参见:Douglas．Rae,Equalites

(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８１),６５ ６６;[美]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３５０
页;[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５８页.

在西方思想史上,霍布斯首先为“自由”定义:“自由这一语词,按其确切的意义来说,就是外界障碍不存在的状态.”([英]霍
布斯:«利维坦»,黎思复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年,第９７页)后来作为“两种自由”的集大成者的以赛亚伯林有更为精细的定

义:消极自由意指“我本来是可以去做某些事情的,但是别人却防止我去做———在这个限度以内,我是不自由的;这个范围如果被别

人压缩到某一个最小的限度以内,那么,我就可以说是被强制(coerced),或是被奴役(enslaved)了”.据此,消极自由就是指:“在什么

样的限度以内,某一个主体(一个人或一群人),可以、或应当被容许,做他所能做的事,或成为他所能成为的角色,而不受到别人的干

涉.”([英]以赛亚伯林:«两种自由概念»,刘军宁等编:«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５年,第２００
２０３页)实际上,“消极自由”理念完全体现在近代私(民)法之中.

[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６６页.
管欧:«当前法律思潮问题»,刁荣华主编:«法律之演进与适用»,台北:汉林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第１２２页.
[日]大须贺明:«生存权论»,林浩译,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３４页.
[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自由四论»扩充版),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３７２页.
傅静坤:«２０世纪契约法»,北京: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６２页.
[日]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王闯译,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８卷,北京: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８５ １８６页.
有关劳动关系的属性,大陆法系的主流学说和司法实践采“从属性”说,与其对应的是英美法系的“控制说”.英美判例法中

的“控制说”与大陆法系的“从属性”实质上是一致的.
学界通常认为“人格从属性”涵盖“组织从属性”,所以省略“组织从属性”叙述.
黄越钦:«劳动法新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６页.



“经济从属性”决定了劳动者对自己从事的工作不能用指挥性、创造性、计划性的方法加以影响①.这

样,劳动者弱势主体和雇主强势主体身份得以形成.而这一“新的身份”所形成的劳动者实质不自

由、不平等,必须通过“倾斜保护”加以克服,劳动法“倾斜保护原则”便应运而生.劳动法通过确认劳

动者的弱者“身份”,视劳动者生存利益为社会公共利益,对于失衡的从属性的劳动关系进行适当矫

正,从而追求实质性平等与自由.

二、劳动法“倾斜保护原则”:自由主义正义观的自我修正与调适

一般而言,因理论基础不同,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正义观主要分为两大类,即社会契约论正义观与

功利主义正义观.社会契约论正义观以抽象的人性论作为出发点,颠覆神学自然法,使其彻底世俗

化,完成了从天国到人间的巨变,有力地促进了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从此以后,
“自由”、“平等”,尤其是自由的观念深入人心.古典自然法的代表人物众多,观点及论证方法也不完

全相同,但并不影响其大致相同的社会契约论框架.其中,洛克在格老秀斯、霍布斯等自然法学派的

基础上,成为近代西方社会契约论自由主义正义观的集大成者.洛克的社会契约论正义观的核心意

蕴在于:人②的生命、健康、自由、财产权等是自然的、理性的、正义的,这构成了人的“自然(天赋)权
利”.为了使“自然(天赋)权利”得到保护,人们就得通过社会契约,组成国家和政府,形成人定法律,
如果国家和政府不能很好地保护“自然(天赋)权利”,人们完全可以采取各种手段,甚至可以采用暴

力颠覆国家和政府,这并不违背正义原则.１９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最终完成,进一步打开

了资本主义经济纵深前行的空间,资本主义不断高歌猛进,其中心任务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建设以

及财富的创造与积累.相较于功利主义正义观,社会契约论正义观强调先验的“自然(天赋)权利”
“玄学”,在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效用上,其“劣根性”的一面暴露无遗,以至于反倒成为

障碍:“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③完全可以说,功利主义正

义观精准地回应了时代的要求.功利主义正义观反对社会契约论正义观,更加注重直接地为世俗个

人服务,毫不避讳地追求世俗个人利益,亦极力推崇“平等”、“自由”观念.功利主义正义观认为,自
然法学家只是沉溺于“自然(天赋)权利”等的“玄学”论证,而“对法律的内在结构、实施技术等从不过

问”④.它反对自然法的“正义”、“(超验)理性”等观念,认为自然权利、社会契约是无足轻重的“幻想”
与“神话”⑤,坚信理性的行为或制度应当能够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然而,撇开社会契约论

正义观与功利主义正义观的激烈争论,我们仍会清楚地发现,二者都不否认平等权、自由权、财产权,
尤其肯认自由权、财产权乃正义观念的核心意蕴,落脚点都明确无误地指向自由主义.

近代抽象的自由、平等的“大厦赖以矗立的坚固基石”,在于维护个人利益和财富的私有制.而

俨然成为市民社会的“君主”的私有制,决定了近代自由、平等的“现代性神话”破灭的不可避免性.
清醒过来的工人阶级“开始进行反抗”⑥.风起云涌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和革命,以及不可避免

的周期性发生的破坏力难以估量的经济危机,使得资产阶级统治岌岌可危.
如何避免近代自由、平等的“现代性神话”的破灭? 立足于社会现实的要求,从康德非典型社会

契约论,到黑格尔反社会契约论萌芽,资产阶级思想家粉墨登场,提供各种各样的顶层设计方案.康

德寄希望于“绝对命令”,黑格尔崇拜的是“国家”,密尔向往“总体(社会)功利”,美国新制度学派的领

７３劳动法“倾斜保护原则”正义价值探寻———以马克思正义理论为视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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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越钦:«劳动法新论»,第９５页.
这里的“人”,实际上就是追求世俗个人利益的新兴资产阶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７页.
严存生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９２页.
王哲:«西方政治法律学说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３７０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３２１页.



军人物加尔布雷斯依托“大社会”①,罗尔斯推崇“差别原则”②,但它们的精髓要义却明确无误:不动

摇私有制经济基础和个人利益本位的法律基础,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质的规定性.这在法学领域

的具体体现就是“法律社会化运动”.社会法学后来居上,如火如荼.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狄

骥、奥地利的埃利希和美国的庞德.社会法学的直接目的是对劳动者等弱势主体提供倾斜性保护,
进而保证社会安全.基于对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沉反思,新自然法学自觉摈弃

传统,努力克服形式自由与平等的缺陷.其中,最充分的体现是罗尔斯新自然法的“差别原则”,而这

一原则与社会法学的“倾斜保护原则”大同小异③.至于现代分析法学,其领军人物主要是奥地利的

凯尔森和英国的哈特,实际上已不同程度地向自然法学靠拢.凯尔森承认合法意义的正义④,哈特承

认坚持最低限度的自然法⑤.一言以蔽之,“基本规范”“最低限度的自然法”“差别原则”实际上与“倾
斜保护原则”如出一辙,异曲同工.在三大法学学派看来,劳动法的“倾斜保护原则”就是对形式平

等、消极自由的反思与纠正,它符合实质正义原则.然而,所有这些反思与纠正,不过是一种改良主

义,只是自由主义正义观的自我修正与调适⑥,并不能体现社会生活的整体性价值逻辑.但是,我们

必须承认,由于现实人类社会还找不到一种足以替代资本主义的完美制度设计,因之,自我修正与调

适后的自由主义正义观很难在短期内丧失其主导地位.

三、限度与超越:马克思正义理论视域下的劳动法“倾斜保护原则”
“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出场,是以其清醒的总体性实践超越意义上的文化与价值批判立场.”⑦在马

克思正义理论看来,无论是平等权、自由权还是财产权等,都摆脱不了资产阶级法权的“资本意识形

态藩篱”,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要依托其市民社会理论以及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理论,对资产阶级

法权进行透彻批判,尽管并未专门对劳动法“倾斜保护原则”的正义价值进行剖析.
(一)劳动法“倾斜保护原则”:历史进步尺度的澄明

马克思正义理论认为,必须“从社会生产出发来理解正义”,是社会生产决定了正义的历史性和

相对性.马克思指出:“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
决不会出现的.”⑧从社会生产出发,坚持正义的历史性和相对性,劳动法“倾斜保护原则”的正义性便

一览无余.这充分体现在,劳动法“倾斜保护原则”是市民社会内在局限的自我修正与调适,是国家

在劳动法领域的干预协调.这些做法,顺应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发展,凸显了劳动法“倾斜保护原

则”的历史进步性.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明确指出,英国工厂法就是“作为工人阶级的身体和

精神的保护手段”⑨.“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的朴素的大宪章多么大的变化啊!”

(二)劳动法“倾斜保护原则”:谋求社会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

尽管劳动法“倾斜保护原则”具有正义性的一面,但依据“从社会生产出发来理解正义”,就会发

８３ 文史哲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亦即在其经典名著«富裕社会»所言的“均衡力量”.
关于马克思与罗尔斯有关正义问题的共同出发点及异质性,参见姚大志:«正义的张力:马克思和罗尔斯之比较»,«文史哲»

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严存生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２８４页.
有论者认为凯尔森的“基本规范”是其所谓“纯粹法学”的最大“悖论”,“这个规范只是一个肯定‘自然法’存在的命题,

一个肯定正义之存在的声明”([意]登特列夫:«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李日章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３０页).
“法律实证主义代表人物哈特也终于接受了最低限度自然法的学说.”参见[意]登特列夫:«自然法———法律哲学导

论»,第２３３页.
对此,资产阶级思想家并不刻意避讳.例如,黑格尔就认为普鲁士王国是体现“绝对观念”的最好国家制度,从而为现存制

度的合理性辩护;罗尔斯的“正义论”只主张将私有财产权归入“差别原则”的调控中,而绝不是推翻现存私有制.
袁祖社:«“正义”对“制度”的介入与规制———马克思正义观的实践难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３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第５７６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第３４９ ３５０页.



现其明显的历史局限性,进而必然提出谋求社会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的要求,全部原因在于该原则

归根结蒂还是在为市民社会的私有制辩护.劳动法“倾斜保护原则”充其量属于分配领域改良,其
“底线”是决不会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质的规定性,只是相对纠正私(民)法所奉行的绝对

“契约自由”给劳动者带来的抽象的平等和消极自由,依此对劳动者弱势主体实行倾斜保护,并追求

相对的实质性平等与自由.因此,如列宁所指:“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欺骗,只要存在着资

本的统治,尽管有某些改善,工人总还是雇佣奴隶.”①“在雇佣劳动制度的基础上要求平等的或甚至

是公平的报酬,就犹如在奴隶制的基础上要求自由一样”②,这就形成了劳动法“倾斜保护原则”的内

在局限性.只有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社会生产关系的根本性变革,才能克服其局限性.
(三)劳动法“倾斜保护原则”:在谋求社会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中确立“劳动者利益本位”

１．马克思正义理论的本质核心:“劳动者正义”
相比于原教旨的自由主义正义观以及经过不断调适的自由主义正义观,马克思正义理论是一种

全新的正义观,它具有“历史性”和观念史意义的的优越性,它所追求的就是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

解放和发展.马克思正义理论意味着,正义所关注的坐标原点需要确定在社会历史的真正主体———
劳动者身上.马克思敏锐精确地捕捉到了时代劳动主题③,这一点已成为诸多学者的共识④.在国

内,代表学者是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他将劳动看作近代西方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概念.他认为“不管

是从政治学意义上讨论劳动与所有权关系的洛克,还是在经济学意义上用劳动的能力理解价值的斯

密,或是在哲学意义上讨论劳动与自我意识的实现的黑格尔,乃至在宗教意义上将劳动解读为人的

自我救赎的天职的韦伯,无不体现了劳动在近代思想中的核心地位.‘劳动’不仅是近代思想的重要

的标度,并且构成了人的本质性的基础”⑤.在国外,哲学人类学家巴蒂斯塔莫迪恩指出:“劳动

是卡尔马克思的伟大直觉.”⑥汉娜阿伦特认为“马克思是１９世纪唯一的使用哲学用语真挚

地叙说了１９世纪的重要事件———劳动的解放的思想家”⑦.雷米C关特认为马克思在“哲学史

上第一次将劳动放在哲学的核心位置”⑧.依据“从社会生产出发来理解正义”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

正义理论,马克思正义理论批判、揭露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对劳动者保护的漠视,凸显了对劳动

者“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真挚的、满怀深情的向往.一言以蔽之:马克思正义理论的本质核心是“劳动

者正义”———劳动者“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也正是由于上文所分析的劳动法“倾斜保护原则”的限度,所以,依据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劳动者

正义”,只有改变“社会现实”中劳动者利益本位扭曲化的总体性状况,才能真实践行并超越劳动法

“倾斜保护原则”.
要改变此种扭曲化状况,必须对自由主义劳动正义及其改良主张进行多维批判.马克思在拜物

教的意义上对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正义以物的形式的过度表达进行了彻底批判.自由主义劳动正

义及其改良价值实践在形式上实现了人的自由自觉理念型“正义劳动”,却在实质上建构了对劳动者

更大的立体化、多层次、深领域、多价值的文化实践性劳动压迫与奴役.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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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列宁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３３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４７页.
在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中,异化劳动仅仅只是作为论述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劳动和资本对抗关系的概念,已不再作为说明

历史的理论和方法.实际上,“异化劳动”已逼近“社会生产”,一旦除去“异化劳动”的人本主义外观,社会生产就呈现在人们面前.
参见林进平:«马克思的“正义”解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１９页.

当然,许多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并不完全赞同马克思有关劳动主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参见仰海峰教授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２日在南京大学哲学系、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所作专题讲座“劳动力成为

商品究竟意味着什么?”,http://philo．nju．edu．cn/２c/１c/c４７０８a１４２３６４/page．htm．
[意]巴蒂斯塔莫迪恩:«哲学人类学»,李树琴、段素革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３７页.
[美]汉娜阿伦特:«马克思与西方政治传统»,孙传钊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２页.
王江松主编:«现代西方劳动哲学名著选编»,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４４页.



利 制度”的结构破解与重建中,马克思彻底颠覆了资本主义劳动价值哲学的现实基础,反叛了基础

主义的本质劳动文化价值话语,从而使旧的劳动价值发生了革命性转变,即“劳动者利益本位”的价

值运动的真实实现.此种实现是以马克思劳动正义的生成性现代呈现为特质,以现实社会中劳动法

“倾斜保护原则”的真实践行与超越为策略.
从劳动者利益本位生成性价值实践出发,马克思将费尔巴哈非历史的、直观的“劳动价值”哲学

范式,以及黑格尔“绝对精神”的超验形式“劳动价值”哲学范式,完全地解构、变革为实践的历史唯物

主义范式.基于此,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现实的劳动者个人”及其历史性的社会生存特质,替代

了旧有的劳动价值论本体化的“劳动者个体”以及抽象的永恒人性.马克思强调:“这是一些现实的

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

质生活条件.”①此种特定生存条件中的劳动者何以呈现其现实劳动生活,自然就成为马克思“劳动者

正义”的“问题框架”.因而,马克思“劳动者正义”价值实践的根本要义,就在于怎样在现实劳动生活

结构中找到消灭劳动权益受剥削、受奴役的异化劳动实践状况,消灭现实劳动生活中各种异化的价

值假象:无产者需要“消灭劳动”②.在这里,“消灭劳动”,就是指消灭异化的、强制的、消极的和奴役

的劳动,真正使劳动成为“自由见之于活动”③,进而证成、实现“现实的人的本质和社会的本质”.如

此,实现劳动者真正意义的现实生活路径及确立劳动者利益本位———劳动生活价值实践逻辑———便

构成了马克思“劳动者正义”的根本品格.

２．劳动者利益本位的“劳动者正义”价值实践:改变与生成

实际上,体现现代性的道德价值命令的自由主义劳动正义及其改良的以物质利益(商品、资本和

消费等劳动产品)为目的(物质利益的附属品或“奴隶”)、甚至以劳动本身(劳动过程)为目的(劳动过

程的“奴隶”)的“动物化”特质④,不但为马克思“劳动者正义”价值实践所否弃,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直

指现代性社会结构深处的劳动伦理价值规范.正如美国学者麦卡锡所言:“这实际上是一部社会伦

理学的分析典范,兼有对现代性的拷问及对古典政治学的批判,处理的不再是个体内部抽象的道德

决定、自由意志,而是寻求共同体中善的生活.”⑤在劳动正义问题上,马克思正义理论所展开的实质

性价值实践,在于劳动权益的实践性改变与生成.由此,劳动者利益本位的马克思“劳动者正义”价
值实践表现为以下方面:

其一,以“劳动者正义”生活世界的生成为其价值目标.为使这一价值实践更为清晰,马克思进

行了其“劳动者正义”的主体正义生成性理论设计,即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深刻转变.通过揭示

两类劳动价值哲学的差异,马克思发现了其“劳动者正义”的生成性特质.改变世界在马克思劳动价

值实践中就是劳动实践、劳动关系、劳动价值的更新,在于掌握现实“劳动者正义”生活价值自身的矛

盾,促使现实劳动生活的自我否定、自我扬弃与自我超越,劳动者打破作为某种“目的”的奴隶的束缚

而超越为自在自为的主人,由劳动对人的“奴役”走向对人的“解放”,由劳动的“动物化”走向“人化”,
劳动再也不是外在的“异己力量”.

其二,劳动者利益本位价值实践的真实实现,构成马克思“劳动者正义”价值实践的核心.劳动

者利益本位价值实践的实现,不是依靠正义与非正义的理论探讨,不是也绝不可能是“说出来的”,而
是以劳动者自由自觉劳动实践活动的发生为标志.任何制度性、理论性的劳动正义设计只是现代性

社会中的一种参照性的正义方案.马克思的“劳动者正义”价值实践始终根植于劳动生活自由自觉

０４ 文史哲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１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５７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８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７４页.
汪胤:«本质与劳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现象学解读»,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４４页.
[美]麦卡锡:«马克思与古人————古典伦理学、社会正义和１９世纪政治经济学»,王文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第１６２ １６５页.



实践发生的现实性,并使其不断内蕴着“时代性”生命.一如马克思所指:“全部社会在本质上是实践

的.”①与此同时,必须承认劳动者利益本位价值实践的真实实现,具有“实践的领域总体性”、本质呈

现和渐进实现的“历史生成性”,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以从根本上改变劳动者命运的真实而伟大的“社
会运动”②.劳动者利益本位价值实践的真实实现,不可避免地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

其三,马克思“劳动者正义”价值实践有其展开的历史结构.劳动者利益本位的确立也有其自身

的历史唯物主义结构.他们的劳动价值活动及其物质条件不是凝固不变或“周而复始”的低水平重

复活动,而是指向“美好生活”、“劳动者正义”价值的公共性追求;不是单个劳动事件的集合体,而是

“美好生活”、“劳动者正义”价值实践过程的集合结构.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曾基于人的发展、
人的社会活动、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对劳动生活历史结构的基本内容作出精到阐释:“人的依赖关系

(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隘的范围内和

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

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

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

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③质言之,马克思在这里明确展示了一个置于一种社会生产方式

及相应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劳动者个体的生命和劳动自由解放的“生活世界”④.如此,完全可

以说,“人的依赖”属于劳动生活正义实践的过去形态,“物的依赖”属于劳动正义生活实践历史结构

的现在形态,那么“个人的全面发展”则属于劳动正义生活实践历史结构的未来形态.马克思“劳动

者正义”价值实践是劳动生活的原生态结构、关系结构、历史结构的内在统一,是同一社会劳动正义

生活的三个不同向度.在马克思“劳动者正义”价值实践的现代历史开展中,社会关系结构与历史结

构共同构成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劳动关系正义价值实践,这两种结构统一于“劳动者正义”生活的元结

构中,从而使马克思劳动价值实践展现为生成而敞开的有机社会过程.

我国劳动法“倾斜保护原则”的价值的真实践行与超越如何可能的问题,构成当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实践过程中无法回避的“必答题”.毋庸置疑,必须坚持马克思“劳动者正义”的最高价值目标,
将其作为改造当代中国劳动关系社会现实的根本尺度.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承认劳动者利益本位价

值实践的真实实现,具有本质呈现和渐进实现的“历史生成性”;必须充分认识到,当代中国社会己经

出现了愈来愈明显的“领域分离”⑤,造成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分化、利益分化与利益冲突,异化的、强制

的、消极的、奴役的劳动等一系列弊端必然或多或少地需要当代中国承受⑥.这构成了当代中国劳动

者必须承担的正义“阵痛”及“代价”.但是,我们必须“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将“劳动者正义”这
一核心指向与目标牢固地根植于推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之中,让“劳动者正义”深度介入规制制度安

排和实践,真正实现社会发展与“劳动者正义”之间的历史生成逻辑.

[责任编辑　刘京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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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５０５ ５０６页.
袁祖社:«“正义”对“制度”的介入与规制———马克思正义观的实践难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８卷,第５２页.
这也为海德格尔“在世界之中”的人的生存结构所佐证,参见[美]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论稿»,李杨译,张庆熊

校,«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９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３６５ ４０４页.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３页.
我们可仿照罗尔斯的反问方式“是否自由社会主义的政体在实现两个正义原则方面能够做得更好?”来予以设问:“是否不

经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而直接进入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对中国来说能够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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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明道:韩愈«原道»的经典化历程

刘 成 国

摘　要:自中唐至宋初,韩愈«原道»的影响有限.北宋仁宗朝的前三十年,是«原道»走向经典化的关

键时期.它被士人精英尊为文以明道的典范,排佛卫道的一面旗帜.它所揭橥的道统谱系,为方兴未艾的

儒学各派提供了争取正统地位的言说方式.它以新颖的论述,引领了“原”体写作.自仁宗嘉祐年间至北

宋后期,«原道»遭遇到佛教契嵩和儒学内部的各种质疑批判.不过,这并未逆转其经典化的历程,反而由

此开启了宋代学术思想在本体论、心性论等层面深入发展的契机.绍兴和议后,宋、金南北对峙,«原道»的

经典化在不同的地理、文化空间中呈现出不同轨迹.在南宋,韩愈虽被理学家从道统中排除,«原道»文以

明道的经典地位却屹然不动.借助于科场文化的推动,它进而成为普通士人文章写作的必读作品,经典的

形成跨越了士人各个阶层.至于在女真统治下的北方中国,由于浓郁的“三教合一”学术思想氛围,«原道»

一直较受冷落.直至蒙元时期,随着理学北传以及文坛宗韩之风的兴起,«原道»的经典意义才得以逐渐

凸显.

关键词:«原道»;经典化;道统;排佛;科场文化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９．０３．０５

作为韩愈文集中的“命根”① ,«原道»是中国古代文学史、思想文化史上最经典的篇章之一.１９５４
年,陈寅恪先生发表«论韩愈»一文,高度推崇韩愈在唐宋思想文化转型中的承上启下之功,将其历史

功绩归纳为: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呵
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效用;奖掖后进,期望学说之流传② .其中前五点,即
与«原道»密切相关.理学家程颐认为,自孟子以后截止北宋,只有«原道»一篇,“要之大意尽近理”③ .
同时在散文史上,«原道»也长期享有“古文之祖”的崇高地位.不过,«原道»的这种经典地位,并非一

蹴而就,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士人精英、国家意识形态、科场文化等多方建构而成.本文试

图追溯９至１３世纪«原道»经典化的历程,呈现在这一历程中围绕«原道»而激发的种种文学、思想、
文化新变.

一、走向经典

韩愈文集中,共有五篇文章以“原”名题,分别是«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通常认为,
这五篇文章作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８０３)韩愈贬谪阳山前后,是他有感于张继来书,深思熟虑地扶树

教道之作.其中«原道»一篇,尤其堪称韩文代表,于后世影响深远.

　　在文章中,韩愈首先以“仁义”来界定儒家之道,并与老子之道划清界限:

　

作者简介:刘成国,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教授(上海２００２４１).

①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３８３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１０７c页.

②　陈寅恪:«论韩愈»,«历史研究»１９５４年第２期.

③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３７页.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徳.仁与义为定

名,道与徳为虚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徳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
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罪也.彼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其小之也则宜.其所谓道,道其所

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徳,徳其所徳,非吾所谓徳也.凡吾所谓道徳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
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徳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文章继而追溯儒家之道创自三代圣王,包涵广大,是社会秩序、文明形成、历史发展的基础.此道在

古代圣王、孔子、孟子之间传承.孟子之后,由于秦朝暴政,以及佛、老异端的干扰,儒道衰微不振,导
致生民“不闻圣人仁义之说”,“穷且盗焉”.欲改变这一状况,须恢复先王之道,排斥佛、老二教,“人
其人,火其书,庐其居”①.

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原道»都体现出强烈的开拓与创新,洋溢着韩愈炽热的卫道精神.它

首次运用散体单行的形式,避开当时已趋圆熟的“论”体,而选择以“原”名篇,来论述一个儒道本原、
异化或衰微、回归与重振的三部曲.它首次提出了一个儒道传承的完整谱系,对儒道的内涵作出清

楚界定,并首次拈出«大学»中“正心诚意而将有为”,来与佛、道的清净寂灭对峙,进而主张一种激烈

的排佛举措.
«原道»问世后,一些韩门弟子及古文家,如中唐李翱、皇甫湜、赵德、林慎言,晚唐五代孙樵、皮日

休、陆龟蒙、沈颜、孙郃等,接受了道统说,并顺理成章地将韩愈置于其中,与孟子、扬雄并称②.这样,
从上古圣王,中由孔、孟、荀、扬,直至韩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传道谱系.

不过,从现存文献看,«原道»在中、晚唐远未取得“经典”地位.这或许因为当时的主流文化依然

是一种文学文化,它的核心特征为综合和兼容,尤其体现在三教关系中.在社会生活和群体秩序方

面,士人遵循儒家的社会伦理规范;而在个体心灵、内在信仰层面,则往往从佛教和道家中寻求精神

解脱③.身处此种文化氛围之浸染,«原道»激进的反佛立场显得相当偏执而突兀.比如,韩愈的好友

兼古文同道柳宗元、刘禹锡,就表示出与«原道»迥异的倾向④.晚唐由古入骈的文学巨匠李商隐,则
对以«原道»为核心的排佛卫道系列论述,进行了犀利批评⑤.至于一般的士人群体,不妨接受禅宗的

“传灯”说,可对同属权力谱系话语、以排佛为标的的儒家道统,也很难认可.
五代文坛,骈文复盛,古文衰微,甚至于韩愈文集都已流失散佚,难睹全貌⑥.现存的五代文献,

未见明确针对«原道»的评论或引述⑦.明显秉持骈体文学观而反对复古的«旧唐书»史臣,虽然认可韩

愈的古文创作“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世称韩文焉”,但并不承认他的儒道传承之功,反予指

责:“然时有恃才肆意,亦有盭孔、孟之旨又为«毛颖传»,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缪者.”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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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⑧

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原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１３页.
赵德«昌黎文录序»:“昌黎公,圣人之徒欤所履之道,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扬雄所授受服行之实也,固已

不杂其传.”(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六二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６２７６页)林简言«上韩吏部书»:“去夫子千有余载,孟轲、扬雄

死,今得圣人之旨、能传说圣人之道,阁下耳.”(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九○,第８２８０页)
钱穆曾指出:“唐代人物,一面建功立绩,在世间用力;一面求禅问法,在出世间讨归宿.始终是分为两扇的人生观.”(钱穆: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５册«初期宋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６页)陈弱水则将唐代士人的心态和思想格局概括为

一种典型的“外儒内释”.(陈弱水:«柳宗元与中唐儒学复兴»,«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第２６８ ２８０页)

柳宗元于天台宗颇有好感,曾明确表示不赞成韩愈排佛,见«柳宗元集»卷二五«送僧浩初序»,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第

６７３页.刘禹锡则对«原道»中道统话语,不以为然,可见刘禹锡著,瞿蜕园笺:«刘禹锡集笺证»卷二九«赠别君素上人»,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９４２页.
李商隐:«上崔华州书»,李商隐著,刘学锴、余恕诚校注:«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第１０８页.
韩集在五代的流传情况,比较模糊.刘真伦认为:“晚唐五代众多的文学选本中,仅«又玄集»选录韩诗两首,表明了韩文在

这一时期的衰微.”见刘真伦:«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７页.
«旧五代史»中,仅卷一二七«马裔孙传»提及后周马裔孙“慕韩愈之为人,尤不重佛”,“生平以傅奕、韩愈为髙识”.(北京:中

华书局,２０１６年,第１９４２ １９４３页)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六○«韩愈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４２０４页.



洎赵宋开国,结束了五代几十年的干戈扰攘,文教重启.韩愈文集从断壁残垣中被发现,逐渐流

行于世.柳开、王禹偁这两位宋初古文领袖,已经开始运用«原道»中的儒道谱系话语.仁宗即位后,
古文运动在历经真宗朝的萧条后重振,士人群体中的“尊韩”思潮蔚然成风.韩愈文集经过柳开、穆
修、刘烨、尹洙、欧阳修等人的校勘整理,也已经完整面世.«原道»一文在士人群体中开始引起广泛

共鸣,逐渐走向经典.
仁宗朝天圣至嘉祐初的三十多年间(１０２３ １０５６),是«原道»经典化历程中的关键时刻.它被士

人推崇为排斥异端、以文明道的典范,与«孟子»«荀子»«法言»等相提并论,共同羽翼六经.韩愈本人

则厕身于孔子之后的“五贤”行列,身系道统之传,如石介曰:

　　孟轲氏、荀况氏、扬雄氏、王通氏、韩愈氏五贤人,吏部为贤人而卓.不知更几千万亿年复有

孔子,不知更几千数百年复有吏部.孔子之«易»«春秋»,自圣人以来未有也;吏部«原道»«原仁»
«原毁»«行难»«对禹问»«佛骨表»«诤臣论»,自诸子以来未有也.呜呼,至矣!①

圣贤之道无屯泰.孟子、扬子、文中子、吏部,皆屯于无位与小官,而孟子泰于«七篇»,杨子

泰于«法言»«太玄»,文中子泰于«续经»«中说»,吏部泰于«原道»«论佛骨表»十余万言.②

石介,字守道,号徂徕先生,宋学开山之一,与孙复、胡瑗一起被后世尊为“宋初三先生”.他是仁宗朝

古文运动的先锋、“尊韩”思潮的倡导者,其卫道之炽热,辟佛之激烈,不逊色于韩愈.«原道»即充当

了他排斥异端的理论根据.他甚至认为,由于韩愈排佛之难远过孟子卫道之难,«原道»在儒家典籍

中的重要性也在«孟子»之上:

　　«书»之«洪范»,«周礼»之六官,«春秋»之十二经,«孟子»之七篇,«原道»之千三百八十八言,
其言王道尽矣.箕子、周公、孔子之时,三代王制尚在,孟子去孔子且未远,能言王道也,不为艰

矣.去孔子后千五百年间,历杨、墨、韩、庄、老、佛之患,王道绝矣.虽曰«洪范»、曰«周官»、曰

«春秋»、曰«孟子»存,而千歧万径,逐逐竞出,诡邪淫僻、荒唐放诞之说,恣行于天地间,无有御之

者.大道破散消亡,睢盱然惟杨、庄之归,而佛、老之从.吏部此时能言之为难,推«洪范»«周礼»
«春秋»«孟子»之书则深,惟箕子、周公、孔子、孟轲之功,则吏部不为少矣.余不敢厕吏部于二大

圣人之间,若箕子、孟轲,则余不敢后吏部.③

石介对佛老的抨击,尤其强调夷夏之辨和伦理纲常,如谓“夫佛、老者,夷狄之人也,而佛、老以夷狄之

教法乱中国之教法,以夷狄之衣服乱中国之衣服,以夷狄之言语乱中国之言语”④,“灭君臣之道,绝父

子之亲,弃道德,悖礼乐,裂五常,迁四民之常居,毁中国之衣冠,去祖宗而祀夷狄”⑤.这与«原道»中
视佛教为“夷狄之法”,教唆民众“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是一脉相承

的.至于石介对佛教的措置应对,也沿袭了«原道»的激烈粗暴,欲将之逐出中国,摒弃四夷:“或曰:
‘如此,将为之奈何?’曰:‘各人其人,各俗其俗,各教其教,各礼其礼,各衣服其衣服,各居庐其居庐.
四夷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不相乱,如斯而已矣.则中国,中国也;四夷,四夷也.”⑥

在石介的引领下,仁宗朝士人纷纷接受了«原道»中的排佛立场,开始大张旗鼓,诋斥佛教.陈善

«扪虱新话»卷一一指出:“退之«原道»辟佛老,欲‘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于是儒者咸宗其語.”⑦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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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介著,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七«尊韩»,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７９ ８０页.
石介著,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一九«泰山书院记»,第２２３页.
石介著,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七«读原道»,第７８页.
石介著,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六«明四诛»,第７１页.
石介著,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五«怪说上»,第６１页.
石介著,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一○«中国论»,第１１７页.关于石介排佛,可参徐洪兴:«思想的转型———理学发

生过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３６４ ３６８页.
戴建国主编:«全宋笔记»第５编第１０册,郑州:大象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８７页.蒋义斌指出:“在讨论宋代排佛的声浪中,应

该注意韩愈古文的鼓动力.宋代排佛论者,往往是因为喜爱韩愈的文章,而引发排佛的情绪.”(蒋义斌:«宋代儒释调和论及排佛论

之演进»,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８年,第１２页)



中欧阳修的地位最为崇高,影响也最为深远.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

　　石介守道与欧文忠同年进士,名相连,皆第一甲.国初诸儒以经术行义闻者,但守传注,以

笃厚谨修表乡里.自孙明复为«春秋发微»,稍自出己意.守道师之,始唱为辟佛、老之说,行之

天下.文忠初未有是意,而守道力论其然,遂相与协力,盖同出韩退之.①

据此,作为仁宗朝古文领袖,欧阳修起初并未有明确的排佛之意,因受同年好友石介之影响,故相与

协力排佛.他立足于人情常理,批评佛教“佛言无生,老言不死,二者同出于贪”②.佛教徒“坐华屋享

美食而无事”③,擅于“动摇兴作”④,诱民为非,弃绝人伦.“彼为佛者,弃其父子,绝其夫妇,于人之性

甚戾,又有蚕食虫蠹之弊”⑤.他庆历年间排佛的代表作«本论»,即模仿«原道»而撰⑥.只是,欧阳修

对待佛教的举措,远较韩愈、石介温和.他不主张“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而强调儒家须修政教之

本以胜之:“今尧、舜、三代之政,其说尚传,其具皆在.诚能讲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之以渐,使民皆

乐而趣焉,则充行乎天下,而佛无所施矣.«传»曰‘物莫能两大’,自然之势也,奚必曰‘火其书’而‘庐
其居’哉!”⑦

除石介、欧阳修外,仁宗朝前期以排佛著称的古文家还有李觏、章望之、黄晞等.张舜民«镡津明

教大师行业记»曰:“庆历间天下之士学为古文,慕韩退之排佛而尊孔子.东南有章表民(望之)、
黄聱隅(晞)、李泰伯(觏),尤为雄杰,学者宗之.”⑧他们沾丐于«原道»,或援引其中“六民”说以为排佛

的理论基础,或对其中“人其人”的作法予以调整.如李觏对«原道»相当服膺,尝谓“孟氏荀扬醇疵之

说,闻之旧矣,不可复轻重”⑨.他针对仁宗前期财政之困窘,提出富国之策在于“殴游民而归之”,佛
教徒即为当殴之冗者:“古者祀天神,祭地祗,享人鬼,它未闻也.今也释老用事,率吾民而事之,为缁

焉,为黄焉.籍而未度者,民之为役者,无虑几百万.广占良田利宅,媺衣饱食,坐谈空虚以诳曜愚

俗.此不在四民之列者也.”李觏强调:“缁黄存则其害有十,缁黄去则其利有十.”他认为«原道»提
出的排佛举措“言之太暴,殴之亡渐”,难免扰民,转而主张“止度人而禁修寺观者,渐而殴之之术”.
细绎其理论基础,则仍然脱胎于«原道».

«原道»在仁宗朝前期之所以流行,并遽然被提高至文以明道的经典地位,远远超过韩愈文集中

其他篇章,当非偶然.这与仁宗朝前期抑制佛教的政策,以及政治变革的呼声有关.
如前所述,自问世以来,«原道»在三教并重的中晚唐其实颇惹非议.北宋开国后,太祖、太宗、真

宗三朝意识形态以模仿唐代为基调,在崇尚儒家文教同时,对佛、道二教均有扶持.如宋太祖于开宝

四年(９７１)派人赴益州开雕大藏经.宋太宗曾普度僧尼,大规模营寺造塔,建立译经院、印经院.真

宗佞道之馀不忘崇佛,尝撰«崇释论»论儒、释“迹异道同”.仁宗佛教造诣颇深,曾与多位佛教大德来

往,探讨义理,并撰«佛牙赞»«景祐天竺字源序»等文,谄神佞佛.在帝王支持下,佛教势力在真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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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四二«唐会昌投龙文»,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１年,第２２９５页.
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六○«原弊»,第８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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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揖逊,步骤驰骋,皆得韩子之体,故«本论»似«原道».”(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１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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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契嵩著,林仲湘校注:«镡津文集校注»卷首,成都:巴蜀书社,２０１４年,第３页.
李觏著,王国轩点校:«李觏集»卷二八«答李观书»,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３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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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０９１册,第００２９d页)



后期急剧膨胀①,随之引发了严重的社会治安、财政民生等系列问题.仁宗即位后,陆续有朝臣上奏,
请求抑制佛教②.天圣五年(１０２７),范仲淹上书执政,请求停止修建寺院,限制度僧,约束僧徒游方,
并将此视为变革更张的重要措施,“斯亦与民阜财之端也”.其立论基础,便是«原道»中的“六民”说,
以佛教徒不事生产、耗费民食,导致物贵民困:“盖古者四民,秦汉之下,兵及缁黄,共六民矣.今又六

民之中,浮其业者不可胜纪,此天下之大蠧也.士有不稽古而禄,农有不竭力而饥,工多奇器以败度,
商多奇货以乱禁,兵多冗而不急,缁黄荡而不制,此则六民之浮不可胜纪,而皆衣食于农者也,如之何

物不贵乎? 如之何农不困乎?”③

范仲淹不是单纯的排佛论者.他请求抑制佛教势力,主要着眼于国计民生,将佛教视为国家财

政困难的根源之一.稍后,由于与西夏开战,宋廷财政愈形窘迫,三冗问题凸现.宝元二年(１０３９),
权三司度支判官宋祁上疏论三冗三费,将“僧道日益多而不定数”视为三冗之一,将“道场斋醮”、京师

寺观视为“三费”中的两费,请予抑制裁减④.在巨大的财政压力下,仁宗被迫调整佛教政策.如景祐

元年(１０３４)闰六月,“毁天下无额寺院”⑤.康定元年(１０４０)八月,“罢天下寺观以金箔饰佛像”⑥.庆

历四年(１０４４)六月,开宝寺灵宝塔火灾,仁宗遣人于塔基掘得旧瘗舍利,内廷看毕,再命送还本寺,许
令士庶烧香瞻礼.谏官余靖极力谏止:

　　臣观今天下,自西陲用兵以来,国帑虚竭,民间十室九空.陛下若勤劳罪已,忧人之忧,则四

方之民安,咸蒙其福矣.如其不恤民病,广事浮费,奉佛求福,非所望于当今.且佛者方外之教,
理天下者所不取也.割黎民之不足,奉庸僧之有余,且以侈丽崇饰,甚非帝王之事.⑦

正是在佛教势力膨胀、用兵西夏、朝廷财政危机严重等严峻的社会问题刺激下,北宋的精英士大夫们

将«原道»拈出褒扬,从中汲取解决当代困境的思想资源.盖«原道»之作,本身就“具有特别时代性,
即当退之时佛教徒众多,于国家财政及社会经济皆有甚大影响”.它将汉代以后帝国秩序之混乱,治
道之不振,归结于佛教入侵所导致的民生凋弊、经济萧条和伦理失范,“实匡世正俗之良策”⑧.这为

仁宗朝前期抑制佛教势力的发展以解决财政危机,以及效法先王的政治变革,提供了一个合法化论

证,可供仿效.以上所举石介、孙复、欧阳修、李觏、余靖等人,既是庆历革新的参预者,又是儒学复兴

的领导者.他们对«原道»的推崇,对佛教的排斥,除了财政方面的务实考虑外,也体现出一种深沉的

文化忧患意识、本位心理.这尤其弥漫于石介的«中国论»«怪说»、欧阳修的«本论»等文中.而追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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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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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道释一:“国初,两京、诸州僧尼六万七千四百三人,岁度千人(天禧五年)僧三十九万

七千六百一十五人,尼六万一千二百三十九人.景祐元年僧三十八万五千五百二十人,尼四万八千七百四十二人.庆历二年

僧三十四万八千一百八人,尼四万八千四百一十七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９９７９ ９９８０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天圣二年十二月丙寅:“权判都省马亮言:‘天下僧以数十万计,间或为盗,民颇苦之.请除

岁合度人外,非时更不度人,仍自今毋得收曾犯真刑及文身者系帐.’诏可.”(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２３７０页)«宋会要辑稿»道释

一:“(天圣)四年正月,开封府以长宁节,请放试到僧、尼、道士、女冠、童行,及诸禅院拨放者三百八十九人,止放三百人.宰臣王曾等

言:‘剃度太多,皆堕农游手之人,无益政化.’张知白曰:‘臣任枢密日,尝断劫盗,有一火之中全是僧徒者.’仁宗曰:‘自今切宜渐加澄

革,勿使滥也.”(第９９８６ ９９８７页)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九«上执政书»,范仲淹著,李勇先、王蓉贵点校:«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第２１６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五宝元二年十二月癸卯:“时陜西用兵,调费日蹙,祁上疏论三冗三费曰:‘何谓三冗?

天下有定官,无限员,一冗也.天下厢军不任战而耗衣食,二冗也.僧道日益多而无定数,三冗也.三冗不去,不可以为国.请断自

今日,僧道已受戒具者姑如旧,其方著籍为徒弟子者悉还为民,勿复岁度.而州县寺观留若干,僧道定若干,后毋得过此数何谓

三费? 一曰道场斋醮,无日不有,或七日,或一月,或四十九日.各挟主名,未始暂停.至于蜡、蔬、膏、面、酒、稲、钱、帛,百司供亿,不
可赀计二曰京师寺观,或多设徒卒,或増置官司,衣粮所给,三倍他处.帐幄谓之供养,田产谓之常住,不徭不役,坐蠧齐民.而

又别饰神祠,争修塔庙,皆云不费官帑,自募民财,此诚不逞罔上之尤者请一切罢之,则二费节矣.’”(第２９４１ ２９４３页)
脱脱等撰:«宋史»卷一○«仁宗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第１９８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八康定元年八月戊戌,第３０３４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庆历四年六月丁未,第３６３３页.
陈寅恪:«论韩愈»,«历史研究»１９５４年第２期.



溯源,则与«原道»一脉相承,“因释迦为夷狄之人,佛教为夷狄之法,抉其本根,力排痛斥”①.
«原道»中的道统谱系话语,为北宋士人提供了新型的价值标准和行为依据,被他们广泛接受.

或用于排斥异端、树立自己学派的合法性;或用于日常交游,用以构建社会网络,建立群体认同.
«原道»所揭橥的道统谱系,具有排斥与建构两种功能.通过树立一个圣贤谱系,并把自己(或师

友)列入其中,可以申明本人学说在儒学传统中的合理性、合法化;而那些没有列入谱系中的前贤或

时辈,则被视为儒学中的异端,或处于次要地位.我们在北宋文献里,追溯到至少有四、五十位著名

士人,曾经完整或片断地运用«原道»中的道统话语.他们基本沿袭了«原道»中的儒道传承模式而有

所新变,即:尧舜—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荀子扬雄王通韩愈②.
其中,“—”部分是韩愈提出的谱系,“”部分,诸家根据自身学术建构以及对儒学传统的体认,认
识不同.至于韩愈之后的空位,北宋士人有时以身自任,表明本人在这一谱系中的地位,从而为本学

派在儒家传统中争取正统地位.另一种常见的情形是属之于师友,表明归趋之意.
众所周知,北宋儒学自仁宗一朝焕发出全新生机,各个学派纷纷涌现,儒学思想呈现出一种多元

开放的格局.«原道»中的道统谱系,为这些学派争取正统地位提供了新颖的话语表述方式.程颐固

然以此种话语形态来表明理学的独特地位,如谓:“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
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程颢)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
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为功大矣.”③其他士人也未尝不然.日本学者土田健次郎将此种现象

称为“继承绝学观念的普遍性”④.这种为各家学说争取正统地位的话语功能,是«原道»在北宋中期

获得经典化的重要原因.
此外,在士人社会交游和人际网络的构建上,«原道»中的道统话语也发挥着微妙作用.在宋代

士人广泛的社交活动中,如干谒、走访、行卷、投贽等,道统话语可以为宾主双方提供一种新型的身份

认同方式,让干谒者在志于圣人之道的幌子下,正大光明地向对方表明诉求,并且为一些身处逆境的

士人提供一种崇高价值观念的支持和归属感.道统话语固有的“派系”属性,对于士人间师生关系的

形成、师友传承的纽带,也提供了一种高明的话语修辞.
从文体角度看,以«原道»为首的«五原»开创了一种新型的文章议论方式———原体.现存的唐代

文章中,韩愈之前尚无以“原”名篇者.再往前追溯,尽管«淮南子»卷一有«原道»,刘勰«文心雕龙»中
有«原道»篇,但二者均为学术著述中的一个片段、部分,并非独立成篇的文章,后者且以骈文出之.
直到韩愈«五原»,方以追溯本原的方式,来论述一些宏大抽象的命题,剖析现状,指出症结,从而承

担、分化了“论”体文中的某些特殊功能.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原»:“按字书云:‘原者,本也,谓推

论其本原也.’自唐韩愈作‘五原’,而后人因之,虽非古体,然其溯原于本始,致用于当今,则诚有不可

少者其题或曰原某,或曰某原,亦无他义.”⑤随着«原道»的日益流行与渐受推崇,“原”体在仁宗

朝获得众多士人的模仿,如孙冲«原理»、贾同«原古»、尹洙«原刑»、石介«原乱»、欧阳修«原弊»、释契

嵩«原教»«广原教»«原孝»«论原»、张方平«原蠹»、李觏«孝原»«原文»«原正»、胡瑗«原礼»、蔡襄«原
赏»、司马光«原命»、王安石«原性»«原教»«原过»、潘兴嗣«原谏»、孙洙«明堂原»«封禅原上»、李清臣

«法原»«势原»等.以上作者均为仁宗朝古文名家,他们的参预写作,标志着一种新型文体逐渐定型.
其所原均为一些相对抽象、宏大的概念或社会问题,如礼、乐、人、性、道等等;其表述则围绕着本原、

７４文以明道:韩愈«原道»的经典化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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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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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论韩愈»,«历史研究»１９５４年第２期.
北宋道统话语也发生了一些变异,如话语重点更加倾向于对儒学传统的清理和学派自身合理性的申明,攘佛色彩相对弱

化;一种以儒、释调和为取向的谱系话语初露端倪,等等.
«河南程氏文集»卷一一«明道先生墓表»,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６４０页.
[日]土田健次郎:«道学之形成»,朱刚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３７页.
徐师曾认为,“原体”与一般的论说文无甚差异,“至其曲折抑扬,亦与论说相为表里,无甚异也”(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１３２页).笔者并不认同,因另有专文讨论“原体”,此处不赘.



异化、回归而展开.
仁宗嘉祐五年(１０６０)七月,«新唐书»修成,其中«韩愈传»赞曰:

　　当其所得,粹然一出于正,刊落陈言,横骛别驱,汪洋大肆,要之无抵捂圣人者.其道盖自比

孟轲,以荀况、杨雄为未淳,宁不信然? 昔孟轲拒杨、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

千余岁,拨衰反正,功与齐而力倍之,所以过况、雄为不少矣.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

山、北斗云.①

试与五代«旧唐书韩愈传»所谓“时有恃才肆意,亦有盭孔、孟之旨”“文章之甚纰缪者”相比②,对韩

愈的评价可谓云泥悬殊.这个论断,可以视为仁宗朝“尊韩”思潮的一个官方总结.而«原道»则被特

地拈出予以表彰,认为足以和孟子、扬雄的著述相提并论:“其«原道»«原性»«师说»等数十篇,皆奥衍

闳深,与孟轲、杨雄相表里而佐佑六经云.”③«原道»文以明道的经典地位,已经初步确立.

二、质疑和批判

就在仁宗朝的古文家们配合朝堂上陆续实施的各项抑制佛教政策,以韩愈«原道»«谏佛骨表»等
为理论旗帜进行排佛运动时,佛教徒立刻敏锐地觉察到这一思想趋势,并迅速展开反击.其代表人

物是明教大师契嵩.
契嵩,俗姓李,字仲灵,自号潜子,藤州镡津人.七岁出家,十三得度落发,十四岁受具足戒,云门

第四世弟子.仁宗庆历年间,契嵩以古文著«辅教编»,阐明儒、释一致,试图调和二教.嘉祐元年

(１０５６),随着排佛浪潮的高涨,契嵩的护教行为更趋积极,在上书仁宗、公卿大臣请求护法的同时,撰
写了«非韩子»三十二篇,严厉批评古文家排佛的精神领袖韩愈,试图为排佛之举釜底抽薪.其诋韩

的策略,即力辨韩愈仅为文词之士,并未真正领悟圣人之道:

　　刘昫«唐书»谓韩子“其性偏僻刚讦”,又曰:“于道不弘.”吾考其书,验其所为,诚然耳.欲韩

如古之圣贤,从容中道,固其不逮也,宜乎识者谓韩子第文词人耳.夫文者,所以传道也;道不

至,虽甚文,奚用? 若韩子议论如此,其道可谓至乎? 而学者不复考之道理中否,乃斐然徒效

其文.④

«原道»作为韩愈文以明道的代表作,“宋代儒学复兴之肇基”、“儒佛对抗的交烽重点”⑤,遂名列«非韩

子»第一篇,成为契嵩重点批判的对象.
针对«原道»中“博爱之谓仁”至“道与徳为虚位”六句,契嵩首先指出,既然道与德为虚位,则«原

道»之名不妥:“道徳既为虚位,是道不可原也,何必曰«原道»? «舜典»曰:‘敬敷五教.’盖仁义,五常

之谓也.韩子果专仁义,目其书曰«原教»可也,是亦韩子之不知考经也.”⑥继而,契嵩旁证博引儒家

中«曲礼»«说卦»«论语»«系辞»«礼运»等经典,指斥韩愈故意颠倒道德仁义的次序,置仁义于道德之

前.然后再引«系辞»中“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

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说卦»中“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立天

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

教”,等等为据,力证圣人之道,决不止于仁义而已,而是“天地万物莫不与之”.“是道徳,在«礼»则中

庸也、诚明也,在«书»则«洪范»皇极也,在«诗»则思无邪也,在«春秋»则列圣大中之道也.”⑦韩愈将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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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祁等撰:«新唐书»卷一七六«韩愈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５２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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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淑芬:«儒佛交涉与宋代儒学复兴»,台北:大安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３２页.
释契嵩著,林仲湘校注:«镡津文集校注»卷一七«非韩子第一»,第３２０页.
释契嵩著,林仲湘校注:«镡津文集校注»卷一七«非韩子第一»,第３２２页.



家之道德,仅仅局限于日常伦理行为之仁义,乃“(忘)本略经”,只能愈辨愈惑①.
«原道»中最犀利的排佛利器是“六民说”,即以士、农、工、商为四民,儒者主教,而佛老为冗:

　　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

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②

契嵩则以为,“古今迭变,时益差异,未必一教而能周其万世之宜也”③.自周、秦以后,时益浇薄,人心

益伪,仅凭儒家已无法满足教化之需,佛教应时而出,“欲其相与而救世”,决非空耗民食之冗.唐贞

观、开元年间,天下大治,佛、老益盛,即是明证④.
至于«原道»所揭橥的儒家道统谱系,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

文、武、周公、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契嵩则予以尖锐质疑:周公孔子、孔子孟子

相去百年,“乌得相见而亲相传禀耶? 哂韩子据何经传,辄若是云乎?”另据«论语»等儒家典籍,禹、汤
所传,亦“未闻止传仁义而已”,“至于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世,亦皆以中道、皇极相慕而相承

也.”«原道»中的道统谱系,无论是传承方式,还是所传内容,均与儒家经传扞格.最后,契嵩得出结

论:«原道»徒守人伦之理,昧于大道⑤.
以外在的仁义行为、规范来界定儒家之道,的确是«原道»的特色所在.它是汉唐儒学外向礼教

经世传统的沿袭,同时也契合中唐以后兴起的天人相分思潮.契嵩凭借着深厚的佛学心性素养,深
入到儒学内部,从儒家经典中挖掘不同的思想传统,如«中庸»、«大学»、«系辞»对天道、心性的诸多论

述,来凸显“道德”的形而上意义,批判韩愈仅以仁义界定道德是“小之也”,未得儒家真谛.这是«原
道»问世以来,所遭受到的最严峻、最深刻的批判.此后直至南宋以后,宋代儒、释两教对韩愈及«原
道»的批评,义理方面均未超出契嵩之阃域,无非有所损益而已.

契嵩的生卒年代与欧阳修相同,各具极高的古文造诣.不同的是,欧阳修继承韩愈的衣钵,以平

易流畅的文风推进宋代古文运动,契嵩则以古文操戈入室,力攻韩愈的文章、经术及出处进退.他对

于«原道»的批判,具有重要的学术思想史意义.在经历了中晚唐短暂的天人相分思潮后,北宋中期

以后的学者又试图重新绾结天人分裂,为儒家伦理行为、价值观乃至政治制度,寻求一个超越的宇宙

本体依据,从而为秩序寻求一个更加牢固的基础.它不仅仅是外在的、超越的,而且根植于人的本性

中,具有内在的心性根源.契嵩对«原道»的批判,开启了这一思想史转变的契机,促使北宋儒学向本

体与心性两个层面作更深的探寻.
契嵩的批判,在仁宗嘉祐、英宗治平年间产生了极大反响,许多排佛论者由此戛然而止,转而趋

之好之.陈舜俞«镡津明教大师行业记»曰:

　　仲灵独居,作«原教»«孝论»十余篇,明儒释之道一贯以抗其说.诸君读之,既爱其文,又畏

其理之胜而莫之能夺也,因与之游.遇士大夫之恶佛者,仲灵无不恳恳为言之,由是排者浸止,
而后有好之甚者,仲灵唱之也.⑥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批评很快便以对话方式,编入到北宋治平年间徐君平所撰«韩退之别传»中,以更

为通俗的媒介广泛传播:

　　子之不知佛者,为其不知孔子也,使子而知孔子,则佛之义亦明矣.子之所谓:“仁与义为定

名,道与德为虚位”者,皆孔子之所弃也.愈曰:“何谓也?”大颠曰:“孔子不云‘志于道,据于德,
依于仁,游于艺’? 盖道也者,百行之首也,仁不足以名之.周公之语六德,曰知、仁、信、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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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盖德也者,仁义之原,而仁义也者,德之一偏也.岂以道德而为虚位哉? 子贡以博施济众为

仁,孔子变色曰:‘何事于仁? 必也圣乎?’是仁不足以为圣也.”①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８７９)正月,韩愈因谏佛骨被贬潮州.其间,他曾与僧人大颠交往,赞其“能外形骸

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并“留衣服为别”②.之后,佛教徒中逐渐流传韩愈晚年信佛,甚至虚构出

他受大颠点化而证悟佛法.«韩退之别传»即在此传说基础上踵事增华.文中大颠对«原道»的驳斥,
正是从仁义道德的次序入手,引证儒家经典,点出韩愈“不知孔子”,这明显是钞自契嵩.不同的是,
契嵩«非韩子»中的雄辩滔滔、论端锋起,被一种诙谐、幽默、调侃的机锋所取代,最终韩愈“瞠目而不

收,气丧而不扬,反求其所答,忙然有若自失”,在大颠面前俯首敛眉.在南宋以后的禅林道场中,«韩
退之别传»以其特有的戏谑风格风靡一时,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韩愈的卫道形象,解构了«原道»的文

本.钱钟书认为:“盖辟佛而名高望重者,如泰山之难摇,大树之徒撼,则释子往往不挥之为仇,而反

引之为友.释子取韩昌黎、胡致堂而周内之,亦正用吞并术.”③可谓得之.
大约从仁宗至和、嘉祐之际开始,随着儒学复兴的深入发展,庆历之际兴起的儒学各派逐渐走出

对韩愈的亦步亦趋,心模手仿,对其诗文写作、学术思想、人品道德展开了与契嵩相似的质疑和批

判④.总体而言,这些质疑和批判,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韩愈汲汲于富贵,戚戚于贫贱,不能固

贫⑤,无异庸人⑥,“好名”⑦,“畏死”⑧.人品道德,颇可挑剔.二,进而与韩愈的学术思想相联系,怀疑

其学问根底,认为这反映了韩愈性命之学的不足,并进一步得出他由文见道、“倒学”的评价:“愈之视

杨、墨,以排释、老,此愈之得于孟子者也.至于性命之际,出处致身之大要,而愈与孟子异者,固多

矣.故王通力学而不知道,荀卿言道而不知要,昌黎立言而不及德.”⑨“退之晚来为文,所得处甚多.
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退之却倒学了.因学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与此相关的则是韩愈

性三品说,混淆才、性,不足定论.韩愈本质上是一文人,不知圣人之道,“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
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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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顔子之所为哉!”(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４０１页)
欧阳修«与尹师鲁第一书»:“毎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慼慼怨嗟,有不堪之穷

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六九,第９９９页)
«河南程氏遗书»卷一八:“退之正在好名中.”(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２３２页)
张舜民«史说»:“马文渊有言:‘韩退之潮阳之行,齿发衰矣,不若少时之志壮也,故以封禅之说迎宪宗退之非求富

贵者也,畏死尔.”(吕祖谦编,齐治平点校:«宋文鉴»卷一○八,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第１４９８页)
王令著,沈文倬点校:«王令集»卷一四«说孟子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６６页.
«河南程氏遗书»卷一八,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２３２页.“倒学”之说,肇自吴孝宗,被二程吸纳.吴曾«能

改斋漫录»卷八:“程正叔云.然此意本吴子经耳.子经«法语»曰:‘古之人好道而及文,韩退之学文而及道.’子经名孝宗,欧阳

文忠公尝有诗送吴生者也.荆公与之论文甚著,临川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２３４页)
«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九:“扬雄、韩愈说性,正说著才也.”(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２５２页)苏轼著,孔凡礼

点校«苏轼文集»卷四«扬雄论»:“韩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说,而折之以孔子之论,离性以为三品,圣人之论性也,将以尽万物之天

理,与众人之所共知者,以折天下之疑.而韩愈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之性,且其言曰‘今之言性者,皆杂乎佛、老’.愈之说,以为性

之无与乎情,而喜怒哀乐皆非性者,是愈流入于佛、老而不自知也.”(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１１０ １１１页)
杨时著,林海权点校«杨时集»卷二五«与陈传道序»:“若唐之韩愈,盖尝谓世无仲尼,不当在弟子之列,则亦不可谓无其志

也.及观其所学,则不过乎欲雕章镂句,取名誉而止耳.然则士固不患不知有志乎圣人,而特患乎不知圣人之所以学也.”(北京:中
华书局,２０１８年,第６６６页)

苏轼«韩愈论»:“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何者? 其为论甚髙,其待孔子、孟轲甚尊,而拒杨、
墨、佛、老甚严.此其用力,亦不可谓不至也.然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苏轼文集»卷四,第１１４页)



作为韩愈文以明道的代表作,«原道»成为众矢之的,尤其是开篇八句.如二程批评曰:“恻隐固

是爱也.爱自是情,仁自是性,岂可专以爱为仁? 退之言‘博爱之谓仁’,非也.仁者固博爱,然
便以博爱为仁,则不可.”①“(韩愈)只云‘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便乱说.”②«原道»中的道统

谱系,则遭到司马光从根本上的冲击、颠覆:

　　足下书所称引古今传道者,自孔子及孟、荀、扬、王、韩、孙、柳、张、贾,才十人耳.若语其文,
则荀、扬以上不专为文;若语其道,则恐韩、王以下,未得与孔子并称也.若论学古之人,则又不

尽于此十人者也.孔子自称述而不作,然则孔子之道,非取诸己也,盖述三皇五帝三王之道也.
三皇五帝三王,亦非取诸己也,钩探天地之道以教人也.故学者苟志于道,则莫若本之于天地,
考之于先王,质之于孔子,验之于当今.四者皆冥合无间,然后勉而进之,则其智之所及、力之所

胜,虽或近或远、或小或大,要为不失其正焉.舍是而求之,有害无益矣.彼数君子者,诚大贤

也,然于道殆不能无 而不粹者焉.足下必欲求道之真,则莫若以孔子为的而已.夫射者必志

于的,志于的而不中者有矣,未有不志于的而中者也.彼数君子者与我皆射者也,彼虽近,我虽

远,我不志于的,而惟彼所射之从,则亦去的愈远矣.③

韩愈自称因读扬雄书而尊信孟子,因读孟子书而知孔子之道,而荀子之书也与孔子之道相合.三人

大醇小疵,与孔子之道最终一脉相通,故可以位列道统谱系中④.其中隐含之义,则是凡、圣有间,士
人修业进德,不能一蹴而就,不妨先向道统中的诸贤学习,逐渐靠近圣境.司马光则以为,孟子、荀
子、韩愈等人不足以继承儒家之道,与其效仿他们,不如直接学习孔子.又«原道»之“道”,虽系先王

所创,却与天地自然无关.而司马光则以为孔子之道来自先王,而先王则“钩探天地之道以教人”.
这其实对«原道»乃至个唐宋古文运动理论预设,予以质疑乃至否定.据题注,此书作于仁宗嘉祐二

年(１０５７)九月二十四日,正与契嵩非韩同时.
北宋后期苏门高足张耒继承苏轼的观点,认为韩愈“以为文人则有余,以为知道则不足”.他最

核心的论证,便是«原道»前八句所言不当:

　　然则愈知道欤? 曰:愈未知也.愈之«原道»曰:‘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

之谓道.’果如此,则舍仁与义而非道也.‘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徳为虚位.道有君子有小人,徳

有吉有凶.’若如此,道与徳特未定,而仁与义皆道也.是愈于道本不知其何物,故其言纷纷异同

而无所归,而独不知子思之言乎?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曰性、曰道、曰教,而

天下之能事毕矣.礼乐刑政,所谓教也,而出于道;仁义礼智,所谓道也,而出于性.性则原于

天.论至于此而足矣,未尝持一偏曰如是谓之道,如是谓之非道.曰定名,曰虚位也,则子思实

知之矣.愈者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而健于言者欤?⑤

张耒的指摘,其实是沿袭契嵩.他以儒学中的«中庸»传统,来抨击«原道»仅以外在行为言仁,忽略了

性与天道,的确不无道理.
以上诸人,皆为有宋一代文化巨子.他们的批判,并非欲彻底否定韩愈,而是在高度崇敬同时⑥,

企图超越«原道»,往本体论和心性论方向研精覃思,致广大而极精微.这与契嵩对«原道»的批判,有

１５文以明道:韩愈«原道»的经典化历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河南程氏遗书»卷一八,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１８２页.
«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九,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２６２页.
司马光著,李文泽点校:«司马光集»卷五九«答陈充祕校书»,第１２３７ １２３８页.
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读荀»,第３７页.
张耒著,李逸安点校:«张耒集»卷四一«韩愈论»,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６７７ ６７８页.
欧阳修被称为宋代韩愈,自不待言.苏轼则对韩愈极为推崇,称其“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苏轼文集»卷一七

«潮州韩文公庙碑»,第５０９页)司马光也认可韩愈之排佛,并非一概否定:“世称韩文公不喜佛,常排之.余观其«与孟尚书书»论大颠

云:‘能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乃知文公于书无所不观,盖尝遍观佛书,取其精粹而排其糟粕耳.不然,何以知不为事物侵乱,为
学佛者所先耶? 今之学佛者,自言得佛心,作佛事,然曾不免侵乱于事物,則其人果何如哉?”(司马光著,李文泽点校:«司马光集»卷
六九«书心经后赠绍鉴元丰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作»,第１４０９ １４１０页)



着根本不同.在这方面,北宋新学领袖王安石体现得最为明显.
王安石早年诗文创作出入韩愈之藩蘺,对韩极为推崇,尝谓“自孔子之死久,韩子作,望圣人于百

千年中,卓然也”①.“时乎杨墨,己不然者,孟轲氏而已;时乎释老,己不然者,韩愈氏而已.如孟韩

者,可谓术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时胜道也.惜也不得志于君,使真儒之效不白于当世,然其于众人

也卓矣.”②中年以后,则欲跨越中唐古文诸家,直溯孔、孟,故讥讽韩愈“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

精神”③.又曰:“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④“韩公既去岂能追,孟子有来还不拒.”⑤这种

行为,绝非仅仅如钱钟书所云“拗相公之本色”⑥,而是“晚年所学有进,不欲仅以文章高世,而岂有意

于贬韩子哉”⑦.这反映了北宋中期儒家中的一流学者,已不甘心再受«原道»之笼罩,而力图超越.
其«答韩求仁书»曰:“扬子曰:‘道以道之,徳以得之,仁以人之,义以宜之,礼以体之,天也.合则浑,
离则散,一人而兼统四体者,其身全乎?’老子曰:‘失道而后徳,失徳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

礼.’扬子言其合,老子言其离,此其所以异也.韩文公知道有君子有小人,徳有凶有吉,而不知仁义

之无以异于道徳,此为不知道徳也.”⑧此中已鲜明体现出一种欲统摄诸家、融汇贯通的学术取向.
因此,以上种种质疑和批判,并未从根本上撼动«原道»的历史地位,逆转其经典化进程.«原道»

中的排佛卫道,代表了一种儒家本位主义立场,后世任何自居于儒家正统的学派,都难以抹煞其合法

性、必要性.如理学创始人二程兄弟,尽管自许继承了孟子之后千年不传之道,将韩愈排除在道统

外,也不得不承认:“韩愈亦近世豪杰之士.如«原道»中言语虽有病,然自孟子而后,能将许大见识寻

求者,才见此人.至如断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与杨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若不是他见得,
岂千馀年后便能断得如此分明也?”⑨“孟子论王道便实孟子而后,却只有«原道»一篇,其间语固

多病,然要之大意尽近理.”随着经典化的进展,«原道»逐渐成为一种恪守本位、与异端划清界限的

象征、符号,每当儒学面临佛、老冲击时,便会被卫道者当作圣物一般顶礼膜拜.谢薖«适正堂记»曰:

　　然今之世,学释、老者竞非吾儒,其言汪洋浩渺,足以骇世绝俗.而儒者反取释老之言,以明

六艺之学.呜呼! 安得孟轲、扬雄、韩愈之徒出而排之,使吾圣人之道廓如也.吾友吴迪吉作楼

于其居第之西,其下辟以为堂,图孔子、荀卿、扬雄之像于其间,又取韩愈«原道»之书写于其壁,
而名其堂曰“适正”.盖取扬雄«法言»所谓适尧、舜、文王为正堂者也.迪吉属予为记,且使道其

名堂之意.余谓迪吉:“子坐于中堂,瞻数子之容而思其学,观«原道»之书而详其义,则尧、舜、文

王之道参乎其前矣.”

吴迪吉生活于北宋后期.他将孟子、扬雄等像绘于堂上,并将«原道»文本书之于壁,再请谢薖撰文记

之.这一系列的行为,极富象征性地表明了他坚守儒家、拒斥异端的价值取向、学术立场.圣贤图像

与«原道»文本,作为一种隐喻符号而承担了吴迪吉这位儒家士人的精神寄托:微斯人,吾谁与归?
同样重要的是,«原道»对儒学史的叙述,在北宋后期获得官方认可,被纳入到朝廷意识形态的建

构中.这主要表现在孔庙从祀制度上.与唐代相比,宋代孔庙制度一个最深刻变化,便是接受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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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七七«上人书»,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１９５９年,第８１１页.此文作于宋仁宗庆历六年

(１０４６),具体考证可见拙著«王安石年谱长编»卷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８年,第１５８页.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八四«送孙正之序»,第８８５页.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三四«韩子»,第３７２页.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二二«奉酬永叔见赠»,第２６４页.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一二«秋怀»,第１８１页.
钱钟书:«谈艺录»,第６２ ６５页.
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五,詹大和等著,裴汝诚点校:«王安石年谱三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４年,第２８２页.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七二«答韩求仁书»,第７６３ ７６４页.
«河南程氏遗书»卷一,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５页.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３７页.
谢薖:«竹友集»卷八,杨守敬编:«续古逸丛书»之四二,扬州:广陵书社,２００１年.



道»中的道统说,将传道谱系中的各位贤人,以明道之儒的身份,区别于汉唐郑玄等传经之儒,从祀孔

庙,并分别封以公、伯爵位.神宗元丰七年(１０８４年)五月,从礼部林希议,诏:“自今春秋释奠,以邹

国公孟轲配食文宣王,设位于兖国公之次.荀况、扬雄、韩愈以世次从祀于二十一贤之间,并封伯爵:
况,兰陵;雄,成都;愈,昌黎.”①由此,«原道»中的儒道传承谱系,通过孔庙从祀、配享而被制度化、意
识形态化,一直延续到清末.这也不妨视为北宋朝廷对«原道»经典地位的认可.

三、经典铸就

南渡以后,韩愈文集的整理笺注异常兴旺,出现了若干搜罗宏富、校勘精细的笺注本,如樊汝霖

«韩集谱注»、严有翼«韩文切证»、祝充«音注韩文公文集»、王伯大«别本韩文考异»、文谠«详注昌黎先

生文集»、魏仲举«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廖莹中«东雅堂昌黎集注»等.它们引证丰富,注释详尽,为
«原道»的广泛流行提供了坚实的文本基础.

南渡以来,南宋的学术版图发生了巨变.王安石新学不再是朝廷正统意识形态,而理学则日益

壮大.作为一代理学宗师,朱熹对«原道»的评价被其门人后学奉为圭臬,影响深远.
朱熹“自少喜读韩文”②.早年即立志校勘韩愈文集,直至晚年去世前方穷几十年之功完成«韩文

考异»,用力甚劬.他继承、总结了北宋各家的质疑、批评,将韩愈彻底驱逐出道统谱系,但同时又不

得不承认«原道»确系由文见道之作:

　　孟轲氏没,圣学失传,天下之士背本趋末,不求知道养徳以充其内,而汲汲乎徒以文章为事

业.韩愈氏出,始觉其陋,慨然号于一世,欲去陈言以追«诗»«书»六艺之作,而其弊精神、糜

岁月,又有甚于前世诸人之所为者.然犹幸其略知不根无实之不足恃,因是颇泝其源而适有会

焉,于是«原道»诸篇始作则亦庶几其贤矣.然今读其书,则其出于谄谀戏豫放浪而无实者

自不为少.若夫所原之道,则亦徒能言其大体,而未见其有探讨服行之效.至于其徒之论,
亦但以剽掠僭窃为文之病,大振颓风、教人自为为韩之功.则其师生之间、传受之际,盖未免裂

道与文以为两物,而于其轻重缓急、本末宾主之分,又未免于倒悬而逆置之也.③

“其弊精神、糜岁月,又有甚于前世诸人之所为者”,这是批评韩愈本质上不脱文人习气;“颇泝其源而

适有会焉,于是«原道»诸篇始作”,这是承认韩愈于儒道确有所见,«原道»即是代表作.“所原之道,
则亦徒能言其大体,而未见其有探讨服行之效”,这是批评韩愈虽能见道,但缺少践履操持之实.“裂
道与文以为两物,而于其轻重缓急本末宾主之分,又未免于倒悬而逆置”,此即程颐“倒学”、“由文见

道”之引申发挥.可见朱熹继承了北宋诸家之说,将韩愈牢牢界定在“文人”的身份,无预道统.正所

谓“考其平生意向之所在,终不免于文士浮华放浪之习,时俗富贵利达之求”④.
朱熹也批评«原道»以爱言仁,仅得其用,而遗其体⑤;又批评“«原道»中举«大学»,却不说‘致知在

格物’一句”⑥.但整体上,他承认«原道»于儒道确有发明:“退之«原道»诸篇,则于道之大原,若有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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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五“元丰七年五月壬戌”,第８２９１页.作为国家祭典之一,孔庙从祀制由东汉以下逐渐成

形,至唐玄宗开元年间开始完整运作.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三«跋方季申所校韩文»,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２４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第３９０５页.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读唐志»,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２３册,第３３７４ ３３７５页.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七«王氏续经学»,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２３册,第３２８３页.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三七:“器之问‘博爱之谓仁’.曰:‘程先生之说最分明要之,仁便是爱之体,爱

便是仁之用.’蒋明之问:‘«原道»起头四句,恐说得差.且如博爱之谓仁,爱如何便尽得仁?’曰:‘只为他说得用,又遗了体.’”(北京:
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３２７０ ３２７１页)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三七,第３２７１页.



荀、扬、仲淹之所及者.”①“如«原道»之类,不易得也.”②“«原道»其言虽不精,然皆实,大纲是.”③这种

评价较之二程并无多少新意,只是由于朱熹崇高的历史地位以及理学成为王朝的意识形态,遂对后

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南宋晚期理学家真德秀编选«文章正宗»,即贯彻了朱熹的评价.书中选录«原
道»,承认其传道有功,只注释文章的史实、典故等,对修辞、技巧则不予置评.篇末又附程、朱二人对

«原道»之评价,强调必须参考二人之说,方可理解此篇大旨.
南宋时期,儒学内部对«原道»的批评整体上明显减弱.尽管不时有一些企图融汇儒释的学者对

«原道»发出微词,质疑其中的传道谱系④,可针对这些批评的辩护,也与日俱增.如杨万里即为«原
道»中“道与德为虚位”、“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两个最惹争议的问题辩解.他指出,“道德”有名而

无形.无形,指道德是一套价值观念,“惟其有名,圣人之所以实之以用世也;惟其无形,异端之所以

入之以欺世也”.所谓“道与德为虚位”,并非指道德的内涵为虚,而是指由于道德是一种无形的价值

观念,所以倘若“天下既安而侈心生焉”,“翫以为常”,不知践履服行,则佛教异端便可乘虚而入,以其

价值观来把持天下.杨万里把道德比喻成“巨室”,指出韩愈将儒家仁义确定为道德的内涵,“而后道

徳之虚位,可得而实矣”⑤.他进而将“天下之入于佛老”者分为三类:士大夫中“好焉者”,以为借助佛

教“可以悟性命而超死生”;普通士民中“畏焉者”,侥幸于借助福田利益超脱轮回报应;其他“愚夫细

民之惰者、无能者、废疾者、鳏寡孤独者”,则羡慕佛教徒“不业而食,不劬而居”,从而依附其教,此为

“利焉者”也.针对前者,«原道»中提出须“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以去之;针对民之“利焉者”,«原
道»则提出恢复先王之道,“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针对“畏焉者”,韩愈的«与孟简书»«吊武侍御

书»中则力破福田之妄⑥.杨万里将«原道»置于韩愈的排佛事业整体中予以考察,凸现其意义,是对

以往批评者的委婉回应.
南宋后期大儒黄震则对北宋以来对«原道»的主要批评,逐一反驳.这些批评包括«原道»以博爱

言仁,以道德为虚位,只提及«大学»“正心诚意”却不及“格物致知”,«原道»中传“道”内容及方式等

等.黄震认为,以上批评主要来自于二程语录,但“决非程氏之言”或为“程子一时偶然之言”.程颐

门人中沾染佛学者,如上蔡谢氏(良佐),托附二程语录,批评«原道»,“发为异说”,“吹毛求衅”,其目

的是“欲阴为异端报仇”.倘若稽以孔、孟之说,则«原道»与之契合,“不可非也”.黄震高度肯定了

«原道»文以明道的典范地位:“自昔圣帝明王所以措生民于理,使其得自别于夷狄、禽兽者,备于«原
道»之书矣.孔、孟没,异端炽,千有余年,而后得«原道»之书辞而辟之,昭如矣.”⑦“自孔孟殁,异端纷

扰者千四百年.中间惟董仲舒‘正谊’、‘明道’二语,与韩文公«原道»一篇,为得议论之正.”⑧

黄震,字东发,庆元慈溪人,宝祐四年(１２５６)登进士第.其学博而能醇,专崇朱子,“然于朱子成

说亦时有纠正,不娖娖姝姝务墨守”⑨.他为«原道»所作的辩解,相当中肯.平心而论,程颐、朱熹等

理学家对韩愈及«原道»的批评,大都基于本学派的独特学术思路,属于后见之明,偏离了«原道»写作

时的历史语境、思想氛围.黄震提出“学者无以其语出于«程录»而遽非«原道»,必以孔孟之说而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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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南宋范浚«范浚集»卷一五«题韩愈原道»:“韩愈«原道»以爲尧传舜,舜传禹,至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轲之死,不得

其传.呜呼! 愈诚知道者,而略子思耶? «原道»而不知有子思,则愚;知有子思而不明其传,则诬.愚与诬,皆君子所不取.愈诚知

道者耶?”(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８１页)刘子翚«屏山集»卷一«圣传论孟子»:“圣贤相传一道也,前乎尧、舜,传有自

来;后乎孔、孟,传固不泯.韩子谓‘轲死不得其传’,言何峻哉! 荜门圭窦,密契圣心,如相授受,政恐无世无之.孤圣人之道,绝
学者之志,韩子之言何峻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３４册,第０３７７b ０３７７c页)此皆沿袭北宋余论,无甚新见.

杨万里著,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八六«韩子论上»,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第３４０９ ３４１０页.
杨万里著,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八六«韩子论下»,第３４１１ ３４１２页.
黄震:«黄氏日钞»卷五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７０８册,第０４６７b页.
黄震:«黄氏日钞»卷三三,第００１８c页.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六«黄东发学述»,第１页.



之,则于读«原道»几矣”,是一项高明的策略,既未得罪师门,又凸现出«原道»的价值所在.钱穆认

为:“北宋儒学复兴,靡不尊韩,直至二程而其说始变.下逮朱子,晚岁亲校«韩集»,于昌黎可谓

偏有所嗜,然亦每讥韩公为文人.至东发乃始畅发之,几乎依据«原道»非议«遗书»,此在伊洛以

下理学传统中洵可谓未有之创举也.”①

从以上为«原道»极力申辩、曲为维护的议论中,可以看出南宋儒学对«原道»的评价渐趋一致,其
经典地位已经稳定,故而对于其经典化历程中所遭遇的各种非议,予以驳斥.«原道»是文以明道的

典范,这几乎成为南宋主流学术思想文化的共识,即便是至高无上的皇权,也难以扭转.李心传«建
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三«原道辨易名三教论»:

　　淳熙中,寿皇尝作«原道辨»,大略谓三教本不相远,特所施不同,至其末流,昧者执之而自为

异耳.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可也,又何惑焉.文成,遣直殿甘昺持示史文惠.史公时

再免相,侍经席也.史公奏曰:“臣惟韩愈作是一篇,唐人无不敬服,本朝言道者亦莫之贬.盖其

所主在帝王传道之宗,乃万世不易之论.原其意在于扶世立教,所以人不敢议.陛下圣学高明,
融会释、老,使之归于儒宗,末章乃欲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是本欲融会而自生分别也.
«大学»之道,自物格、知至而至于天下平,可以修心,可以养生,可以治世,无所处而不当矣,又何

假释、老之说邪? 陛下此文一出,须占十分道理,不可使后世之士议陛下,如陛下之议韩愈也.
望陛下稍窜定末章,则善无以加矣.”程泰之时以刑部侍郎侍讲席,亦为上言之,于是易名«三教

论».②

孝宗一向钟情于佛教,“博通内典”③,佛学造诣颇深,并以佛教护法自居.淳熙八年(１１８１),他撰写

«原道辨»反驳韩愈的排佛论,显然是体会到«原道»对佛教的巨大威胁,有感而撰.其观点并不新颖,
无非是唐代“以佛修心,以道持身,以儒治世”三教分工论之翻版,而北宋太宗、真宗也曾持有.但此

文居然遭到前宰相史浩、刑部侍郎程大昌的反对,不得不易名为«三教论».
史浩,字直翁,南宋名相,«宋史»卷三九六有传.他对佛教其实并无恶感,其文集中有多篇与佛

教徒唱酬之什.他之所以对孝宗所撰«原道辨»提出异议,主要是考虑到«原道»宣扬的儒家之道已经

是朝廷正统意识形态,“所主在帝王传道之宗,乃万世不易之论,原其意在于扶世立教,所以人不敢

议.”倘若此文颁行,势必会助长佛教气焰,动摇«原道»这一面反佛赤帜,引起莫大争端:“臣恐陛下此

文一出,天下后世有不达释老之说而窃其皮肤以欺世诳俗者,将摭陛下之言,以为口实,靡然趋风,势
不可遏.”④«原道»作为坚持儒家文化本位的一种象征、一个典范,轻易撼动不得.

士大夫精英们的推崇、批评,或创作中的模仿、学术中的借鉴,乃至朝廷意识形态的建构,通过注

释、序跋、史评、语录、笔记、书信等各类书写体裁,引领风气之先,推动思潮转换,将«原道»一步步推

向经典.但«原道»经典地位的最终铸就,尚有赖于南宋科场文化催生的各类看似不登大雅之堂的科

举参考用书.作为士人社会流动、改变命运的一种主要途径,科举考试在南宋的竞争变得异常激烈.
随着印刷技术的提高,图书出版的繁荣,以通过考试为目的各类参考书广泛刊刻流传,如类书、古文

选本、时文选本等⑤.它们在上层权力文化精英与下层普通民众士人之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将精

英阶层推许的«原道»经典,广泛地传播、普及,而这又转而强化了«原道»的经典地位.正如吴承学先

生所指出的:“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形成的重要而独特的条件之一,是通过选本即通过对作品的删述、
汇编和价值阐释,达成形成经典的目的.比起西方的理论阐释,选本的重要和独特之处更为明

显.此外,如评点、引用、类书的采用、史书经籍志或艺文志、目录学的记录和评价等等,也是中国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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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六«黄东发学述»,第１４页.
李心传著,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三,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第５４４页.
叶绍翁著,冯锡麟点校:«四朝闻见录»甲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３１页.
史浩:«鄮峰真隐漫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４１册,第０６１２b页.
刘祥光:«印刷与考试:宋代考试用参考书初探»,«“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１７期(２０００年),第５７ ９０页.



代文学具有自身特色的几种经典形成方式.”①

第一类,古文选本.南宋几种重要的古文选本«古文关键»«崇古文诀»«文章轨范»«古文集成»
等,都是为士人参加科举考试而编写的入门读物,它们均选录«原道».与之前或同时刊刻的各种韩

愈文集、选本不同,这几种选本不仅提供«原道»的文本、词语异文、注释训诂等,而且利用圈点涂抹等

新型文学批评方式,对«原道»的用词、造句、修辞、构思,结构上的抑扬、开阖、奇正、起伏等艺术技巧,
进行详细点评,剖析无遗.如被称为评点第一书的吕祖谦«古文关键»,于卷首冠有“总论看韩文之

法”:“第一,看大概、主张;第二,看文势、规模;第三,看纲目、关键.”②“看韩文法:简古,一本于经.学

韩文简古,不可不学他法度.徒简古而乏法度,则朴而不文.”③卷三选入«原道»全文,予以评点涂抹.
如特别点出文中十七个“为之”字,以示醒目;于“奈之何不穷且盗也”旁批曰:“好句法”;于“甚矣,人
之好怪也”旁批曰:“接有力”④.其特色是集中作形式技巧的批评,而不涉及儒家之道.“既是对全文

要有一个整体的把握,也要具体考察其章法、布局、结构,分析各段落如何铺叙,各段落之间如何响

应,研究其遣辞造句、起结、剪裁、转折等文字功夫.”⑤

吕祖谦弟子楼昉所编«崇古文诀»“大略如吕氏«关键»”⑥,卷八亦选«原道»,题下评曰:“词严意

正,攻击佛老,有开阖纵舍,文字如引绳贯珠.”⑦南宋晚期谢枋得所编«文章轨范»于韩文尤所用心,
“所录汉、晋、唐、宋之文凡六十九篇,而韩愈之文居三十一.”⑧如卷四录«原道»:

　　博爱之谓仁,五字句.行而宜之之谓义,七字句.由是而之焉之谓道,八字句.足乎已无待于

外之谓德.十字句○开端四句,四样句法,此文章家巧处.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上句长,此两

句短,便顿挫成文.⑨

«原道»开首六句,最惹争议.诸家所评,一向都集中于其内涵,即何为仁义,何为道德,何为虚位,韩
愈之界定妥否.谢枋得则完全从修辞入手,着眼于这六句的句法、句势之美感,堪称创举.又如评

“为之师”至“其亦不思而已矣”一段,也不评价这些措施的妥当与否,而是拈出抉发其句法、章法顿挫

之妙:“此一段连下十七个‘为之’字,变化九样句法,起伏顿挫,如层峰叠峦,如警涛巨浪,读者快心畅

意,不觉其下字之重叠.此章法也.”

尽管早在北宋中期,宋祁即已留意到«原道»的艺术创新:“韩退之«原道»等诸篇,皆古人意

思未到,可以名家矣.”黄庭坚也强调“文章必谨布置”,“每见后学,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但

宋、黄二人皆点到为止,无甚发挥,对«原道»的艺术特色作仅作整体印象式品评.而以上几种古文选

本中的评点,从整体式把握,转向对«原道»的语言、句式、结构等进行细致入微的剖析.在巨细无遗

地呈现出«原道»的艺术特色时,也为初学者传授技巧作法,指点创作的具体途径、入门轨辙.这种金

针度人式的普及工作,诚然不免琐碎细杂之嫌,也难入大家法眼,但它把«原道»中艰苦的构思、艺术

新创,条分缕析,使之变成一种古文写作的常识和技巧,并借助科举场域“以古文为时文”的观念,使
之广泛传播,从而极大地拓展了«原道»的传播、授受,使之从精英群体的高头大章,走向平民化.

６５ 文史哲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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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学、沙红兵:«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中山大学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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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应付科举考试的各种学习类书.宋代自神宗熙宁三年(１０７０)以后,科场上重视以策、论
取士,催生了类书的繁荣:“宋自神宗罢诗赋、用策论取士,以博综古今,参考典制相尚,而又苦其浩

瀚,不可猝穷,于是类事之家,往往排比联贯,荟稡成书,以供场屋采掇之用.”①这些类书从浩瀚的典

籍中,将考生所需要的各种知识、文献分门别类地予以纂集,以适应策、论写作中引喻论证之需.现

将南宋几部重要科举应试类书征引«原道»列表如下:

南宋六部类书征引«原道»表

类书 作者 卷数 类别 征引«原道»中文字

群书会元截江网 佚名
三十四 异端类

自“老子之小仁义”至“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

庶乎其可也.”

三十五 诸子类 «新唐书韩愈传»、两宋诸儒评韩愈及«原道»

记纂渊海 潘自牧

五十
“论议部”之

“任情不任理”
责冬之裘者曰:曷不为饮之之易也? 责饥之食者

曰:曷不为饮之之易也.

七十九
“性行部”之
“疾恶”类

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

九十八
“识见部”之

“闻见浅狭”类
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

观天,曰天小者,非天罪也.

事文类聚 祝穆 别集卷五 韩退之文
其«原道»«原性»«师说»数十篇,皆奥衍宏深,与
孟轲、扬雄相表里,而佐祐六经云.

事类备要 谢维新

外集卷

十七
刑法门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以事其上则诛.

外集卷

三十二
玺绶门 相欺也,为之符玺以信之.

外集卷

三十五
服饰门 是责冬之裘者曰:曷不为葛之之易也.

外集卷

六十中
锦绣门

夏葛而冬裘,渴饮而饥食.其事殊,其所以为智

一也.今其言曰:曷不为太古之无事? 是责冬之

裘者曰:曷不为葛之之易也.

新笺决科

古今源流至论
林

后集卷一 韩门
«原道»一篇扶持名教,与轲书相表里.«进学解»
«师说»等作,精粹入道理,不下刘向.

后集卷八 排异端
«原道»一篇,名教砥柱.«佛骨»一疏,群疑冰释.

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者,昌黎之功也.

历代名贤确论 佚名 卷八八 评 人物 历代对韩愈的评价,包括«原道».

作为普通士人的日常工具书,学习、应试时的必备参考资料,以上类书按照某些主题,将«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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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文字分门别类,割裂 撦.这种作法饾饤琐屑,断章取义,将其文本分拆离析,不成片段.不过,
通过这种方式,«原道»更容易成为士人一般性的知识储备和文学常识,在写作时可以随手拈来,左右

逢源.经典真正成为日用.
第三类,时文选本.时文,即科场应试之文.那些成功通过各级考试的科举时文,对于一心企望

登第的士人而言,诱惑极大:阅读、模仿时文,无疑是一种最稳妥、快捷、高效的考试速成方式.时文

选本的刊刻,自北宋前期即已有之,至南宋时随着科举应试人数的巨增,其需求更大,其刊刻流传更

加广泛.在鱼龙混杂的各类时文选本中,魏天应编、林子长笺注的«论学绳尺»是流布较广的考生学

习揣摩科场论体文的参考书,很适合考察此类选本如何参预到«原道»经典化形塑中.此书“编辑当

时场屋应试之论,冠以论诀一卷.所录之文,分为十卷,凡甲集十二首,乙集至癸集俱十六首.每两

首立为一格,共七十八格.每题先标出处,次举立说大意,而缀以评语,又略以典故分注本文之下”①.
全书所选南宋时文有１５０余篇,上自南宋绍兴二年(１１３２),下迄理宗咸淳四年(１２６８),文章作者,多
为南宋历届科考之省元、亚魁、状元或舍魁、太学私魁、太学公魁等.圈点批抹,形式兼备,有总批、眉
批、旁批等.

在«论学绳尺»中,至少有３０位作者曾征引«原道».其中,有２篇的论题直接出自«原道»,即陈

傅良«博爱之谓仁»、黄九鼎«定名虚位如何»,全文即围绕论题展开议论.也有时文直接评论«原道»
观点之得失,如卷七载方澄孙«庄骚太史所录»:“异时因文以见道,«原道»中数语,君子许焉.然后世

终不以为得六经、孔孟之正传者,盖愈之学虽正,而其文终出于变,则亦秦汉而下之文杂于其心,足为

之累者多耳.”②更多的时文,则或是直接引用、化用«原道»中的词汇、语句,如卷三载文及翁«文帝道

德仁义如何»:“世之人主,惟患其天资之不本于仁且厚也.夫苟一本于仁且厚,则由是而之之谓道,
足已无待于外之谓徳,事合乎宜之谓义.”③此出自«原道»首四句.卷五载高起潜«仁义礼智之端如

何»:“绝灭之学,惨于老氏.”④此出自«原道»“老子之言道徳,吾有取焉耳.及搥提仁义,绝灭理学,吾
无取焉耳.”又或是学习«原道»中的字法、句法、文法,如卷三载丁应奎«太宗文武徳功如何»:“噫! 其

亦幸而太宗之天终定也,其亦不幸而太宗之天未纯也.”注曰:“‘幸不幸’三字,学韩«原道»文.”⑤卷二

载方岳«圣人道出乎一»:“圣人之为天下也,其具则礼乐刑政、典章文物,其伦则君臣父子、夫妇朋友,
其教则仁义礼乐、孝慈友悌,其位则宗庙朝廷、州闾乡党.其所酬酢,其所经纶,盖有万之不齐也.”注
曰:“以下数句说圣人之道,是学韩«原道»文法.韩«原道»:‘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

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桑麻,其居宫室.’”⑥

据笔者统计核对,以上３０多位作者,对«原道»的征引、化用高达９０多处.«原道»对于这些公

魁、私魁、状元、省元等科场达人,真可谓寻奢殆尽,体无完肤.这一方面说明,«原道»已经在南宋时

文写作中成为士人手摹心追的文章典范;另一方面,这些成功的应试范文借助于选本形式,在南宋科

举社会中发挥着巨大的传播效应、示范效果,又转而深化、强化着«原道»的经典地位.经典的铸就,
从而跨越了南宋士人中各个阶层.

四、断裂与恢复

以上所述,空间上仅止于南宋一百五十余年统治的淮河以南区域.至于先后在女真、蒙古统治

下的北方中国,«原道»的经典化则经历了一个从突然断裂到逐渐恢复的坎坷历程.绍兴和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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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４１),金源与南宋形成南北对峙之势,地理悬隔,而学风、文风亦颇不同.所谓“程(颐)学盛于南,
苏(轼)学盛于北”①.正当理学在南宋逐步兴起并蔚为大观时,北方金源流行的则是与程学势如水火

的苏轼、苏辙之学.前者力排佛、老异端,后者则以融汇儒、释、道为特色.金源统治百年间,苏文、苏
诗、苏词风靡文坛,儒林中则普遍弥漫着“三教同源”“三教归一”“三教同功”的思想,对士人的影响广

泛而深远②.单就儒、释关系而言,由于新道教在北方的异军突起,势力之盛足可凭凌儒家,有些士人

为应对其冲击,转而与佛教寻求合作,“对南宋理学家严格排斥佛老的言说有所抵制,认为这将自剪

羽翼”③.在以上学术思想背景下,主张激烈辟佛的«原道»,在金源一代的评价、影响,自然与南宋不

可同日而语.从借材异代至国朝文派,直至贞祐南渡后,金源诸位大儒、著名文士,如宇文虚中(１０７９
１１４６)、蔡松年(１１０７ １１５９)、蔡珪(? １１７４)、王寂(１１２８ １１９４)、党怀英(１１３４ １２１１)、王庭筠

(１１５１ １２０２)、李纯甫(１１７７ １２２３)、杨云翼(１１７０ １２２８)等等,大都曾出入三教,为文则兼师欧(阳
修)、苏(轼),对«原道»均甚少提及.金末文坛领袖王若虚(１１７４ １２４３)所著«滹南遗老集文辨»,
是金源评论韩愈及其文章最丰富、最重要的文献,从中可窥一代风气.

«文辨»共四卷,１３６条,其中４２条评论韩文.此书特色,在于“尊苏轼而于韩愈间有指摘”④.尊

苏是金源一朝之风气,而指摘韩愈,则体现了金源文人面对这位文化巨人的微妙态度.一方面,即使

被奉为圭臬的苏轼,对韩愈也崇敬有加,誉之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拯百世之溺”;另一方面,韩愈激烈

的排佛态度,使得这些出入儒释的文人、儒士难免尴尬.他们采取的应对策略,或者是有意或无意地

回避、曲解;又或者在勉强认可韩愈开拓性地位同时,百般挑剔.王若虚即如此.在整体上,他肯定

韩愈的古文成就:“为诗而不取老杜,为文而不取韩、柳,其识见可知也.”⑤在此前提下,则对韩文的文

体、文势、立意、遣词、用句等进行全方位地指摘批评.如评«伯夷颂»曰:“止是议论散文,而以颂名

之,非其体也.”⑥评«樊少述墓志»中“其可谓至于斯极者矣”曰:“‘斯极’字殊不惬.古人或云‘何至斯

极者’,言若是之甚耳,非极至之极也.”⑦评«猫相乳说»云:“‘猫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母死焉,有二子饮

于死母.母且死,其鸣咿咿.’‘母且死’一句赘而害理.‘且’字训‘将’也.”⑧对于韩愈为人,王若虚不

仅沿袭北宋诸儒“不善处穷”的陈调,更以«潮州谢表»劝宪宗封禅为其“罪之大者”⑨.具体到«原道»,
则谓:“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三‘然后’字,慢却本

意.”又云:“‘责冬之裘者曰:曷不为葛之之易? 责饥之食者曰:曷不为饮之之易?’‘葛之’‘饮之’,多
却‘之’字”.又谓:“退之«原道»等篇,末云作«原道»犹赘也.”对于韩愈的道统说,也予以驳斥:
“韩退之尝曰:孟氏醇乎醇,荀、扬大醇而小疵.以予观之,孟氏大醇而小疵,扬子无补,荀卿反害,不
足论醇疵.”细究王意,恐不止对韩愈仅仅“间有指摘”,而是对北宋以来形成的韩愈在儒道传承及古

文运动中的崇高地位,提出质疑和挑战,转而以苏轼代之:“韩愈«原道»曰:‘孟轲之死,不得其传’.
其论斩然,君子不以为过韩愈固知言矣,然其所得亦未至于深微之地,则信其果无传已.”这其

实已隐然将韩愈逐出孟子后的传道谱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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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金源贞祐南渡(１２１４)后,随着国势日颓,儒林中要求重建思想秩序和重估儒学价值的诉求

日趋高涨.文坛上在“尊苏”主流之外,一股宗韩之风隐约出现.至金末元初,韩愈的地位越来越重

要,成为士人写诗作文的重点师法对象,«原道»作为儒学正统的经典意义重新凸现.例如,金源后期

文坛盟主、儒林领袖赵秉文(１１５８ １２３２),早年为文尊崇欧、苏,素喜佛学,然“颇畏士论,又欲得扶教

传道之名,晚年,自择其文,凡主张佛老二家者皆削去,号«滏水集»,首以中和诚诸说冠之,以拟退之

原道性”①.«滏水集»以«原教»为压卷第一篇,是现存金代文献中仅见的原体之作.而以中和诚诸说

冠于文集之首,以拟«原道»,这正是对«原道»文以明道、排斥异端的经典象征性之肯定.
自蒙古灭金至元朝灭宋近五十年间(１２３５ １２７９),北方文坛上的宗韩群体逐渐壮大.金、元之

际最杰出的文学家元好问(１１９０ １２５７),视韩愈为唐宋文坛之巨擘,“正大卓越,凌厉百家,唐宋以

来,莫与之京”②;并自称“九原如可作,吾欲起韩欧”③.与元齐名的杨焕(１１８６ １２５５)“作文以蹈

袭剽窃为耻”④,曾删集韩文成«韩子»十卷,又撰«韩子辨»,“配合«韩子»,在竖立韩愈道统、文统地位

的同时,对长期盛行于北方的苏学进行清算”⑤.其他如雷渊(１１８４ １２３１)、郝经(１２２３ １２７５)、魏初

(１２３２ １２９２)、阎复(１２３６ １３１２)、姚嬘(１２３８ １３１３)、卢挚(１２４２ １３１４)、张之翰(１２４３ １２９６)、元
明善(１２６９ １３２２)、张养浩(１２７０ １３２９)等著名士人均以韩文为典范,予以不同程度地仿效,试图以

韩文之雄浑奇古,矫苏文之率易流滑之弊.刘祁(１２０３ １２５０)、王恽(１２２７ １３０４)等人亦以学韩为标

榜,“引韩以矫苏”,蔚然成风.尽管诸人所得深浅不一,风格各异,但基本已实现创作典范从宗苏至

韩、柳、欧、苏多元化的转变.
此期随着赵复北上(１２３５),南宋理学也开始全面北传,并与金源地区原有的理学余绪合流.一

批服膺理学的文士、儒者,试图整合理学与古文两大传统,文、道并重,遂援引韩愈为同道.被南宋理

学家驱出道统的韩愈,又被重新纳入,成为孟子与北宋理学五子之间传道的中介,而«原道»文以明道

的经典意义,也随之凸显.在此过程中,大儒郝经(１２２３ １２７５)与有力焉.
郝经字伯常,蒙元著名政治家、理学家、文学家.他曾拜元好问为师,早年即喜韩文,尝撰«赠韩

愈礼部尚书制»,对韩愈推崇备至.身处金、元易代之乱世,郝经虽信奉理学,却反对空谈道德性命,
而注重儒学之经世实用,强调“道贵乎用,非用无以见道也”⑥.他主张士人当以济民为己任,不拘小

节,出仕行道;并身体力行之,于金源亡后积极仕元,为忽必烈出谋划策.以此种出处哲学为标准,他
对韩愈作出了崭新的评价.例如,韩愈曾三次上书宰相求官,两宋诸儒普遍视为韩愈道德上的瑕疵,
以及心性修养不足、缺乏道德践履之反映.郝经却认为,韩愈此举并非戚戚贫贱而汲汲富贵的躁举

轻进,而是为了行道济民,不以一身之私而忘天下之忧患.这与北宋范仲淹居丧言事、先天下之忧而

忧的精神是一致的⑦.他进而高度评价韩愈在儒学传承中攘斥异端、力挽狂澜的功绩,以为“立圣人

之道者,莫如韩文公”,足以与北宋周敦颐、邵雍、二程等并立道统⑧.甚至于被理学家视为不传之秘

的孔孟心学,湮没千年后,也是由韩愈发其端绪,继而由理学家揭示本源:

　　颜夭曾始传,心授相世及.«大学»宏纲举,«中庸»性理切.浩气有孟轲,六经复为七.向微

三大贤,圣统几废绝.尔来一千年,晦没无人说.韩李端绪开,伊洛本根揭.⑨

这恐怕是程颐、朱熹等难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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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种思想语境中,作为韩愈扶树教道的名篇,«原道»顺理成章被抬升为辅助六经之作:“不读

«易»«诗»«书»«语»«孟»,不见圣人之功.知圣人者,孟子而下,惟韩文公为最.«原道»一篇,详且尽

焉.”①类似的褒扬,在北宋初期的尊韩思潮中曾由石介等古文家提出,但在蒙元时期的思想文化语境

中,则赋予了新的内涵,即«原道»与宋代理学经典著作«通说»、«太极图»、«西铭»等共同辅助六经,同
为文以明道的典范:

　　异端起而杨、墨出,故孟子辞而辟之.圣学失其传,故子思作«中庸»;孟子没而道学不传,故

韩子作«原道»;科举极盛不适用,而言不成章,浮淫鄙俚之极,故周子作«太极图»«通书».圣经

虽存,而诂训乖缪,义理昏昩,故二程、朱、张辈为之注解.②

邪说兴而大道废,议论胜而文气卑,其来久矣.若«原道»«原人»«太极图说»«通书»«西

铭»等作,方可称继三代者.③

一些理学家也模仿«原道»进行写作,把两宋以来业已成熟的“原”体继续推进完善,如胡祗遹(１２２７
１２９５)撰«原心»«原教»,吴澄(１２４９ １３３３)撰«原理»,吴师道(１２８３ １３４４)撰«原士»等.

截止十四世纪,«原道»“文以明道”的经典性,已经体现在士人的儒学启蒙教育中.出生于十三

世纪末的谢应芳(１２９５ １３９２),便以诗歌形式极具象征地表现出«原道»的经典意义所在:“六经家业

愧无传,教儿只读«原道»篇.有怀欲得语同志,东飞恨不生双翅.牛鬼蛇神虽孔多,青天白日奈人

何.愿言正己斥邪说,始终一念坚如铁.寸膏欲澄千丈浑,厥功有无宜莫论.”④六经虽谦称不传,但
以«原道»教儿,亦足以排斥牛鬼蛇神等异端学说,捍卫儒家正统.经历了近五百年的曲折历程后,
«原道»的经典化最终融汇了南宋、金源两条不同的空间轨迹,在大一统的元朝得以确立.

以上追溯了«原道»在九至十三世纪的经典化历程.大致而言,北宋时期«原道»的经典化,主要

聚焦点于它所原之“道”的内涵及传承谱系.南宋时期,这一进程则转移至“文”的方面.关于韩愈所

原之“道”的认识渐趋一致,而«原道»的形式技巧则借助于科举文化的推动,成为士人古文写作的圭

臬与范式.«原道»的经典化决非是一个单纯的时代审美问题,而是文学审美与学术思想、国家意识

形态、科场文化相互纠结、共同发力的结果.这一过程,首先由士人群体中“创造性的少数”精英所发

起,继而被纳入到朝廷意识形态的建构中,最终在科举文化场域中,«原道»的经典化地位得以铸就.
至于在金源统治下的北方中国,«原道»的经典化进程则出现断裂,呈现出不同空间轨迹.直至

金、元易代之际,随着文坛上尊韩之风的兴起、理学的北上,«原道»的经典地位才逐渐得以确立.
就«原道»本身而言,它涵盖了中国文化史上“正统与异端”“帝国的兴衰”等多重宏大主题,足以吸引各

个时代、各个群体的关注.它以散体单行的形式,以一种崭新的言说方式,通过追溯本原,对历史的起源、
发展、变异、衰落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叙述,并将根本原因归咎于异端的侵扰而导致儒家正统价值观念的湮

没,继而提出了相应举措,发掘出新的思想应对因子.这就为中唐以后儒学的反思重建和政治变革,提供

了合法化论证,指明了方向.它那激烈的排佛举措,表现出坚守儒家文化本位、对抗佛道异端的毫不妥协.
凡此种种,都是«原道»被奉为经典的文本机制.一旦遭遇相似的历史情景,这种独特的文本机制,便会激

发出一代又一代关于正统—异端对峙的历史想像,以及回归本原的变革诉求.

[责任编辑　刘　培]

１６文以明道:韩愈«原道»的经典化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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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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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一○«创建三皇庙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９６册,第０１８９a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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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道回流,还是经学势然?
———«中庸»升经再论

杨 少 涵

摘　要:«中庸»原为«礼记»之一篇,南宋以后成为“四书”之一.在«中庸»由“篇”升格为“书”的过程

中,佛道人士早在宋代儒家之先已对«中庸»进行了广泛关注和大力提倡.据此,学界引申出一种«中庸»
“回流说”,即«中庸»是从佛道回流至儒家的.但“回流说”没有或不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儒家经典众多,

佛道何以单单抽取«礼记»之«中庸»加以关注与提倡呢? 这个问题之所以没有得到回答,一个根本原因在

于前述“回流说”忽略了«中庸»升经的经学史背景.«中庸»升经的经学史背景,是指随着«礼记»的经学地

位不断提升,«中庸»的社会地位也水涨船高,正是在这样一个经学史流变的背景下,南朝的戴颙、梁武帝等

佛道人士在“格义”“清淡”时,或中唐的儒家士人在行文作赋时,才会把既具有崇高经学地位又具有普遍义

理的«中庸»作为关注与提倡的对象,进而也才有了两宋以后的«中庸»升格为经.

关键词:«中庸»;«礼记»;升格;佛道;经学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９．０３．０６

一、«中庸»“回流说”及其内在问题

无论是从中国经学史还是从中国哲学史来看,«中庸»升格为经都是一个令人称奇的过程.在这

个过程中,«中庸»能够“升经”① 的内在原因一直是学界经久不衰的议题.尤其是佛道二家对«中庸»
之发现与流传的影响,更是学者们反复念叨的话题.清初姚际恒曾说:“予分出此帙,以为伪«中庸»
者,盖以其为二氏之学也.”② 姚氏所谓的“二氏”即释、老二氏.他还斩钉截铁地说:“好禅学者,必尚

«中庸»;尚«中庸»者,必好禅学.”③ 现代学者们对«中庸»与佛道二家的关系所进行的考察更为细致严

密.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１９３４)中述及宋初僧人智圆在宋明儒学家之先

对«中庸»的大力提倡④ .钱穆也曾先后撰写两篇专文«读智圆闲居编»(１９４７)及«读契嵩镡津集»

　

作者简介:杨少涵,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山东日照２７６８２６).
基金项目:本 文 系 教 育 部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研 究 规 划 基 金 项 目 “经 学 史 视 域 下 的 «中 庸»升 格 问 题 研 究”

(１８YJA７２００１５)的阶段性成果.
①　在中国经学史上,宋代以后出现了以«四书»取代«五经»之势.而在«四书»中,«中庸»«大学»«孟子»都曾有过一个升格为经

的过程.这个过程简称为“升经”.“升经”之说最初是用于«孟子»的升格运动.王应麟«玉海»卷四二«艺文经解、总六经»曰:“国
朝方以三传合为一,又舍«仪礼»,而以«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为六经,又以«孟子»升经,«论语»«孝经»为三小经,今所谓

九经也.”关于孟子“升经”的过程,可参考徐洪兴:«唐宋间的孟子升格运动»,«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３年第５期;周淑萍:«宋代孟子升格

运动与宋代儒学转型»,«史学月刊»２００７年第８期.
②　姚际恒著,简启桢辑佚,江永川标点:«礼记通论辑本»(下),«姚际恒著作集»第３册,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２００４年,第３１５页.
③　姚际恒著,简启桢辑佚,江永川标点:«礼记通论辑本»(下),«姚际恒著作集»第３册,第３１６页.
④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５年,

第２８４页.



(１９７７),分别讨论了智圆与契嵩对«中庸»的孤明先发①.

　　近年来的相关研究以余英时与杨儒宾两位先生的研究最具代表性.２００３年,余先生大作«朱熹

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问世.在该书的超长绪说中,余先生基于陈寅恪、钱穆

二先生的前期研究,遍考相关文献,最后提出这样一个“假说”:

　　首先我要提出一假设之说,即«中庸»的发现与流传似与南北朝以来的道家或佛教徒的关系

最为密切.与道家、佛教都有交涉的戴颙曾注«礼注中庸篇»,佛教徒梁武帝则有«中庸讲疏».
此外«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一»列«私记制旨中庸义»五卷,可能是臣下记梁武帝关于«中庸»的另

一著作.这种情况似乎表示«中庸»最早受到重视是出于佛教徒“格义”或新道家“清谈”的需要.
李翱所读的«中庸»大概也来自佛教徒所传的系统.这一假说可以解释为什么智圆“以僧徒而号

中庸子”这个事实.«宋史艺文志一»所载宋代儒家专讲«中庸»之作,以«胡先生中庸义»为最

先,但胡瑗已远在智圆之后.因此我假定«中庸»在北宋是从释家回流而重入儒门的.②

根据余先生的考察,宋代儒家从心性义理方面阐释«中庸»肇始于“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但
早在胡瑗之前,南朝的戴颙、梁武帝萧衍,中唐的李翱,宋初的智圆、契嵩,都已对«中庸»给以相当的

重视.而这些人要么直接就是佛徒,要么与佛老有亲密交涉,他们出于佛教徒的“格义”或新道家的

“清谈”需要而重视«中庸».从这样一个历史顺序来看,确实是佛道两家提倡«中庸»在先,儒家重视

«中庸»在后.对于原本就属于儒家经典的«中庸»而言,从佛道两家之提倡到道学家之重视,这个过

程的确呈现出一种从佛道回到儒家的“回流”现象.所以余先生的这个“假设之说”可以进一步概括

为“回流说”.
相比于余英时先生的“回流说”,杨儒宾先生关于«中庸»与佛道之关系的说法可以称之为“回应

说”.这一说法集中见于其«‹中庸›怎样变成了圣经»一文③.在此文中,杨先生认定«中庸»本来就有

一种天道性命学说,但后世对此天道性命学说的诠释却有分歧,并逐渐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心性论

的系统,一个是气化论的系统.唐代以前,前一个系统以戴颙、梁武帝、梁肃、权德舆、刘禹锡等释老

之徒或佛教居士的诠释为代表,后一个系统以郑玄、孔颖达等人之汉唐注疏为代表.在杨先生看来,
宋代儒学是为回应佛道而出,“理学的重要语汇背后,几乎每个词语都有相对应的佛老概念与之角

力”④.所以到了宋代,«中庸»的两个诠释系统因为儒学的这种历史责任而遇到了不同的宿命.杨先

生说:

　　这套学问在李翱、周敦颐兴起之前,确实未曾受到正视.虽然汉唐儒者也有他们的“性命之

学”,一种气化和融、人与天协的中和或中庸状态始终被他们视为人格的最高境界,但这样的性

命之学在基本存有论的视野下如何能证明自己,或者如何能回应像佛、道那般具有深刻思辨力

道的义理体系,他们不能说明.难怪自从兴起后,气化论的性命之学却被他们遗忘在历史的角

落里,直到晚明,才有一个可以较圆满的统合气化论与心性论诠释的新«中庸»之学出现.⑤

“这套学问”即以“性命之学”为核心的天人之学,显然属于«中庸»的第一种诠释系统.在儒者内

部,这套学问开端于中唐的李翱与北宋的周敦颐,中经张载、二程、杨时、罗从彦、李侗等理学家,最终

大成于朱熹.«中庸»的经书地位也在这一诠释系统中得到确立.«中庸»的第二种诠释系统即气化

３６佛道回流,还是经学势然? ———«中庸»升经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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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钱宾四先生全集»第２０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１９９４年,第１０３ １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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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先生此文最初写于１９９９年,题为«中庸、大学变成经典的历程»,载于«台湾大学历史学报»第２４期(１９９９年１２月).后经

大幅度修订,«学»«庸»分论,«中庸»部分题为«‹中庸›怎样变成了圣经»,初载于吴震编:«宋代新儒学的精神世界———以朱子学为中

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４９０ ５１８页;后又收于杨儒宾:«从‹五经›到‹新五经›»,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２０１３
年,第１９５ ２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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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则为宋代的司马光所继承.但是气化论的诠释系统无法“回应像佛、道那般具有深刻思辨力道的

义理体系”,于是也就逐渐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里”.
“回流说”与“回应说”的不同之处在于二者对«中庸»心性之学之源始有不同的判断.“回流说”

试图说明«中庸»的心性之学维度是由佛道之徒诠释出来的,然后再由儒家接手;“回应说”则力证这

种心性之学之维本来就是«中庸»思想的一种诠释可能,只不过在唐代以前,佛道学者比儒者更容易

走进这一可能,到了宋代,儒家出于回应佛道的需要,才重新捡回了自家的老本行.
当然,“回流说”与“回应说”也有相同之处.我们可以通过两组追问来逼出其相同之点.对于

“回流说”,我们可以追问:那些佛道之徒在“格义”或“清谈”时为何不选取儒家其他经典,而单单选中

«中庸»? 对于“回应说”,我们可以追问:即使«中庸»本有心性之学的诠释维度,但何以唐代以前的儒

者没有发掘出来,而必须等到宋代儒家面对佛道的挑战时才去“复活”此意义? 或者问:如果没有佛

道二家对«中庸»心性之学的重视,那么宋明儒家是否就不会去“复活”«中庸»的心性之学? 而佛道二

家又何以单单重视«中庸»而非其他经典呢? 这便又回到了与“回流说”相同的问题上去.所以“回应

说”其实可以纳入“回流说”.也正是在这意义上,本文正标题前半部分只取“回流”二字.
总之,“回流说”的短板在于,它只看到了佛道二家重视«中庸»,而没有回答二家何以只重视«中

庸».这其实也是前述姚际恒所面临的问题,他说“好禅学者,必尚«中庸»”,但“好禅学者”何以只“尚
«中庸»”,«中庸»何以会进入好禅学者之法眼呢? 这是«中庸»升经的一个“知识考古学”问题.这个

问题不解决,«中庸»升经的终极原因便始终隐而不彰.

二、«礼记»自立门户与«中庸»水涨船高

«中庸»原为«礼记»第三十一篇,故此,考察«中庸»的升经过程,就不能不关注«礼记»在经学史上

的地位变动情况.中国古代经典依其性质有经、传、记之分.«博物志文籍考»曰:“圣人制作曰经,
贤人著述曰传.”①«春秋左传注疏»曰:“经者,常也,言事有典法可常遵用也.传者,传也.博释经文,
传示后人.”②这说明经是圣人所作之原创文献,传是贤者对经所撰述之解释文字,而记则是后学对

经、传文本所作之补充说明性的“补记”③.根据以上区分,«礼记»一书最初只“是记而非经”④,“是补

经之作”⑤.更具体地说,«礼记»之“礼”是经,即«礼经»,而«礼记»之“记”只是经之补记,是附属于«礼
经»经文的参考资料⑥.两汉有所谓“五经”(«易»«书»«诗»«礼»«春秋»),其中的«礼»即«礼经»,亦即

后来所谓“三礼”之«仪礼».只不过当时«仪礼»并无“仪”字,以«仪礼»指称«礼经»是南朝梁、陈以后

之事⑦.既然«礼经»是«仪礼»,那么«礼记»作为礼经之补记,起初就只是对«仪礼»经文的解释性内

容.在作为经的«仪礼»与作为记的«礼记»之关系中,前者居于本体地位,而后者只是其附释性材料.
此即朱熹所说“«仪礼»,礼之根本,而«礼记»乃其枝叶”⑧.

«礼记»最初虽然只是«仪礼»之补记附释,但今传«礼记»的内容却不仅仅限于对今传«仪礼»的解

释.其中的原因在于今传«礼记»异常复杂的文献来源及其编纂过程.河间献王刘德“修古好学”,四

４６ 文史哲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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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华撰,范宁校证:«博物志»卷六«文籍考»,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７２页.
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浦卫忠等整理:«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３７页.
王葆玹:«两汉经学源流»,台北:东大图书公司,２００８年,第４５页.
蒋伯潜:«十三经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３３３页;蒋伯潜、蒋祖诒:«经与经学»,上海:世界书局,１９４１年,

第６４页.
沈文倬:«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下),«文史»第十六辑,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６页.
吕友仁:«礼记正义校点前言»,郑玄注,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 ３页.
段玉裁:«经韵楼集»卷二«‹礼›十七篇标题汉无“仪”字说»,«续修四库全书»第１４３４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

５９２页.
黎靖德辑,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八四,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１７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

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８８８页.



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将私藏先祖旧书献奉于他.河间献王“从民得善书”,其中就有«仪礼»与«礼
记».这是«礼记»的第一个来源,即献王得书.鲁恭王刘余“好治宫室”.他在扩建自己王宫的时侯,
把孔府的墙壁给破坏了,结果在孔府墙壁里发现了一批古文经传,其中也有«礼记».这是«礼记»的
第二个来源,即孔壁藏书.«汉书艺文志»载有“«记»百三十一篇”,这个«记»即«仪礼»之“记”.这

一百三十一篇«记»文,据考就包括以上献王得书与孔壁藏书两个来源①.现存«仪礼»十七篇,其中十

二篇的末尾都附有“记”文②,这些“记”文应该与这一百三十一篇属于同一性质的作品.当然这一百

三十一篇«礼记»只是一些补充解释«仪礼»的零散文章,并非一部编辑完整的著作③.当然,从这些零

散的文章到编辑完整的今传«礼记»,还要经过一个颇为复杂的删削编纂过程.戴圣是这个过程中的

一个关键人物,«礼记»的最初编纂者就是戴圣,其所编之«礼记»被称为«小戴礼记».«小戴礼记»编
成以后,东汉末年的马融、卢植传小戴之学,并皆为«礼记»作注.可能他们仍嫌«小戴礼记»复杂,于
是就“去其繁重”,并将«月令»«明堂位»«乐记»等其他释«礼»文献合进来,这样就成了一种新版的«礼
记».也就是说,新版«礼记»不仅采用了直接解释今传«仪礼»的记文,还将与今传«仪礼»内容没有直

接关系的其他一些著作中的或单独成篇的通论性文章也吸收了进来④.
对今传«礼记»贡献最大的当属郑玄.郑玄通注«三礼»,其注兼采古今,不法一家,删裁繁诬,简

洁明了,所以郑注一出,天下归往,“自汉末至唐,除魏晋之际一度几为王学夺席,皆以郑«注»为中

心”⑤.郑玄为«礼记»四十九篇作注,其最大影响是使«礼记»脱离«仪礼»,开始摆脱其附属地位而独

立行世.从此以后,«礼记»不但与«仪礼»«周礼»并驾齐驱,鼎足而立.三国时期,魏文帝黄初五年

(２２４)立太学,制五经课试法,“置博士十九人”,«礼记»与«周官»«仪礼»等经书“皆列于学官”⑥.这是

«礼记»在经学史上第一次立于学官.东晋元帝践阼之初,简省博士,郑注«礼记»与其他诸经共置博

士九人,而“«仪礼»«公羊»«穀梁»及郑«易»皆省不置”.尚书左仆射荀崧以为不妥,遂上疏力请增置

郑玄注«仪礼»及其它三经博士各一人.荀崧之请虽蒙元帝允准,但适会王敦之难,终不得行⑦.所以

在这次置立博士官中,“三礼”之«周官»«礼记»皆入选,而盛行于两汉的«仪礼»却旁落.这是«礼记»
在经学史上第一次越位于«仪礼».

«礼记»虽然在魏晋时期立于学官,置有博士,并有超越«仪礼»之势,但这时的«礼记»仍然只是一

家之学,还没有成为天下共习之业.要超脱一家之域而为天下共习,最简捷的路径是上升为国家意

志,成为官方教材,也就是取得的经书的地位.«礼记»的这一身份转换,是在科举兴起之后的唐初完

成的.唐太宗贞观四年(６３０),诏颜师古考定«五经»,“颁于天下,命学者习焉”.经文既正,贞观十二

年(６３８),又诏孔颖达与诸儒撰修«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唐高宗永徽四年(６５３),«五经正义»最
后刊定,“诏颁于天下,每年明经,依此考试”⑧.于是“自«五经定本»出,而后经籍无异文;自«五经正

义»出,而后经义无异说.天下士民,奉为圭臬”⑨.«五经正义»之五经依次为«周易»«尚书»«毛诗»
«礼记»«左传»,“于«三礼»独收«礼记»,这是第一次以朝廷的名义正式将其升格为经,且拔之于«仪

５６佛道回流,还是经学势然? ———«中庸»升经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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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勤:«郭店简与‹礼记›»,«重写学术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７４ １７５页.
沈文倬说:“«士丧礼»上下篇的‘记’集中在«既夕»篇末,表面上是一篇,其实是通乎上下的,应该说十三篇有附‘记’.”参见

沈文倬:«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下),«文史»第十六辑,第６页.
叶国良、夏长朴、李隆献:«经学通论»,台北:大安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２４９ ２５０页.
当然这不是说这些内容与«礼»没有直接关系,而很可能是这部分内容所对应的«礼»没有流传下来.参见吕友仁:«礼记讲

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页.
杨天宇:«礼记译注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３０页.
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五三«大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第１４６４页;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二四«职官志»,北

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７３６页;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一三«魏书王肃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４年,第４１９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七五«荀崧传»,第１９７６ １９７８页.
王溥:«唐会要»卷七七«论经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５年,第１４０５页.
马宗霍:«中国经学史»,上海:上海书店,１９８４年,第９４页.



礼»«周礼»二经之上.于是«三礼»之学,在唐代形成了«礼记»独盛的局面”①.唐玄宗开元十六年

(７２８),«周礼»«仪礼»与«公羊»«穀梁»才重新成为明经科考的内容,于是“五经”也相应变成了“九
经”②.从唐初直至终唐,以«五经正义»统一经典这一做法屡遭诸儒批判.但这种批判始终未成普遍

风气,唐室原则上始终以官定教本为举国贡举之依据③.从这个角度来说,唐太宗诏孔颖达撰«五经

正义»与汉武帝纳董仲舒谏独尊儒术,对中国儒学史有着同样重大的意义④.
我们知道,“中庸”二字首次以书名出现是在«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子思作«中庸».”⑤«汉书

艺文志»与«中庸»有关的记载有三条,其中«六艺略»“礼”类有两条:(１)“«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

后学者所记也.”(２)“«中庸说»二篇.”«诸子略»“儒家”类有一条:(３)“«子思»二十三篇.名伋,孔子

孙,为鲁缪公师.”这三条内容与今传«礼记中庸»的关系有以下三个层面.首先,“«记»百三十一

篇”应该属于孔门七十子后学解释«仪礼»的早期«礼记»类作品.其次,“说”与“记”属于同一性质,都
是对“经”之解说补记,那么“«中庸说»二篇”也应该属于释«礼»类作品⑥.“«记»百三十一篇”与“«中
庸说»二篇”既然各为一条,那么我们可以断定,«中庸说»二篇并不属于一百三十一篇.«汉书艺文

志»是根据刘歆«七略»“删其要”而成,而南朝齐梁人阮孝绪«七略序»认为刘歆«七略»又是根据其父

刘向«别录»“撮其指要”而成.据此可以推测,«中庸说»二篇很可能是刘向以前的西汉儒生所做之

«礼记»类作品,而且在班固纂修«汉书»时仍然能够见到.最后,今传«礼记中庸»原本可能在«子
思»二十三篇之内,后来被戴圣合入«礼记»⑦.郑玄«礼记目录»引用刘向«别录»说«中庸»在«礼记»属
于“通论”,那么在刘向以前,«中庸»已是«小戴礼记»之一篇.«隋书»卷一三«音乐志上»说:“«中庸»
«表记»«防记»«缁衣»皆取«子思子».”⑧这就是说,«子思»二十三篇本有一篇与礼有关的论文«中庸»,
后被合入«礼记»,又因为其与«仪礼»的关系不是十分紧密,所以被刘向«别录»放入“通论”.这篇«中
庸»随着今传«礼记»被保存下来,而«中庸说»二篇则因为没有被合入«礼记»而逸失不传,到郑玄那个

时代就已经见不到了.总之,«汉书艺文志»所载以上三条原本各自独立,今传«礼记»之主体应该

是由«记»一百三十一篇而来,后来«子思»二十三篇中之«中庸»被合进来,这就是今传«礼记»之第三

十一篇.
以上考察旨在说明,«礼记»在郑玄之后,经过魏晋南北朝,至唐初基本完成了其升经过程.«中

庸»作为«礼记»之一篇,随着其母体之经学地位的抬升而水涨船高,进而受到社会的普高关注,也是

自然而必然之事.

三、宋戴颙与梁武帝之注«中庸»及其“«礼记»学”背景

«礼记»由“记”升格为“经”,为«中庸»由“篇”独立成“书”提供了一个契机:«中庸»作为«礼记»四
十九篇之一,随着«礼记»成为“经”,自然会被士人所熟悉并关注.但仅仅有此契机,并不足以保证

«中庸»必然能够脱离«礼记»而单独成为“经”.因为«礼记»共有四十九篇,为何偏偏是«中庸»能够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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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宇:«礼记译注前言»,第３０页.
王溥:«唐会要»卷七五«明经»,第１３７３页.
高明士:«隋唐贡举制度»,台北:文津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８４ ３１１页.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４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第２４３页.
关于“子思作«中庸»”的说法,后世学者多有辨疑.参见杨少涵:«中庸考论———儒家情感形上学之创发与潜变»附论第一节

«‹中庸›成书的九大疑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３７８ ４０８页.
徐复观认为«中庸说»二篇“即今«礼记»中之«中庸»别行者”(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台北:学生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１６４

页),所以«中庸说»与«中庸»一样,可能也属于释«礼»性质的作品.
南宋王柏已有此想:“因见«汉志»有‘«中庸说»二篇’五字,心颇异之,求于诸子之列,已有«子思»二十三篇.窃意«大学»、

«中庸»当在二十三篇之内矣.”(王柏:«鲁斋集»卷一○«中庸论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８６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
年,第１５６页)

令狐德棻:«隋书»卷一三«音乐志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第２８８页.



住契机,终获殊荣呢? 根据余英时的“回流说”,北宋初期至中期,在沙门士大夫化的儒释互动过程

中,«中庸»先是被佛门高僧研读,然后再“从释家回流而重入儒门”,并为儒者所重视.这一说法对考

察«中庸»独立成经的过程,确有发覆之功.但这一假说所着重考察的只是北宋初、中期的情况,而
«中庸»走向独立的过程所牵扯到的历史背景却更为广阔,其中的情况甚为复杂,远非“回流说”所尽

能范围.
«中庸»与佛道二家明确发生关系始于南朝的戴颙.戴家是隐逸世家,戴颙父兄“并隐遁有高

名”,戴颙还名列«宋书隐逸传»第一人.«隐逸传»这样记载戴颙:

　　乃述庄周大旨,著«逍遥论»,注«礼记中庸»篇.自汉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逵特善其

事,颙亦参焉.宋世子铸丈六铜像于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治,乃迎颙看之.颙曰:“非

面瘦,乃臂胛肥耳.”既错减臂胛,瘦患即除,无不叹服焉.①

这一记载显示戴颙有两方面的浓厚兴趣.首先,戴颙崇尚自然,并著«逍遥论»以“述庄周大旨”,由此

可见戴氏在道家之学上造诣匪浅.其次,戴颙还工于佛像制造,连专业的雕像工人也“无不叹服”.
后世对戴氏父子的佛像雕刻技艺更是赞叹有加:“二戴像制,历代独步.”②但从上引材料中可以看出,
佛道二家对戴颙的影响并不相同.戴颙不但在生活方式上融入道家,而且在道家学术方面也有相当

造诣;相反,在佛教方面,戴颙更多的可能只是一种兴趣爱好,尚谈不上学术创发.
当然,«宋书»此处所载最为重要的是戴颙曾注«礼记中庸»篇.这是史书上个人研究«中庸»的最

早记载.«宋书»所载不明卷数,«隋书经籍志»载为«礼记中庸传»二卷.另外根据«旧唐书»«新唐

书»经籍艺文志的记载,除了«礼记中庸传»以外,他还著有«月令章句»十二卷,而«中庸»«月令»都是

«礼记»中的单篇.从这些史载来看,戴颙的著述仅限于«庄子»与«礼记».由此我们也可以判断,戴
颙虽然有佛教的背景,但这种背景尚只是一般性的观玩兴趣,对其学术思想有深刻影响的应当是道

家的«庄子»与儒家的«礼记».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戴颙所著«中庸传»很
可能是以道解之,至于佛教思想的影响,则尚处于潜在状态;而戴颙对儒家经典独情钟于«礼记»,也
决非偶或使然,必定与«礼记»地位的抬高有着内在的关联.

有佛道背景而注«中庸»的第二个人物是梁武帝萧衍.梁武帝佞佛谄道,闻名史册.梁武帝与道

教的关系,集中体现在他与道教茅山派创始人陶弘景的交游上.萧、陶很早就开始交游了,«南史»卷
七六«陶弘景传»说“(梁)武帝与之交”,«隋书经籍志»亦说“(梁)武帝素与之游”.齐东昏侯永元二

年(５００),萧衍起兵叛齐,兵围建康,陶弘景曾遣弟子“假道奉表”,表示拥戴.在齐梁禅代之际,陶弘

景又用图谶来为萧衍登基制造天意合法性.萧衍即位后,对陶弘景更是“恩礼愈笃,书问不绝,冠盖

相望”,“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谘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为‘山中宰相’”,陶弘景则以

炼制丹药作为回报③.但是天监三年(５０４)四月初八佛诞日,四十一岁的梁武帝刚刚即位三年就下了

一道«舍事李老道法诏»,舍道归佛.诏曰:“弟子经迟迷荒,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习因善

发,弃迷知返,今舍旧医,归凭正觉.”④改元普通以后,梁武帝更是大建寺庙,数次舍身,召开大会,升
座说经,并令王侯弟子皆受佛诫,让臣下奏表上书称其为“皇帝菩萨”,对佛教的信仰无以复加.梁武

帝“在位四十八年,几可谓为以佛化治国”⑤.
梁武帝作为一个皇帝,却如此佞佛谄道,这一现象极易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儒学对梁武帝也有着

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在梁武帝下诏舍道入佛后的第三天,即勅门下:“老子、周公、孔子等,虽是如来

７６佛道回流,还是经学势然? ———«中庸»升经再论

①

②

③

④

⑤

沈约:«宋书»卷九三«隐逸戴颙»,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２２７７ ２２７８页.
弘赞:«兜率龟镜集»初集«戴颙处士»,CBETA,X８８,n１６４３,p００５５,c１０ １１.
萧、陶交游的具体情况,可参见王家葵:«陶弘景丛考»第一章«陶弘景交游丛考»第一节«陶弘景与梁武帝»,济南:齐鲁书社,

２００３年,第２３ ４１页.
释道宣:«广弘明集»卷四,CBETA,T５２,n２１０３,p０１１２,a１６ １８.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用彤全集»第一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３５９页.



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间之善,不能革凡成圣.”①在这道诏书中,梁武帝把儒家的周、孔二圣与道

家的老子同归入邪道,可谓严厉批判.这就更会让人产生这样一个错觉:儒学只是梁武帝的批判对

象,根本不可能对他有什么影响.
事实并非如此.梁武帝曾写过一首广被引用的«述三教诗»,此诗的前半部分如下:

　　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孝义连方册,仁恕满丹青.践言贵去伐,为善在好生.
中复观道书,有名与无名.妙术镂金版,真言隐上清.密行遗阴德,显证在长龄.
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苦集始觉知,因果方昭明.不毁惟平等,至理归无生.②

在此诗中,梁武帝非常简练地总结了自己一生问学的三个阶段:“少时学周孔”“中复观道书”“晚年开

释卷”.这就告诉我们,梁武帝在青少年时代所学者为周孔儒学,甚至在弱冠已经穷读六经.改信道

佛,是中年以后之事.梁武帝这一自述作为诗,固然有简单化之嫌,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多少也可

能有些“文学上的夸张”③,但征之于史书,还是大体可信的.«梁书»卷三本纪第三«武帝下»曰:

　　少而笃学,洞达儒玄.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燃烛侧光,常至戊夜.造«制旨孝经义»,
«周易讲疏»,及六十四卦、二«系»、«文言»、«序卦»等义,«乐社义»«毛诗答问»«春秋答问»«尚书

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老子讲疏»,凡二百余卷,并正先儒之迷,开古圣之旨.王侯朝臣

皆奉表质疑,高祖皆为解释.修饰国学,增广生员,立五馆,置«五经»博士.天监初,则何佟之、
贺玚、严植之、明山宾等覆述制旨,并撰吉凶军宾嘉五礼,凡一千余卷,高祖称制断疑.于是穆穆

恂恂,家知礼节.大同中,于台西立士林馆,领军朱异、太府卿贺琛、舍人孔子袪等递相讲述.
兼笃信正法,尤长释典,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复数百卷.④

«梁书»“少而笃学,洞达儒玄”与«述三教诗»“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几乎完全照应.梁武帝

所造诸书几乎皆与儒家六经有关,可见其“卷不辍手”当指儒家经典.“万机多务”是指他处理公务.
萧衍十九岁出仕,二十岁始受道法,四十一岁改宗佛教.如果“万机多务”从他出仕算起,那么他在信

道宗佛的过程中,仍然在坚持阅读儒家经典.相反,其“笃信正法,尤长释典”则只是“兼”之.
«梁书»的这一记载,也与梁武帝治国与著述的情况相契合.从治国方面来看,梁武帝治国,“并

敦儒术”⑤.为了尽快振兴国家的基础教育,梁武帝“修饰国学,增广生员”,“置«五经»博士”,“广开馆

宇,招内后进”,“立孔子庙”,“幸国子学”,“亲祠明堂”(«梁书»卷二)等等,都是他在治国方面并敦儒

术的具体措施⑥.梁武帝本人的儒学修养也很高.根据«梁书武帝本纪»与«隋书经籍志»的记

载,他一生著述上千卷,大半属于儒学,另一小部分属于佛教,道教部分几乎不名其一.这就呈现出

一个与戴颙相似的情形:佛教对戴颙的影响可能仅限于佛像雕塑等兴趣爱好,而道教对梁武帝的影

响,可能也仅限于炼丹吃药等个人兴趣,尚不足以渗入其深层生命世界.梁武帝的儒学著述涵盖

«诗»«书»«礼»«乐»«易»«孝经»等经书.这些著述仅量多,而且还在思想层面“洞达儒玄”,“正先儒之

迷,开古圣之旨”.这都是一般的儒家经生也难以做到的.由此足见,无论是在思想学术方面,还是

政治实践方面,儒学在梁武帝的生命中都占有很大的份量.回过头来再看梁武帝称周孔为邪道的那

道勅令,就不得不让人怀疑究竟是其本人所作,还是推尊佛教的沙门人士所为⑦.
值得注意的是,在梁武帝的著述中,就有«中庸讲疏»一卷.大同六年(５４０),朝臣朱异、贺琛还

８６ 文史哲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释道宣:«广弘明集»卷四,CBETA,T５２,n２１０３,p０１１２,a２７ ２９.
释道宣:«广弘明集»卷四,CBETA,T５２,n２１０３,p０３５２,c１２ １７.
周一良:«论梁武帝及其时代»,«周一良集»第一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４２５页.
姚思廉:«梁书»卷三«武帝纪下»,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用彤全集»第一卷,第３６０页.
关于梁武帝以儒治国以及梁代儒学发展的详细情况,可参考杨恩玉:«治世盛衰:“元嘉之治”与“梁武帝之治”初探»第六章

第五节、第八章第一节,济南:齐鲁书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７９ １８６、２３０ ２３４页;林登顺:«魏晋南北朝儒学流变之省察»,台北:文津出版

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００ １０７页.
丁红旗:«梁武帝天监三年“舍道归佛”辨»,«宗教学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递日述高祖«礼记中庸义»”,想必此书是梁武帝相当得意之作.«隋书经籍志»还载有«私记制旨

中庸义»五卷,“从制旨两字看来,恐亦萧衍所作”①.根据前面的介绍,道教对梁武帝的影响仅限于炼

丹制药,那么其所著«中庸讲疏»受道教思想影响到底有多大,便大可商量.按照梁武帝«述三教诗»
的划分,«中庸讲疏»应该是他早中期的著作,那么«中庸讲疏»更多的还是儒家思想,佛教影响可能不

会太多.«中庸讲疏»即使是其中后期著作,那么这也只能说明梁武帝以佛教思想来反观«中庸»,而
«中庸»本身则早已在其生命中渗透流淌.说得更明白些,以«中庸»为载体的儒家思想早在其生命中

根深蒂固,佛教思想只不过是重新审视此生命之根的一个视角而已.
以上考察可以说明这样一个事实:戴颙与梁武帝之注«中庸»不可避免会受到佛道的影响,但这

种影响是在«礼记»独立的大背景下进行的.由于郑玄之注,«礼记»开始脱离«仪礼»而单独行世,到
了南朝齐梁间,«礼记»«周礼»«仪礼»等三«礼»之学更是风生水起.这从«南史儒林传»的记载就可

以看出.南朝士人中,“传三«礼»”“受三«礼»”“撰三«礼»”者不绝于缕,“明三«礼»”“好三«礼»”“通三

«礼»”“善三«礼»”“长三«礼»”“精三«礼»”者,代有人出.在这种经学大背景下,«中庸»作为«礼记»之
一篇,在南朝受到关注也是必然之事.由此而言,戴颙与梁武帝之注«中庸»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因
为这只不过是«礼记»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

四、«礼记»升格为经与中唐士人共话«中庸»

戴颙«中庸传»与梁武帝«中庸讲疏»在唐代已经失传,时人与后人又其只言片语之摘引,所以今

人根本无从窥其义旨.从现有的材料来看,«中庸»重新受到关注及其义理得到初步发挥,是中唐以

后之事.唐初«礼记»列入«五经正义»,成为明经考试的官定教材.唐代科举科目众多,但是在取士

倾向与考试难易等多重因素的促动下,“士人所趋,明经、进士二科而已”.明经侧重于识字记诵,进
士侧重于杂文策论.唐高宗调露二年(６８０)以后,明经与进士都要加试“帖经”.“帖经者,以所习经

掩其两端,中间开唯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随时增损,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为通.”②帖

经相当于今天考试中的填空题,给出一行经文,帖住其中三字,让考生填写③.帖经等考试定式要求

考生必须把整本经文及其注疏都背得滚瓜烂熟,才能应付科考.所以无论是明经科还是进士科,对
考生的经学素养都要求极其高④.

在唐代的科考命题中,«礼记»占很大的比例.在唐代科考诗、文、赋三种形式的命题中,在试律

诗与试律赋两个方面,从«礼记»中所出试题都占据绝对大的比例⑤.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中庸»随
之显耀于士人眼中.中唐以后,知识阶层对«大学»«中庸»的重视已经形成习尚⑥.这种习尚具体反

映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明经策试开始从«中庸»中出题.贞元十九年(８０３),明经科策问第二道题中

９６佛道回流,还是经学势然? ———«中庸»升经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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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２５页.



“蹈白刃或易于中庸”①一语,即出自后来朱熹所订«中庸»第九章.贞元二十一年(８０５),重臣权德舆

曾以«大学»«中庸»策问考生:

　　«大学»有明德之道,«中庸»有尽性之术,阙里宏教,微言在兹.圣而无位,不敢作礼乐.时

当有闻,所以先气志.然则得甫、申之佐,犹曰降神;处定、哀之时,亦尝问政.致知自当乎格物,
梦奠奚叹于宗予.必若待文王之无忧,遭虞帝之大德,然后凝道,孰为致君? 尔其深惟,以判

其惑?②

其中的“尽性”“不敢作礼乐”“哀公问政”“文王无忧”“凝道”等词分别见于«中庸»第二十二、二十八、
二十、十八、二十七章(按朱熹«中庸章句»分章).科举考试有一个规律,往届考试从某书出题,后面

的备考者必然会对该书大加关注.根据这一规律,可以想象,在以后的应试者心目中,«中庸»必占相

当重要的地位.
其次是考生答题,多引«中庸».随着«礼记»的升格,«中庸»成为天下士人童而能诵、耳熟能详的

内容,考生在答题时征引«中庸»的情况也逐渐增多.韩愈的省试策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贞元八

年(７９２),经过四次进士考试,韩愈终于登第.但是根据唐代的科举制度,进士登第只是获得了入仕

的资格,要想穿上官服,还要参加吏部的博学宏词科考试.于是韩愈就马不停蹄地参加了当年的吏

部考试,但在复审时被驳下落选.贞元九年(７９３),韩愈二度应考,并作«省试颜子不贰过论»:

　　夫圣人抱诚明之正性,根中庸之至德,苟发诸中形诸外者,不由思虑,莫匪规矩;不善之心,
无自入焉;可择之行,无自加焉.故惟圣人无过.所谓过者,非谓发于行,彰于言,人皆谓之过,
而后为过也;生于其心,则为过矣.故颜子之过,此类也.不贰者,盖能止之于始萌,绝之于未

形,不贰之于言行也.«中庸»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自诚明者,不勉而中,不思

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无过者也;自明诚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不勉则不中,不思则不得,不

贰过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者则拳拳服膺而不失矣.”③

此次省试的题目出自«论语雍也»,而韩愈此论的基本材料则包括«中庸»第二十一章“诚明”
“明诚”、第八章颜回“择乎中庸”与«孟子公孙丑上»知言养气章的内容.根据唐代贡举规定,考试

教材虽然是«礼记»等九部“正经”,但“«孝经»«论语»并须兼习”④.所以考题出自«论语»,韩愈应之以

«礼记中庸»,以及后来«原道»对«礼记大学»的引用,都属于当时一般士人的正常知识储备.从

思想层面来看,韩愈认为过与无过不在外在的言行,而在内在的心性.根据人的内在心性,他把人分

为两等,一等是无过之圣人,一等是有过但不贰过之贤者.韩愈还将这两种人与«中庸»第二十、二十

一章的内容进行对应比照:无过之圣人是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之自诚明者,不贰过之贤者是择善固执

之自明诚者.宋代道学开山周敦颐名著«通书»曾盛赞颜回“不迁怒,不贰过”⑤.而“«通书»‘学颜子

之所学’一语,已为当时士人所习闻”⑥,故而才会有胡瑗以之试十八岁的程颐,由此成就的理学名篇

«颜子所好何学论»,其中心思想和典据文献与韩愈«颜子不贰过论»也多有相似⑦.由此亦可见,韩愈

对宋代儒者影响之巨.
最后,时人行文作论也常以«中庸»为题材.中唐古文运动的先驱人物梁肃在«止观统例议»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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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松撰,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补正»,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６４２页.«补正»引文“中庸”二字有书名号.根据

«中庸»原文,书名号当删.
权德舆:«明经策问八道»,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四八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４９４０页.
韩愈:«韩昌黎全集»卷一四«省试颜子不贰过论»,北京:中国书店,１９９１年,第２２４页.
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考功员外郎”,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第４５页.
周敦颐:«通书志学»,周敦颐著,陈克明点校:«周敦颐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２３页.
马一浮:«泰和宜山会语»卷二«颜子所好所学论释义»,吴光主编:«马一浮全集»第１册(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５２页.
程颐:«河南程氏文集»卷八«颜子所好何学论»,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５７７ ５８８

页.胡瑗试程颐事,见«伊川先生年谱»,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３３８页.



中两引«中庸»①.在该文中,梁肃提出了“复性明静”之说.此说明显是努力将«中庸»“自明诚”和“诚
之”思想与佛教天台宗的止观思想进行会通②.被后人誉为“闽学鼻祖”③的欧阳詹年青时曾与乡人

“灵源道士(蔡明浚)、虹岩逸人(罗山甫)有潘湖合炼奉养之契”④.贞元八年(７９２),欧阳詹与韩愈同

登“龙虎榜”.应举期间,欧阳詹曾撰«自明诚论»:

　　自性达物曰诚,自学达诚曰明.上圣述诚以启明,其次自明以得诚,苟非将圣,未有不由明

而致诚者.文武周孔,自性而诚者也,无其性不可而及矣;颜子游夏,得诚而明者也,有其明可待

而至焉.先师有言曰:“生而知之者上,所谓自性而诚者也.”又曰:“学而知之者次,所谓自

明而诚者也.”⑤

此论中有关“诚明”的几句内容出自«中庸»第二十一章,后面引其“先师”之言中“生而知之”“学而知

之”则出自«中庸»第二十章.
韩愈与欧阳詹两论中还有一个共同现象,即都以«中庸»的“诚明”为中心议题展开讨论.这个议

题一直到宋代仍然在持续.北宋范仲淹在科举考试中作«省试“自诚而明谓之性”赋»⑥,陈襄也曾撰

«诚明说»并进献给宋神宗⑦,南宋王柏则有«诚明论»⑧.可以说,«中庸»的“诚明”问题在唐宋两代是

一个热门的普遍话题

除了“诚明”问题,«中庸»的“性情”问题也是中唐士人颇为关心的一个话题.在这方面贡献最大

的当属韩愈的弟子兼侄婿李翱.贞元十五至十八年间(７９９ ８０２),李翱作«复性书»三篇.«复性书»
最主要的一个理论命题就是性善情昏.此书上篇开卷就说:

　　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性者,天之命也,圣人得之而不惑

者也;情者,性之动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圣人者岂其无情耶? 圣人者,寂然不动,不

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参乎天地,变化合乎阴阳,虽有情也,未尝有情也.然则百姓

者,岂其无性耶? 百姓之性与圣人之性弗差也,虽然,情之所昏,交相攻伐,未始有穷,故虽终身

而不自睹其性焉.⑨

一般认为,李翱“复性说”的直接来源是梁肃的“复性明静”说.李翱的确也曾师事梁肃.比较

李翱的«复性书»与梁肃的«止观统例议»,无论是在遣词造句,还是在论证方法上,两书都有很多相同

之处.但李翱对性的理解完全来自«中庸».李翱用“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性者,天之命也”来解释

«中庸»首章第一句“天命之谓性”.关于这种天命之性,«复性书上»说“圣人知人之性皆善”,到了«复
性书»中就说得更明白了:“性无不善”.这说明,«复性书»是肯定性善论的.

关于性情问题的讨论,后面的脉络就广为人知了.韩愈读到«复性书»后,对其中灭情复性“杂佛

１７佛道回流,还是经学势然? ———«中庸»升经再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梁肃:«止观统例议»,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一七,第５２５８页.该文所引«中庸»两句话分别为:“仲尼有言:‘道之不明也,
我知之矣.’”此在«中庸»第四章.“古人云:‘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此在«中庸»第二十章.

潘桂明、吴忠伟:«中国天台宗通史»,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３１０页.
出自«闽政通考»,转引自王春庭:«缦胡之缨,化为青衿———欧阳詹与中原文化»,«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６年第３期.
欧阳詹:«欧阳行周文集»卷八«与王式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０７８册,第２４５页.关于欧阳詹与蔡、罗隐居之事的辨

正,可参阅张伟民:«欧阳詹年谱及作品系年»“肃宗至德二年(７５７)”条,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５年;杨遗旗:«欧阳詹生平考

辨三则»,«湖南科技学院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６期.
欧阳詹:«欧阳行周文集»卷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０７８册,第２３５页.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一«省试“自诚而明谓之性”赋»,范能濬编集,薛正兴校点:«范仲淹全集»,南京:凤凰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第１８ １９页.
陈襄:«古灵集»卷五«诚明说»«进‹诚明说›劄子»,«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０９３册,第５２６ ５２７页.
王柏:«鲁斋集»卷一○«诚明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８６册,第１５９ １６１页.
李翱:«李文公集»卷二«复性书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０７８册,第１０６ １０７页.
潘桂明、吴忠伟:«中国天台宗通史»,第３１０页.



老而言”相当不满意,佛门中人甚至还形象地描绘韩愈当时曾叹息地说:“吾道萎迟,翱且逃矣!”①于

是韩愈就写了“五原”,其中«原道»一文将李翱所开示的儒家道统系统化,而«原性»一文则全面阐述

了自己著名的“性情三品说”.同为韩愈高弟的皇甫湜对韩愈的观点有所保留,在«孟子荀子言性论»
一文,他更倾向于孟子之言“合经为多益,故为尤”②.杜牧更是直接就«原性»中所提到的孟子、荀子、
扬雄三人而写了一篇«三子言性辨»,但结论却肯定了荀子:“荀言人之性恶,比于二子,荀得多矣.”③

也就是说,中唐士人围绕«中庸»开展出了一系列的中心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上面所讨

论的“诚明”与“性情”问题.这些士人由于时代风气使然,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不免会涉及到佛教思

想.但他们之关注«中庸»,以及佛教在其中的影响,都是在前述«礼记»升格为经的科举背景下进

行的.

五、结　语

北宋初、中期,随着韩愈、李翱等人所推行的古文理论与实践风行士林,由他们所开辟的以«中
庸»为中心的情性论,也为新学、洛学、关学、蜀学等儒家各派以及以契嵩为代表的佛教人士所接棒.
后者从正反两个方面继续推向深入,并最终合流为北宋新儒学的兴起.

当然,«中庸»由“篇”独立为“书”,由«礼记»之一篇升格为«四书»之一书,还需要宋、元两朝儒者

与皇权的双重推动.在这个过程中,宋、元两朝的两位仁宗一头一尾,起到了关键作用.北宋仁宗天

圣五年(１０２７),中国科举史上出现了一项创举,即«中庸»被作为御书颁赐新科进士人手一册,并令宰

相当众宣读④.御赐«中庸»“自后遂以为常”,作为常制,推行下去⑤.对于一篇文章来说,此举意义

非同小可.元世祖期间«四书»成为必考书,而«五经»则降为选考书.这是“«四书»地位凌驾五经的

一个表征”⑥.元仁宗皇庆二年(１３１３)十一月,诏考试程式“«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

朱氏章句集注”⑦.«四书»正式成为科场教材.«中庸»由“篇”独立成“书”,升格进入新的经书系统,
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至此完成.

回顾以上考察,我们会发现一些与“«中庸»回流说”相逆的命题.首先,«中庸»受到戴颙、梁武帝

等崇佛之人的重视,他们专门为之作注,此与经学尤其是«礼记»学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礼记»
得到郑玄作注进而自立门户,这是«中庸»身价抬高的一大关键.如果不是由于郑玄作注而独立出

来,«礼记»仍然附属于«仪礼»,可能根本不会被立于学官,当然也就不会受到世人关注.在这种情况

下,作为«礼记»之一篇的«中庸»,也就不会被单独提出来进行研究.戴颙、梁武帝之注«中庸»,即使

是为了与道士清谈或与佛徒格义,但如果不是«礼记»被立于学官,他们恐怕根本不会选择«中庸».
有谁会拿一部名不见经传的著作来与人清谈呢? 又有谁会选择一部没有社会地位的文章来与佛经

进行格义呢?
其次,«中庸»在中唐受到士人的广泛关注,是由«礼记»升格为经所决定的.唐初,«礼记»迈越

«仪礼»«周礼»,成为“五经”之一,有唐一代,«礼记»独大.更重要的是,唐承隋制,科举取士,«礼记»
成为科举考试的必选教材.仕途攸关,天下士人无不熟读«礼记».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中唐以后,
科举考试从«中庸»出题,考生答题广引«中庸»,渐成风气.学思日久,«中庸»里面的很多话题,比如

“诚明”“性情”等,也逐渐独立出来,成为士人讨论的中心议题,甚至发展成为系统的哲学理论.李翱

２７ 文史哲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一七«唐朗州药山惟俨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４２４页.
皇甫湜:«皇甫持正集»卷二«孟子荀子言性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０７８册,第７４页.
杜牧:«樊川文集»卷三«三子言性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０８１册,第５８０页.
王应麟:«玉海»卷三四«天圣赐中庸»,«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９４３册,第７８页.
御赐«中庸»作为常制的具体情况,可以参考周春健:«宋元明清四书学编年»,台北:万卷楼图书公司,２０１２年.
叶国良、夏长朴、李隆献:«经学通论»,第６７３页.
宋濂等撰:«元史»卷八一«选举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第２０１９页.



的“灭情复性”论是其典型代表.
最后,«中庸»能够从«礼记»四十九篇特出而成为关注的焦点,与其文本体裁有关.章太炎在分

析«汉书艺文志»书目时曾提出一个“原理”与“支节”的区别:“原理惬心,永远不变.一支一节的,过
了时,就不中用,所以存灭的数不同.”①有些书多讲人生社会方面的“原理”,这可称为原理体裁;有些

书多讲支支节节的“技术”,这可称为技术体裁.原理体裁的书因惬于人心而流传久远,而技术体裁

的书则往往因技术过时而不为后人所关注.«中庸»在刘向«别录»中属于“通论”,更具有思想性和议

论性,属于原理体裁的书.只有这种文本才适合清谈与格义,才适合用来讨论身心性命的问题,而且

也只有这种文体才方便科举考试策论出题与答题.相反,«仪礼»«周礼»及«礼记»之«月令»«内则»
«玉藻»«明堂位»等则重于具体礼制仪式方面的内容,很难与佛道思想贯通,而且又由于其时效性太

强,出题时联系现实的弹性不大,考生答题时发挥的空间太小.所以戴颙、梁武帝不会拿它们来清谈

或格义,中唐士人也不会在仕途爽意时想到这些支节技术,在科举考试中,赋论部分往往也不会从中

出题,考生在答题时也难以引用其书.这就是说,«中庸»之受到科举考试的青睐,是自身的文体性质

使然.当然,刘向«别录»所举之“通论”有十六篇,何以只有«中庸»获此殊荣呢? 这大概要归因于«中
庸»尤其是其“诚明”“性情”等方面的内容更具有哲学上的思辨性与普遍性,故才能够成为永恒的

话题.
总而言之,«中庸»升经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随着«礼记»的升格,«中庸»也水涨船高,成为天

下读书人的必读熟读书籍.这是«中庸»升经的外在原因.二是«中庸»自身文本富含思想性、思辨

性,能够成为道士清谈与佛徒格义的借鉴文本,也方便科举考试的策论出题与考生引以答问,并最终

发展出一套独立的哲学思想.这是«中庸»升经的内在原因.在儒释道三教互动过程中,佛道对«中
庸»的关注虽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总体上必须在这两方面原因的基础上发挥作用.北宋儒

家之所以会高度重视«中庸»,最主要的原因应该也还是这两个一言以蔽之,«中庸»在唐宋时代蒸蒸

日上的威望,并非是从佛道回流而来.相反,宋初智圆、契嵩等佛徒之所以会大力提倡«中庸»,反而

完全可以用这两个原因来解释.

[责任编辑　李　梅　邹晓东]

３７佛道回流,还是经学势然? ———«中庸»升经再论

① 章太炎:«论诸子的大概»,章太炎著,章念驰等整理:«章太炎全集»第二辑«演讲集»(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

１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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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历史意识的兴起

———以法显行记的几则记载为中心

陈 志 远

摘　要:法显在师子国所闻佛钵经,改写了此前流传的佛钵传说,将之视为佛法住世的标志.其所描

述的佛法兴衰过程,是移用早期佛教经典中关于“三中劫”的宇宙论描述,放入到释迦佛灭,弥勒下生的佛

陀论框架中.佛钵以百年为尺度移动的时间表,同时期佛教经典中类似表现是对教团修行实践的描述,

正、像二时的划分,佛灭年代的具体推算,和时间表的制定,起初是三个独立的传统,并在５世纪逐渐融合.

关键词:法显;佛钵;法灭;历史年代学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９．０３．０７

佛教作为一种世界宗教,其传播的历史穿越了不同的文明体.对教史的追述自然地会将各个传

统中的史事联结成一个整体.在佛教传入的早期,汉地已经获知了佛陀和佛灭后百年左右阿育王的

有关事迹① ,但对此后的印度佛教史,以及与华夏王朝史对应关系的建构,经历了相对漫长的过程.
本文所关注的是这张中、印历史的同步对照年表是如何逐步充实起来的? 这种具有世界通史雏形的

学术探索,背后又有哪些求知的动机?
笔者曾经撰文探讨中古时期佛诞日推算的立论依据和阐释技巧,指出相关的讨论肇端于刘宋,

大盛于北周至唐初,这可以视为佛教历史意识成熟期的形态② .由此上溯,当我们把目光转移到４
５世纪之交,发现法显游历五天竺的见闻显示出一些颇为耐人寻味的迹象.本文以此为讨论的起

点,结合同时期的经论,作一些初步的观察和推论,算是佛诞日推算问题之“前史”吧.

一、师子国所传佛钵经

法显在游历佛国的最后一站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听当地僧人口述了一个佛钵的传说.传说的

内容值得仔细分析,故不避繁冗,备引如下:

　　法显在此国,闻天竺道人于高座上诵经云:“(A)佛钵本在毗舍离,今在揵陀卫.竟若干百

年(原注:法显闻诵之时有定岁数,但今忘耳),当复至西月氏国.若干百年,当至于阗国.住若

干百年,当至屈茨国.若干百年,当复来到汉地.住若干百年,当复至师子国.若干百年,当还

中天竺.(B)到中天已,当上兜术天上.弥勒菩萨见而叹曰:‘释迦文佛钵至.’即共诸天华香供

养七日.七日已,还阎浮提.海龙王将入龙宫.至弥勒将成道时,钵还分为四,复本频那山上.
弥勒成道已,四天王当复应念佛如先佛法.贤劫千佛共用此钵.(C)钵去已,佛法渐灭.

　

作者简介:陈志远,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１００７３２).

①　关于阿育王传说在汉地早期的接受史,参见 AntonelloPalumbo,“ModelsofBuddhistKingshipinEarlyMedievalChina,”

余欣主编:«中古时代的礼仪、宗教与制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８７ ３３８页.

②　参见陈志远:«辨常星之夜落———中古佛历推算的学说及解释技艺»,«文史»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引文见下)”法显尔时欲写此经.其人云:“此无经本,我心口诵耳.”①

这部口诵的佛经(简称“师子国所传佛钵经”)可以概括为三个部分:(A)佛钵的渐次迁移;(B)弥勒成

道前后佛钵的变化;(C)佛法灭尽还生,直到弥勒出世的过程.其中B段难解的点很多②,但大体来

说是起承上启下的作用,呼应前后两段的情节.这里主要看 A、C两段.

１．佛钵之迁移(A段)
关于佛钵迁移的传说,学界已有不少研究③,核心的观点是认为佛钵作为圣物,它的移动使远离

佛陀生前传法地域的“边地”获得某种宗教权威性,因此在宗教圣地的构建中有其重要的作用.这里

值得注意的是法显对佛钵移动方式的描述.
涅槃类经典都说,佛陀入灭是在毗舍离附近的拘尸那竭城( ),佛钵也留在了那里.法

显记云:“从此东南行十二由延,到诸梨车欲逐佛般泥洹处.而佛不听,恋佛不肯去.佛化作大深堑,
不得渡.佛与钵作信遣还.其处立石柱,上有铭题.”④后来,５ ７世纪间大量的求法僧传记载,佛钵

存在于犍陀卫国旧都弗楼沙( ,今巴基斯坦白沙瓦附近)⑤.
那么佛钵是怎样从毗舍离( )迁移到犍陀卫(Gandhavat)的呢? 佛教经典中有三种不同的

记述.据«付法藏因缘传»、罗什译«马鸣菩萨传»⑥以及藏译«多罗那他佛教史»记载,贵霜王迦腻色伽

将佛钵和马鸣菩萨一起从中天竺佛陀故地劫掠到了北方的月氏国.分立政权的君主用武力争抢佛

陀的圣物,这在早期佛教的经典中屡见不鲜,比如八王分舍利事件.７世纪玄奘到弗楼沙,只见当年

供养佛钵之故基,也说明佛钵再次被人移到了别处⑦.
在佛钵圣迹当地,流传着佛钵时轻时重的逸闻.智猛在法显西行后不久到弗楼沙,礼拜佛钵,

“香华供养,顶戴发愿,钵若有应,能轻能重,既而转重,力遂不堪.及下案时,复不觉重”⑧.«高僧传

鸠摩罗什传»也说罗什到沙勒国顶戴佛钵,“心自念言,钵形甚大,何其轻耶? 即重不可胜.失声下

之.母问其故.答云:‘儿心有分别,故钵有轻重耳.’”⑨

５７佛教历史意识的兴起———以法显行记的几则记载为中心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第１３７ １３８页.
比如既然佛钵被海龙王将入龙宫,又怎样突然到了频那山上? 钵分为四个以后,为什么又说“贤劫千佛共用此钵(高丽藏本

作“一钵”)”?
参见[日]桑山正进:«カーピシー＝ガンダーラ史研究»“罽宾と佛钵”“佛钵の消灭”,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１９９０年,第

４３ ５９页,第１４９ １５３页.KoichiShinohara,“TheStoryoftheBuddhasBeggingBowl:ImaginingaBiographyandSacredPlaces,”inP．
GranoffandKoichiShinoharaed．,Pilgrims,PatronsandPlace:LocalizingSanctityinAsianReligions(Vancouver:UniversityofBritishColumＧ
biaPress,２００３),８ １０７;李静杰:«佛钵信仰与传法思想及其图像»,«敦煌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４１ ５２页.

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第７９页.此事典据见«增一阿含经»卷三六«八难品»:“尔时,世尊欲使毗舍离城人民还归,
即化作大坑,如来将诸比丘众在彼岸,国土人民而在此岸.是时,世尊即掷己钵在虚空中与彼人民,又告之曰:‘汝等好供养此钵,亦当

供养高才法师,长夜之中获福无量.’是时,世尊与彼钵已,即时诣拘尸那竭国.”[日]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等编:«大正新修大藏经»
第２册,经号１２５,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１９２４年,第７４９页上栏第１３ １９行.本文按照国际通行的标记方法,标记为:T０２,no．
１２５,p．７４９,a１３ １９．并参见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吠舍釐国”,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第５９８页.

参见[日]桑山正进:«カーピシー＝ガンダーラ史研究»,第４３ ５９页.
落合俊典注意到日本七寺古抄本有另外一个«马鸣菩萨传»的较短版本,与隋唐时期零散的引文比较可知,此本才是该传的

较早形态,而诸本大藏经所收的版本(T２０４６)不见于隋唐时期,推测是唐以后的作品.杨启圣进一步认为古抄本可以视作罗什及其

弟子时代的作品.参见[日]落合俊典:«二种の马鸣菩萨传—その成立と流传»,[日]牧田谛亮、落合俊典编:«七寺古逸经典研究丛

书»第５册,东京:大东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６１９ ６４６页;StuartYoung,ConceivingtheIndianBuddhistPatriarchsinChina(HonoluＧ
lu:UniversityofHawaiiPress,２０１５),２５１ ２６４．因此藏内版本的«马鸣菩萨传»尽管包含月氏王抢夺佛钵的故事,时代却相当晚.
这个故事最早见于«付法藏因缘传».

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二:“王城内东北有一故基,昔佛钵之宝台也.如来涅槃之后,钵流此

国,经数百年,式遵供养,流转诸国,在波剌斯.”(第２３６ ２３７页)
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三«智猛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第１２５页.
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传»,第４６ ４７页.沙勒国的佛钵传说,在隋代那连提耶舍译«德护长者经»

中也有提到,«佛说德护长者经»卷二:“时大行王,以大信心大威德力供养我钵,于尔数年,我钵当至沙勒国.”(T１４,no．５４５,p．
８４９,b２４ ２６)但根据法显的记述,该地所有似乎是佛唾壶.«高僧法显传»:“其国中有佛唾壶,以石作之,色似佛钵.”(T５１,no．
２０８５,p．８５７,c１８ １９)



法显的叙述似乎受到二者的影响,却作了某些重要的扭转:

　　昔月氏王大兴兵众,来伐此国,欲取佛钵.既伏此国已,月氏王等笃信佛法,欲持钵去,故兴

供养.供养三宝毕,乃校饰大象,置钵其上,象便伏地不能得前.更作四轮车载钵,八象共牵,复

不能进.王知与钵缘未至,深自愧叹.即于此处起塔及僧伽蓝,并留镇守种种供养.①

在这段文字之前,先是介绍了迦腻色伽得佛授记,在弗楼沙起塔的功业.劫夺佛钵的主人公却换成

了迦腻色伽之外的某位月氏王,结果无功而返②.这里继承了第一种叙事月氏王与佛钵关系的暗示,
但同时强化了第二种叙事的逻辑,强调佛钵的移动是命定的安排,决非人力所可转移.在这个全新

的叙事逻辑里,佛钵具有了圣物的尊严,成为法运兴衰的标志物.
佛钵将至汉地,这一传说成立年代甚早.«佛灭度后棺敛葬送经»云佛灭度后,佛钵“转当东游,

所历诸国凶疫消歇、君臣康休、谷帛丰穰、欣怿无患,终远三途,皆获生天.极东国王仁而有明,钵当

翔彼”③.该经又名«师比丘经»,是一部道安所见的经典,成立年代不晚于４世纪④.此外,东晋兴宁

三年(３６５)习凿齿致道安的书信称“月光首寂将生真土,灵钵东迁忽验于兹”⑤,也必有所本⑥.这些

都是法显西行以前的文献.
时代稍晚,僧祐«出三藏记集»“疑经录”著录了题为«佛钵记»的伪经:

　　«佛钵经»一卷.或云«佛钵记»,甲申年大水及月光菩萨出事.
«弥勒下教»一卷.在«钵记»后.⑦

«法苑珠林»还有零星记载:

　　又依«钵记»云:释迦如来在世之时,所用青石之钵,其形可容三升有余.佛泥洹后,此钵随

缘往福众生,最后遗化兴于汉境.此记从北天竺来,有两纸许,甲子岁三月至石涧寺.僧伽耶舍

小禅师使于汉土,宣示令知.⑧

从僧祐著录连抄的结构和«法苑珠林»概述的情节可知,经文中虽然加入了月光菩萨出世和具有道教

色彩的甲申大水⑨等主题,佛钵移动,中经劫灾,最后迎来弥勒下教这一整体叙事框架,显然受到法显

所记经本的强烈影响.
“师子国所传佛钵经”的特异之处在于,撰作者不仅提到汉地和师子国将成为佛钵所到之地,更

重要的是创造了佛钵在整个佛教世界移动的完整回路.佛钵的几个落脚点,无一不是佛法隆盛之

地.从佛陀入灭的地方出发,最终回到中天竺,上升兜率天,落到未来佛弥勒的手中,这个过程佛教

的命运经历了怎样的起伏? 为了理解这一点,需要仔细寻绎经文所体现的时间观.

２．法灭观(C段)
先将“师子国所传佛钵经”C段全文引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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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第３３页.
理雅各的英译本认为此月氏王就是迦腻色伽,章巽先生的校注认为这当是迦腻色伽之前的某位月氏王,可能是汉文史料中

记载的丘就却.参见JamesLegge,ARecordofBuddhisticKingdoms(Oxford:ClarendonPress,１８８６),３４;法显撰,章巽校注:«法
显传校注»,第３７页注１８.从上下语境中看,“昔”字只表示此王年代在法显之前,而与迦腻色伽的前后关系并不清楚.另外迦腻色

伽在位期间,佛钵是否已经在弗楼沙了,法显的记述也完全没有涉及.因此只能说是“迦腻色伽之外”某王.
«佛灭度后棺敛葬送经»,T１２,no．３９２,p．１１１４,c６ ８．
僧祐撰,苏晋仁、萧炼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卷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第１０２页.
僧祐:«弘明集»卷一二,T５２,no．２１０２,p．７７,a１ ２．
武绍卫认为该句典据是今已佚失的«小申日经»,参见«中国汉文佛教疑伪经所见月光童子信仰研究»,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

位论文,２０１４年.
僧祐撰,苏晋仁、萧炼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卷五,第２２５页.
道世撰,周叔迦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卷三○,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３年,第９４３页.
菊地章太认为,甲申大水的主题与晋宋禅代密切相关,参见[日]菊地章太:«甲申大水考———东晋末期の图谶的道经とその

系谱»,«东方宗教»第８７号(１９９６年),第１ ２０页.
屈茨国(Kucha,龟兹)不是法显经行之地,当地信仰佛教的状况可以从«高僧传鸠摩罗什传»等文献得到印证.



　　钵去已,佛法渐灭.佛法灭后,人寿转短,乃至五岁.五岁之时,粳米、酥油皆悉化灭,人民

极恶,捉木则变成刀杖,共相伤割杀.其中有福者,逃避入山,恶人相杀尽已,还复来出.共相谓

言:“昔人寿极长,但为恶甚,作诸非法故.我等寿命,遂尔短促,乃至五岁.我今共行诸善,起慈

悲心,修行仁义.”如是各行信仪,展转寿倍,乃至八万岁.弥勒出世,初转法轮时,先度释迦遗法

弟子、出家人及受三归、五戒、八斋法供养三宝者.第二、第三次度有缘者.
这段经文叙述了佛法渐灭,人世的种种惨状,随后又逐渐变好,最终弥勒出世的过程.中间的主体部

分对人世兴衰起落的呈现,其实来源于佛教中的经典描述.佛教认为世界会经历刀兵、疾病、饥馑

“三中劫”(antarakalpa).经文所言人寿短至五岁,随后增长至八万岁;食物化灭,导致饥荒的发生;
捉草木即成刀杖,刀兵四起种种现象,如果对照«长阿含经世记经»关于“刀兵劫”的描述,会发现二

者甚至在文字上都十分接近:

　　佛告比丘:“有三中劫.何等为三? 一名刀兵劫,二名谷贵劫,三名疾疫劫.云何为刀兵劫?
此世间人本寿四万岁,其后稍减寿二万岁.其后人寿稍减,当寿十岁,是时女人生五月行

嫁.时世间所有 美 味,酥 油、蜜、石 蜜、黑 石 蜜,诸 有 美 味 皆 悉 自 然 消 灭,五 谷 不 生,唯 有 稊

稗.
“时七日中有刀剑劫起,时人手执草木、瓦石,皆变成刀剑,刀剑锋利,所拟皆断,展转相害.

其中有黠慧者见刀兵相害,恐怖逃避,入山林、坑涧无人之处,七日藏避,心口自言:‘我不害人,
人勿害我.’其人于七日中,食草木根,以自存活,过七日已,还出山林.时有一人得共相见,欢喜

而言:‘今见生人,今见生人.’犹如父母与一子别,久乃相见,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彼亦如是,欢

喜踊跃,不能自胜.是时,人民于七日中,哭泣相向,复于七日中,共相娱乐,欢喜庆贺.时人身

坏命终,皆堕地狱中.所以者何? 斯由其人常怀瞋怒,害心相向,无慈仁故,是为刀兵劫.”①

类似的内容亦见于«杂阿毗昙心论择品»«大毗婆沙论»等说一切有部毗昙②.
“师子国所传佛钵经”在世界“触底”的描述之前加入佛钵消失作为征兆,而以弥勒三会作为结

局,从而构成关于法灭的叙事.这一结构安排也并非独创,笔者发现它与«长阿含转轮圣王修行

经»极为接近.这部经是学界广为关注的作品,凡讨论弥勒信仰、转轮圣王或者佛教时间观,都会谈

及.日本出版的«现代语译阿含经典»第二卷有此经详细的校注和解题.根据学者研究,该经的平

行文本有巴利语«长部»第２６经«转轮圣王狮子吼经»(DN．III,Cakkavatti Sīhanāda suttanta)以
及汉译«中阿含经»卷一五«转轮圣王经»③.

依经文所言,久远以前六代转轮圣王以正法治国,新旧交替之际,金轮宝失而复现.直到第七代

国王即位,对金轮宝消失之事无动于衷,也不承用旧法.政治呈现衰敝之象,贫穷、劫盗、兵杖之患相

继出现,人寿也从四万岁减到十岁:

　　如是展转,为恶不已,其寿稍减,当至十岁
尔时,当有刀兵劫起,手执草木,皆成戈鉾,于七日中,展转相害.时有智者远逃丛林,依倚

坑坎,于七日中怀怖畏心,发慈善言:“汝不害我,我不害汝.”食草木子以存性命,过七日已,从山

林出.时有存者,得共相见,欢喜庆贺言:“汝不死耶? 汝不死耶?”犹如父母唯有一子,久别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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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长阿含经»卷二二«世记经三中劫品»,T０１,no．１,p．１４４,a１９ b２５．
«杂阿毗昙心论»卷一一«择品»:“刀兵、病、饥馑,说名中劫过者,三种中劫过,谓刀兵、病疫、饥馑.刀兵劫者,谓乃至人寿十

岁时,贪麁恶境界,行诸邪法,各住害心.手执草木,皆成刀剑,更相杀害.如是经七日,刀兵中劫过.”(T２８,no．１５５２,p．９５９,b２０
２４)«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一三四:“如是中劫小三灾现:一刀兵,二疾疫,三饥馑.初刀兵劫将欲起时,赡部洲人极寿十岁,为非

法贪染污相续,不平等爱映蔽其心,邪法萦缠瞋毒增上.相见便起猛利害心,如今猎师,见野禽兽,随手所执,皆成刀杖.各逞凶狂,
互相残害.七日七夜,死亡略尽.赡部洲内才余万人,各起慈心,渐增寿量.”(T２７,no．１５４５,p．６９３,a７ １４)

[日]丘山新等撰:«‹转轮圣王修行经›解题»,«现代语译阿含经典长阿含经»第２卷,东京:平河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２３
２６页.



见,欢喜无量.彼人如是各怀欢喜,迭相庆贺,然后推问其家,其家亲属死亡者众,复于七日中悲

泣号咷,啼哭相向.过七日已,复于七日中共相庆贺,娱乐欢喜,寻自念言:“吾等积恶弥广,故遭

此难,亲族死亡,家属覆没,今者宜当少共修善,宜修何善? 当不杀生.”尔时,众生尽怀慈心,不

相残害,于是众生色寿转增.①

此后人民渐修十善,寿至八万岁,先后有转轮圣王儴伽和弥勒佛出世②.
对比«转轮圣王修行经»和“师子国所传佛钵经”的 C段,二者的相似性是明显的.首先,在结构

上,二者都遵循了圣物消失———佛法渐灭———智者修善———弥勒出世的情节安排.中间的两个环节

如上文所述来源于早期经典中对“刀兵劫”的描述,经文的撰作者把这一宇宙论性质的描述进而嵌入

到释迦佛遗法消灭,未来佛弥勒下生的佛陀论时间架构里③.
第二,正因为整体的结构是佛陀论和宇宙论的组合,所以世界的好转,佛法的复兴,完全没有未

来佛弥勒或任何神圣救世主的介入.弥勒下生位于佛法命运曲线的顶点,是佛法复兴的结果而非缔

造者、促成者.这与道教的救度观念差异很大,在道教经典如«洞渊神咒经»中,一般救世主或者他们

派遣的使者出现,都会“荡除天地,更造日月”,给现世带来彻底的扭转④.
第三,劫灾的幸存者,经文的表述是“智者”⑤,他们逃入山中,意识到了世界苦难的来源,因而自

觉修行十善或者释迦遗法,似乎要经历漫长的时间,才最终得到弥勒的点化.
最后,如果说圣物的消失标志着佛法衰落的开始,佛钵数百年间在各处移动的过程似乎并不意

味着衰落.从这理解出发,我们希望讨论佛教经典中类似时间表的性质.

二、以百年为尺度的时间表

十分遗憾,法显没有记住佛钵迁移的时间细节,但他转述这一时间表以百年为尺度,这一点仍然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知道,编制时间表一直是历史编纂学的重要研究对象.而佛教的时间表

又是与法灭思想紧密联系的.在欧美学界,拉莫特(EtienneLamotte)和那体慧(JanNattier)两位学

者先后对法灭观念下的时间表作了系统梳理⑥.那体慧的工作虽然后出转精,但很大程度上仍是建

基于拉莫特的考察.二者关注的重点是法灭的年数从５００年转变为１０００年到更长,这一变化历程

背后的宗教意图.
然而有一个问题被忽略了,就是这些时间表内部的划分尺度,以及时间表自身的性质.本节的

考察是从“师子国所传佛钵经”所呈现的时间表开端,而把类似的以百年为尺度的时间表作为一种历

史编纂的体裁单独拿出讨论,希望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时间表描述的对象有没有变化? 二是如果有,
描述对象的变化给时间表编订带来了哪些技术上的要求?

(０)“师子国所传佛钵经”
上文已经指出,经文对法灭的叙述是从C段“钵去已”之后开始的.换言之,A 段讲述佛钵从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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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长阿含经»卷六«转轮圣王修行经»,T０１,no．１,p．４１,a１１ b１２．
只是«中阿含经»的对应部分没有弥勒出世的内容.
这里“宇宙论”(cosmologicaltradition)和“佛陀论”(Buddhologicaltradition)的区分是借用JanNattier提出的概念.前者是

指佛教传统中对宇宙成坏的叙述,后者是指三世诸佛出现的序列.两者各自代表一定的时间观念,起初独立发展,后来又有一定程

度的融合.参见JanNattier,OnceUponAFutureTime (BerkeleyCalif．:AsianHumanitiesPress,１９９１),１０ ２６．
关于道教的末世和救度思想,参见刘屹«近年来道教研究对中古史研究的贡献»(«中国史研究动态»２００４年第８期)所引先

行研究.
«长阿含经世记经»的翻译是“黠慧者”.辛嶋静志指出,“黠”表示“智慧”,是早期汉译佛典的常用表达,参见[日]辛嶋静

志:«早期汉译佛典的语言研究»,«佛典语言及传承»,裘云青、吴蔚琳译,上海:中西书局,２０１６年,第５７ ５９页.

EtienneLamotte,HistoryofIndianBuddhism,fromtheoriginstotheSakaEra,trans．Sara．Webb Boin(Louvain:

UniversitédeLouvain,１９８８),１９１ ２０２．JanNattier,OnceUponAFutureTime,２７ ６４．后者有纪赟的详细书评,参见纪赟:«书
评:未来某时:佛教法灭预言研究»,«新加坡佛学研究学刊»第２辑(２０１５年),第１９７ ２３２页.



舍离经历多地,最终回到中天竺的过程,应该都是正法住世的时代,这其中没有佛法渐趋衰亡的迹

象.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们相信法显记忆准确的话,经文并没有给出佛钵从毗舍离到犍陀卫

的具体年数.也就是说,这份时间表讲述的全部是将来的预言,而不含有对过去史实的追认.
(１)«佛使迦旃延比丘说法没尽偈»(T２０２９)
此经全为偈颂体,在道安的目录中即有著录,因此可以确定成立于４世纪或之前.那体慧进而

对经文的成立地做了推测.经中提到著名的 赏弥预言,那氏根据“将有三恶王,大秦在于前,拨罗

在于后,安息在中央,由于是之故,正法有弃亡”①这一句,认为符合条件的区域只有当时的大夏(BacＧ
tria)地区.但是照我自己直观的理解,这里的“前、中、后”可能只是列举的顺序(把“中央”放在后面

说或许是为了考虑押韵),因为下面紧接着说“夷王大凶恶,处在于北方”,才是交待其方位的.因此

那氏的相关讨论虽然探讨中亚佛教很有魅力,但其立论的基础或许还值得推敲.此处暂且存疑.
经文的主要内容是叙述佛法灭尽后教团的种种乱象,在经文的最末有迦旃延比丘的偈颂:

　　尊者迦旃子,兴此悲哀已,则为诸弟子,说正法未尽:三百岁多解脱,三百岁闻戒定,三百岁

修佛寺,入千年责怨害.说比丘乐无乐,习独处床席居,在于彼行无方,当降伏诸爱欲.②

观察经文的基本结构便可理解,迦旃延是在告诫诸比丘在佛法未尽的正法时代加倍勉励修行.因此

这份一千年的时间表是对佛法住世期间的描述.谈及正法消逝的原因,经文中也提到“正法在于世,
终不自没尽,因有象法故,正法则灭尽”③,但并没有截然地划分正、像二时,而是在时间表中暗示了某

种衰减的渐变走向.之所以认定是衰减,是因为经中提到正法灭尽的原因是利养的某种过剩④,而
“修佛寺”作为第三个三百年的主导特征,暗示了这一趋向.

(２)«毗尼母经»(T１４６３)
这是一部将戒律中的要事以论母组织的文本,部派归属存在争议,最近学界比较倾向于认为与

法藏部«四分律»关系最为密切⑤.该经在隋代的«历代三宝纪»«仁寿录»等始被著录,翻译年代较晚,
但这并不代表其成立年代也较晚.

«毗尼母经»最末提到迦叶责阿难十事,其中的第十事为:

　　若女人不出家者,佛之正法应住千年.今减五百年,一百年中得坚固解脱,一百年中得坚固

定,一百年中得坚固持戒,一百年中得坚固多闻,一百年中得坚固布施.⑥

阿难劝佛接受比丘尼僧团,使佛正法住世由一千年缩短为五百年,这是早期诸部共传的经典讲法⑦.
很明显,这里的五个一百年时间表也是对正法的描述.对于五百年之内的趋势,拉莫特复述这段文

字时的理解是教团先后由“解脱、定、持戒、多闻、布施”所主导(dominatedinturnby)⑧.而当我们理

解了«迦旃延偈»所暗示的逻辑以后,便可知道时间表内部存在衰落的趋势.此外还需要提到,与“师
子国所传佛钵经”类似,以上两经的时间表也不包含任何实际发生的史事.

(３)«佛般泥洹后变记»(T１４５∗ )
这是一部极为短小的佛经,抚尾正信在考察«法灭尽经»时梳理了此经的历代著录情况.此经在

僧祐的著录中还有«小般泥洹经»«佛般泥洹后比丘世变经»等异称,«法经录»斥为伪妄,«历代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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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佛使迦旃延比丘说法没尽偈»,T４９,no．２０２９,p．１１,b１２ １６．
«佛使迦旃延比丘说法没尽偈»,T４９,no．２０２９,p．１２,b２５ c１．“责怨害”据宋元明宫本改,高丽本原作“青苑说”,不可解.

“说比丘”,宋元明宫诸本作“诸比丘”.
«佛使迦旃延比丘说法没尽偈»,T４９,no．２０２９,p．１１,a２１ ２３．
«佛使比丘迦旃延说法没尽偈百二十章»:“佛法斯亦然,利养故灭尽.”(T４９,no．２０２９,p．１１,a２４ ２５)
参见[日]望月信亨主编:«望月佛教大辞典»,东京:世界圣典刊行协会,１９７４年,第４３２２页下栏 ４３２３页中栏.[日]井上博

文:«‹毘尼母经›结集记事について»,«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５５卷第２号,２００８年,第１４２ １４８页.
«毗尼母经»卷三,T２４,no．１４６３,p．８１８,c４ ８．
JanNattier,OnceUponAFutureTime,２８ ３３．
EtienneLamotte,HistoryofIndianBuddhism,fromtheoriginstotheSakaEra,１９３．



纪»题刘宋慧简译,«彦琮录»«内典录»著录为疑伪,«开元录»则断为伪妄.曹凌指出敦煌遗书S．
２１０９是一个连抄本,写本的第３段题为«般泥洹后比丘十变经»,很有可能就是经录中记载的作品①.
方广 编«大英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刊布了该卷图版,并做了详细的解题目录,可知写本的第１、２段

分别抄写宣讲戒律的«新岁经»«恒水经»,第４段抄写的是在结构和内容上均与此经极为相近的«法
灭尽经».另外根据字体、纸张等特征判断,时代定为５ ６世纪写本②.

依敦煌本,全经内容大致分为三段,第一段讲佛灭后１３００年间教团衰落的现象,这一部分包含

一份百年为尺度的时间表.最后的结果是大水遍阎浮提,月光童子出世,“纯以般若波罗蜜教化人

民”,五十一年乃去.第二段叙述法灭尽后,人寿五岁,海水、大地尽皆沸腾.此后弥勒出世,诸沙门

多有堕地狱者,而白衣升天.第三段言弥勒出世千岁以后,“诸三昧尊经尽当到天竺北”,但此地人民

互相嫉妒,终堕地狱.
此经出现了许多独特的主题,比如月光童子与弥勒结合方式.月光童子在佛法灭尽之前,以法

王治世五十余年,这一“回光返照”的情节在同一写卷后面抄写的«法灭尽经»,以及情节更为繁复的

«首罗比丘经»中都出现了③.经文声称弥勒出世以后仍有乱象,贬低僧人和褒扬在家修行者,这些极

端的讲法为其他弥勒经典所未见,这或许是法经将此经判为疑伪的原因.
菊地章太指出,藏内«佛母般泥洹经»的末尾,还附录了«佛般泥洹后变记».除了文字上的细微

出入,基本相当于经文的前半,也就是与本节讨论主题密切相关的时间表.更重要的是这份时间表

恰到佛灭后１０００年为止,而没有包括佛灭１３００年后的景象以及月光童子治世种种情节:

　　我般泥洹后百岁,我诸弟子沙门,聪明智慧如我无异.我般泥洹后二百岁时,阿育王从八王

索八斛四斗舍利,一日中作八万四千佛图.三百岁时,若有出家作沙门,一日中便得道.四百岁

时,数念佛及法以比丘僧,供养和上阿阇梨.五百岁时,沙门婆罗门及人民,无不啼泣念佛者.
六百岁时,诸沙门便行入山中树下塚间求道.七百岁时,便行内外学经,若有沙门婆罗门问事无

不解了,悉坏九十六种外道.八百岁时,便复念行作佛图 疾次作佛图.九百岁时,便念行治生

求利害处所.千岁时,便行与国王相随教习兵法战阵,自行屠杀,妻娶妇女.④

与敦煌本后文的种种极端讲法不同,这段文字的内容相对保守,若与前面讨论的«迦旃延偈»和
«毗尼母经»对比,呈现出一种过渡性的特征.菊地章太认为,藏经本“变记”可能有梵文本依据,敦煌

本则是汉地增广的形态.理由是:首先,时间表的总年数是一千年,这是经典中常见的说法.其次,
沙门一日中得道,入山中树下塚间求道,内外学经,作佛图诸事,约略可以对应«毗尼母经»列举的“解
脱”“定”“多闻”“布施”等节目,而类似的概念在７世纪玄奘译«佛临涅槃记法住经»中也出现了,后者

可以还原为梵文⑤.
这些意见大体可从⑥,笔者在此补充两点: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大正藏»的底本高丽本«佛母般泥

洹经»末尾没有“变记”,查房山石经本也没有附该本.«大正藏»作为校本的宋思溪藏、元普宁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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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日]抚尾正信:«法灭尽经について»,«龙谷论丛»创刊号(１９５４年);曹凌:«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０６８“空寂菩萨所问经”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５４ １６３页.

方广锠、吴芳思主编:«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３４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２ ３页解题,第４０
５１页图版.

参见武绍卫:«中国汉文佛教疑伪经所见月光童子信仰研究»,第１０６ １０７页;刘屹:«月光与弥勒:一对中国佛教末世组合

的固化与离散»,孙英刚主编:«佛教史研究»第１卷,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７年,第１ ２９页.
«佛母般泥洹经»后附«佛般泥洹后变记»,T０２,no．１４５,p．８７０,b２９ c１３．
[日]菊地章太:«世の转变と戒律のゆくえ———‹般泥洹后比丘世变經›の成立をめぐって»,«日本敦煌学论丛»第一卷,东

京:比较文化硏究所,２００６年,第１３７ １６６页.不过«法住经»并无梵文本,“解脱”“定”等项的梵语还原,参见EtienneLamotte,HisＧ
toryofIndianBuddhism,fromtheoriginstotheSakaEra,１９４ １９５．

菊地氏说也有可以商榷之处.比如认为将结构类似的«毗尼母经»«法没尽偈»视作«变记»成立的依据,似乎缺少证据.另

外,将«变记»所云诸沙门“入山树下塚间求道”与«法没尽偈»中的“闻戒定”和«毗尼母经»中的“坚固定”对应也不太准确.前者的“闻
戒定”应该分别对应于后者的“坚固定”和“坚固持戒”.



嘉兴藏均有,查宋元之际苏州开雕的碛砂藏也有此本①.因此“变记”的文本是江南系统大藏经的独

特形态②.
其次,此经的时间表中加入了佛灭后２００年阿育王收佛舍利起塔这一实际发生的史事.这个年

份在经典里找不到依据.今存有关阿育王的汉译经典都记载他的年代是佛灭后１００年或１１６年③.
因此如果必要对此经的成立地作一判断的话,笔者愿意提出一个假设:即如果经中某个知识性的细

节与汉地所有“正典”均不相合,而这个细节又与经文的主旨无关,则只能考虑此经的成立地是在汉

地以外.基于先行研究及以上考虑,推测如下:
经文有两种存在形态,开头佛灭一千年的时间表(即附刻于刻本大藏经的形态)是经文的古层,

它的构成汲取了此前经典的叙述模式,而踵事增华,最重要的发展是插入了阿育王事迹,体现了造经

者对早期佛教史纪年的关切.这部分内容当是在汉地以外成立的.而此后经文的激进主张不仅与

弥勒经典教义不合,也与经题不无矛盾,应当是汉地撰述.
(４)«禅秘要法经»(T６１３)
历代大藏经题鸠摩罗什译,是依据«法经录»«开元录»等.最早对此提出怀疑的是境野黄洋.他

指出«出三藏记集»里罗什的译经有“«禅经»三卷”(注:一名«菩萨禅法经»,与«坐禅三昧经问»)和
“«禅法要»三卷”(小注:弘始九年闰月五日重校正).第二条小注的日期与僧叡«关中出禅经序»给出

的日期相合,另据«高僧传僧叡传»可知,所谓的«禅法要»三卷,不过是«坐禅三昧经»的一个修订

本,与«禅秘要法经»无关.既然否定了罗什译出说,境野提出该经是昙摩蜜多于刘宋元嘉年间(４２４
４５３)在定林寺译出,这可以从«出三藏记集»和«名僧传抄»得到印证④.因此至少从目录上考察,最早

期的记载都将译者指向出身罽宾的禅师昙摩蜜多.
然而其中还有疑问.山部能宜注意到,«出三藏记集»在昙摩蜜多名下著录了四部经,从内容上

判断都不是严格的翻译作品,而是属于禅修手册性质的编辑作品.而其中«观普贤菩萨行法经»«虚
空藏观经»受到南朝译出的«菩萨善戒经»影响,可断定是南朝成立的.«五门禅经要用法»来源复杂,
本节讨论的«禅秘要法经»他认为是中亚地区产生用汉语撰作的.既然四部经的来源和性质如此不

同,因此不能排除伪托的可能⑤.近年又有美国学者EricGreene研究指出,经文是以«五门禅经要用

法»的结构为基础加以组织的,也有证据表明该经的撰述者对印度佛教术语的无知,因此推测是在南

朝的汉语环境中成立的伪经⑥.
山部能宜和 Greene氏都认为此经是汉地撰述,可谓证据确凿⑦,而经中所述禅法的主体内容有

印度来源,也是不争的事实.分歧之处在于经文的成立地域.笔者现阶段无法最终解决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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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碛砂大藏经»第５９册,北京:线装书局,２００５年,第４４６页;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编:«房山石经(隋唐刻经)»
第３册,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６２７页.

按,«佛母般泥洹经»,僧祐著录为沮渠京声译,费长房声称见到了同样是慧简翻译的该经异本(«历代三宝纪»卷一○,T４９,

no．２０３４,p．９３,b２２).这种做法让人怀疑费长房所据的慧简译经目录是不是已经暗示了这一连抄形态?
参见 AntonelloPalumbo,“ModelsofBuddhistKingshipinEarlyMedievalChina,”余欣主编:«中古时代的礼仪、宗教与制

度»,第２８７ ３３８页.
僧祐撰,苏晋仁、萧炼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卷二:“«禅秘要»三卷(小注:元嘉十八年译出,或云«禅法要»,或五卷).”(第５８

页)«名僧传抄»“说处”有“昙摩蜜多译«禅秘要»三分、«五门禅经»一分事”,金陵刻经处本.
关于此经研究史的回顾,本文的介绍均转引自 YamabeNobuyoshi,TheSūtraontheOcean LikeSamādhioftheVisualＧ

izationoftheBuddha:TheInterfusionoftheChineseandIndianCulturesinCentralAsiaasReflectedinaFifthCenturyApocryＧ
phaSūtra(DoctoralDissertation,１９９９),１０６ １０７．

EricM．Greene,Meditation,Repentance,andVisionaryExperienceinEarlyMedievalChineseBuddhism(DoctoralDisＧ
sertation,２０１２),８６ １３５．Greene氏的研究承蒙陈瑞翾博士教示,谨此致谢.

Greene氏的讨论也有商榷的余地.比如认为经文中“空、无相、无作、无愿三昧”的表达,是汉地的撰述者不熟悉三解脱门的

含义,杂糅了第三解脱门apraṇihita的两种汉译(无作、无愿)所致.其实“空无相无愿无作”的表达,在汉译«胜天王般若»、八十«华
严»中都有用例(参见«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无所得品»,T０８,no．２３１,p．７１２,b１５ １８;«大方广佛华严经离世间品»,T１０,no．
２７９,p．３０１,a２６ ２７),这些经典都是译出时地确定的文本,而且译者并不相同.



不过 Greene氏提出的一个事实值得考虑.«禅秘要法经»有两处独特的表达仅见于北凉昙无谶的译

经.其中一处就出现在经文末尾的法灭时间表中.经文说:

　　千五百岁后,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赞叹宣说无常苦空无我观者,多有众生怀

嫉妒心,或以刀斫、或以瓦砾打拍彼人,骂言:“痴人! 世间何处有无常观苦空无我? 身肌白净无

量,云何反说身为不净? 汝大恶人,宜合驱摈.此相现时.百千人中.无有一人修无常观.”此

相现时,法幢崩,慧日没,一切众生盲无眼目.释迦牟尼佛虽有弟子,所著袈裟,如木头幡,自然

变白.诸比丘尼犹如淫女,衒卖色以用自活.诸优婆塞如旃陀罗,杀生无度.诸优婆夷邪淫无

道,欺诳百端.此相现时,释迦牟尼无上正法永没无余.①

其中“如木头幡”的表达,只见于«大般涅槃经»②.此经用语与昙无谶译经的亲缘性或许暗示两者产

生于同一时地,即５世纪上半的河西地区.
接下来观察«禅秘要法经»法灭预言的内容,会发现这份时间表与此前讨论的经典有两个显著不

同.一是法灭的总年数突破了一千年.二是佛灭后每百年的变化不再是以持戒、禅定、布施等修行

方式的相继流行为特征,而是一味强调修习无常观的重要性.佛法兴衰的唯一标志是修无常观获得

解脱者的多少.这与禅观经典中贬斥讲经等修行方式的总体基调是相符的.
(５)«摩诃摩耶经»(T３８３)
«摩诃摩耶经»,僧祐著录为失译,«历代三宝纪»和«法经录»都著录南齐昙景译,年代不详③.不

过智顗的«菩萨戒义疏»记载菩萨戒源流时说:“(法)进弟子僧遵,姓赵,高昌人,传师戒法.复有比丘

昙景,亦传此法,宗出彼郡,故名高昌本.”④法进是昙无谶的弟子,在高昌受菩萨戒.从引文语气推

断,昙景当是法进弟子,或至少是昙无谶传教系统中的一员.他流寓南朝的时间大概是在４６０年高

昌沮渠政权覆灭之后⑤.另外僧祐«释迦谱»有两条较长的引文,经比对与今本大致相合⑥.«出三藏

记集»还记载,萧子良有“抄«摩诃摩耶经»三卷”⑦,可知此经在南齐永明年间(４８３ ４９３),在南朝已经

比较流行⑧.
经文内容在义理上可以说毫无突出的特色,不过是十二因缘之类的常见术语.其核心的意旨通

过其独特的情节设置所传达.在经典的佛传类作品中,佛陀的母亲摩耶夫人在佛陀诞生七日后即殁

世,另外佛陀上升忉利天为母说法以及之后从三十三天降下的事虽然常见,但没有经典对说法的细

节加以描写.此经上卷扩充了为母说法的情节,似乎非常强调对母报恩的主题,下卷则叙述佛灭度

后,摩耶夫人从天降下,佛陀从金棺中起而再生说法之事.在经文最后,阿难向摩耶夫人转述了佛陀

２８ 文史哲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禅秘要法经»卷三,T１５,no．６１３,p．２６９,b２９ c１２．
«大般涅槃经»卷六,T１２,no．３７４,p．３９９,a１６ １８．类似的用例还出现在６世纪的敦煌本伪经«最胜妙定经»中.参见

EricM．Greene,Meditation,Repentance,andVisionaryExperienceinEarlyMedievalChineseBuddhism ,５４０,n．６．但法显译本

的对应部分以及藏译本都没有这个表现.这一点亦由陈瑞翾博士见告.
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一一:“群录直云:齐世沙门释昙景出.既不显年,未详何帝.”(T４９,no．２０３４,p．９６,a２６ ２８)法

经«众经目录»卷一,T５５,no．２１４６,p．１１５,c１２ １３．
智顗:«菩萨戒义疏»卷上,T４０,no．１８１１,p．５６８,c１８ ２０．
关于昙景所传高昌本菩萨戒的讨论,参见[日]船山徹:«六朝時代における菩萨戒の受容过程———刘宋南齐期を中心

に»,«东方学报»第６７期,１９９５年,第３２ ３９页,第１２６页注４５.
僧祐:«释迦谱»卷二“释迦母摩诃摩耶夫人记”,T５０,no．２０４０,p．５４,b２８ p．５５,a１４;卷四“释迦双树般涅槃记”,T５０,

no．２０４０,p．７３,b２６ p．７４,c６．
僧祐撰,苏晋仁、萧炼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卷五,第２１８页.
敦煌遗书P．２１６０有题记云:“陈至德四年(５８６)十一月十五日,菩萨戒弟子彭普信敬造«摩诃摩耶经»两卷.”可见此经在陈

朝仍然流行.图版参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集成»第７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０６ ２１５页.



灭度前所说的法灭预言①.
关于卷下摩耶夫人临棺哭悼的主题,最有益的讨论是宫治昭对涅槃图的考察.他指出,巴米扬

石窟(如 K窟)和莫高窟隋代洞窟(以２９５窟为代表)都有摩耶夫人在佛陀枕边出现,而类似的主题在

印度、犍陀罗艺术中没有先例.这种表现可以看到中亚伊朗系四臂娜娜女神的影响.因此描述这一

情节的«摩诃摩耶经»也与中亚地区的文化有很深的渊源②.
昙景的高昌背景以及经文与昙无谶译经的互文关系同样可以支持这一判断.此处将预言法灭

的段落备引如下:

　　我于往昔曾闻世尊说于当来法灭之后事云:佛涅槃后,摩诃迦叶共阿难结集法藏.事悉毕

已,摩诃迦叶于狼迹山中入灭尽定,我亦当得果证,次第随后入般涅槃,当以正法付优婆掬多,善

说法要如富楼那,广说度人.又复劝化阿输迦王,令于佛法得坚固正信,以佛舍利广起八万四千

诸塔.二百岁已,尸罗难陀比丘善说法要,于阎浮提度十二亿人.三百岁已,青莲花眼比丘善说

法要,度半亿人.四百岁已,牛口比丘善说法要,度十万人.五百岁已,宝天比丘善说法要,度二

万人,八部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正法于此便就灭尽.
六百岁已,九十六种诸外道等邪见竞兴,破灭佛法.有一比丘名曰马鸣,善说法要,降伏一

切诸外道辈.七百岁已,有一比丘名曰龙树,善说法要,灭邪见幢,然正法炬.八百岁后,诸比丘

等乐好衣服,纵逸嬉戏,百千人中或有一两得道果者.九百岁已,奴为比丘、婢为比丘尼.一千

岁已,诸比丘等闻不净观、阿那波那,瞋恚不欲,无量比丘若一、若两,思惟正受.
千一百岁已,诸比丘等如世俗人嫁娶行媒,于大众中毁谤毗尼.千二百岁已,是诸比丘及比

丘尼作非梵行,若有子息,男为比丘、女为比丘尼.千三百岁已,袈裟变白不受染色.千四百岁

已,时诸四众犹如猎师,好乐杀生,卖三宝物.千五百岁,俱睒弥国有三藏比丘善说法要,徒众五

百;又一罗汉比丘善持戒行,徒众五百.于十五日布萨之时,罗汉比丘升于高座说清净法,云此

所应作、此不应作.彼三藏比丘弟子答罗汉言:“汝今身、口自不清净,云何而反说是粗言?”罗汉

答言:“我久清净身、口、意业,无诸过恶.”三藏弟子闻此语已,倍更恚忿,即于座上杀彼罗汉.时

罗汉弟子而作是言:“我师所说合于法理,云何汝等害我和上?”即以利刀杀彼三藏.天龙八部莫

不忧恼,恶魔波旬及外道众踊跃欢喜,竞破塔寺,杀害比丘.一切经藏皆悉流移至鸠尸那竭国,
阿耨达龙王悉持入海,于是佛法而灭尽也.③

这段文字内容丰富,后世引用率极高,谈及末法者往往注意④.与本文之前讨论的所有时间表相

比,«摩诃摩耶经»有两点显著不同.一是整体的时间框架.法灭的总年数为１５００年,其中正法５００
年,后面的１０００年是何属性没有明说,但应该是像法.二是此处的时间表中加入了较多的历史事件

和人物,事迹可考的有阿育王、优婆掬多、马鸣和龙树.前面两位是阿育王譬喻类经典( )
中的人物,时代容易确定是佛灭后一百年.值得分析的是经文将马鸣、龙树分别系于佛灭后６００
７００年这一独特讲法.其实,传法者的系年与正法、像法的理解有密切的关联.

汉地关于马鸣、龙树这两位印度祖师的年代,影响最大的是鸠摩罗什僧团的讲法.罗什的弟子

僧叡所撰«喻疑论»中,有一个明确的正法５００年、像法５００年的结构.按照他的说法,“前五百年也,
此五百年中,得道者多,不得者少,以多言之,故曰正法.后五百年,唯相是非,执竞盈路,得道者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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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关于«摩诃摩耶经»主题的分析,参见 HubertDurt,“TheMeetingoftheBuddhawithMāyaintheTrāyastriṃaHeaven,”
«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研究纪要»第１１号(２００７年),第４５ ６６页;“ThePost NirvāṇaMeetingoftheBuddhawithMāya,”«国际

佛教学大学院大学研究纪要»第１２号(２００８年),第１ ３５页.
[日]宫治昭:«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李萍、张清涛译,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４７２页.
«摩诃摩耶经»卷二,T１２,no．３８３,p．１０１３,b２２ p．１０１４,a３．
甚至摩尼教的«摩尼光佛教法仪略»都引用此经(T５４,no．２１４１A,p．１２８０,a１８ ２０),以袈裟变白为摩尼教将兴之谶.



不得者多,亦以多目之,名为像法”①.在这个整体的时间框架中,吉藏引述僧叡所传罗什之学,对马

鸣、龙树的年代也有明确的讲法.«中观论疏»:“睿师«成实论序»述罗什语云:马鸣是三百五十年出,
龙树是五百三十年出.”②是以僧叡«大智度论序»言:“马鸣起于正法之余,龙树生于像法之末.正余

易弘,故直振其遗风,莹拂而已;像末多端,故乃寄迹凡夫,示悟物以渐.”③马鸣、龙树所处时代的不

同,关系到他们以何种形态造论弘扬佛法.因此在罗什关河三论之学里,马鸣、龙树的系年与其对

正、像二时的划分构成了一个精致的时间序列④.
反观«摩诃摩耶经»的时间表,二者的结合存在一些龃龉之处.那体慧指出正法５００年、像法

１０００年的说法现存经典仅见于«大集经月藏分»⑤.此外她还敏锐地观察到,这一正、像二时的区

分,与时间表中每百年中教团状况的描述并不一致,既然说佛灭五百岁,“正法灭尽”,而七百岁时龙

树“灭邪见幢,然正法炬”,显有矛盾,因此可能是后加上去的⑥.
仔细观察«摩诃摩耶经»的时间表,我们发现最大的变化发生在佛灭后７００年.佛灭７００年以前

是一个传法谱系;８００ １４００年则是教团戒律废弛的描述;最后１５００年是著名的憍赏弥预言,作为法

灭尽的总收束.佛灭后７００年处的断裂仅见于«大般涅槃经»,经云:“我般涅槃七百岁后,是魔波旬

渐当沮坏我之正法.”⑦类似的年数别处从未见过.但经文此处又明确接受了正法５００年说,因此在

之后的两百年,设置了一个阶梯.马鸣、龙树两比丘被安排在佛灭６００ ７００年间,他们不仅善说法

要,还需要破斥外道的邪见.经文的作者似乎在努力调和５００年和７００年这两个数字.
如果考虑到同为昙无谶所译的«悲华经»对正、像二时年数的记载又与«摩诃摩耶经»等各不相

同,这一混乱现象说明,«摩诃摩耶经»法灭时间表可能正是在５世纪中前期新学说集中出现的语境

中产生的,要在新的正像二时划分中,重新排定马鸣、龙树的年代,因而呈现出某种杂糅、过度的

特征.
初步的观察

本节检讨了五份以百年为尺度的法灭时间表,回到开头的两个问题,即时间表所描述内容的变

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技术困难.笔者观察的结论是,法灭时间表起初与划分正、像二时的时间表没有

关系,«迦旃延偈»和«毗尼母经»以及较短版本的«佛般泥洹后变记»都没有提到正、像区分,其核心的

意图是对佛教中的修行方法有所偏重,认为多闻外学和利养的过剩会导致佛法的衰落,而完全没有

对历史事件的系年.其中每百年特征性的修行节目各经的排列具有继承性⑧.另外从法灭的总年数

看,这些经典所主张的学说都没有突破１０００年,是相对保守的讲法.
变化发生在«禅秘要法经»和«摩诃摩耶经»这里,根据先行研究和笔者个人的观察,很可能成立

于５世纪中亚地区,和北凉昙无谶的译经存在较多亲缘性.两经传达出一种对佛法传承相当不同的

理解,我称之为“传承的窄化”.对于前者,它意味着佛法的存灭全系于“无常观”的禅法;对于后者,
它意味着维持佛法不灭的是一系单传的善说法比丘.另外两者的法灭总年数也都突破了１０００年,
变成了１５００年.«摩诃摩耶经»的结构显然带来了更多历史编纂意义上的技术困难.它要面对的是

全新的正、像二时划分和具体人物的系年,二者是互为表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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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祐撰,苏晋仁、萧炼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卷五,第２３４ ２３５页.
吉藏:«中观论疏»卷一,T４２,no．１８２４,p．１８,b２４ ２６．
僧祐撰,苏晋仁、萧炼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卷一○,第３８６页.
前引日本七寺古抄本«马鸣菩萨传»记载马鸣生于“佛灭后三百余年”,龙树生于“其后五百年”,正可证明此本与罗什所传关

河旧说相符.
«大方等大集经»卷五六«月藏分法灭尽品»:“今我涅槃后,正法五百年,住在于世间,众生烦恼尽,精进诸菩萨,得满于六

度,行者速能入,无漏安隐城.像法住于世,限满一千年.”(T１３,no．３９７,p．３７９,c５ １０)

JanNattier,OnceUponaFutureTime,５１．
«大般涅槃经»卷七«如来性品»,T１２,no．３７４,p．４０２,c２６ ２７．
这种继承性甚至延续到了«大集经月藏分»和玄奘译«法住经»,限于篇幅,在此不展开讨论.



但迄今为止的所有讨论还没有触及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即对当下境遇的体认,也就是说,今日去

佛灭多久? 对该问题的回答涉及对佛灭年代的精确计算,这在法显的游记中也可找到端倪.

三、佛灭纪年的精确计算

关于佛灭(以及与此相关的佛诞)年代的推算方法,笔者已经撰文探讨过.该文指出,南朝流行

的佛诞日是基于«左传»和«太子瑞应本起经»的比附,将之定在周昭王十年.其最初成立的年代是刘

宋时期①.这里结合法显的见闻对此前的情况做一点补充.
法显所闻佛灭年代,最确切的记载是在师子国供养佛齿的仪式上听辩说人唱言:“(佛)泥洹已来

一千四百九十七岁.”②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在讨论佛诞年代的时候注意到此说,推定“佛生时则当殷

世武乙二十六年甲午,至今开皇十七年丁巳,便已一千六百八十一年”③.然而他的推算并不准确,错
误在于他认为法显在师子国听到此说的时间“时正当晋义煕元年(４０５)”④.其实应当是义熙六年

(４１０),由此上推,佛灭年代为公元前１０８７年.
在此之前,法显刚刚越过葱领到达陀历国时还有一段对话.当地有弥勒造像,于是:

　　众僧问法显:“佛法东过,其始可知耶?”显云:“访问彼土人,皆云古老相传,自立弥勒菩萨像

后,便有天竺沙门赍经、律过此河者.像立在佛泥洹后三百许年,计于周氏平王时.由兹而言,
大教宣流,始自此像.非夫弥勒大士,继轨释迦,孰能令三宝宣通,边人识法.固知冥运之开,本

非人事,则汉明帝之梦,有由而然矣.”⑤

这里法显所述应该是汉地僧人的系年.据今日的历史年表,周平王卒于公元前７１８年,上推３００年,
佛灭年代竟与法显所述师子国的推算大致符合,这或许是他乍闻此说而并不感到惊异的原因.另外

注意法显是平阳武阳人(今山西襄垣),东晋隆安三年(３９９)从长安出发,中间求学经历不详⑥.那么

他与陀历国僧人问答中的“彼土”,只能指中国北方地区.
公元４００年,即法显从长安出发的第二年,罗什来到长安,开始了十年的译经生涯.前引罗什弟

子僧叡«喻疑论»对佛灭年代却有截然不同的说法.僧叡出身于魏郡长乐,此后四处游学,曾在罗什

门下名列十哲⑦.但«喻疑论»明确提到“今«大般泥洹经»法显道人远寻真本,于天竺得之,持至扬

都”,因此可以肯定是僧叡来到南方以后的作品.«喻疑论»云:“昔汉室中兴,孝明之世,无尽之照,始
得挥光此壤.于二五之照,当是像法之初.”⑧汉明帝于公元５７ ７５年间在位,按照正法５００年,像法

５００年之说,向上倒推５００余年,佛灭年代大致在公元前５００年,远比法显的推算要晚,总年数不超过

一千年.
晋宋之际,在是否已至佛灭千年这一点上,时人的说法并不一致.慧远的«襄阳丈六金像赞序»

说“末年垂千祀,徒欣大化”⑨,殷景仁的«文殊像赞序»说“自世尊泥曰,几将千祀”.同为罗什弟子

的僧导在刘宋孝武帝孝建初年(４５４)登座讲经,云“昔王宫托生,双树现灭,自尔以来,岁逾千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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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志远:«辨常星之夜落———中古佛历推算的学说及解释技艺»,«文史»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第１３１页.
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一,T４９,no．２０３４,p．２３,a１６．
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七,T４９,no．２０３４,p．７１,b２５ ２８．
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第２２ ２３页.
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三«法显传»,第８７页.
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六«僧叡传»,第２４４ ２４５页;卷七«慧叡传»,第２５９ ２６０页.横超慧日指出,僧传所记慧

叡与僧叡,实为同一人物.参见[日]横超慧日:«僧叡と慧叡は同人なり»,«东方学报»(１３ ２),１９４２年.
僧祐撰,苏晋仁、萧炼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卷五,第２３４ ２３５页.
道宣:«广弘明集»卷一五,T５２,no．２１０３,p．１９８,b２２．
道宣:«广弘明集»卷一五,T５２,no．２１０３,p．１９９,a１８ １９．
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七«僧导传»,第２８１页.



值得注意的是,佛灭千年这个年份未必都与像法将尽的忧患感联系起来.王琰«冥祥记»记载朱

士行到于阗求法,受到小乘众僧的非难.士行言:“经云:‘千载将末,法当东流.’若疑非佛说.请以

至诚验之.”这样看来,佛灭千年预示着佛法东传,反而是值得期待的.«冥祥记»虽然成书于齐梁之

际①,但此条记载当有所本.因结尾标示“慧志道人先师相传,释公亦具载其事”②,这里的“释公”是
指道安,查«出三藏记集»卷三“安公失译杂经录”有“仕行送«大品»本末一卷”③,因此可以推定是道安

以前便已流传的说法.回顾习凿齿致信道安所述月光出世,灵钵东迁的谶记,背后可能也有佛灭千

载,佛法东流的年份作为依据.
公元４ ５世纪之交,无论是西北印度、斯里兰卡,还是汉地,都流传着佛灭年代的各种推算,但

尚未见有人对此做明确的论证或者讨论.这种随意的态度或许说明佛灭纪年尚未与末法焦虑建立

紧密的联系.

四、结　语

法显是一个伟大的旅行者.中古时期求法僧(传法僧)的长足跋涉,勾连起中国与南亚次大陆的

历史.然而在佛教史学的书写传统中,天竺、中土历史的连接点却不是这样平凡的僧人,而是具有超

验性格的圣物.中国早期佛教史的书写里,汉明帝感梦金人,重要性远远超过安世高在洛阳翻译佛

经.康僧会安放在建初寺中的舍利,也远比他本人到达建康更有标志性.同样道理,“师子国所传佛

钵经”中,呈现了一幅宏阔的佛教弘法版图,连接各个据点的是释迦佛涅槃前作为印信的饭钵.
不同的是,佛钵的移动在空间的维度之外还暗示了一个时间维度.历史的轮回开始于释迦佛的

涅槃,终结于未来佛弥勒的下生.其中必然包含一个佛法渐灭又再度复兴的过程.于是佛钵的存在

本身,又获得了第二重性格,成为佛法住世的标志物.
佛钵以百年为单位,在佛法的隆盛之地相继移动,本质上反映出人们对佛法渐灭这一境遇细腻

的时间感受.比较同时代同类型的５件作品,分析其性质,我们发现以百年为尺度的时间表,正、像
二时的划分,以及佛灭纪年的准确推算是三个独立的传统.时间表的早期形态核心的关切不在历史

纪年,而是对教团各种修行方式的描述.佛灭纪年的计算虽然在汉地可以追溯至４世纪甚至更早,
但并未与法灭的时间表产生逻辑上的必然关联,换言之,法灭迫近当下的焦虑相对淡薄.正、像二时

的时段划分加入佛灭以后的时间表,则要到鸠摩罗什和昙无谶主持译经的时代,也就是５世纪的中

前期.相对来说,与昙无谶译场关系密切的几部经典«摩诃摩耶经»«涅槃经»«悲华经»,人事的系年、
时间表的排列以及正、像二时的年数,彼此时有矛盾,比较松散.鸠摩罗什的学说据僧叡所述,则有

一个精致自洽的结构.举凡正法、像法的年代,龙树、马鸣的位置,当下佛灭之纪年,皆有圆满的安

排.但若论对后世的影响,«摩诃摩耶经»的影响反而更大.
翻检南北朝后期产生的«像法决疑经»等伪经,以及北朝隋唐流行数百年的三阶教经典,不难觉

察出一种普遍的思想转向:不仅在时间架构上于正、像二时之后,接续了长达一万年的末法时期,更
重要的是,在确认当下处于末法的前提下,出于对人觉悟根性的怀疑,转而否定传统的修行方式,提
倡更为简捷激烈的修法.这标志着佛教历史意识的又一次重大转变.

[责任编辑　孙　齐]

６８ 文史哲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①

②

③

关于«冥祥记»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参见王青:«晋阳王氏的家世门风与‹冥祥记›的创作»,程章灿编:«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学: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４２ １５９页.

道世撰,周叔迦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卷二八引,第８６６页.
僧祐撰,苏晋仁、萧炼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卷三,第１０８页.



文　史　哲 LITERATURE,HISTORY,ANDPHILOSOPHY
２０１９年第３期(总第３７２期) No３,２０１９(SerialNo．３７２)

格物致知:儒学内部生长出来的科学因子

马 来 平

摘　要:从格物致知与科学关系的角度看,历史上格物致知的含义曾经发生过两次重大转向:一次是

程朱理学格物致知说的形成,另一次是明末清初实学思想家格物致知观的形成.两次转向均对科学起到

了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过这两次重大转向,格物致知经历了一个认知含义不断扩大、最终由一个道德概念

转变为兼具道德和认知双重性质的概念并用来表征科学的过程.该过程表明:格物致知与科学不是无关,

而是大有关联,格物致知乃是儒学内部生长出来的科学因子.这一点既决定了儒学与科学具有根本上的

相容性,也为证明儒学具有自己的认识传统、具有与现代科学相接榫的可能性,提供了内在依据.

关键词:格物致知;科学;儒学;儒学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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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是宋明理学乃至整个儒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而且深具认识论意味.因此,格物致知

与科学的关系是考察儒学与科学的关系的一个重要窗口,抑或说,研究儒学与科学的关系,不可回避

格物致知与科学的关系.
自宋代始,学界关于格物致知的理解一直聚讼不已,以致明代大儒刘宗周慨叹“格物之说,古今

聚讼有七十二家”① 之繁.明末清初以后,又别出格物致知与科学是否有关之争.“有关论”者认为格

物致知包含对外物客观规律的认识维度,因而与科学有关;“无关论”者则坚称«大学»格物致知的本

义是关于修身的功夫论,与科学无关.两种观点亦是聚讼纷纭,于今犹然.“无关论”者如劳思光先

生认为“无论赞同或反对朱氏之学说,凡认为朱氏之‘格物’为近于科学研究者,皆属大谬”② ;侯外庐

等先生认为:“物理既不是客观世界‘草木器用’的知识,‘吾心之知’亦不是从客观世界的研讨中取得

的认识.这样的格物致知,这样的即物穷理,致吾之知,实在谈不上有什么科学的意味.”③ “有关

论”者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在解释“即物穷理”的条目中认为,“其中含有认清事物规律的合

理因素”④ ;余英时先生说:“朱熹这一派人强调穷理致知,便是觉得理未易察所以要一个个物去

格,不格物怎么知道呢? 这里面显然牵涉到怎样求取知识的问题”⑤ ;成中英先生说:“朱子接受二程

的指引,建立了一个就事物求真理(即物以穷理)的认知观.更重要的是,朱子对知识的重要性有下

列的认识:知识能帮助我们把本性的善、本性的良知昭明影显.”⑥

究竟如何看待格物致知与科学的关系呢? 与其他概念一样,格物致知概念是流动的和变化的,
因而格物致知与科学的关系也是流动的和变化的.仅仅局限于某一特定历史时代对格物致知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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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科学的关系进行争论,难以打破各执一词的僵局,应当把格物致知及其与科学的关系置于整个社

会历史长河之中,动态地予以考察.若此,或许能找到解决争端的出路.本文将尝试从科技哲学的

角度对格物致知概念的两次重大转向及其影响予以考察,以期加深对格物致知与科学关系的认识.

一、第一次重大转向:程朱理学格物致知说的形成

在儒学发展史上,程朱理学格物致知说的形成,是一个重要事件,我们不妨将其称之为格物致知

概念的第一次重大转向.这次重大转向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格物致知在儒学中地位的跃升

据考证,宋代以前,“格物”和“致知”仅出现于«礼记大学»篇,而且也没有以“格物致知”或“格
致”的形式连用①.表明它们一直是儒学中的普通概念,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自然也没有对“中
国古代科学”产生独立的直接影响.那时«礼记»注家众多,诸如郑玄、孔颖达、李翱等对“格物”、“致
知”众说纷纭,漫无定论,而且,基本上局限于伦理道德的范围.其中,汉代经学家郑玄的解释颇有影

响.他认为“格”即“来”,“物”即“事”;‘致’或为‘至’”,“知”是知善恶、吉凶之所终始,格物、致知即

是,“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②.该释义旨在强调“知”的作用,
认为“致知”是“格物”的前提,善恶之知制约人的善恶行为和命运.总之,囿于纯道德范围来理解致

知与格物的关系.
至宋代,程朱发扬光大孟子思想,尊信«大学»,把“大学”篇从«礼记»中独立出来,将其列为儒家

核心经典的“四书”之首.朱熹进一步将«大学»分为一“经”十“传”、重订章句,新增“补传”,并把“孔
子之言、曾子述之”、仅有２５０字的«大学»经文的主旨概括为初学入德之门的三纲领、八条目.八条

目是实现三纲领的路径,而格物、致知则是八条目付诸实施的入手处.朱熹一反自秦汉以来绝少讲

格物致知的旧习,集二程和张载等人之大成,在«大学»章句“补传”和«语类»等许多场合,详尽阐发了

格物的对象、方法和目的.与此相对应,心学也高度重视格物致知概念.王阳明提出“致良知”说,对
格物致知给予了迥然相异的解释,认为“致知”是“致”自己心中先验的“良知”,并非从外界事物中获

得知识.至此,格物致知分别被纳入理学和心学两种对立的理论体系,成为宋明理学乃至整个儒学

的核心概念之一.
(二)格物致知彰显了面向外物的认知含义

关于格物致知,朱熹训“格”为“至”,训“物”为“事”,格物即是接触事物,探求其理;训“致”为“推
极”,训“知”为“识”,致知即是“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③.格物致知的要义是即物穷理,
而且穷究到极致.用朱熹的话说即是“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④.即

物穷理,其含义有以下几点:致知必须格物;格物必须穷理;穷理必须穷尽;格物致知是一个基于格物

量的积累而达到顿悟的过程.总之,朱熹突出的贡献是把格物解释为“即物穷理”,从而使得格物致

知突破单纯的道德视域,彰显其认知含义:

１．外物是格物的重要对象

在程朱看来,格物范围无限广大、无所不包,“语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语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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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皆当理会”①;“天道流行,造化发育,凡有声色貌像而盈于天地之间者,皆物也”②.他们反复申

明,不论是圣贤书,人的道德实践、道德意识,还是客观外物,都是格物的对象.其中,客观外物作为

格物的对象,不容忽视.例如,有人问程颐,格物是外物,还是性分中物? 他回答说:“不拘.凡眼前

无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间皆是理.”③当有人问朱熹,格物

是否不当从外物上留意,只须内省即可时,他斩钉截铁地回答:“外物亦是物.格物当从伊川之说,不
可易.”④当然,青年时代的朱熹(３６岁)也曾说过:“格物之论,伊川意虽谓眼前无非是物,然其格之

也,亦须有缓急先后之序,岂遽以为存心于一草木器用之间而忽然悬悟也哉? 且如今为此学而不穷

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 如此而望有所得,是
炊沙而欲其成饭也.”⑤这里,朱熹讲的是格物的轻重缓急和以伦理道德为终极目的,旨在反对沉湎于

草木器用之间而置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于不顾的做法,并非反对将草木器用作为格物对

象.王阳明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观提出了严厉批评:“朱子所谓‘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即物

穷理,是就事事物物求其所谓定理者也,是以吾心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与‘理’而为二矣.”⑥

朱子的论敌王阳明关于“析‘心’‘理’为二”的批评,从反面证明了朱熹的格物对象的确是包括外物

的.程朱之所以强调接触外物,是因为:按照“理一分殊”,总天地万物之“天理”,与事事物物之理像

月映万川那样彼此相通,是一个“理”.认识“天理”,需要从有迹可循的事事物物之“理”作为入手处.

２．格物过程包括洞察外物的性质和规律

一种观点认为,在宋明理学那里,格物致知的“物”对于“知”只是一个条件,一种启发人达到某种

道德觉解的媒介,并无认识外物性质和规律的意思.这种说法,针对陆王心学尚可,并不适用于程朱

理学.朱熹明确指出,格物致知对事物之理不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只知表面,不知底里,应该

“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⑦.他又说:“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
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

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⑧总之,格物穷理既包括穷究事

物的“所当然”,也包括穷究事物的“所以然”:“凡事固有‘所当然而不容已’者,然又当求其所以然者

何故.其所以然者,理也.理如此,固不可易.”⑨“所当然”指事物的当然之则;“所以然”指事物当然

之则的根据和原因,即事物之“理”.在程朱那里,“致知之要,当知至善之所在”,作为事物之“理”的
“所以然”固然主要是指一切具体情境下,人的行为应止“至善”之“所以然”,但由于应止“至善”之“所
以然”往往与作为事物性质和规律的“所以然”颇有类同或相通之处,而后者较之前者,毕竟较易于为

人所把握,所以格物穷理也要探究外物的性质和规律.正如作为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唐君毅

所说:“然吾人应具体事物,以何者为当然,恒有待于吾人先知事物之实然及其所以然,由是而吾人知

实然与其所以然之理,亦可助成吾人之知种种具体行为上当然之理.”正是因为此,朱熹也才说:“虽
草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岂不可以格.如麻麦稻粱,甚时种,甚时收;地之肥,地之硗,厚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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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宜植某物,亦皆有理.”①这里所说的草木之理,分明包含草木的性质和规律.在谈到“合内外之理”
时,他说:“目前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木,一禽一兽,皆有理.草木春生秋杀,好生恶死.
‘仲夏斩阳木,仲冬斩阴木’皆是顺阴阳道理.自家知得万物均气同体‘见生不忍见死,闻声不忍食

肉,’非其时不伐一木,不杀一兽,‘不杀胎,不殀夭,不复窠’,此便是合内外之理.”②这里,不仅申明事

事物物之理包含事物的性质和规律,而且已经近乎涉及到要尊重事物的性质和规律了.值得注意的

是,朱熹有时甚至把格物穷理直接和当时的科学技术联系起来了.他说:“历象之学,自是一家.若

欲穷理,亦不可以不讲”③;“律历、刑法、天文、地理、军旅、官职之类,都要理会.虽未能洞究其精微,
然也要识个规模大概,道理方浃洽通透”④.

总之,在程朱那里,格物的终极目的固然是体悟道德原理,但既然把穷究事物之理作为入手处,
就不可避免地会旁及探求外物之性质和规律.为此,牟宗三先生说:程朱所说的“理”“于道德实践

(成德之教)根本为歧出,为转向;就其所隐涵之对于经验知识之重视言,此处之‘致知’即可视为道德

实践之补充与助缘”⑤,这种对程朱格物致知观在认识论上转向的充分肯定,洵为至论.

３．认知方法是格物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认为外物是格物的重要对象以及洞察外物的性质和规律包含于格物过程等观点相一致,程朱

理学主张格物的方法既包括察之念虑等内省方法,也包括向外的认知方法,而坚决反对那种单纯依

靠内省或完全弃用内省的做法.所以朱熹说:“今人务博者,却要尽穷天下之理;务约者又谓反身而

诚,则天下之物无不在我,此皆不是.”⑥程朱不仅一再强调格物的途径包括求诸文字、应接事物、索之

讲论、察之念虑等多种方式;同时也一贯重视分析和比较方法.他说:“学问须严密理会,铢分毫

析”⑦;“但求众物比类之同,而不究一物性情之异,则于理之精微者有不察矣.”⑧而且,当朱熹强调儒

士们“如律历、刑法、天文、地理、军旅、官职之类,都要理会”的时候,他怎么可能会把认知方法完全排

除在格物方法之外呢? 总之,程朱所主张的格物方法中,是包括观察、试验、比较、类比等科学认知方

法在内的.
另外,关于格物方法,朱熹继承了二程的观点,在许多场合,一再讲“豁然贯通”,如“至于用力既

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⑨等;而且与此相联系,程朱还一再讲“类推”.如,朱熹把“致知”中的“致”解
释为“推”:“致,推极也”,认为“所谓格物者,常人于此理,或能知一二分,即其一二分之所知者推之,
直要推到十分,穷得来无去处,方是格物.”

如何看待程朱所主张的“贯通”与“类推”的格物方法呢?
首先,“贯通”和“类推”不是单纯的内省方法.关于这一点,程朱的态度十分明确.程朱认为,他

们所主张的“贯通”和禅宗内省式的“顿悟”有质的区别.朱熹甚至专门批判了禅宗的方式,将自己讲

的“豁然贯通”与禅宗的“顿悟”划清了界限.他说:“此殆释氏‘一闻千悟,一超直入’之虚谈,非圣门

明善诚身之实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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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贯通”和“类推”是以包含认知成分在内的具体格物活动的量的积累为基础的.关于这一

点,程朱的观点是贯彻始终的.他们一再申明:“只是这一件理会得透,那一件又理会得透,积累多,
便会贯通”①、“只是才遇一事,那就一事究竟其理,少间多了,自然会贯通”②等等.

总之,程朱所主张的“贯通”和“类推”至少包含以下三重含义:其一,认识主体经验的积累;其二,
从感性经验向理性认识的升华;其三,对外部事物客观规律的探究和洞察.“贯通”的前提之一是经

验的积累;“类推”的前提之一是同类事物之理的相似.因此,作为格物方法的“贯通”和“类推”与科

学发现的灵感、直觉等非理性方法有相通之处.事实上,科学发现的灵感、直觉等方法正是基于“贯
通”和“类推”.尽管科学是理性的事业,但理性方法在科学认知中的作用是有限度的,以致爱因斯坦

高度评价直觉在科学发现中的作用,他认为科学发现没有固定的逻辑通道,“只有通过那种以对经验

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才能得到这些定律.”③

二、第二次重大转向:实学思想家格物致知观的形成

自明代中叶始,伴随程朱理学的衰颓而从中分化出的元气实体论思潮和王阳明心学体系中分化

出的气实体论思潮汇聚在一起,形成了蔚为大观的实学思潮.该思潮迅速成为儒学发展的主流.引

人注目的是,继程朱之后,明末清初实学思想家格物致知观的形成,标志着格物致知又发生了一次重

大转向.这次转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承认认知在格物致知中具有独立地位

在程朱理学的基础上,实学思想家进一步强化了格物致知说的认知含义.他们强调格物致知就

应当研究天地万物之理,以致吾人之知识,强调知识对于外部世界的依赖性,从而改变了程朱理学格

物致知说仅仅旁及认识客观外物的观点,而在格物致知中赋予认识客观外物以独立地位.如,实学

派代表人物颜元在对格物的解释上,一反以往诸家的观点,认为“格物之‘格’,王门训‘正’,朱门训

‘至’,汉儒训‘来’,似皆未稳”④,而把“格”训为“手格猛兽”之“格”、“手格杀之”之“格”,指出“格物谓

犯手实做其事”⑤正像对于蔬菜,“必箸取而纳之口,乃知如此味辛.故曰:‘手格其物而后知至.’”⑥

就是说,他认为,格物的要义是认知必须接触外物,依靠实行.方以智把知识分为三类:质测、宰理和

通几.其中,质测相当于科技知识,用他的话说即是“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蠢蠕,
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⑦他将“格物”视为“质测之学”,认为“舍物,则理亦无所得

矣,又何格哉!”⑧强调经验认识方法,以及认识对于客观外物的依赖性.王夫之不仅一贯强调见闻之

知,将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并列看待,而且;也赞同方以智,指出,“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唯质测为

得之.若邵康节、蔡西山,则立一理以穷物,非格物也”⑨.声称以方以智所提倡的“质测”作为即物穷

理的方法,这分明是要探求外物的客观规律了.陆世仪明确将格物穷理分为格事理、格物理两种,指
出“始从事理入,则切乎身心,继从物理观,则察乎天地”;认为格物除“四书、五经、性理、纲目”外,
“水利、农政、天文、兵法诸书,亦要一一寻究,得其要领”.陆氏把格物分为格事理、格物理两种,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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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从物理观,则察乎天地”,而且明确把水利、农政、天文、兵法诸书,列入格物范围,其格物致知观

的认知意味已是十分浓重的了.
(二)批判王学末流深陷格心、正心

自明代中叶王学勃兴,程朱学派对王学的抗争和批判就已经开始,至明末王学衰落、程朱理学复

兴,实学思想家以及其他具有实学倾向的儒士对王学末流的批判更是一浪高过一浪.这一批判是全

方位的,但批判王学末流深陷格心、正心而不知格物是焦点之一.如,实学家顾炎武激烈抨击王学末

流痴迷格心、正心而不知格物,背离孔门为学宗旨,“不习六艺,不综当代之务①,而专心于内,已非儒

学之正宗.② 实学家陆陇其批评道,若像王学末流那样“居敬而不穷理,则将扫见闻,空善恶,其不堕

于佛老以至于师心自用而为猖狂恣睢者鲜矣”③.具有鲜明实学特点的明朝政治家、思想家、东林党

领袖高攀龙批评王学末流把格物归结为格心、正心,实际是将儒学“入于禅”,极为有害.他指出:“圣
人之学所以与佛事异者,以格物而致知也.儒者之学每入于禅者,以致知不在格物也.致知而不在

格物者,自以为知之真,而不知非物之则,于是人心逾矩,生心害政,去至善远矣.”④

(三)以“格物穷理”指称科学

明代实学思潮兴起不久,１５８３年,利玛窦等传教士进入中国内陆,传教士所传西方科学以其内

容上的客观性、形式上的精密性,以及功能上的有效性等特点,与中国实学思潮一拍即合,迅速被实

学引为同道,成为实学的一翼,并形成了二者良性互动的局面.自然而然,传教士和以徐光启为代表

的热情接受和传播西方科学的一批儒家士人,也成为实学的一支特殊力量.在传教士的带动下,实
学思想家格物致知观发展到了以“格物穷理”指称科学.

最先把格物致知和西学联系起来的是利玛窦.利氏接受儒士们的建议,确立了“补儒易佛”的传

教方针.他在采取儒冠儒服、广交士人、熟读儒家经典,以及用拉丁文翻译“四书”等多项措施的基础

上,精心选择了程朱用以解释“格物致知”的“格物穷理”概念指称西学,进行了为西学正名的工作.
在其宣传教义的代表作«天主实义»中,他基于亚里士多德关于“实体”与“依附体”相区别的观点,强
调“物”与“理”乃是“实体”与“依附体”的关系.二者的这种关系决定了“理”在“物”中,“有物则有物

之理”,“无此物之实,即无此理之实”⑤.致知必须“穷彼在物之理”,从而把格物穷理由一个道德概念

转换成一个认知概念;同时认为,程朱理学的所谓“太极”与“理”作为依附者,不可能是“物”的创造

者,“物”的创造者只能是“天主”,从而把程朱理学的“格物———穷理———致知”转换成“格物———穷

理———知天主”,把发现和认识“天主”堂而皇之地置换为格物的最高目的,赋予神学以格物穷理的名

义.利玛窦在之后的«译‹几何原本›引»中,重申包括科学在内的整个西学均是“格物穷理之学”:“夫
儒者之学亟致其知,致其知当由明达物理尔.物理渺隐,人才顽昏,不因既明累推其未明,吾知奚至

哉? 吾西陬国虽褊小,而其庠校所业格物穷理之法,视诸列邦为独备焉,故审究物理之书极繁

富也.”⑥

同是意大利籍的传教士艾儒略在«西学凡»一书中,以介绍耶稣会学校为代表的欧洲学制与学科

分类体系的形式,明确了格物穷理所应包括的学科内容.他指出,西学包括文科、理科、医科、法科、
教科和道科等六科,每种又细分为若干具体内容.其中,理科,又称理学或哲学,是格物穷理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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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逻辑学、物理学、形而上学、几何学、伦理学等①.从此以后,传教士在中国无论传播宗教,还是科

学,开始使用格物穷理名义.例如,传教士毕方济在«灵言蠡勺»中将哲学译为“格物穷理之学”②.传

教士傅泛际在«寰有诠»和«名理探»中分别将物理学和逻辑学视为穷理学的一部分③.甚至不少传教

士译著的书名都使用了与格物穷理相关的名词,如«空际格致»«坤舆格致»«坤舆格致略说»等.
由于明末清初实学思想家已具备承认认知在格物致知中具有独立地位的思想基础,所以,他们

顺利地接受了传教士将西学视为格物穷理之学的做法.但是,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都审慎地把神

学与科学区别开来,认为只有科学符合儒家格物穷理的本意.甚至像徐光启那样的属于实学派的奉

教士人也不例外.徐光启在他的著述中多次谈到格物穷理之学,例如,在为«几何原本»所写的序言

中,他说:“顾惟先生之学,略有三种: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物理之一端别为象数”④;在为«泰
西水法»写的序中,他说:“余尝谓其教必可以补儒易佛,而其绪余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格物穷

理之中,又复旁出一种象数之学”⑤.不难看出,在徐光启那里,格物穷理之学仅指自然科学,而不包

括西方神学.另外,徐光启盛赞«几何原本»具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试,不必改”)、“四
不可得”(“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可得,欲减之不可得,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三至三能”(“似至

晦,实至明,故能以其明明他物之至晦;似至繁,实至简,故能以其简简他物之至繁;似至难,实至易,
故能以其易易他物之至难”)等特点⑥,这不仅是对«几何原本»中几何知识和公理化演绎方法的赞誉,
而且,也充分表现了徐光启的格物致知观:格物是对自然界外物的性质和规律的探求;所致之知具有

客观性、逻辑性和简单性;演绎方法是格物致知的重要方法.显然,在徐光启那里,科学知识与伦理

道德已经完全分离,科学取得了真正的独立性.而且,他坚持以格物穷理之学指称西方自然科学,并
认为西方自然科学和西方宗教学一样,能够起到补儒易佛的作用.随后,儒士们又把中国古代传统

科学也称之为格物穷理之学.如熊明遇运用西方科学考证和完善中国传统科学的代表作就叫«格致

草».就这样,以“格物穷理之学”或“格致”指称“科学”的做法很快被中国儒士和清朝官方普遍接受.
至晚清洋务派和维新派又重新改造了“格致学”,用以指称近代自然科学.１８９５年甲午战争之后,中
国社会对科学技术的需要陡增,以“格致学”指称近代自然科学所具有的认知与道德“剪不断、理还

乱”的局限性充分暴露,于是,２０世纪初,格致学称谓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被由日本引进的“科
学”称谓所取代.

三、两次重大转向的影响

格物致知概念的两次重大转向对于格物致知与科学的关系意味着什么? 它对于科学界的科学

观和科学发展产生了什么实际的影响? 下面,我们将扼要予以讨论.
(一)第一次重大转向对于科学界的科学观和科学发展的影响

程朱之前,儒家也重视对于道德的认识,如孔子讲“未知.焉得仁”⑦,“知者利仁”⑧等,把知作为

得仁的手段,重视知对仁的作用.但那时,认识与道德的关系是比较外在的.程朱所实现的格物致

知概念第一次重大转向的深意在于,程朱把认识因素作为体悟道德原则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而融入

了儒家的道德修养理论,包括认识客观外物在内的认识因素,在儒学的核心层面得以显现.从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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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葡]傅泛际译义,李之藻达辞:«寰有诠»卷一,明崇祯刻本,第１页;[葡]傅泛际译义,李之藻达辞:«名理探»卷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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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论的角度强化了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进一步凸显出在儒学那里,人伦道德在一定程度上,成
为宇宙秩序的集中体现,人间伦理与宇宙万事万物之理获得了有限统一.这其中尽管不乏臆想和比

附的成分,但客观上必定有助于人们把目光移向自然现象及其性质和规律的探求,进而使得格物致

知对科学,确切地说是对作为“前科学”的“中国古代科学”,以及科学界的科学观起到促进的作用.
关于宋元时期中国科学技术全面发展而成为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高峰时期,已成学界共识,此不赘

述.这里仅从以下两个角度略予说明:
第一,引发科学界纷纷从认知角度理解格物致知.许多宋元明科学家明确认为他们所从事的古

典科学即是格物之学,或者说是程朱格物致知说的实践.如,宋代生物学家陈景沂认为“多识于鸟兽

草木之名”的生物学研究属于格物致知之学:“且«大学»立教,格物为先,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亦
学者之当务也以此观物,庸非穷理之一事乎”①;元代名医朱震亨在«格致余论»“序言”中称“古人

以医为吾儒格物致知一事”②;元代朱世杰的«四元玉鉴»由莫若所写的“序”中称数学为“古人格物致

知之学”③;金代刘祁在«重修证类本草»“跋”中,认为中医药学是格物之学,“又饮食服饵禁忌,尤不可

不察,亦穷理之一事也”④;明太祖朱元璋之子朱 等在其所编医学著作«普济方»中说:“愿为良医力

学者,当在乎致知,致知当在乎格物.物不格则知不至.若曰只循世俗众人耳闻目见谓之知,君子谓

之不知也”⑤;明代李时珍则明确认为医学属于格物致知之学:“虽曰医家药品,其考释性理,实吾儒格

物之学,可裨«尔雅»«诗疏»之缺”⑥等等.这些均是从认知意义上理解格物致知的.如果认定程朱格

物致知说首次突破单纯的道德视域而彰显了格物致知认识含义的话,那么,在宋元明时期程朱理学

逐渐成为显学的情况下,就有理由认为,上述情况当是对程朱格物致知说的一种响应.
第二,促成宋元明折射科学繁荣的“类书”繁荣局面.自宋代至晚明,以汇集百科知识的“类书”

为表现形式的博物学发展迅速.这些“类书”包含大量科技知识,有的甚至是以科技知识为主的.所

以,“类书”的繁荣,从一个侧面折射了科学的繁荣.如,南宋“类书”«事林广记»,经元代学者增补后,
包括４３个部分,其中就有天象、历候、地舆、数学等.朱 等人的«普济方»载药方多达６１７３９首,是
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医药方剂“类书”.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一部医学专著,同时也带有“类书”
性质.该书将药材分为１８９２种,附方一万多首.其中有独创,也汇集了前人医学类书的成果,计引

证医学专著或类书８００余种.整体上看,“类书”的繁荣,明显受到了程朱格物致知说的积极影响.
许多“类书”作者在书中明确谈到了格物致知与认识自然的密切关系,如宋代学者程大昌在其“类书”
«演繁露序»中,开篇即交代了撰写此书的根据:“大学致知,必始格物.圣人之教,初学亦期其多识

鸟兽草木之名也.”⑦宋代学者王应麟为罗愿的生物学著作«尔雅翼»所作“后序”中,特别申明该书的

出发点是:“惟«大学»始教,格物致知,万物备于我,广大精微,一草木皆有理,可以类推.”⑧宋代叶大

有为王贵学«兰谱»所写的«序»中也声称:种兰是“格物非玩物”.此外,韩境在«全芳备祖序»中指

出,«全芳备祖»是部“独致意于草木蕃庑,积而为书”的作品,因为“大学所谓格物者,格此物也”;“昔
孔门学诗之训有曰: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⑨有的甚至以格物致知为书名.如宋代僧人赞宁的«格物

粗谈»、明代曹昭的«格古要论»等.特别是明代书商胡文焕出版的«格致丛书»有１８１种、６００余套之

多(据«四库全书总目»),社会影响极其广大.该书是耶稣会士到达中国之前中国传统自然知识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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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各类知识世界的一次大规模展示.为此,美国著名汉学家艾尔曼认为,自程朱以后,“‘格物’取代

‘博学’、文学鉴赏或佛教中的虚无主义,而成为专事经典、历代正史和自然研究的文人的圭臬”①.
基于上述情况,国内外科学史界大量学者明确承认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观对科学界的科学观和

科学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因而对程朱理学实现了格物致知概念的第一次重大转向持认同态度.例

如,日本著名科学史家薮内清说:“而北宋儒学复兴,主张实用学问的儒者颇不乏人,他们注重功利,
提倡霸国与强国,并以之教育学生,因此宋代很多儒生对于水利、算术和兵法有兴趣,得到了不少成

就.”②韩国科学史家金永植先生指出:程朱格物致知观的提出,“这一变动的主要结果,便是对道德自

我修养的重视,逐渐胜过了在文学和文化上的造诣,同时也使人们对天地自然的兴趣与日俱增.”③英

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认为:“因此,这样一个结论是并不牵强的,即宋代理学本质上是科学性的,伴随而

来的是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本身的各种活动的史无前例的繁盛.”④中国科学史家席泽宗在其主编的

«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卷»中列专节讨论格物致知说“对科学发展的影响”,认为:“‘格物’的
‘物’包罗万象,既有人文的,也有自然的.不少学者强调自然方面,因而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自然.
由于‘格物致知’又是一种认识事物的方法,它在认识自然方面的应用,促进了科学的发展.”⑤

(二)第二次重大转向对于科学界的科学观和科学发展的影响

格物致知概念的第二次重大转向经由格物致知派生的格物穷理概念对科学界的科学观和科学

发展起到了更加突出的积极作用:
第一,提高了儒士们对自然科学的认识.既然“格物致知”是儒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而自然科学

可以视为格致之学,那么,自然科学就绝非雕虫小技,而是关乎儒学根本的大事了.这一点,成为当

时不少儒士的共识.除徐光启、李之藻等一批奉教儒士和梅文鼎、王锡阐和薛凤祚等一批科学家以

外,乾嘉学派也持此观点.如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江永就曾依据格物致知强调过自然科学的重

要性.他说:“算学如海,句股、三角八线为步历之管键,亦尝思之深而习之熟,颇知其要.程子论格

物,天地之所以高深,亦儒者所当知.明于历算,而天地所以高深者,可以数计而得,不出户而知天

下,不窥牖而知天道.此之谓矣.”⑥以戴震惠栋为代表的乾嘉学者,“凡治经学者多兼通”天算⑦,以
致阮元称:“盖自有戴氏,天下学者乃不敢轻言算数,而其道始尊.”⑧

第二,促进了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西方科学获得了格物穷理的名义,实际上意味着至少在

形式上,它被纳入儒学的范畴.这就使它在中国的传播取得了合法性,从而大大减少了传播过程中

随时可能发生的种种阻力.应当说,明末清初西方科学大规模地涌入中国,格物穷理概念是有功

劳的.
第三,推动了中国古代科学的近代化转型,从而间接地对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发生和发展做出了

贡献.在西方古代科学实现转型并踏上具有普世性近代科学进程的情况下,中国古代科学何去何

从,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问题.将西方科学冠名为格物穷理之学,一方面是增强了西方科学知识的

地方性,提供了西方科学知识与中国本土文化深度融合的前提和条件;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古代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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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和转型指明了方向,从而为中国古代科学顺利汇入世界近代科学主潮流开辟了道路.当时中

国的科学家和热心科学的儒士们正是在西方科学和中国科学都是格致之学的前提下,提出了“西学

中源”说,并开始了贯穿有清一代大规模的中西科学会通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中国古代科学发生了

三方面的变化:(１)复兴.在西方科学传入之前的明代前期,中国古代科学陷入危机.科学人才尤其

天文学人才匮乏、大量科学经典失传,以致连徐光启都无法看到«九章算术»,宋元间的“天元术”已无

人理解.这种情况在明末清初发生根本转变,特别是在乾嘉学派形成以后,中国古代科学一度出现

了复兴局面:从古籍中辑佚和发现了一大批古代科学著作;兴起了一股注疏、校勘和研究古代科学著

作的高潮;出现了以科学家传记形式总结和阐扬中国数理科学传统的皇皇巨著«畴人传».(２)纯化.
中国古代科学长期包含大量占验成分.如数学中的“内算”、天文学中的占星术和地理学中的堪舆术

等.这些占验成分使得中国古代科学表现出某种神秘色彩.西方科学特别是其中的近代科学部分

为中国古代科学树立了典范,进而使中国人认识到了占验内容的荒谬性和危害.于是,明末清初中

国古代各学科陆续开始清理和剔除各自所包含的占验成分.(３)深化.以梅文鼎、王锡阐、薛凤祚和

“谈天三友”等为代表的科学家们在西方科学的启发下,运用西方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开展了独立的科

学研究,取得了一批原创性的成果,从而深化和向前推进了中国古代科学.
格物致知概念的两次重大转向对科学界的科学观和科学发展所产生的上述影响,从不同的侧面

表明,格物致知概念的确包含科学内涵,而且愈来愈浓重,愈来愈为科学界乃至全社会所认同.

四、馀　论

关于以格物致知表征科学,晚清名臣张之洞曾在其广为流布的«劝学篇»中表达过这样一种观

点:“«大学»‘格致’与西人‘格致’绝不相涉,译西书者借其字耳.”①这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明末

清初用格物穷理概念表征科学,是否仅仅借用了程朱理学概念的躯壳,而与其格物致知说的内涵毫

无关系呢? 若然,实际上就是对格物致知概念发生第二次重大转向的一种否定.因此,很有必要予

以澄清.
首先,明末清初以格物穷理之学命名科学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传教士的一厢情愿,他们是在经

过多年钻研、翻译儒家经典的基础上,才选择了格物穷理概念.就是说,他们是有所本的,程朱理学

的格物致知概念的确包含面向外物的认识维度.在这一点上,格物致知与西方近代科学是一致无二

的.格物致知与西方近代科学的主要差异表现在认识方法上:西方近代科学主张运用干预自然、变
革自然的实验方法来认识自然,格物致知未达到这一高度.但前面说过,格物致知并不排斥经验方

法,而且在实学思潮的推动下,总的说来,格物致知的方法是朝着注重经验方法的方向发展的.
其次,以格物穷理命名科学虽然由传教士发起,但最终的实现却不是由传教士单方面所决定得

了的,关键因素是中国实学思想家乃至更多的儒家士人是否接受这一命名.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
明王朝内外交困、风雨飘摇的危亡时期,实学思想家基于对理学空疏误国的深刻反省,毅然革新程朱

理学格物致知说,突出和强化格物致知的认识含义,乃是格物穷理与科学结缘的肥沃土壤.从这个

意义上说,明末清初格物穷理对科学的正面作用,功劳应当主要归功于当时的实学思想家.实学运

动的实质是儒学认识含义质的扩张,抑或说是儒学朝向形成自己具有近代气质的认知传统迈出了关

键一步.因此,明清间实学运动的意义不容低估,对实学思潮在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当刮目相看.
另外,在革新程朱理学格物致知说方面,实学派在儒学内部不是孤立的,而是得到了相当多儒家士人

的赞同和支持的.学界认为,矢志革新程朱理学格物致知说的实学堪称“明清时代精神的集中反映

和社会进步思潮的主流”②;“及至晚明时期,学术思想又转入另一个新的方向,实学思潮取代王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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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奔腾澎湃,风起云涌遂成为一时学术的新导向”①.可见,明末清初用格物穷理表征科学不是

“«大学»‘格致’与西人‘格致’绝不相涉”,而是势在必然.
应当指出,一些人之所以否认格物致知与科学的关联性,说到底,是因为他们拒绝承认格物致知

的科学内涵.在«大学»“补传”中,朱熹着重指出:“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

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

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②显然,在朱熹看来,格物致知的要义乃是:接触客观外物是达到体

认至善之理目的的基本路径.应当说,程朱理学关于通过接触客观外物,最后达到体认至善之理目

的的主张,包含着人的道德法则和客观外物的规律具有某种一致性的合理内核.宇宙与人生本来不

二:人生是宇宙长期演化的结晶,它内在地属于宇宙,是其特殊的构成部分.宇宙与人生的这种有机

关联性决定了知识与道德并非截然二分,而是相互包含和融合的.认识客观外物的规律有助于体悟

和认识人的道德原则,甚或说,前者是后者的必要环节,人类对于道德的追求离不开知识的参与;同
样,人类追求真理的科学活动,也有机地包含着道德成分.人类追求真理的科学活动归根结底是有

目的的,是要投入应用的.就是说,是要关涉道德和价值的.因此,科学认知不应也不能像实证主义

和逻辑实证主义那样拒斥道德,相反,应当把追求真理与追求崇高的道德境界结合起来、融为一体.
正是基于知识与道德的上述关系,格物致知具有科学内涵才是必然的、毋庸置疑的.

总而言之,通过上面把格物致知及其与科学的关系置于整个社会历史长河之中所做的动态考

察,可以看出,格物致知与科学并非无关,而是大有关联.格物和致知的认识含义最初隐匿在原始儒

学的道德框架中,到了宋明理学那里,格物和致知连用,并且其含义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格物致知

的认识含义不仅开始受到了重视,而且在整个儒学思想的系统中,得到了初步安顿.后来随着格物

致知认识含义的逐步扩大,特别是至明末清初儒学内部实学思潮兴起和西方科学传入之后,格物致

知的含义再次发生质的飞跃,以致格物致知成为科学的代名词,最终实现了格物致知与科学的初步

统一.格物致知概念的这一演变历史充分表明,格物致知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它不是一个纯粹的

道德概念,而是儒学内部生长出来的科学因子.这一点既决定了儒学与科学具有根本上的相容性③,
也为儒学形成自己的认识传统,并与现代科学相接榫提供了内在依据.

[责任编辑　李　梅]

７９格物致知:儒学内部生长出来的科学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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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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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俭:«清史研究论薮»,台北:文史哲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２４页.
朱熹:«大学章句»,«四书章句集注»,第７页.
马来平:«儒学与科学具有根本上的相容性»,«自然辩证法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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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禅礼的经学意旨

顾　涛

摘　要:封禅典礼遭到“非古”“不经”的斥责由来已久,由检讨可知,此二说均难以成立,自阮元、孙星

衍以来已有多位学者就封禅之渊源进行过探索.在学界已取得的成绩基础上,有必要对封禅的经学依据

进行系统的梳理.汉代谶纬之学已对封禅进行过主动的理论建设,就残存的纬书来看,封禅的功能在于考

绩,封禅的现实依据在于天下治平已得到一定的彰显,这在«白虎通»中更有较成规模的理论建构.更早的

«诗»«书»等六经经文则显示,聚土为封,除地为坛即禅,于山顶祀天告成是封禅的古义,此义与天子巡狩检

视天下,最终以太平功成而告天的仪节相汇合,明堂的起源亦与之密切相关.司马迁在«史记»“八书”中设

置«封禅书»,与封禅在六经中的古义一脉相承,并且他又接受了以«管子»为代表的齐地泰山封禅说,将两

者糅合起来构筑其政治哲学.从礼治模式上看,封禅是治国臻于最高理想的仪式标志,是国家祭礼系统的

顶点,应当处于无限延宕的状态,其背后蕴入了国家治理的最高目标.秦始皇、汉武帝将封禅强行拉回现

实中去实行它,自然要遭到司马迁的斥讽.而现实封禅实践中所蕴入的封禅者的私心,则逐渐使封禅典礼

徒有其壳,从而表现出了“礼仪的蝉蜕化”这一制度史变迁的典型特征.

关键词:中国礼制史;封禅;祭礼系统;礼治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９．０３．０９

古代礼制被误解,封禅可谓重灾区.事到如今,学术界基本上已将封禅与歌功颂德、劳民伤财、自
欺欺人等画上了等号,难怪有学者毫不客气地讥刺“‘封禅’实际上是傻子和骗子合作上演的一场闹

剧”① .这是用近代以来的观念粗率批斥古代礼制的典型,若果真如是,则作为«史记»“八书”之一的«封
禅书»完全可以不作,清代大儒阮元亦不必写就专文以证“封禅为古大礼”② .真要以科学与迷信简单的

二元对立来论定的话,何止封禅将跌入“闹剧”的泥潭,整个古代祭礼系统均难有翻身的可能.
封禅,作为古代祭祀中最为隆盛、最令人瞩目的标志性典礼,究竟如何理解其在古代政治制度中

所占据的地位,恐怕直接关乎中国礼治模式的探索深度.职是之故,我们将从国家法的角度来重新

审视封禅,对封禅的经学依据进行系统的梳理,揭示制度史上的封禅所内蕴的政治哲学.

一、封禅“非古”“不经”说检讨

封禅典礼遭到直接的非议,已然由来已久.很多学者均曾追溯到隋王通(５８４ ６１８)«文中子

　

作者简介:顾涛,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北京１０００８４).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通典»边疆史地文献的史料来源及疏误集证”(２０１８VJX１０３)的阶段性成果.

①　韩兆琦、张大可、宋嗣廉、梁燕玲编著:«史记题评与咏史记人物诗»,张大可、丁德科主编:«史记论著集成»第２卷,北京:商

务印书馆,２０１５年,第９３页.诸如此类的评论不乏其人,又如陈戍国便曾辛辣地定性道:“所谓封禅,不过是迷信天神地祇而又身居

权力之颠的人在泰山及其周围所作的一种公开的或隐蔽的表演,对天神地祇的跪拜是对自然神的景仰和求助,对世人的炫耀是力量

的发泄和自诩,那不仅是君临天下、欲望得逞的表示,也是宗教迷信自欺欺人的狂热.”(陈戍国:«中国礼制史秦汉卷»,长沙:湖南

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１８页)

②　阮元撰,邓经元点校:«封泰山论»,«揅经室集»二集卷七,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第５３５页.



王道»篇所言:“封禅之费,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汉之侈心乎?”①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郊社考»
节引此说,径称“按文中子曰:封禅非古也,其秦汉之侈心乎”,并明确指出“当以文中子之言为正”②.
这被视作“封禅非古礼”说之源起.

其实,«文中子»所斥之封禅“非古”,针对的主要是“费”“侈”这一点,宋阮逸注:“费,费耗国用

也.”③孙作云作出进一步解释:“在后代的儒家的眼里,秦始皇是中国最大的恶君,其罪状在焚书坑

儒,汉武帝的行事其实是和秦始皇差不多的,特别在好大喜功这一方面因为封禅是恶君所行的,
而且其事久湮,其详不可得而记闻,所以儒生们便否认封禅古礼之存在.”④可是,马端临钞录«文中

子»之言,径自删去“封禅之费,非古也”中“之费”二字,偷换成了“封禅非古”;马氏更进而有言,封禅

“«诗»«书»所不载,非事实也”,这话更是«文中子»没有说过的.马氏自然别有所据,检较«文献通考»
稍早的章如愚«群书考索»中,便有论“古无封禅”一条,列出:“论封禅为非古者,王仲湮也;以封禅为

不经者,李泰伯也;以封禅为不足信者,苏子由也.”⑤王仲湮即文中子王通,李泰伯乃南宋著名学者李

觏,苏子由即苏轼.据此,认为封禅“不经”,似乎当追踪至李觏(１００９ １０５９).李觏在其著名的«礼
论七篇»中确实有如下一句:“[武帝]黩兵好胜,竭天下之财,以事四夷,延方士,筑宫馆,以求神仙,用
不经之言,以东封泰山,禅梁父.”⑥然而此句仍不过是在非议汉武帝之靡费、好胜,斥其所行之仪为

“不经”,严格说来仍非指封禅本身为“不经”.其说经过章如愚,再进一步经过马端临,终于大大咧咧

地变成了封禅“«诗»«书»所不载”的话,由此几乎一笔抹杀了封禅的经学之源,而将秦皇、汉武作为封

禅的始作俑者.此说经过另一位吃了豹子胆的学者———清人梁玉绳进一步推演,梁氏在«史记志疑»
中堂而皇之地说:“三代以前无封禅,乃燕齐方士所伪造,昉于秦始,侈于汉武.”⑦由此,“封禅非古礼”
说彻底定型.２０世纪以来对封禅的责难,基本上无出此说之右者.

为以上学者所忽略的,是早于文中子一百年的梁人许懋之说;许懋才是封禅“不经”说的真正倡

导者.梁武帝天监八年(５０９),有臣子请封会稽禅国山,帝因集儒学之士草封禅礼仪,时任征西鄱阳

王咨议兼著作郎的许懋建议以为不可,武帝嘉纳许说,请者遂停.«梁书许懋列传»详载许氏之

论曰:

　　夫封禅者,不出正经,惟«左传»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亦不谓为封禅.郑玄

有参、柴之风,不能推寻正经,专信纬候之书,斯为谬矣.是为合郊天地有三,特郊天有九,
非常祀又有三.«孝经»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雩祭与明堂虽是祭天,而不在郊,是为

天祀有十六,地祭有三,惟大禘祀不在此数.诚敬之道,尽此而备.至于封禅,非所敢闻.⑧

许氏指出五经正文未有明言封禅之处,«左传»“禹会诸侯于涂山”不可坐实为封涂山;其所谓郑

玄“不能推寻正经,专信纬候之书”,指的是“郑引«孝经钩命决»云‘封于泰山,考绩柴燎,禅乎梁甫,刻
石纪号’.此纬书之曲说,非正经之通义也”⑨.许懋深刻地质疑了封禅在经学上的依据,是历史上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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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７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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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第４册,第２５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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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封禅最为深刻的一位.如果仅如«文中子»所言,封禅的问题只是在好大喜功、费财费力上,那么就

像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拿孔子的话“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便很容易驳斥,因为形式的靡费不足以

抹杀礼义的合理内核.只有像许懋这样,试图从经学上釜底抽薪,认为此礼没有权威依据,方可让鼓

吹封禅者一时无言以对.
许懋更进一步抽绎«史记封禅书»的错漏与不合理处,尤其是力图论证司马迁引述的“孔子论

述六艺,传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禅乎梁父者七十余王矣”不可信.所谓“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

二君”,«封禅书»记载最早出自管仲之言,司马贞«索隐»:“案:今«管子»书其«封禅篇»亡.”①虽然有学

者认为今本«管子封禅»乃袭«史记封禅书»补缀而成,不过据杨英的考证,封禅在«管子»成书的

战国中晚期,已“从线条模糊的传说发展成细节清楚的事实”②.孔子是否说过封禅者七十余王,已不

得而知,如今«管子»书中则明确提出封禅古有其源,而为司马迁所采信.既然如此,那么从思想逻辑

上看,釜底抽薪拿掉«管子»七十二君之说,«封禅书»在思想史上也便成为无源之水.许懋正是这么

做的.他指出三皇、五帝之封禅“皆道听所得,失其本文”,七十二君,世数难稽,“妄亦甚矣”③.«资治

通鉴»节录许氏之论,简称许云“然则封禅之礼,皆道听所说,失其本文”④,其用心即在此.司马光可

谓洞悉许氏之旨.

许懋从经学文献和历史源流两方面入手,架空了封禅,使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梁武帝不

得不“嘉纳之”.从学理上看,许懋的封禅“不经”之说超过了«文中子»的“非古”之说,故不少礼学家

亦深信其说,如清秦蕙田«五礼通考»在铺叙封禅礼制的卷四九即劈头指出:“封禅之名,六经无之也,

其事始于秦始皇.许懋之论,深切著名.”⑤若要从正面来思考封禅的性质与功能,必须先破许懋

之说.

清代乾嘉五十九年(１７９４),时任泰安府知府的金棨编纂«泰山志»,卷一二«封禅志»中入收经学

名家孙星衍(１７５３ １８１８)、阮元(１７６４ １８４９)两篇文章,开启了正面论述封禅礼义之途,此书刻印于

嘉庆十三年(１８０８).孙星衍与阮元曾在一系列礼制问题上有过讨论,据李江辉研究,孙氏«封禅论»

与«拟置辟雍议»«圜丘郊祀表»«方丘北郊表»«明堂大禘及迎气还祭十二月告朔表»«五庙二祧辨»«周
制七庙二祧表附圣证论及难王义»«附社稷表及难王义»等先后构成“一系列考证明堂、辟雍、庙制、郊
祀制度的论文”⑥.除«封禅论»外,其他数文均于１７９４年编入孙氏个人文集«问字堂集»,阮元接读此

集大表赞赏,称“精博之至,此集将来积累既多,实本朝不可废大家也”,然却就孙氏尚未着笔的封禅

典礼,提出了自己的独见⑦.阮氏恐适在此年登临泰山有感而发,撰就«登泰山论»⑧,略后,又为金棨

所编«泰山志»作序,其中均倡论封禅之源.那么可以推想,孙星衍撰作«封禅论»,当正是在得见阮元

为其«问字堂集»所作赠言之后,受阮氏启发而进一步衍伸之,故此文未入该集,而在数年后编入«岱
南阁集».

阮元«封泰山论»在封禅问题的研究上作出了一项重大突破,那就是区分了秦汉以来封禅施行之

弊与封禅的礼义,认为两者不是一回事.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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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阅问字堂集赠言阮元»,孙星衍撰,骈宇骞点校:«问字堂集 岱南阁集»卷首,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６年,第９ 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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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始皇、汉武帝之求长生,光武帝之用谶纬,宋真宗之得天书,皆以邪道坏古礼,不是为封

禅咎.①

此后在«阅问字堂集赠言»中,阮元说得更加明确:“秦、汉慕古,建明堂,行封禅礼,不得谓之非

礼,亦不得谓之无德;惟是求仙采药,致坏封禅二字名目耳.光武尚可,唐玄宗、宋真宗等,仍是汉武

故智,以致宋元以来,目光如豆之儒,启口即詈封禅,是岂知司马子长、司马相如之学者哉?”②所谓“坏
古礼”“坏封禅二字名目”,显然是指不能因为秦汉以来施行封禅的弊病,而非议封禅礼制本身.这一

区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由此,«文中子»以来的“侈心”说亦得到了合理的说明.“侈心”并非封禅

典礼礼义之固有,乃是秦汉以后滋生出来的弊端,包括求仙、得天书等等亦皆如是.不过,阮元对封

禅之依据、古源之论,只是出于一厢情愿的相信,其云“元之鄙见,此当是洪荒以前之大典礼,最古不

可废者”,辟雍如此,封禅亦然;他自己也承认“此虽凭虚臆断”,可见真正对封禅的经义进行发掘,阮
元尚无能为力.

孙星衍正是接续了阮元的接力棒,开启了探索封禅经义的门扉.孙氏«封禅论»是迄今所见第一

篇对封禅的经学依据进行专门解析的不可多得的成果,其思路基本上是以许懋的“不经”说为靶心,
在阮元凿开了混沌之后,奋勇前进,封禅经义的大框架由此确定.孙氏作为一代经学家,眼光已非

“拘于«诗»«书»古文而不敢骋”的辟儒,而是由经籍文本的比对走向经义的会通.抽绎孙文的主要学

术贡献,约有如下三大端:(一)认为纬书之说犹通古义.在孙氏看来,“纬书有增加,有醇杂,是在择

之而已”,其中“有三代古说,不可废也”,郑玄所举«孝经钩命决»即其一例.此举旨在破许懋所谓“纬
书之曲说”,从而证封禅的礼义核心在“巡狩考绩”.(二)举证«尧典»«皋陶谟»等作为封禅的经学依

据.此举直接针对许懋所说封禅“不出正经”,推论封禅之古源在“或命或讨,天子皆登名山,考其绩,
积柴燔牲,告天以黜陟之”.(三)推论七十二君皆封禅“必三代时相传旧说”.此举同样针对许懋认

为的七十二君“失其本文”,在孙氏看来,此说同样见于«庄子»,而据实有其事的“黄帝合符釜山”“禹
会涂山”,便不可因其他未载而疑毁之③.

阮、孙之文笼罩了整个１９世纪,一个多世纪以来,无有出其右者.２０世纪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

辨派”则似乎又回到了梁玉绳以前毁废的老路上,连阮元的二分逻辑都丢弃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研究,当归诸孙作云(１９１２ １９７８),孙先生于１９４０年撰成«泰山礼俗研究»(包括上篇«封禅考»,下篇

«禅让考»),次年受聘于北京大学文学院,此文便作为他讲授“中国古代神话”课程的讲义铅印刊发.
此文之所以可视为２０世纪以来进一步攻破许懋说的里程碑,主要是因为孙先生使用人类学的研究

方法,充分论证了封禅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其源头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桌石坟(Dolmen),并进

而论证了古所谓明堂、辟雍、宗庙等,均与封禅同一源④,由此有力地击碎了所谓封禅“非古”“不经”之
说.如果从思想源流上看,孙先生此文可以说是在一个半世纪之后,遂了阮元当年想实现而未能实

现之志.阮元当年虽然已认识到辟雍与封禅“当是洪荒以前之大典礼,最古不可废者”,然其时考古

学尚未能从金石学中独立出来,注定他不可能取得实证性突破,故而只是猜测“封者即南郊祭天也,
禅者即北郊祭地也”⑤.如今站在孙先生论证的基础上反观阮氏之说,不得不钦佩他的睿智与明辨,
然而他在无法实证的前提下贸然推说封即南郊,禅即北郊,则是大部分礼学家难以接受的.若是用

孙先生的逻辑,郊天与封禅本同源,则解释力度大增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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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与孙作云取径相近而续有推进者不乏其人,其中比较引人瞩目的当数凌纯声的系列长文和

邬可晶的硕士论文«先秦两汉封禅研究».凌先生是法国巴黎大学的博士,自５０年代以来就采用民

族学、人类学的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宗庙、社稷及封禅之源,其中«北平的封禅文化»(１９６３)、«中国

古代社之源流»(１９６４)、«中国的封禅与两河流域的昆仑文化»(１９６５)三篇文章可视为代表作.凌先

生的结论是:“中国古籍载«诗经»之社方、«礼经»之郊丘、«中庸»之郊社、«史记»之封禅、«汉书»之郊

祀,都指祭祀神鬼所在的坛 而言,这一坛 文化的特征有四:封土曰坛,除地曰 ,坛而不屋,露天而

祭.”①又云:“社是中国最原始祭祀神鬼的坛 ,当初上帝、天神、地祇及人鬼,无所不祭.可以假

设社之源流,在时间方面,起自新石器时代的初期,直延续到现代;空间方面,源于西亚的两河流域,
东流经中亚而东亚,南下而至东南亚,东渡太平洋,远抵中南美洲而及北美.”②在封禅起源问题上,凌
先生是至今为止取得卓越贡献的学者,从凌先生所建构的平台来看,孔子、«管子»、«庄子»等(均为

«史记封禅书»所引)所倡远古七十二君行封禅者,应当有着深远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渊源,正如孙星

衍所说的“必三代时相传旧说”③,不可轻率地以世数难稽而否定之.孙作云、凌纯声二位所开拓的人

类学研究路径,留待继续探索的空间还比较大④.２１世纪以来,通过古文字和考古资料来研究商周

以来封禅实况被提上议事日程,其中邬可晶的硕士论文(２００７)便是其中优秀的成果.邬先生大量引

证封、禅及相关字形在甲骨文中的使用实例,并举出青铜器天亡簋铭文所记乃周武王登封太室山(最
早由林沄于１９９３年指出),由此证实封禅在商周时期文献难征阶段仍然留有遗存⑤.邬先生这一方

法被杨英予以了进一步充实和推阐,并且杨先生首次对经籍中何以失载古已有之的封禅作出了说

明:“是因为十三经多为周代文献,而周代享国八百年,未改朝换代,自然不会有再告成之礼.”⑥杨先

生此说牵涉封禅的性质,或许未必人皆认同,不过,经杨先生此论,２１世纪的学术界若继续简单地以

“不经”“非古”来斥责封禅的正当性,不假思索地拾人牙慧,则就未免显得太有些思而不学了.

二、纬学对封禅礼义的建构

一百年前,梁启超为考论郊、禘二祭之所出,详细举证六经经文所言祭事,撰成«志三代宗教礼

学»(１９１８),以明“我国宗教盖最高一神教,而辅以祖先教”.此文可以看作研究郊、禘二祭背后所蕴

宗教道德观念的经典之作.今观其所举例证,大率出自«诗»«书»,若梁氏所云:

　　«诗»«书»所记,言必称天,或冠以形容之语,曰皇天,以表其博大;«书经»“其自时配皇天”,“格于

皇天”,«诗经»“肆皇天弗尚”,“燕及皇天”等.曰上天,以表其崇高;«诗经»“明明上天,照临下土”,又“上天

之载”等.曰昊天,以表其絜白;«书经»“钦若昊天”,«诗经»“昊天有成命”,“昊天其子之”,“昊天疾威”,“昊

天曰明”,“昊天不忒”等.曰旻天,以表其森严;«书经»“旻天大降丧于殷”,«诗经»“旻天疾威”等.亦曰帝;
«书经»“帝乃震怒”,“惟帝降格”,“告勑于帝”,“帝钦罚之”等,«诗经»“在帝左右”,“帝谓文王”,“顺帝之则”,“帝

度其心”,“履帝武敏歆”,“帝命率育”,“帝命不违”等.曰上帝;«书经»“肆类于上帝”,“以昭受上帝”,“予畏上

帝”,“上帝监民”,“用端命于上帝”等,«诗经»“上帝既命”,“克配上帝”,“皇矣上帝,临下有赫”,“上帝居歆”,“上

帝不宁”,“上帝板板”,“荡荡上帝”等.曰皇上帝;«书经»“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诗经»“有皇上帝”.曰皇

天上帝;«书经»“皇天上帝,改厥元子”.曰昊天上帝;«诗经»“昊天上帝,则不我遗”.曰皇帝;«书经»“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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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矜,庶戮之不辜”,“皇帝清问下民”.曰皇;«书经»“皇建其有极”.曰后帝.«诗经»“皇皇后帝”.天帝一

也,而有二名者,以天示抽象观念,以帝示具象观念,帝者以人拟神之称,欧语所谓人格神也.①

梁氏每出一言,均有经句为证,其后又“刺举«诗»«书»之言天道者而观其会通焉”,凡十事,论证

方式同上所引,每一条理论的得出均辅列有«诗»«书»经文出处.由此推导出其结论曰:“«诗»«书»两
经所言祭事,皆祭天、祭祖,无祭群神者;至«周礼»及«礼记»,而群祀之名杂见焉,其大别为天神、地
示、人鬼、物鬽四种.大抵我国宗教道德之根本观念,莫重报恩,所谓反本报始,不忘其初也.”②

梁文清晰地告诉我们,要确立古礼的地位与价值,必须研究其背后的经学依据,因为中国文化的价值

观确立于经学,后世国家典章、社会运作、人伦观念均胎孕于经籍之中.正如陈寅恪所言,“夫政治社

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

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③.陈先生所谓“儒家学说”,指的就是经学

思想.
因此,封禅典礼若失去经学的依据,便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体系中缺失了应有的位置,即使能

够证明其渊源甚古,也能设法说明«诗»«书»等经籍未载有其缘由,可是依然难免诸如秦蕙田尚且割

截不断的“圣主不须封禅,凡主不应封禅”④的严厉指责.难怪汉武帝当年,在汾阴得宝鼎之后,便有

心封禅,可惜群儒无法从经籍中找出封禅的礼仪记载,“言封禅人人殊,不经”,而只是采“«尚书»、«周
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聊以应付,终而至于激怒了武帝,“尽罢诸儒不用”⑤.这是封禅第一次遭

遇所谓“不经”的定性,这也由此成为其挥之不去的阴影,到南朝梁,许懋甚至以此为理由成功劝止了

欲行之封禅.鉴于封禅之被误解已有很深的历史积淀,对其经学依据,也就是其在儒家学说中如何

被界定与阐释,进行一番系统的梳理,看来是绕不过去的功课.
最为直接的,是汉代纬学曾主动对封禅礼义进行过理论建设,许懋提到的«孝经钩命决»“封于泰

山,考绩柴燎,禅乎梁甫,刻石纪号”即是一例.如果我们改换一下立场,不是像许氏那样为求言说之

目的而寓入深重的成见,以“此纬书之曲说,非正经之通义”将纬书全面抹杀的话,研究的视野可以大

大地扩展.
«隋书经籍志»对谶纬的界定,是隋唐主流学术理念的最佳反映,当时学者之说有云“孔子即叙

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及谶,以遗来世”,因此«隋志»“录其见存,列于

六经之下,以备异说”.«隋志»的处理很清楚,图谶纬书乃是与经传稍异的另外一种经学建构,故同

样列入经部.后世有些学者仅看到«隋志»有“然其文辞浅俗,颠倒舛谬”云云,即从而贬抑之,更有甚

者则将“符应”定性为迷信,从哲学史上界定为“这实是思想低落的表征”⑥,制造出谶纬之学“除了在

汉代风行一时,在中国古代的其他时期多被视为异端,而摒于严肃的学术研究以外”⑦的印象.这个

“古代的其他时期”指的就是宋以来,一直延续到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编辑«纬书集成»(１９５９初版/

１９９１重修完毕)之前,这种情况都没有彻底的改观.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情势逐渐回暖,凿破混沌

者当数钟肇鹏,其著«谶纬论略»(１９９１)明确指出:“谶纬的出现,以神权的力量增加了经学的权

威性,从而巩固了经学的统治地位,这就是谶纬附经,亦以辅经的妙用.”又云:“明堂、灵台、辟雍、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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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志三代宗教礼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九,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９册,第１页.
梁启超:«志三代宗教礼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九,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９册,第４页.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第２８３页.
秦蕙田:«五礼通考吉礼四十九»“四望山川附封禅”,第１页.
司马迁:«史记»卷二八«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２册,第１２９３ １２９４页.
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大纲序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１７页.
吕宗力、栾保群:«‹纬书集成›前言»,[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６页.



禅等制度,纬书中均有详细记述,可以补古礼经传之遗.”①以纬书辅经,总算回到了«隋志»的学术路

数上.接踵钟先生,徐兴无的研究可谓扭转了谶纬文献冷寂的局面,在徐先生的视野中,“谶纬学说

有着与汉唐经学接近的学理依据”,“它的真正的敌手恰恰是高明精致的宋学”②,就其思想谱系上看,
是“经学与民间儒学融合阴阳五行学说、相术与占星等文化传统和知识资源,依托六经造作谶纬”③,
由此图谶纬书在经学史与思想史上的价值逐渐彰显出来.

纬书中直接言及封禅者,徐兴无的著作中除«孝经钩命决»之外,又检出两条重要资料,不过由于

谶纬类文献芜杂纷乱,需严加辨析后方可予以推论.其中第一条出自«礼纬»:

　　刑法格藏,世作颂声.封于泰山,考绩柴燎.禅于梁甫,克石纪号.英炳巍巍,功平世教.④

　　此例出自«大戴礼记保傅»篇卢辩注所引,未明确标注具体是«礼纬»的哪一篇⑤,«古微书»«纬
书集成»等均据此收入,«古微书»收入«礼含文嘉»之内⑥,不知何所据,«纬书集成»则一秉庐注,杂收

入最后无法归篇的«礼纬»类⑦.陈立«白虎通疏证»亦引录此例,文字略有出入,然不影响文义,并明

确标注出处是«大戴礼注»引«斗威仪»⑧,亦不知其何所据.徐先生转引则据«白虎通疏证»,故径标为

«礼纬斗威仪».此条明确指出封于泰山旨在“考绩”,所采用的仪式是“柴燎”,并点出了封禅的礼义

之所在.此条与«孝经钩命决»基本一致,郑玄在«礼记礼器»注引录«钩命决»,以证古礼有“巡守至

于方狱,燔柴祭天,告以诸侯之成功也”⑨.两相对照,可知孙星衍将封禅的主要功能界定为“考绩之

礼”,依据正在此.
第二条重要的文献出自«春秋汉含孳»,此条遭受误解深重,至今涵义尚湮没无闻,且看其文:

　　天子受符,以辛日立号.帝宰奉图,帝人共观.九日悉见,后世之过,方来之害.以告天曰:
“请封禅到岱宗,昼期过数,告诸命.”

此条出自«太平御览礼仪部十五»,«纬书集成»据之收录,并予以标点如上,唯“昼”字阙一笔,
作“书”,徐兴无著作仍之.然而如此标点,殊不堪读.徐先生既然说谶纬之类“还是新帝王行封禅

大典的太平祥瑞和经典依据”,可是此条明确记载从图录上看到了“后世之过,方来之害”,这如何可

成为封禅的瑞兆? 任蜜林则仅就前一句“天子受符”来说,将此条看作“纬书也认为,封禅是帝王受命

所必需的仪式”,又说“封禅是帝王受符的标志性活动”,同样对“后世之过,方来之害”避而不谈,均
未达一间.今查«古微书»,其所辑此例文字与上面引文有较大的出入,今抄录如下,并试重施标点:

　　天子受符,以辛日立号.//冢宰奉图,宗人共观九日,悉见后日之过,方来之害.以告天,
曰:“请封禅.”到岱宗,画期过,数告请命.

　　«古微书»同样标注出自«御览»,然帝宰,作“冢宰”;帝人,作“宗人”;后世,作“后日”;昼期,作“画
期”;诸命,作“请命”,凡五字相异,必源自另一版本.皮锡瑞«汉碑引纬考»引证此例,亦标注出自«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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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肇鹏:«谶纬论略»,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前言第５页、第三章第８５页.
徐兴无:«谶纬文献与汉代文化构建»,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３年,第３０１页.
徐兴无:«经纬成文———汉代经学的思想与制度»,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２８０页.
徐兴无:«谶纬文献与汉代文化构建»,第２９４页.按,兹转引此例,文字则据«大戴礼记»卢注.
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卷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６２页.
孙瑴编:«古微书»卷一七,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９年,第３２９页.
[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礼编»,第５３３页.
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卷六,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４年,第２７８页.
郑玄注,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卷三三«礼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００２页.
徐兴无:«谶纬文献与汉代文化构建»,第２９５页.
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五三六«礼仪部十五»,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１９６０年,第２４２９页.
[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春秋编»,第８１２页.
任蜜林:«汉代内学———纬书思想通论»,成都:巴蜀书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４６页.
孙瑴编:«古微书»卷一二,第２２９ ２３０页.



览»,文字与«古微书»全部相同,唯省去第一句“天子受符,以辛日立号”①.由此推测,“天子受符,以
辛日立号”恐当单独成句,不与下连属.参诸«纬书集成»所辑前一条“天子所以昭察,以从斗枢,禁令

天下,系体守文,宿思以合神,保长久.天子受符,以辛日立号”②,可见“天子受符,以辛日立号”这一

句应当与“天子所以昭察,以从斗枢”相并列,“冢宰奉图”则是又一事,徐、任等的解读均误.若依此

版本重作标点,则文意豁然贯通:冢宰奉上所得河图,经过宗人们九日细致研读,一致洞察到其中蕴

含着即将发生的过失和快要降临的祸害,天子拟以告天封禅厌之,然到达泰山,图画所示日期已过,
故只得反复向天请命,罪己而求策.此句之义与«尚书中候»“今比目之鱼不至,凤凰不臻,麒麟遁,未
可以封”适相合,而与«河图会昌符»所谓“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则封,诚合帝道孔矩,则天文灵

出,地祇瑞兴,帝刘之九,会命岱宗”正相反.由此来看,纬书为封禅铺设了一个必要的现实基础,那
就是天下治平,反映到图谶上,就是必有灵瑞呈现,若此条件不具备,则天意不允以封禅,即使抵达泰

山,亦不得登.正如«后汉纪»的作者袁宏所说的,“封禅者,王者开务之大礼也.德不周洽,不得辄议

斯事;功不弘济,不得仿佛斯礼”③.因此,当建武三十年(５４),张纯、赵憙等群臣首度上言宜封禅,光
武帝诏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并严格下令不可“盛称虚美”,这一认识正可

与«汉含孳»之义相应.
此外,纬书言及封禅者尚有多例,比如«太平御览»“封禅”类下首列«河图真纪钩»“王者封太山,

禅梁父,易姓奉度,继兴崇功者七十二君”④.又如«续汉志祭祀上»收录光武帝建武三十二年(５６,
四月改元中元)二月封禅刻石纪文,其中便印证有上述«河图会昌符»,此外并«河图赤伏符»«河图合

古篇»«河图提刘予»«洛书甄曜度»«孝经钩命决»,共计六种纬书所言谶语,以显光武帝登封乃“以承

灵瑞,以为兆民”⑤.据«后汉书张纯列传»记载,此文出自时任大司空、以御史大夫身份随从典礼的

张纯之手.而张纯在两年前即曾上言请封禅,彼时便举出«乐纬动声仪»及«尚书尧典»之文以证封

禅之义在“治世之隆,必有封禅,以告成功焉”,徐兴无称“其言引纬据经,首举有周之封禅,是典型的

汉代经学和纬学构建的封禅说”⑥,诚是.
不过就现存纬书的零散文献,学者只可以管窥豹,得见汉代纬学就封禅礼义两条主线的简要概

括:其一,宗旨在考绩;其二,基础在功成治平.较为完整的建构是在«白虎通»中完成的.光武帝去

世后二十余年,章帝建初四年(７９)十一月,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

经同异,一般认为,«白虎通»就是这次会议的决案汇编,由淳于恭收集起来,章帝予以决断,由班固最

终撰集成书⑦.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指出,«白虎通»“作为‘国宪’的钦定经义是集合了大群儒

生的奏议而最后由皇帝裁决的法典”,而其中“特别是谶纬,构成了«白虎通义»的依据,百分之九

十的内容出于谶纬”,从而将«白虎通»定性为“谶纬经学国教化”的产物⑧.当然在«白虎通»之前,已
有经学家通过谶纬进行经学的理论建构,如刘师培便指出“董[仲舒]、刘[向]大儒,竞言灾异,实为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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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志祭祀上»刘昭注补引袁宏说,见司马彪:«后汉书志»,范晔:«后汉书»第１１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第３１７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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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彪:«后汉书志祭祀上»,范晔:«后汉书»第１１册,第３１６５ ３１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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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学者不认同这一主流观点,如周德良就认为今存«白虎通»其实就是汉章帝敕命曹褒所制之«汉礼»,参见«白虎通

暨汉礼研究»,台北:学生书局,２００７年.
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第七章«汉代白虎观宗教会议与神学思想»,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第２２６ ２２７、

２２９、２３２页.按,林聪舜同样将«白虎通»看作是东汉章帝颁行的“国宪”,“借着谶纬对经学中的伦理教训做出神学式的论证,以及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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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之滥觞;哀平之间,谶学日炽,而王莽、公孙述之徒,亦称引符命,惑世诬民”①.不过刘氏同样揭出,
只有到了“虎观论经,班固引微书之说”,才“纬学之行,于斯为盛”②.

«白虎通»对于封禅礼义的理论建构,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登封的古意在于“始受命之

日,改制应天”③,阮芝生概括说:“‘受命’是资格或条件,‘告代’是义务或目的.”④这也就是今人所谓

的政权合法性的获得.登封的这一项古意,汉以后逐渐迁移到南郊祀天上,历整个西汉二百余年,南
郊祀天之制地基奠定⑤,故阮元所谓“封者即南郊祭天也,禅者即北郊祭地也”,正是就这一历史变革

处着眼的.第二,封禅的今意在于“天下太平功成,封禅以告太平也”,故需刻石纪号,这是为了“著己

之功迹以自効也”.迹,别本作“绩”,効,别本作“劝”⑥,阮芝生解释说:“既获天命,当理群生,以致太

平,所以到德洽暇给之时,必须告太平于天,一则报(告)成功,二则表示无辱使命.”⑦这也就是促使光

武帝最终同意行封禅的主要动因.其三,封禅的来意在于“明以成功相传”,其采当时口耳相传之说,
谓古礼曾封于亭亭之山,“亭亭者,制度审 ,道德著明也”,曾禅于绎绎之山,“绎绎者,无穷之义

也”⑧,宗旨均在广厚其成功之道,以为后世模范,以求长治久安.其四,封禅必须有“符瑞并臻”作为

上天考绩为嘉的资格,如果天现灾变,乃“所以谴告人君,觉悟其行,欲令悔过修德,深思虑也”⑨,万不

可欺天而肆行此礼.这是纬书特赋予天子行封禅的一项心理前提,由此封禅便获得了人心所向的政

治权威意义.
从实际运行来看,汉代纬学对封禅礼义的建构基本上是成功的,尤其是在赋予皇帝权力以合法

性上,作出了重要的理论探索.

三、从六经经文推导封禅之义

纬学对封禅的理论建构,即使不考虑其仅存片段记载的不完整性,总归仍然落在汉人(甚至是东

汉人)的思想体系中,不能完全让怀抱“不经”之说者心服.因此,进一步从六经经文来推导天子行封

禅在现实上的可行性,便成为探寻封禅礼义不可或缺的一环.
较早有意这么做的当数苏雪林.苏女士举出«春秋隐公八年»“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祊”下三传

的解释,尤其是«公羊传»“天子有事于泰山,诸侯皆从,泰山之下,诸侯皆有汤沐之邑焉”,再加上«礼
记礼器»“齐人将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因“凡古书言‘有事’便是祭祀的意思”,可证“经书

里关于封禅的事实颇多”,进而大斥“许懋、王通腐儒不足论”.苏氏之言过矣.即使加上«论语»“季
氏旅于泰山”一例,也只能证明天子、诸侯曾于泰山行过祭礼,尚不能说即是有别于其他山川之祀的

唯一的封禅之礼.其实何必如此辗转,上文已然谈到张纯即举出«尚书尧典»“岁二月,东巡狩,至
于岱宗,柴”(今孔传本在«舜典»内)以为经文言及封禅之证,孙星衍亦举证此例,而苏氏则完全忽

略了.
今完整摘录相关经文如下:

　　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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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
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
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
归,格于艺祖,用特.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①

岱宗,伪孔注:“泰山,为四岳所宗.燔柴,祭天告至.”②«史记封禅书»一开头就说:“自古受命

帝王,曷尝不封禅?”然后举的第一个例证便是«尧典»此例,可见司马迁是有意将此例视作古之封禅

遗存的.东汉初年的张纯,明确认定此处所云“至于岱宗,柴”乃“封禅之义也”.此后持此观点者不

乏其人,如孙星衍,又如皮锡瑞亦认为“‘至于岱宗,柴’即是封禅,今文义也”③.顾颉刚亦赞同此说,
从而指出,“至于封禅之事,在经典中惟«尧典»为详.是封禅之根据在«尧典»明矣”④.若果然如

此,顾先生紧随其后提出来的问题便立即凸现出来:汉儒司马相如作«封禅文»,兒宽作«封禅对»何以

不举证此例,乃至“在司马迁«史记»以前无一人引今之«尧典»者”? 顾先生的目的自然是要藉此推导

出«尧典»之成书晚至汉武帝时代,不过由此也启发我们注意,此例所言“至于岱宗”与汉代所行的泰

山封禅之间,尚有明显的区别.
若«尧典»的“至于岱宗”乃封泰山,那么依其文义此后同样要封南岳衡山,封西岳华山,封北岳恒

山,可见登封并不限于泰山,这是其有别于秦汉以后封禅的显性特征.学术界受此触发,亦开始展开

对封、禅本义及其史源的探索.孔颖达«毛诗正义»即曾进行过寻证,其言:“聚土为封,除地曰 ,变
言禅,神之也.”⑤就此,孙作云以来多位学者详作新证,而以杨英在贯通经史方面取得的成绩最为

通达.他检出«周礼»文本内“封”字共十八见,比如«地官大司徒»“制其畿疆而沟封之”的封,是指

“起土,确定边界,植树之义”⑥,此乃封的初义.理解到这一步,我们便可如章太炎般对其史源作如下

之推想,“帝王治神州,设险守固,其封大山者,于«周礼»则沟封之典也.因大麓之阻,累土为高,以限

戎马,其制比于蒙古之鄂博.是故封禅为武事,非为文事”.章说合乎逻辑⑦.由聚土为封,引申出杨

英所谓“起土为坛祭祀神灵”之义,如«春官冢人»“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春官肆师»“类
造上帝,封于大神”等.同样,禅的本字为单、 ,指“在这种经过清整的平地上可进行祭祀或礼仪活

动”,如«诗郑风东门之 »“东门之 ,茹 在阪”,又如«尚书金縢»“公乃自以为功,为三坛同

”,所指的“是在同一片‘ ’上堆土为三座坛”,以祭祀先祖.从这个意义上说,封禅最初所指的便

是“在山顶上祀天告成之礼”.由此我们回观孔颖达的解释方案:“封禅之见于经者,唯«大宗伯»云
‘王大封,则先告后土’,此外更无封文也;«礼器»云‘因名山,升中于天,而凤凰降,龟龙假’,虽不言

封,亦是封禅之事.”⑧孔氏的本意正是从聚土为封到文之以祭天,然而«大宗伯»之“王大封”,孙诒让

引郑玄说,乃“谓武王伐纣时,封诸臣有功者”,“与上经军礼大封为正邦国都鄙之封疆,事异而实相

因”⑨;那么留下的唯有«礼器»“因名山,升中于天”一例,此句与«尧典»之义正相合,正如前所引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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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谓巡守至于方岳,燔柴祭天,告以诸侯之成功也.”郑说是.所谓名山,即大山,不一定指泰山.
封禅在经文中的这一涵义,在司马迁«史记»中仍有用例,«卫将军骠骑列传»载元狩四年(前１１９)霍去

病出征匈奴大胜,“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匈奴列传»同.张守节«正义»:“积土为坛于

山上,封以祭天也;祭地曰禅.”«汉书卫青霍去病传»钞之,颜师古注亦曰:“积土增山曰封,为 祭

地曰禅也.”这一封山之例恰恰可见“封”的本义不是必须针对泰山,也不一定非要天子才可行.葛志

毅反而说“这对于帝王亲自封禅泰山常礼而言,乃是变例,是封禅研究中值得关注之特例”①,显
然是不明“封”在经文中的本义与史源所致.

«尧典»之登封五岳,又与巡狩之礼相辅相成,严格来讲可以视作巡狩完成的最后一个步骤.«礼
记王制»曾概括这一礼制设计的制度性框架:“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

朝.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东

巡守之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南巡守之礼.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如西巡守之礼.
归,假于祖祢,用特.”②相较而言,可知«王制»即刺取«尧典»之文而来,«汉书郊祀志»谓汉文帝时

“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恐确有其事.而在制度的设计上,天子巡狩与诸

侯朝聘相呼应,下朝报于上,上亦当检视于下.巡狩的内容,据«王制»所记包括:“觐诸侯,问百年者

就见之.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命市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志淫好辟.命典礼考时、月,定日,同、
律、礼、乐、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举者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庙有不顺者为不孝,不
孝者君绌以爵;变礼易乐者为不从,不从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为畔,畔者君讨;有功德于民者,加地

进律.”③«尚书大传»所记略同,而为«白虎通»所引录.大体来说,采风、定律、考绩、黜陟、祀神,均归

属于天子治国的职责范围,只有在所有这些完满地完成,所巡之地功成太平,乃得登封其域内之名

山.因此,徐兴无认为:“封禅说是对古巡狩礼的发挥与改造.封禅为天下太平的隆祀,是巡狩

礼的极至.”④詹鄞鑫则从渊源上指出,“从本质上说,封禅起源于部落联盟时代的盟主(王)巡视邦国

的制度”⑤,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结合以上两个方面,约略可以看到,在六经经文中封、禅分言,表示登山柴望,设坛而祭,封禅的

这一本义又与巡狩最终完成以告天的仪节相汇合.由此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对于有些经文究竟界

定为巡狩还是界定为封禅,经学家的意见颇为分歧.比如«诗周颂时迈»:“时迈其邦,昊天其子

之,实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叠.怀柔百神,及河乔岳,允王维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便是

周武王巡狩诸侯的颂歌,«诗序»曰:“«时迈»,巡守告祭柴望也.”可是郑笺却说:“巡守告祭者,天子巡

行邦国,至于方岳之下而封禅也.”孔疏述其背景曰:“«时迈»诗者,巡守、告祭、柴望之乐歌也.谓武

王既定天下,而巡行其守土诸侯,至于方岳之下,乃作告至之祭,为柴望之礼.柴祭昊天,望祭山川,
巡守而安祀百神,乃是王者盛事.”⑥孔颖达明确认可此诗言巡狩而祭山,是否封禅则未予肯定.同样

还有«周颂般»,亦介于巡狩与封禅之间.诗曰:“于皇时周,陟其高山,嶞山乔岳,允犹翕河.敷天

之下,裒时之对,时周之命.”«诗序»曰:“«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毛传亦指明:“高山,四岳也.”
郑笺:“巡守其所至则登其高山而祭之,望秩于山川.”孔疏述其背景曰:“«般»诗者,巡守而祀四岳河

海之乐歌也.谓武王既定天下,巡行诸侯所守之土,祭祀四岳河海之神,神皆飨其祭祀,降之福助.”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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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笺疏虽均未定性为封禅,然«白虎通»则明确将此诗认定为“言周太平封泰山也”①.其实这两例有

被指认为封禅的可能,正是从巡狩之后有封山祭神这一环节而言的.同样的情况在«尚书»中亦有用

例.如«尚书周官»:“惟周王抚万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绥厥兆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归于宗

周,董正治官.”此则是周成王“政抚万国,巡行天下侯服、甸服”(伪孔传)的记载②.何立平据此指出:
“从周初伊始,统治阶级就十分重视巡狩活动,并且巡狩作为王权统治形式和天子特权标志,已开始

具有一种制度化的倾向.”③这无疑是可以成立的.不过,«大戴礼记保傅»却径称周成王“封泰山而

禅梁甫,朝诸侯而一天下”,«管子封禅»«史记封禅书»等同大戴之说,如果从上述巡狩与封禅的

关系来看,这也未尝不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天亡簋所记载的“王有大豊,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
者,与其如林沄等将之界定为周初的一次封禅礼,也是如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封禅典礼④,而失载于

经史典籍,不如依然宽性地界定为登于山顶以柴于上帝,望祭山川,如此可与«诗»«书»所载者相印

证,而更能令人信服.
天亡簋的“天室”,不少学者认为即周初的明堂(或商之明堂),李学勤曾说:“‘天室’即祀天之所,

徐同柏以至陈梦家先生说‘天室是祀天的明堂’,实属恰当”⑤.然而,林沄则为证“王祀于天室”
之礼为封禅,刻意否定明堂说,转而求证天室为太室山,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要知明堂之起源,本即

与封禅的本义有密切关系,张一兵专门研究明堂制度源流,指出:“‘明堂’的发生是由于人群对各种

神灵的崇拜,祭祀场所由扫地而祭的‘ ’,到封土而祭的‘坛’.”“伪古文«尚书金縢»有‘三坛同 ’
之说,说明到了后来坛与 才合为一体”,这也便是明堂的前身⑥.其实东汉后期蔡邕已辨明堂、清
庙、太庙、太(天)室、太学、辟雍“异名而同事,其实一也”⑦,阮元进一步申明“古人无多宫室,故祭天,
祭祖,军礼,学礼,布月令,行政,朝诸侯,望星象,皆在乎是,故明堂、太庙、太学、灵台、灵沼,皆同一

地,就事殊名”⑧.如此也便理解了何以«史记封禅书»记载“泰山东北址,古时有明堂处”,此恐即古

帝王于泰山设坛柴望之处,故汉武帝在行封禅典礼之后,欲重修明堂,便有公玊带上明堂图,“图中有

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马端临推论说“黄帝时无明堂则已,苟有之,则一殿无壁,盖以茅”,公玊带

此图“正太古俭朴之制”⑨.武帝令于汶上据此图兴造,其旨在复古明矣.清人严杰«明堂解»从礼义

上作出如下之区分:“镐京之明堂,是文王庙也;洛邑之明堂,是周公朝诸侯之地也;太山之明堂,是古

天子巡狩朝诸侯之处也.”而封禅泰山之礼义,正从此第三种明堂中铸成.孙作云敏感地意识到“最
早的明堂在泰山,且又与封禅有关,而封禅的禅( )就是坛,其原为桌石坟,则我想明堂就是封禅

( )时所封的神坛,其先也是桌石坟”,亦旨在证二者史源相通.明乎此,或许经学中聚讼纷纭的明

堂之制就可以理出一条头绪来.王治心辨析明堂的功能,“«大戴礼»也说:‘明堂,天法也.’«御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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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堂者,天道之堂也.’故以昊天为首祀”①,此正是古帝王巡狩以登封之义的留存,也即是秦汉以

后欲通过封禅典礼以期兴复者.
综上可知,封禅的本义在六经经文中有确凿的遗存,正好印证了宋永培所说的,“能反映汉字古

形、古音、古义体系之面貌的第一手语言材料,保存在前闻与六经中”②.只是到了战国之后,封
禅的对象才仅限于泰山,这是在六经时代并未出现的.

四、«封禅书»作为“八书”之一的制度设计

对封禅在六经中的古义进行了一定的推导之后,我们接下来要对封禅在国家制度构成中所处的

位置和体现出来的功能进行适当的提炼,并期待由点及面,深入理解中国古代礼仪的制度内涵.为

避枝蔓,本文接下来选取«史记封禅书»作为解析对象,来思考太史公视域中的封禅及其制度设计

的着眼点.
«史记»“八书”在制度史上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不仅形成了后来史志书写的深厚传统,而且

“八书”本身的价值也得到历来史家的深刻认同.唐司马贞«索隐»明确指出:“此之八书,记国家大

体.”(«史记礼书»篇名下)陈其泰释之曰:“即谓‘八书’包涵的内容是当时人们心目中典章制度和

社会生活中八个最主要的部分.”“是则,司马迁‘八书’所载均为当时‘国之大政’.”③即使采张晏之

说,谓现存«礼书»«乐书»«律书»(张指为«兵书»)等篇乃后人补缀,非出自司马迁之手④,这也难以盖

住诸如章太炎的已有论断,“史公所注意者,盖在«河渠»、«平准»、«封禅»三书耳”⑤.不管怎样,«封禅

书»确实出自司马迁之手,且又充分体现出司马迁之用心.
司马迁之所以要在“八书”中设置«封禅书»,其本人自曝其原委曰:“受命而王,封禅之符罕用,用

则万灵罔不禋祀.追本诸神名山大川礼,作«封禅书»第六.”⑥可见此篇涵括“万灵”之祀,覆盖“诸神

名山大川礼”.«封禅书»在末尾的“太史公曰”中,又说:“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

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⑦所谓“自古以

来用事于鬼神者”,亦是此意,由此可以明确«封禅书»在内容上应该不限于登封泰山,更不是要写登

封当时的“俎豆珪币之详,献酬之礼”这些有司职掌之仪.司马迁设置此篇,显然具有绝大的用心,我
认为姚大力的概括得其大端,其云:“司马迁要把«封禅书»写成一篇‘自古以来用事鬼神’的政治—社

会文化史,而不想屑屑于典章制度的具体细节”,所要记载的是“直到汉代前期为止华北社会在
‘用事于鬼神’等领域内的集体经验”⑧.可惜,学界对于这一“集体经验”的研究甚为欠缺,误解者却

不乏其人.下文试将«封禅书»全篇的结构析为三个层次,略作揭橥.
其中第一层,是对封禅古义的继承,对封禅在六经中含义的延展.«封禅书»开头即对«尧典»“五

载一巡狩”之文全部迻录,作为“自古受命帝王”封禅的典范(见上文).此后则历叙夏、殷至周以来各

种祀事,直至齐桓公时管仲所云“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管子封禅»),又孔子亦传“封泰

山禅乎梁父者七十余王矣”(«韩诗外传»).关于此所谓“七十二”“七十余”,张守节«正义»把后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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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歧路,他说除管子所举的十二家之外,“其六十家无纪录也”,由此开启了后人以考证不实而疑管

子、孔子、司马迁所记,并连带着对他们所记的其他用心也一并忽略的传统.难怪孙作云要专门写一

篇文章«释七十二»,来辨证“古人以七十二为虚数,犹三九之写虚数同,非实数的七十二”①;其实,不
如干脆按孙星衍之说此“必三代时相传旧说”,反而更显通达.所以问题不在“七十二”是否确数,管
子等所要说的是登封泰山之礼渊源甚古.从«封禅书»追叙的这一段古史来看,司马迁首引«尧典»
“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徧群神”,此后又记夏、殷之际“淫德好神”“慢神”,周以来“郊祀”“修社

祀”,秦“作西畤”“作鄜畤”“雍之诸祠”等,正是从聚土为封、除地为坛即禅的本义来着笔的.难怪杨

向奎读了«封禅书»之后要说“封禅的原义也是通过封禅典礼以通于‘天’”了②.到了«管子»,封于泰

山、禅于梁父的学说方才成型,正如顾颉刚所指出的,泰山封禅说“是从齐国鼓吹起来的”,“齐国人的

眼孔小,他们错认了泰山是世界上最高的山,以为它最能接近上帝”③;葛志毅亦推测,“封禅泰山自应

是以大国自居的齐地的政治宗教信仰.稷下学者收集整理了齐地的历史文化传说,托为齐桓公自比

三代受命之君欲封禅泰山之事,制为«封禅»篇且列于稷下丛书«管子»”④.不管怎么样,此后的封禅

便固定地与齐国境内的泰山联系起来,其他天地山川等祭被摒弃于封禅说之外.这一学说在战国秦

汉间传播甚广,而同样为司马迁所接受.难怪«封禅书»在引录«尧典»之前,冠于篇首有这样一段话,
说“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 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⑤,这应

该是司马迁为凸显篇旨而特意加上去的.但如此一来,这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此篇在结构上的第一

重矛盾:一方面封禅必于泰山,另一方面又详记其他各种祭祀.学者们因此便不免要像«白虎通»那
样,硬要解释“所以必于泰山何? 万物之始,交代之处也”,后人沿着这一思路,更有作出如下臆测的:
“古人相信天和地的距离是一万五千里,泰山甚高,登上泰山,等于升天路程走了一半,再上天就容易

多了.但最要紧的还是泰山处大地脐上,处地之正中,其上即为天门,所以想上天,泰山是最直捷的

一条路.”⑥此显然属于强作解人,与经史传统的实际用例失之远矣.
司马迁本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矛盾了呢? 我认为他不仅充分认识到了,甚至还在写作时刻意安排

并利用了这一矛盾,而由此构成了«封禅书»在结构上的第二个层面,也就是体现其政治哲学的核心

层.此篇开头被我推测为后加的那一段,以至为精炼的话揭示出了封禅的礼义:“每世之隆,则封禅

答焉,及衰而息.”因此,并不是每一位皇帝(天子)都有资格行封禅典礼,即使资格具备,也会因为各

种阻碍而未必能真行此礼,即所谓“虽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

事用希”;换言之,必须达到“功至”“德洽”“暇给”,并且“符瑞见”,方具备行封禅典礼的资格和条件⑦.
在司马迁笔下,舜、禹之后,只有到了“爰周德之洽维成王,成王之封禅则近之矣”,而此三帝正是后世

帝王心目中明君的最高标准,由此封禅也便成为追求治国臻于最高理想的仪式标志.但唐虞之治、
成康之治作为政治理念上的最高目标,后世帝王在现实中实际上却是永远无法企及的.从政治哲学

上讲,«礼记礼运»篇的“大同”理想庶几可与之对应,这是孔子所期冀而难以达到的:“大道之行也,
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在礼治的模式中,封禅就是这一政治理想的外化呈现,司马迁

所要说明的是历史上很少有完成封禅的先例.由此反过来看,司马迁不惜笔墨详细论述的,其一是

整个商代自汤至帝纣,“始未尝不肃祗,后稍怠慢也”,故终前后三十世,祭礼虽丰,然封禅之典则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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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行;其二便是管仲力阻齐桓公行封禅,其理据是:“东海致比目之鱼,西海致比翼之鸟,然后物有不

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凤皇麒麟不来,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鸱枭数至,而欲封禅,毋乃不可

乎?”①司马迁详载管仲劝止桓公行封禅,用意十分清楚,封禅作为国家制度设计之巅,可望而不可即,
行封禅的资格标准在现实生活中是无法达到的,封禅之举行因而处于无限延宕的状态,后人永远可

以拿管仲的话来劝阻皇帝行封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封禅书»引孔子的话:“或问禘之说,孔子曰:
‘不知.知禘之说,其于天下也视其掌.’”刘咸炘解释说:“此孔子语断明郊禘之说即封禅也,此乃全

篇要义.”②刘先生的所谓“要义”,在我看来就是封禅在政治哲学上具有无限延宕的意义,在悬置的背

后蕴入了国家治理的最高目标.后来纬书中对封禅礼义的阐发,直至«白虎通»对封禅的理论建构,
其基本思路是承继自«封禅书»的,由此也可见司马迁对封禅制度的论述符合当时社会人心趋向.

明乎此,我们便可以知道何以司马迁愿意不惮其烦地写其他祭祀之礼,陈其泰分辨说:“狭义的

封禅,是封泰山,禅梁父.广义的封禅,则是祭祀天下名山大川.”③其实属于“广义的封禅”的其他所

有祭礼,均是在国家治理的每一个节点上的仪式标志,均是在治国取得一定成效后,表达对天之敬,
均是为了今后能封禅告太平功成而再接再厉的中间环节.可见司马迁在接受了齐地产生的封禅说

之后,并没有舍弃封禅在六经中的古义,而是将两者糅合起来,从而完成了将封禅作为国家祭礼系统

顶点的理论建构.在形式上,封禅代表着所有祭典中最高级别的一种,皇帝(天子)一旦得行此礼,那
就意味着:国家足够太平隆盛,社会趋于富庶满盛,治国者便可以自我标榜、自我懈怠了———这是司

马迁所不愿意看到的.明乎此,我们也便可以知道何以司马迁要说“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礼仪”,而
且在秦始皇“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令议封禅仪节,可是“此议各乖异,难施用,
由此绌儒生”④,同样汉武帝令诸儒“草封禅仪”,“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禅事,又牵拘于«诗»«书»古文

而不能骋”,进而激怒武帝,“尽罢诸儒不用”⑤.其实,根本的原因司马迁也已经告诉我们了,那就是

凡现实中的君王均只可心向往之.封禅典礼并不是帝王随便就可以付诸实现的,它只是制度设计中

的一个巅峰环节,主要的作用在引领、导向,故而司马迁明确地记载,皇帝若要强行将这一制度拉低,
将会引发儒生的集体崩塌.在叙述秦始皇、汉武帝两次封禅事件时,司马迁之所以毫不客气地予以

批斥和讽刺,正是因为他们破坏了封禅在国家制度设计上的功能意义.理解到这一步便可知,班固

在«汉书»中将«封禅书»之名改成了«郊祀志»,虽然叙述的内容与司马迁大致重叠,但司马迁制度设

计的用心却被湮没了,难怪钱穆要说“其实讲法还是和«太史公书»差不多,只是题目变了,意义便

别”⑥.不过钱先生并没有说明白两者之别究竟在哪里.班固的做法导致很多学者将封禅的意义等

同于郊祀,近者如蒋庆在研究祭礼的政治哲学意义时,便认为“‘郊天制度’是指皇帝带领群臣在京郊

筑坛燔柴祭天,其目的是表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来自天,即来自超越神圣的最高权威”,又认为“古代

帝王不远万里劳神伤财去名山大川‘封禅’,就是想解决政治权力的超越合法性问题”⑦.照此说法,
封禅完全可以被南郊所取代,在制度上也便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抽绎出了«封禅书»的第二层核心涵义之后,便可以充分理解此篇的第三个层面,那就是客观地

“实录”秦汉以来行祭礼的过程,以及与之相伴的国家治理的真实水平.司马迁说“论次自古以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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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２册,第１２６４页.
刘咸炘:«太史公书知意»,«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６８页.
陈其泰:«‹史记›“八书”历史编纂首创性价值析论»,«史学月刊»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司马迁:«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２册,第１２６９页.
司马迁:«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２册,第１２９３ １２９４页.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０年,第８８页.
蒋庆:«王道政治的特质、历史与展望»,«广论政治儒学»,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３１５、３１６页.按,其他很多学者的说

法都大致同此,恕不详引.



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所谓“具见其表里”,逯耀东释之曰:“也就是叙述事实的真相,并讨论事实

真相发生的原因.”实际上,“«史记»被视为谤书也由此而起”①.一方面,«封禅书»记载了秦始皇、汉
武帝强行封禅的私心,正如宋人叶适所谓的:“至秦始封禅,而汉武因之,皆用方士之说,虚引黄帝而

推于神仙变诈,是以淫祀黩天也.”②对此,司马迁的态度是非常明朗的,说“其礼颇采太祝之祀雍上帝

所用”,可见其名实不符,最后还不忘犀利地画上句号:“始皇封禅之后十二岁,秦亡.诸儒生疾秦焚

«诗»«书»,诛僇文学,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讹曰:‘始皇上泰山,为暴风雨所击,不得封禅.’此岂

所谓无其德而用事者邪?”③他正是从秦始皇无视封禅作为国家法的法理来立论的,其一意孤行,轻率

行之,百姓怨望,德不相称,由此亡国.那么对于汉武帝,司马迁同样认为其不识封禅的礼义,然有鉴

于是“今上”,故以微讽笔调行文,如牛运震即谓“封禅求仙,秦皇、汉武事迹略同,太史公叙二君事多

作遥对暗照之笔;盖武帝失德处,不便明加贬语,而借秦皇特特相形,正以见汉武无殊于秦皇也”④.
后世学者多不明此意,往往将司马迁斥讽秦皇、汉武私心之语,转嫁到作为制度的“封禅”身上,混淆

两者,说出诸如“笔者则认为封禅原义,无非是帝王为其一己之私,祈求长生并且希望升天”的话⑤.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阮元的区分(见上文)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另一方面,«封禅书»在记叙秦

皇、汉武两次封禅典礼的同时,照样记载了其他大量相关事件,诸如“叙祠神、求仙、匈奴、河决、黄金、
宝鼎、改正朔、建宫室等事”,很多史家亦不明其故,径自批判司马迁“支离曼衍,纽合牵附,则皆为封

禅作衬染也”⑥,也是不明封禅礼义所致.«封禅书»的主体就是要记载国家治理的兴衰以及由祭礼系

统所反映出来的得失,祭礼的仪式背后所投射出来的,正是在朝向封禅的过程中帝王及官僚们的不

懈努力(当然也有过失).其实,一旦把握住司马迁建构封禅制度的用心,我们就不难理解其何以在

记载了武帝行毕封禅之后,紧接着就记述第二年的“是岁旱”“决河”二事了.其态度、思路如何可谓

一目了然,更何况还有其他多处记载亦在彰显这种叙事心态.
经由以上对«封禅书»的三个层面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在礼治模式的思考上是具有卓

越贡献的.后来汉代纬学将封禅之义杂糅并包,虽然太平功成乃得封禅的礼义没有被丢弃,但祭礼

系统所透射出来的政治哲学整体则显然被淡化了.

五、馀论:作为国家法的封禅及其蝉蜕化

蒙文通尝有言:“井田、学校、封禅、巡狩、明堂诸端,正所谓‘一王大法’者也.是皆所以救时政之

弊,而冀以跻一世于隆平之域.”⑦蒙先生对礼制所蕴之经义有独特的敏感度,他是从国家法的角度来

解读封禅典礼的先锋,也是较早将封禅与«礼记礼运»联系起来思考的学者.他认为“尧舜禅让相

当于大同”,“禅让说体现在礼制上就是封禅”⑧.所有这些都具有开拓之功,对本文的构思也起了相

当大的推助作用.不过,蒙先生的认识尚处于初步提出看法之阶段,对于“一王大法”尚缺乏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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逯耀东:«武帝封禅与‹封禅书›»,«抑郁与超越: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８年,第１５５、

１５６页.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一九,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第２７２页.按,叶氏却又云司马迁“亦知其非,不能论正,反傅会

之”,可见亦未能理解迁书.
司马迁:«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２册,第１２７２页.
牛运震:«史记评注»卷四,西安:三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９１页.按,阮芝生曾详细比较«封禅书»所记始皇帝、汉武帝封禅前

后所行祭祀之事,认为两者“心同理同,所以其行事之轨迹有共同近似之处”.参见阮芝生:«三司马与汉武帝封禅»,«台大历史学报»
第２０期(１９９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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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运震:«史记评注»卷四,第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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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本文就封禅典礼的经学依据及其在制度史上的政治哲学内涵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掘和梳理.
沿着这一思路,整个祭礼系统,乃至五礼系统,都有必要进行再开掘,由此庶几可从国家法的角度把

握中国古代礼治模式的机理和特质.
此外,本文的研究又延展出另外一项课题.当年阮元已明确作出区分,封禅作为制度设计是一

回事,帝王具体施行的模样和流弊是另一回事,两者不可混淆.秦皇、汉武不顾诸儒的反对,强行封

禅,将个人私心蕴入其中,这当然已遭到历代学者的斥责;不过,这一私心已然昭示着封禅典礼的礼

义内核发生了变异,植入了不老登仙等皇帝个人目的.经由王莽到东汉光武帝,司马迁«封禅书»所
构筑起来的制度设计之用心淡化得更加严重.司马彪«续汉志»清晰地揭橥出“世祖欲因孝武故封,
实继祖宗之道也”①,此“祖宗”即汉武帝,可见光武帝借用封禅以上继汉武帝正统的用心已大大压倒

了其他一切.此后唐高宗之封禅,据雷闻研究,又填入了新的用心,即建立道教作为其政权正当性的

支柱②.武则天、唐玄宗、宋真宗所举行的封禅典礼,同样各怀鬼胎③.如此看来,作为国家法意义上

的封禅,已徒有其壳,完全走向形式化,内核被蒸发甚至被抽离,典礼施行背后填入的,其实是当朝帝

王的个人私心与目的.我们将礼制史上出现的这一变化称为“礼仪的蝉蜕化”.汉唐时期的封禅典

礼,与羽化后脱落下来的蝉壳性质几同,其形虽仍与蝉同,而实却已然全变.封禅到了唐宋以后,虽
名之为封禅,但其实已面目全非,是蝉蜕化的典型.其他典礼,亦有与封禅相类似者.由此以往,礼
制史的研究正有待开拓出一片新的研究领域.

[责任编辑　曹　峰　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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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学术界已有一定的研究,可参阅周善策:«封禅礼与唐代前半期吉礼的变革»,«历史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６期;张维玲:«宋

太宗、真宗时期的致太平封禅»,«清华学报»(新竹)第４３卷第３期(２０１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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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刍议

马 士 远

摘　要:广义鲁学的界定,借鉴狭义鲁学所持的基本标准,即鲁学是鲁人开宗立派的学问,是鲁地的学

问.而所谓的鲁地,指春秋时期鲁国的势力范围,即«汉书地理志»所说的鲁地的分野.广义的鲁学文

献,覆盖经、史、子、集四部,而不再局限于经部.广义的鲁学研究,应该将其源头追溯到前儒学时期,那个

阶段的鲁学,兼有持守与变通的双重属性,不能简单地用“纯洁性”等词语进行概括.汉宣帝振兴鲁学,动

因是多方面的,并且经过了三个阶段,时间比较漫长.把殿中大议与石渠阁论五经同异相混淆,是对文献

未能系统全面把握所致.«孟氏易»属于鲁学系列,不能因为它以阴阳突变解«易»而归入齐学系列.«鲁

诗»、孔氏«尚书»,均有以变异解经、以天象附会人事的做法,鲁学并非不言灾异.

关键词:鲁学;鲁学文献;鲁学源头;«孟氏易»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９．０３．１０

鲁学之名,作为传统经学的分支,汉代就已有之,这是历史上狭义的鲁学.在地域学术研究日益

深入的今天,狭义的鲁学已经无法适应当下学术研究的需要,因此,必须超越经学的藩篱,对鲁学加

以扩容,进行重新界定,建立广义的鲁学体系.以往的鲁学研究,有一系列重要问题需要深入思索,
辨析其中的得失.有的涉及学术理念,还有的与治学路数密切相关.

一、鲁学名称的由来及其合理界定

鲁学之名最初见于«汉书儒林传»,具体记载如下:

　　宣帝继位,闻卫太子好«穀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

鲁人也,言穀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穀梁».①

把«穀梁传»说成是鲁学,把«公羊传»说成是齐学,其根据是这两个学派的创始人分别出自鲁地和齐

地.«汉书艺文志»著录«公羊传»十一卷,«穀梁传»十一卷.班固自注:“公羊子,齐人.穀梁子,鲁
人.”② 公羊子,名高.穀梁子,名喜.西汉宣帝时期鲁学与齐学的划分,是以学派创始人所在地域为依

据.«公羊春秋»的创始者公羊高是齐人,故称齐学.«穀梁春秋»的创始者穀梁喜是鲁人,故称鲁学.这

种按照学派创始人所在地域所作的划分,在古代一直沿用,但到近代有的学者开始提出置疑:

　　齐学、鲁学的划分,我上面所说和近代讲义的先生们大不同.他们的划分虽然各人不同,但

大多数是汉初经师是某地域的人来划分的,但完全这样分却未必得当.我认为汉人所说的

齐学、鲁学,同近人说什么英国化、美国化一般,是根据他的主义来分辨.他的主义是从鲁国来

的,便叫他做鲁学;他的主义是从齐国来的,便叫他做齐学.③

　

作者简介:马士远,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教授(山东曲阜２７３１６５).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尚书»学研究”(１８ZDA２４５)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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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三○«艺文志»,第１７１３页.

③　蒙文通:«经学抉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４页.



这是对学术流派的划分提出两条标准,一是根据所持的思想理念,二是依托学派创始人所出的地域.
可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种划分方式往往遇到障碍,无法行得通.原因在于,秉持相同思想理念

的学派创始人未必出自同一地域,而出自同一地域的学派创始人所持的思想理念又不一定相同.即

以«孟氏易»为例,它的创始人孟喜是鲁人,他不守师法另创新说,别立门派.由于把齐、鲁之学作了

如下界定:“鲁学是谨守师传的,齐学是杂取异义的”①,因此,«孟氏易»被归入齐学系统.显然,所得

出的结论与所制定的划分标准无法兼容,相互矛盾.由此看来,还要回到以地域作为界定鲁学这种

传统做法.问题的关键在于古人所作的界定是否严密? 是否还有需要补充的地方?
西汉宣帝时期对鲁学所作的界定,局限在经学范围之内.当代权威辞书对鲁学所下的定义,基

本是沿袭了传统的说法:

　　鲁学:秦汉之际经学流派之一.学风较为保守.经师中如传«诗»的申公(名培),传«礼»的

高堂生,都是鲁人,故名.主要经籍有«鲁诗»«鲁论»等.②

这是颇为权威的解释,得到普遍的认可.然而,如果按照现代思维进行循名责实,就会发现传统界定

所存在的局限性.既然名称是鲁学,顾名思义,应该是鲁地的学问.那么,在经学系统之外,先秦两

汉时期的鲁地是否还有其他学问呢? 得出的结论是肯定的,在经学系统之外,那个时期的鲁地还有

其他的学问存在.有鉴于此,学界已经出现对鲁学的重新界定.有的把鲁学说成是孔子创立的区域

儒学③,有的认为从字面意义立论,鲁学“应当是指鲁地的学问”.“鲁学的核心虽然是儒学,但是又不

能简单地划等号.”鲁学还包括丰富的古代典章文献的含义④.上述界定表明,学界已经开始超越传

统经学对鲁学的狭义理解,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去阐释,可称为广义的鲁学.这是学术演进的大势

所趋,也是深化鲁学研究的必由之路.对于广义的鲁学,它的内涵可作如下界定:
第一,鲁学是由鲁人开宗立派的学问.
这是借鉴西汉经学家对鲁学所作的狭义界定,把它作为鲁学内涵的构成要素之一.鲁学门派的

开创者必须是鲁人,而不能是其他地域的成员,这是必须遵循的划分原则.«鲁诗»的创始人申培,
«礼»学的创始人高堂生、徐生,«穀梁春秋»的创始人穀梁喜,他们都是鲁人,由他们开宗立派的学问,
确定无疑属于鲁学.至于鲁学的传承者,有的是鲁人,有的是其他地域的人,都可以纳入鲁学成员的

群体,把他们划入鲁学群体不受地域限制.即以«鲁诗»为例,从申培开宗立派算起,在西汉有五代传

人⑤,这些«鲁诗»传人不论出自何地,都属于鲁学群体的成员.
第二,鲁学是鲁地的学问.
所谓的鲁地,指春秋时期鲁国的势力范围,而不是局限在曲阜周边.这与«汉书»«后汉书»的«儒

林传»所说的鲁地稍有不同,空间覆盖面更加广大.这个地域除了鲁国的本土,还包括它的许多附属

国,如:任、宿、须句、颛臾、曹、薛、邾、小邾、鄫、郯等等.这个地区以曲阜为中心,东到黄海之滨,南到

徐州,西至濮水,北至泰山.包括西汉时期的鲁国、东平国、定陶国、山阳郡、东海郡的全部或部分领

地.涉及今山东的济宁、菏泽、枣庄、临沂地区.这里在先秦两汉属于鲁文化区,也是儒学和鲁学的

发祥地.先秦两汉的鲁学传人,无一例外出自这个地域.
对鲁学所属区域作上述界定,涉及到其与楚地的关系.«史记货殖列传»称:“彭城以东,东海、

吴、广陵,此东楚也.”张守节«正义»:“彭城,徐州治县也.”⑥徐州,汉代称为彭城,这个地区与鲁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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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缘,已经引起学界的关注:

　　问题是“鲁诗”的传授,在汉初并不在曲阜,而是在楚王刘交所封之地,即今天的徐州.«汉

书高祖本纪»载六年,“以砀郡、薛郡、郯郡三十六县立弟文信君交为楚王.”文颖注:“薛郡,今

鲁国是也.”«地理志»鲁国下云:“故秦薛郡.”则楚王刘交所辖范围本来包括鲁地,唯治所在

徐州.①

这是从西汉初期的行政区划切入,指出鲁学与徐州地区的关联,«鲁诗»的创立确实是在那里,具体记

载见于«汉书»的«楚元王传»«儒林传».如果往前追溯会发现,两汉属于东楚之地的徐州,春秋时期

在鲁国的势力范围之内.«诗经鲁颂 宫»写到:“保有凫绎,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蛮貊,及
彼南夷,莫不率从.”或称:“徐,徐戎,在今江苏徐州地方.”②« 宫»提到的淮夷,春秋时期活动地区在

淮河的下游.徐,其地在今江苏洪泽湖北、泗洪南.春秋时期鲁国的势力范围向南到达淮河流域,远
在徐州东南.因此,那个时期的徐州可以划入鲁学所属地域.«鲁诗»初创于徐州,它的奠基者申培

是鲁人,是鲁人在春秋时期的鲁国旧地创立«鲁诗»学派.
鲁学的覆盖地域包括西汉的东海郡,这又涉及到荀子与鲁学的地域关联.«史记孟子荀卿列

传»记载:“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③荀子

晚年是在兰陵度过的,当时兰陵属于楚地.荀子是自齐入楚,因此,学界经常提到他与齐文化、楚文

化的关联.而荀子与鲁文化的地域因缘,则往往被忽视,很少有人提及.
西汉时期,兰陵属于东海郡,治所在郯县,即春秋时期郯国故地.«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

“秋,郯子来朝.”④郯是鲁的附属国,兰陵在春秋时期属于鲁国的势力范围.荀子晚年所居住的兰陵,
属于广义的鲁国旧地.荀子在儒学传承谱系中是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清人汪中«荀卿子通论»称:
“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⑤许多儒学经典的传承都要追溯到荀子,其中包括属于鲁学

系统的«鲁诗»、«礼»学、«穀梁春秋».广义的鲁学,可以从兰陵所属地域切入把荀子纳入其中,从他

的著作中提炼出属于鲁学的因素.研究荀子与鲁学的关联,学界已经有所关注⑥,如果能从广义鲁学

的角度加以审视,这方面的探索会更加深入.
第三,鲁学包括先秦两汉时期鲁人的辞令文章.
狭义的鲁学是儒学、经学的分支,所涉文献局限在儒学、经学范围之内.广义的鲁学则在所涉文

献方面大为扩展,凡是先秦两汉时期鲁人的辞令文章,均纳入观照视野,文献来源贯通经、史、子、集
四部.如果从时间段上进行划分,可以粗略地勾勒出它的演进轨迹.春秋时期的鲁学文献,主要是

各类辞令,收录在«左传»«国语»这两部书中,其中许多辞令具有很高的文章学价值.清代康熙年间

吴楚材、吴调侯两人编选的«古文观止»⑦,是一部影响颇大的古文读本,其中对春秋时期鲁人的辞令

就收录多篇.其中出自«左传»的四篇,有臣下劝阻君主的谏辞,有论述战争的说辞,还有外交辞令.
出自«国语»的三篇,包括一篇谏辞,一篇教育儿子的训辞,还有一篇是论述祭祀之礼、对执政大臣加

以批判的说辞.这些辞令有的可以纳入经学系统,有的则是游离于经学之外.
进入战国之后,鲁学文献一方面收录一些辞令,同时陆续出现一系列著作,以子学类居多.«论

语»«孟子»«孝经»«子思»«曾子»等,都在战国时期结集成书,而以儒家类居多.
进入汉代以后,鲁学文献除了鲁人的辞令、著作之外,还出现一大批颇有艺术价值的文章,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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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诗歌、赋.鲁学向文学方面演变的倾向非常明显,“特别是东汉后期孔融的出现,更标志着‘鲁
学’转变的完成”①.

综上所述,对鲁学作广义的界定,有利于超越经学藩篱,克服它的局限性.从而使得鲁学的覆盖

面更加广阔,更具有包容性,也更有利于揭示其属性和特征.

二、前儒学时期鲁学持守与变通的双重属性

狭义的鲁学研究,局限在儒学、经学系统之内.常见的儒林谱、经学传承图表,所作的追本溯源

到孔子为止,不再往前延伸.而作为广义的鲁学研究,则必须追溯到前儒学时期,即鲁学的生成阶

段.对此,有的学者已经开始关注,把鲁学的创始人追溯到周公:

　　由周公所开启的鲁学比较全面地移植了周朝的礼乐文化,它极力维护宗周文化的纯洁性,
特别重视道德名节和传统文献阐发的宗法伦理观念.正是这样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氛围,孕育了

儒家学派和它的伟大创始人孔子.②

对鲁学源头的追溯到周公,确实是鲁学研究的必由之路,否则,鲁学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无源

之水,无本之木.清人皮锡瑞称:“六经皆孔子手订,无有言周公者.”③皮氏所持的是今文经学的观

念,他的说法不足取.即使六经真的都是孔子手订,如果进一步追问,六经的蓝本又是从何而来呢?
显然,这就必然追溯到制礼作乐的周公.

鲁国是周公的封地,那里所保存的礼乐文献颇为完整,«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晋国的韩宣子到

鲁国出使,“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

以王也.’”杨伯峻先生注:“此«象»当是鲁国历代之政令.”④韩宣子从鲁国收藏的文献中感悟到周公

之德,这些文献包括«鲁春秋»及鲁国历代政令,系鲁国本土文献.由此可见,鲁学确实源于周公.
把鲁学渊源追溯到前儒学时期,儒学确立后的许多属于鲁学的经学流派,都可以从春秋前期、中

期的鲁国文献中找到源头.汉代«礼»学开宗立派的高堂生、徐生都是鲁人,«礼»学属于鲁学系列,传
世的经典主要是«仪礼»«礼记»«大戴礼记».«礼记»有«祭法»篇,郑玄称:“名曰«祭法»者,以其记有

虞氏至周天子以下所制祀群神之数.”⑤«祀法»所记载的主要祭祀对象,均取自«国语鲁语上»收录

的展禽大段话语,只是把它分置两处,个别词语稍有改动.展禽是僖公时期(前６５９ 前６２７)的鲁国

大夫,这个时期下距孔子活动的阶段长达七八十年.这个事实表明,早在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之前,鲁
国在祭祀方面已有完备的文献可供依托,后来被纳入儒家经典,在汉代则被鲁学的«礼»派经师所

继承.
再看«鲁诗»与前儒学时期鲁学的关联.«左传襄公十九年»有如下记载:

　　季武子如晋拜师,晋侯享之.范宣子为政,赋«黍苗».季武子兴,再拜稽首曰:“小国之仰大

国也,如百谷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辑睦,岂唯敝邑?”
对于末句,杨伯峻先生译为:“岂仅我国爱此恩泽.”⑥«黍苗»是«诗经小雅»篇名,首二句是“芃芃黍

苗,阴雨膏之.”范宣子吟诵这首诗,鲁国的季武子认为此诗表达的是施予恩泽之义.对于这首诗,汉
代的齐、鲁、韩三家诗说称:“召伯述职,劳来诸侯也.”«毛序»:“刺幽王也,不能膏润天下,卿士不能行

召伯之职焉.”⑦«毛诗»把«黍苗»说成是刺诗,而包括«鲁诗»在内的三家诗则认定«黍苗»是颂诗,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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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慰劳诸侯之义.季武子作为当时鲁国的执政大夫,也是从施予恩泽的角度解读这首诗.«鲁诗»
把«黍苗»认定为慰劳诸侯之诗,与季武子所作的解读一脉相承.襄公十九年是公元前５５４年,当时

孔子尚未出生,而汉代«鲁诗»学派的理念,已经存在于季武子的头脑中.沿着类似线索继续进行梳

理,会发现早期儒学、汉代鲁学与前儒学时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把鲁学渊源追溯到前儒学时期固然重要,而对这个时期的鲁学进行研究,关键在于准确地把握

它的属性,而尽量避免简单化的处理.
前儒学时期的鲁学,继承周公制礼作乐的成果,以尊礼守礼著称.«左传闵公元年»记载,齐桓

公问仲孙湫,是否可以轻易地征服鲁国,仲孙湫回答:“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鲁不

弃周礼,未可动也.”①从仲孙湫的回答可以看出,当时的鲁国依礼行事,把周礼作为立国之本.后代

的历史著作,也把秉持周礼作为鲁文化的基本特征.司马迁称:“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

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②龊龊,拘谨而注意小节的样子.在司马迁笔下,鲁国是礼仪之邦.班固亦

称鲁地“其民好学,上礼仪,重廉耻”③.这些记载是可信的,符合鲁地的实际情况.基于历史上的这

些记载,当代的鲁学研究,往往强调它的纯洁性.或称“它极力维护宗周文化的纯洁性”④,或称春秋

后期“儒学在鲁国占据统治地位,使鲁学更加纯粹”⑤.照此说法,鲁学的纯洁性体现在对宗周文化的

维护,得益于儒家学派的创立.
前儒学时期的鲁学,确实以持守周礼著称,同时也存在着变通性,是持守与变通兼备的双重属

性.它的变通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礼制的调整,二是用人制度的新变.
«礼记檀弓上»有如下记载:“邾娄复之一矢,盖自战于升陉始也.鲁妇人之髽而吊也,自败于

台鲐始也.”⑥鲁僖公二十二年,鲁国与邾国在升陉交战,鲁军败绩.因为死亡的人数很多,没有足够

的衣服用于为死者招魂,就改用箭招魂.复,指为死者招魂,通常用死者的衣服作为招魂的物品.鲁

襄公四年,鲁军在狐骀战败,将死亡者运回,“国人送丧者皆髽”.杨伯峻先生写到:

　　髽,据«礼记丧服小记»孔疏,本是妇人之丧服.此处之髽,大概以麻结发之髽.不仅

妇人用之,所有迎丧者皆用之,因其易于取材,亦容易办,可见,迎丧者多,亦见鲁军死亡者多.⑦

以上两次丧礼的改变都是由于战争的缘故,带有临时变通的性质.这两次变通都发生在孔子出生之

前.«礼记檀弓下»记载:“帷殡,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也.”⑧帷殡,指用帷幕遮挡待葬的棺材.
古礼是直接面对棺材哭丧,从鲁国敬姜开始设置帷幕遮挡,此后成为定制.敬姜与孔子是同时代人,
这次丧制的改变,出现在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期间.«论语子罕»篇记载:“子曰:‘麻冕,礼也;今也

纯,俭,吾从众.’”⑨礼帽用麻织成,这是合乎礼的.后来改用丝料,孔子认为用丝料节俭,自己也赞成

这种改变.仅以上述材料就可以看出,前儒学时期的鲁国,对礼制多有变通,而不是凝滞固化.当

然,这种变通是在礼的体制之内实现的,与那些违礼僭越的举措属于不同性质.
前儒学时期鲁国在用人制度方面的变通性,主要体现在曹刿的步入政坛.«左传庄公十年»记

载:“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
能远谋.’乃入见.”杨伯峻先生注:“肉食者盖当时习语,大夫以上之人,每日必食肉也.”曹刿来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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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乡间,不是肉食者,属于下层士人.鲁庄公接纳了曹刿,并与他同乘一辆兵车参战,采纳曹刿的建

议,取得长勺之战的胜利.«左传庄公二十三年»记载,庄公前往齐国观看对土地神的祭祀,曹刿进

谏,加以劝阻.这说明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曹刿一直在朝廷任职.西周实行的是世卿世禄制度,
曹刿的入仕属于例外,由此可以看出,当时鲁国用人制度所具有的变通性.章太炎先生在«訄书官

统»中对楚国的官制有如下论述:“南国之法章,君臣犹以官位辨高下,故参用亲羁而无世卿.”①这是

把楚国官制与北方各国加以对比之后得出的结论,对楚国的这种做法予以肯定.曹刿步入鲁国政

坛,使那里的世卿世禄制度开始出现裂纹,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是对历史传统的疏离.
曹刿从下层士人直接步入鲁国政坛,在当时颇为罕见.后来的文献中,他被刻画成一位带有传

奇色彩的人物.«左传庄公十三年»记载,鲁国与齐国在柯地会盟讲和.后来的多种文献记载,曹
刿在这次会盟中手持匕首劫持齐桓公,逼迫他还回侵占的鲁国土地.«史记»还把曹刿收录在«刺客

列传».对此,杨伯峻先生作了如下辨析: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一○曰:“是时东迁未百年,人材虽陋,未至便为刺客.”卢文弨«钟山

杂记»谓曹刿劫桓公事出于战国之人所撰造,但以耳目所见,施之上世,而不知其不合.诚哉是

言也.②

所作的辨析是有道理的.曹刿的形象之所以在战国时期被重新塑造,是因为他以平民身份步入鲁国

政坛的经历是战国士人的普遍心理期待,并且付诸实际行动.曹刿是布衣入仕的先行者,得益于当

时鲁国用人制度的变通性.曹刿步入鲁国政坛是在庄公十年(前６８４),下距孔子长达一百三十多年,
是前儒学时期鲁国政坛一个重要的变通性举措.

前儒学时期鲁国的礼制官职,兼有继承传统和因时变通两种属性.对于这个时期的鲁学,也应

从这两个角度加以全面准确的把握,而不能用“纯洁性”等词语作笼统的概括.即以曹刿为例,他的

辞令就体现出持守与变通的双重属性.曹刿论战体现的变通性,不是按照常规做法交战,而是采用

人疲我打的战术.庄公前往齐国观社,他的谏辞则是秉持守礼而法先王的理念:“夫礼,所以正民

也.”“今齐社而往观旅,非先王之训也.”③把这类辞令与周礼的相关规定相对照,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曹刿的辞令是前儒学时期重要的鲁学文献,它所体现的持守与变通兼备的双重属性,在同一时段的

其他鲁学文献中不时可以见到,应该予以关注.
前儒学时期的鲁学兼有持守与变通双重属性,它是汉代经学系统鲁学的最初源头.依理推断,

作为汉代经学分支的狭义鲁学,似乎也应该具有这类属性.可是,学界给出的结论往往与上述推测

相反.或称:“鲁学是谨守旧义的,齐学是博采众说的,一个纯笃,一个浮夸,这便是他们最大区辩

了.”④这是比较常见的说法,得到普遍的认可,近些年学界基本是以此种结论为依托,对鲁学加以阐

释.或称:“鲁学学风严谨,以严守师说,少言阴阳灾异,治学方法以训诂为主要内容.”⑤此种说法经

常可见,似乎已成定论,基本还是从所谓的纯粹性方面进行立论.上述说法看似有一定道理,落到实

处却往往经不起推敲.即以所谓的严守师法说为例,早就有学者对此加以置疑.清人皮锡瑞有如下

论述:

　　汉人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背师说既不用.师法之严如此.而考

其分立博士,则有不可解者.小夏侯乃大夏侯从子,从之所学,而谓大夏侯疏略难应敌;大

夏侯亦谓小夏侯破碎大道.是小夏侯求异于大夏侯,大夏侯又求异于欧阳.不守师传,法当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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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而仅为之分立博士,非所谓“大道以多岐亡羊”者乎?①

皮氏属于经学的今文学派,富有怀疑精神,他的上述置疑是有根据、有道理的.从制度层面讲,如果

经师严守师法,同一部经立一个博士官即可.而实际情况是往往同一经而分立几位博士官,这本身

就是博士官存在不守师法者的明证.他所提到的大、小夏侯,指夏侯胜、夏侯建,他们是«尚书»的传

承者,都是鲁人,是汉代鲁学成员.夏侯胜是夏侯建的叔父,二人是叔侄,又是师生关系,但是夏侯建

并没有严守师法,而是与他叔父分道扬镳,因此«尚书»有大、小夏侯之学.至于夏侯胜“求异于欧

阳”,指的是他与欧阳高治«尚书»的差异.“欧阳,大、小夏侯氏学皆出于宽.”②宽,指倪宽.夏侯胜与

欧阳高作为«尚书»传人,都出自倪宽门下,但却同门相左,如果都是严守师法,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对于汉代经学所谓的师法,徐复观先生写道:

　　师法观念在博士的统绪中流布出来之后,当然也影响到在此统绪以外的儒生,有时也加以

应用.但终汉之世,这是非常有弹性的观念,即是,除了思想型的儒者不讲这一套之外,在博士

统绪中,他们有时重视,有时并不重视,有时讲,有时并不讲.其特别加以重视的,多半是把它当

作排挤、统制的武器加以应用,这在东汉更为明显.清乾嘉学派对师法意义的夸张,又是在

学术进途中自设陷阱,没有历史上的根据.③

徐复观所作的分析颇为透彻.当下的鲁学研究,如何继承乾嘉学派的朴学传统,同时又不轻信那些

似乎颇为权威的定论,确实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总之,无论是考察前儒学时期的鲁学,还是研究

由它所派生出的汉代经学分支的鲁学,都必须以历史文献为基本依据,运用辩证思维,揭示探索对象

的多重属性,而不能先入为主,用所谓的纯洁、纯粹等带有理想色彩的词语,对复杂的鲁学现象作抽

象的概括.

三、西汉鲁学振兴的原因及始末

西汉时期,作为经学分支的鲁学和齐学,经历了一个彼此消长的过程.武帝时期,齐学骤然兴

盛,尤其是«公羊»学派大行其道.到了宣帝时期,鲁学则勃然振兴,成为经学的主流.对于宣帝朝的

鲁学振兴,学界已经有所关注,但是所作的描述或是失于简略,或是对历史事实所作的判断有误,因
此,有必要进一步加以梳理和辨析.

关于宣帝振兴鲁学的过程,蒙文通先生所作叙述如下:

　　到汉宣帝知道戾太子好«穀梁»,他便问史高、夏侯胜、韦贤这几位大臣,他们都答应说«穀

梁»是鲁学,«公羊»是齐学,应该兴立«穀梁».宣帝便召集五经诸儒来评论五经的同异,结果大

家都说«穀梁»好,都跟着«穀梁»说,宣帝便把«穀梁»立在学官.可见宣帝的本意就在立«穀梁»
尊鲁学.④

蒙氏基本是依据«汉书儒林传»的记载加以描述,其中提到的召集五经诸儒评论五经同异,指石渠

阁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宣帝甘露三年(前５１),上距宣帝即位的昭帝元平元年(前７４),已经二十余

年.那么,促成鲁学振兴的因素是什么? 具体过程如何? 还需要进行细致的探讨.概括而言,促成

宣帝朝鲁学振兴的因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穀梁»在与«公羊»较量中取得的优势.
«穀梁»与«公羊»的较量,在武帝时期曾经进行过,结果是«公羊»派取胜,由是«公羊»大兴.到了

昭帝时期,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当时出现两位著名的«穀梁»学派经师,即鲁人荣广和皓星公.“广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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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传其«诗»«春秋»,高材捷敏,与«公羊»大师眭孟等论,数困之,故好学者颇复受«穀梁».”①眭孟,名
弘,是昭帝朝的«公羊»学大师,«汉书»卷七五有传.荣广作为«穀梁»派的经师,在与«公羊»派的辩论

中多次处于优势,从而«穀梁»学一蹶不振的局面开始得到改变,许多学者投到这个学派的门下,是
«穀梁»学振兴的先声.

第二,宣帝决定振兴鲁学之初,在他身边已有一批著名的鲁学经师.
«汉书儒林传»有如下记载:

　　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穀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

鲁人也,言«穀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穀梁».时千秋为郎,召见,与«公羊»家并

说,上善«穀梁»说,擢千秋为谏大夫给事中.②

韦贤是鲁地邹人,他的五世祖韦孟与«鲁诗»创始人申培一道服侍楚元王刘交,与鲁学流派有很深的

因缘,韦贤本人师事申培的弟子瑕丘江公.“贤为人质朴少欲,笃志于学,兼通«礼»«尚书»,以«诗»教
授,号称邹鲁大儒.”③无论是家学渊源,还是所处的邹鲁之地,所造就的自然是鲁学经师.夏侯胜,
«汉书»卷七五有传.他是鲁地东平人,开创«尚书»大夏侯门派,当然属于儒学经师.至于文中提到

的千秋,指蔡千秋,他是昭帝时期的«穀梁»大师荣广、皓星公的弟子,在当时对«穀梁»为学最笃,宣帝

时为郎.从上述材料可知,宣帝即位之初,朝廷已有一批鲁学经师,成为宣帝复兴鲁学的依托.
第三,心灵创伤和恋祖情结是宣帝振兴鲁学的主观动因.
宣帝是武帝的曾孙,戾太子之孙.由于江充制造的巫蛊冤案,戾太子、宣帝之父刘进均遇害.宣

帝当时在襁褓之中,也被投入监狱.幸亏得到丙吉等人的精心呵护,才幸免于难.他的这种人生经

历,必然造成心灵的创伤,同时也产生了心理倾斜,拒斥疏离武帝而同情怜悯他的祖父戾太子.至于

对«穀梁春秋»情有独钟,很大程度上是戾太子的缘故.«汉书儒林传»记载,汉武帝令戾太子习«公
羊春秋»,“太子既通,复私问«穀梁»而善之”④.戾太子私自习«穀梁春秋»违背汉武帝的旨意.可以

设想,如果不出现后来的变故,戾太子即位,很可能就会把«穀梁春秋»加以复兴.«后汉书陈元传»
有如下记载:

　　往者,孝武帝好«公羊»,卫太子好«穀梁»,有诏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

人间时,闻卫太子 好«穀 梁»,于 是 独 学 之.及 即 位,为 石 渠 论 而«穀 梁 氏»兴,至 今 与«公 羊»
并存.⑤

宣帝流落在民间时就学习«穀梁»,为的是继承祖父的遗志,是一种恋祖情结.因此,他在继位后,就
开始启动振兴«穀梁»的事业.戾太子是武帝卫皇后所生,故又称卫太子.钱穆先生称,宣帝朝的鲁

学振兴,“其初由于宣帝好奇.”⑥把宣帝振兴鲁学最初的心理动因归结为“好奇”,似乎过于简单,忽略

了他的心理创伤和恋祖情结.
宣帝对鲁学的振兴,大体经历三个阶段,前后逾时十多年.
第一阶段,是进行鲁学经师的培养.«汉书儒林传»对此记载颇详:

　　时千秋为郎,召见,与«公羊»家并说,上善«穀梁»说,擢千秋为谏大夫给事中,后有过,左迁

平陵令.复求能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学且绝,乃以千秋为郎中户将,选郎十人受.
会千秋死,征江公孙为博士.刘向以故谏大夫通达待诏,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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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征周庆、丁姓待诏保宫,使卒受十人.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①

宣帝为培养«穀梁春秋»的学者,可谓呕心沥血.为了使招收的十名生员学业有成,先后有三代«穀梁

春秋»的经师执教.第一代经师是蔡千秋,第二代是瑕丘江公之孙,第三代是周庆、丁姓.其中蔡千

秋、周庆、丁姓,都出自«穀梁»大师荣广门下.为了强化培养力度,又把著名的«鲁诗»传人刘向也纳

入其中.“宣帝时,诏向受«穀梁春秋»,十余年,大明习.”②这批«穀梁»人材的培养历时十余年,可以

说是十年生聚,十年树人.
第二阶段,大议殿中,振兴鲁学,初战告捷.
«汉书儒林传»对宣帝甘露元年(前５３)有如下记载:

　　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穀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时«公

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显,«穀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并论.«公羊»
家多不见从,愿请内侍郎许广,使者亦并内«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议三十余事.望之等十

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穀梁».由是«穀梁»之学大盛.③

这场辩论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双方各四人,«穀梁»一方出场的尹更始是蔡千秋早年弟子,培
养«穀梁»人材之初就已经能够讲经.刘向是鲁学名家,周庆、丁姓则是培养«穀梁»人材的第三代经

师.«穀梁»一方阵容强大,第一阶段辩论«公羊»一方处于劣势,要求再增加一名成员.第二阶段辩

论仍然是«穀梁»一方占上风,这场辩论以«穀梁»取胜而告终.宣帝论功行赏,后来,周庆、丁姓被任

命为博士.这意味着宣帝振兴鲁学的初战告捷.
第三阶段,石渠阁论经,振兴鲁学,大功告成.
«汉书宣帝纪»甘露三年(前５１)有如下记载:

　　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乃立«梁丘易»,大、小

夏侯«尚书»,«穀梁春秋»博士.④

石渠阁论经是宣帝振兴鲁学大功告成的标志,所增立的博士包括大、小夏侯«尚书»«穀梁春秋»,都是

鲁学的经学流派.
石渠阁论经是经学史上一件盛事,也是鲁学在西汉经学中处于主导地位的界碑.古今学者对石

渠阁论经予以高度重视,多有论述.需要指出的是,有的论著把石渠阁论经与先前的殿中«穀梁»与
«公羊»两派的辩论混为一谈:

　　到汉宣帝知道戾太子好«穀梁»,他便问史高、夏侯胜、韦贤这几位大臣,他们都答应说«穀

梁»是鲁学,«公羊»是齐学,应该兴立«穀梁».宣帝便召集五经诸儒来评论五经同异,结果大家

都说«穀梁»好,都跟着«穀梁»说,宣帝便把«穀梁»立在学官.⑤

这里所描述的评论五经的场景,是«汉书儒林传»记载的甘露元年殿中«穀梁»«公羊»两派的辩论,
而不是甘露三年的石渠阁论经.还有的著作对石渠阁论经作如下描述:

　　«儒林传»中相当详细地叙述了穀梁立官的经过.皇帝要为穀梁立官,并事先得到宰相们的

同意,尚且费了这样大的准备工作(“积十余岁,皆明习”),开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殿中学术讨论

会———石渠会.⑥

这也是把殿中的«穀梁»«公羊»两派的辩论,误认为是石渠阁论经.
造成把两次经学会议相混淆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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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误解«汉书»关于为«穀梁春秋»立博士的记载.«儒林传»载,甘露元年“乃召五经名儒太子

太傅等大议殿中,平«公羊»«穀梁»同异,各以经处是”.这次会议之后,“«穀梁»之学大盛,庆、姓皆为

博士”.如果不仔细阅读这段记载,就会认定«穀梁春秋»立博士学官是在这次大议殿中之后立即采

取的举措.«宣帝纪»记载,甘露三年“诏诸儒讲五经同异”,随后立«穀梁春秋»博士.由于这两次经

学会议的相关记载都在结尾提到立«穀梁春秋»博士一事,因此,后人就把二者相混,把殿中大议«穀
梁»«公羊»误认为就是所说的石渠阁论经.不过,如果仔细推敲«汉书儒林传»的记载,就不会出现

上述误解.文中称“由是«穀梁»大盛,庆、姓皆为博士”.«穀梁春秋»立博士官是在这个学派大盛之

后,而不是殿中大议完毕立即被立为博士官,立博士官是在甘露三年石渠阁论经后.
第二,误把朝廷宫殿认定为石渠阁.«汉书儒林传»记载的«穀梁»«公羊»两派的辩论,由萧望

之等人现场“大议殿中”.所谓“殿”,指朝廷的宫殿.甘露三年的论五经同异在石渠阁.«汉书儒

林传»对施雠有如下记载:“甘露中与五经诸儒杂论同异于石渠阁.”颜师古注:“«三辅故事»云:石渠

阁在未央殿北,以藏秘书也.”①石渠阁是皇家收藏秘书的场所,相当于后来的图书馆,这与宫殿是不

同的.«汉书宣帝纪»只是提到“诏诸儒讲五经同异”,而没有出示地点,这就使人容易产生误解,把
大议殿中与石渠阁论经相混淆.如果能够参照颜师古的上条注释,就不会走入这个误区.

宣帝振兴鲁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继位算起,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他的振兴鲁学不是毕

其功于一役,而是分三个阶段进行,其中包括十年的鲁学人材培养、两次经学会议.他不是一开始就

全面展开,而是以«穀梁春秋»为突破口,由点到面进行扩展.由于措施得力,因此能够稳健地推进,
最终达到预期目的.

宣帝振兴鲁学,萧望之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两次经学会议,他都是以太子太傅的身份统领

各儒进行评议.对于萧望之在汉代经学中的地位,或称他强调通经以致用,形成齐学与鲁学,好古与

趋时融汇兼综的治经风格,称为一代儒宗②.从萧望之的学缘关系来看,上述结论是有依据的.«汉
书萧望之传»记载:

　　萧望之,字长倩,东海兰陵人也,徙杜陵.治«齐诗»,事同县后仓且十年.又从夏

侯胜问«论语»«礼服».③

萧望之治«齐诗»,有齐学师承.他师事后仓,后仓是东海郯人,属于鲁学地域.后仓即传«齐诗»,同
时又师从东海孟卿学«礼»,属于鲁学系统.至于他从夏侯胜那里接受的«论语»«礼服»方面的学问,
则是纯属鲁学.萧望之的学缘关系确实兼有鲁学和齐学因素,不过鲁学所占的比例更大.宣帝振兴

鲁学期间的两次经学会议,萧望之均是以太子太傅的身份统领各儒,他在这个阶段的日常事务,“以
«论语»«礼服»授皇太子”④.他向太子所教授的都是鲁学经典.由此可以做出判断,在宣帝振兴鲁学

过程中,萧望之是得力的正向推手.或称:“而韦贤、夏侯胜、萧望之、刘向并右«穀梁»,其学渐盛.”⑤

这个结论是公允的.从总体上看,萧望之的心理天平倾向于鲁学,而并非在齐学、鲁学之间不偏

不倚.

四、«孟氏易»的鲁学归属

«孟氏易»是由孟喜所创立的经学流派,与«施氏易»«梁丘易»并称,是汉代主要«易»学流派之一.
«汉书艺文志»著录«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章句»施、孟、梁丘各二篇.另有«孟氏京房»
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十一篇.«艺文志»著录«易»类文献共计十三家,其中与孟喜相关的部分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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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大比例.因此,确认«孟氏易»的学派归属,实有必要.
关于孟喜其人及其开宗立派的情况,«汉书儒林传»有具体记载:

　　孟喜,字长卿,东海兰陵人也.父号孟卿,善为«礼»«春秋»,授后仓、疏广.世所传«后氏礼»
«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以«礼经»多,«春秋»烦杂,乃使喜从田王孙受«易».喜好自称誉,
得«易»家侯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诸儒以此耀之.①

孟喜是东海兰陵人,属于鲁人,因为兰陵在鲁学区域之内.孟喜是«易»学开宗立派的人物,创立«孟
氏易».鲁学是鲁地的学问,是鲁人开宗立派的学问,按照这两条标准进行衡量,«孟氏易»确实无疑

属于鲁学系统.但是,也有的学者提出不同看法:

　　以石渠议后十二博士言之,则«鲁诗»,大、小夏侯之«尚书»,后氏«礼»,梁丘氏«易»,穀梁«春

秋»,此鲁学之党也.齐、韩«诗»,欧阳«尚书»,施氏、孟氏«易»,公羊«春秋»,此齐学之党也.②

«欧阳尚书»«公羊春秋»,是学界公认的齐学流派,«孟氏易»也被划入这个系列,把它说成是齐学的组

成部分,所持的理由如下:

　　孟喜传«易»,他得了«易»家阴阳灾变书,他也就把他先生教他的书一齐合起来讲,别人都不

知道.可知孟喜的«易经»是和«公羊»的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是一样的;梁丘谨守京房法,
是和«穀梁»是一样的.孟氏是和齐学一党,梁丘是和鲁学一党,是很显然的.③

«孟氏易»之所以被划入齐学系列,是因为这个流派用阴阳灾异观念解«易»,与«公羊传»有相似

之处.«公羊传»是齐学的典型代表,«孟氏易»当然也就属于齐学.这样推论似乎有道理,但是还有

令人困惑之处.与«公羊传»相比,«穀梁传»确实罕言阴阳灾变.然而,«穀梁»只是鲁学的一个流派,
除了它之外还有一系列鲁学流派.«穀梁»以外的鲁学流派是否也都不讲阴阳灾异呢? 这要用具体

文献做出回答.
«诗经小雅十月之交»首章如下:“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

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毛传:“之交,日月之交会.丑,恶也.月,臣道,日,君道.”郑玄笺:
“君臣失道,灾害将起,故下民亦甚可哀.”④«毛诗»学派把日月交会而出现日食,说成是臣侵君之象,
是君臣之道丧失所致.对此,王先谦有如下案语:

　　«汉书刘向传»,向上封事曰:“当是之时,日月薄蚀而无光,其«诗»曰:‘朔月辛卯,日有蚀

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汉书元帝纪»永光四年诏引“今

此下民”二句,«后汉书章帝纪»建初五年诏引“亦孔之丑”句,皆明«鲁»«毛»文同.⑤

王先谦提到的刘向、元帝、章帝皆习«鲁诗»,刘向还是«鲁诗»传人.他们都把日食视为灾异,并与人

世间的事象相沟通.王先谦提到刘向所上的封事,他在援引«十月之交»的一系列诗句之后作出判

断:“此皆不和,贤不肖易位之所致也.”⑥这是典型的以天象附会人事,是用灾异观念解«诗».
«诗经小雅雨无正»首章如下:“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王先谦写道:

　　«新序杂事五»云:“夫政之不平,而吏苛乃甚于虎狼矣.«诗»曰:‘降丧饥馑,斩伐四国’,
夫政不平也,乃斩伐四国,而况一人乎?”言饥馑之灾自天降之以丧我民也,王又不平其政,以斩

伐我四国,则饥馑之灾亦王召而降之也.«鲁诗»训义,无“诸侯侵伐”意.⑦

刘向依据«鲁诗»解说天灾,认为出现饥荒是周王政治上失误所招致.而没有取«毛诗»的说法,把“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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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四国”释为诸侯的侵犯.刘向作为«鲁诗»传人,是用天人感应观念解说灾异.
«诗经小雅正月»首章如下:“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民之讹言,亦孔之将.”王先谦写道:

　　«汉书刘向传»刘向上封事曰:“霜降失节,不以其时,其«诗»曰:‘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民

之讹言,亦孔之将.’言民以是为非,甚众大也,此皆不和,贤不肖易位之所致也.”«白虎通灾变

篇»:“天所以有灾变何? 所以谴告人君觉悟其行,欲令悔过修德,深思虑也.‘霜’之为言亡也,
阳以散亡.”皆鲁说也.①

刘向是«鲁诗»传人,«白虎通»的编纂者班固家族世习«鲁诗»,他们都是秉持天人感应的阴阳灾异观

念解读«正月»一诗.
«鲁诗»号称醇正,但是它并没有疏离阴阳灾异观念,没有超脱传统的天人感应思维模式,这是研

究鲁学必须予以正视的历史事实.
孔安国是孔子的后裔,也是«尚书»的传人,他的«尚书传»兼有鲁学和孔氏家学的性质.«尚书

商书高宗肜日序»称:“高宗祭成汤,有飞雉升鼎耳而雊.”孔安国传:“耳不聪之异,雊鸣.”孔颖

达疏:

　　«洪范»五事有貌、言、视、听、思,若貌不恭,言不从,视不明,听不聪,思不睿,各有妖异兴焉,
雉乃野鸟,不应入室.今乃入宗庙之内,升鼎耳而鸣,孔以雉鸣在鼎耳,故以为耳不聪之异也.②

殷高宗武丁祭祀成汤,有雉鸟登鼎耳而鸣,孔安国认为这是一种反常的现象,属于灾异.造成这种灾

异的原因是殷高宗听觉不灵,未能兼听所招致,孔颖达疏则是阐发孔传的依据,从理念上追溯到«尚
书洪范».

«尚书周书金 »记载,周成王对周公产生怀疑,周公作«鸱鸮»之诗予以回应.在这个时候,
出现了自然灾害:“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国人大恐.”孔安国传:“蒙恒风

若,雷以威之,故有风雷之异.”孔颖达疏:

　　«洪范»咎征云“蒙恒风若”,以成王蒙暗,故常风顺之,风是暗征.而有雷者以威怒之,以示

天之威怒有雷风之异.③

孔安国认为,雷电狂风大作,是由周成王被人蒙蔽,处于暗昧状态所造成的恶果.与风相对应的是受

蒙蔽状态,而雷电则是对人的威慑.孔颖达疏指出孔安国的这种灾异观念,源自«尚书洪范»的相

关记载.
«鲁诗»、孔氏«尚书»是鲁学的两个主要派别,它们运用灾异观念解说«诗经»«尚书»,在传世文献

中留下一系列相关证据,被后世所援引、阐释.«鲁诗»、孔氏«尚书»并没有因为其中包含阴阳灾变观

念而被从鲁学中剔除,更没有因此被列入齐学系统.同样作为鲁人鲁地学问结晶的«孟氏易»,把它

划入齐学系列,似乎亦有失公允.
如前所引«汉书儒林传»的记载,孟喜是东海兰陵人,字长卿,其父号孟卿.父子的字号都有卿

字,这与荀子晚年在兰陵度过有关.刘向«孙卿书录»写道:

　　唯孟轲、孙卿唯能尊仲尼,兰陵多善为学,盖以孙卿也.长老至今称之曰:“兰陵人喜字卿,
盖以法孙卿也.”④

兰陵是先秦儒学殿军荀子的第二故乡,他晚年在那里招收生徒传承儒学,许多经学流派的近源都能追

溯到荀子.孟喜父子的字号均取卿字,表达的是对荀子的崇敬.刘向与孟喜基本上属于同一时段的

人,他对兰陵的民风习俗很熟悉,知道把卿用作字号的缘由,为考察孟喜的学术归属提供了一条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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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儒林传»记载,孟喜之父孟卿,“善为«礼»«春秋»,授后仓、疏广”.孟卿所传的是«公羊春

秋»,属于齐学.所传的«礼»则是属于鲁学.孟卿兼有齐、鲁学缘,而他弟子在治经方面做大的不是

齐学,而是鲁学.孟卿传«礼»于后仓,“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授沛闻人通汉子方,梁
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沛庆普孝公.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①.戴德编次的«礼记»、戴
圣编次«礼记»,作为鲁学的经典流传至今,二戴是后仓的弟子、孟卿的再传弟子.由此而言,孟卿对

西汉鲁学功不可没.
孟喜生在兼治齐、鲁之学的家庭,其父孟卿嫌«礼经»多,«春秋»烦杂,令孟喜师从田王孙受«易»,

投到齐学经师门下.但是孟喜不守师法,自立新说,以阴阳灾变说«易»,从而自创门派.孟喜出生在

鲁学地域而又开宗立派,自然应该把«孟氏易»纳入鲁学系统.从它在西汉经学的最终结局来看,汉
宣帝确实把它作为鲁学流派加以对待.«汉书儒林传»对经学博士有如下记载:

　　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
大、小戴«礼»,施氏«易»,孟、梁丘«易»,穀梁«春秋».②

据«汉书宣帝纪»记载,石渠阁会议之后,“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穀梁春秋»博士”③.
由此推断,大、小戴«礼»,«施氏易»,«孟氏易»立为博士,是在石渠阁论经结束增立博士官以后,宣帝

去世前.大、小戴«礼»属于鲁学系统,而«孟氏易»«施氏易»之所以也列为博士,很大程度上与这两个

«易»学流派创始人所处地域有关.孟喜是兰陵人,施雠是沛人,这两个地方都在鲁学覆盖的区域之

内,这是«施氏易»«孟氏易»得以立为学官的因素之一.宣帝以振兴鲁学为己任,他可能把这两个学

派作为鲁学的组成部分看待.如果它们在当时确实已经被认定为齐学流派,那么,把它们增列为博

士的可能性不大.
«汉书儒林传»记载:“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④这又涉及«孟氏易»

与«京房易»即焦延寿的关联.«汉书艺文志»著录«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
班固把«孟氏易»«京氏易»合在一起加以著录,表明这两个«易»学流派之间的关联.京房出自焦延寿

门下,而焦延寿自称曾经向孟喜问«易».“从两人«易»学的内容看,可以肯定焦延寿曾从孟喜问

«易»,而将孟说向前发展了一大步的.”⑤«孟氏易»属于鲁学系列,而焦延寿、京房又与«孟氏易»存在

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既然如此,鲁学研究就应该把京房、焦延寿纳入学术视域之内,即使不把它们定

为鲁学经师,起码应探讨他们与«孟氏易»的关联.至于把焦延寿的«焦氏易林»作为齐学著作看待,
这种观点是否正确,也有进行讨论的必要.

孟喜以阴阳灾变说«易»,关于这种解«易»方式的由来,皮锡瑞有如下论述:

　　«汉志»易家有«杂灾异»三十五篇,是«易»家本有传言灾异一说,而其传此说者,乃是别传而

非正传.汉儒籍此以儆其君,揆之«易»义,“纳约自牖”与“神道设教”之旨,皆相吻合.可见人臣

追谏之苦心,亦不背圣人演«易»之宗旨,而究不得为正传者.⑥

在皮氏看来,以阴阳灾变说«易»,不是孟喜所自创,而是渊源有自,在他之前就存在这类文献.这种

说«易»方式不是经学的正统,属于旁支别派,但是并不违背经典本义.首先,«易»经本身就有许多灾

变事象,皮氏提到的“纳约自牖”,出自«坎»六四爻辞,作为灾变事象看待.其次,«易传»允许以灾变

说«易»所引的“神道设教”之语出自«易»观卦彖辞.所谓的神道设教,就包括以灾变说«易».最后,
皮氏从功用方面指出,这种说«易»方式,为的是对君主加以警示,是臣下煞费苦心之举.皮氏之论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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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允可取.
由此看来,因为«孟氏易»以阴阳灾变说«易»而把它从鲁学系列剔除,划入齐学系列,是难以成立

的.仅仅因为«穀梁春秋»所涉用灾异解说人事的条目甚少,而断言鲁学学风严谨,少言阴阳灾异①,
实属以偏概全,有违于鲁学的实际情况.钱穆先生在援引«汉书五行志»的相关记载之后写道:

　　此可见汉儒以阴阳五行说经,其言皆各不同,各自因时以意为论耳,非古经之真本也.②

所谓的以阴阳五行说经,也就是以阴阳灾变说经.«汉书五行志»记载,属于齐学系统的董仲舒,与
属于鲁学系统的刘向、刘歆,都以阴阳灾变说经.但是,对于同一类灾变事象,他们所作的解释各不

相同.齐学的解说有别于鲁学,即使在鲁学内部,刘向、刘歆虽然是父子关系,有时对同一类灾变事

象的解说也存在差异.不应该把是否用灾变解经作为区分齐学与鲁学的标准,正确的做法是研究各

个学派如何用灾变解经,通过对比找出彼此之间的差异,并且揭示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源.

五、馀　论

鲁地是儒学的发源地,而儒学是鲁学的核心.儒学从生成期开始,人们就把其视为鲁地的学问.
«庄子天下篇»在追溯古代学问的源头时写道:

　　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

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成玄英疏:“邹,邑名也.鲁,国号也.先生,儒士也.言六义名法布在六经者,邹鲁之地儒服之

人能明之也.”③儒学是鲁人开宗立派的学问,是鲁地的学问,在战国时期已经成为显学.“世之显学,
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虽然儒、墨并列称为显学,但是,墨学与鲁学亦有密

切关联:“墨子行踪多自鲁出发者,或因墨子好学,鲁文物繁盛而徙居于鲁也.”④对鲁学的探索,不仅

有利于儒学的深入研究,而且有助于对包括墨子学派在内的先秦诸子的系统考察.«庄子天下篇»
称儒学文献“其数散于天下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指出了作为鲁学核心的儒学,在当时已经产

生巨大的影响,确实有必要加以梳理.
近些年来,随着出土文献的陆续面世,鲁学的深入系统研究变得更加迫切.马王堆汉墓帛书«周

易»的出土面世,把«周易»研究引向深入.陈来先生以帛书«易传»为依据,认为孔门«易»学应是先在

鲁地发生,后在齐地发展,最后在楚地综合⑤.孔门«易»学最初如何在鲁地生成,是鲁学的重要研究

课题.李学勤先生指出,郭店竹简和上博简的发现,其重要意义就在于它们救活了«礼记»和«大戴礼

记»,证明这两部文献是可靠的⑥.«礼记»«大戴礼记»是鲁学的重要文献,长期以来,由于疑古思潮泛

滥,许多人怀疑它们的可靠性,因而缺少必要的关注.由此留下的学术空白,应该由鲁学研究加以填

补,梁涛先生在这方面已经取得突破,从郭店竹简中提炼出许多属于鲁学的文献⑦.
鲁学研究的迫切性日益明显.可是狭义的鲁学指的秦汉时期的经学分支,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无法适应当下鲁学研究的需要,有必要加以扩容.经过扩容之后的广义鲁学,不再只是秦汉经学的

分支,而是从先秦到两汉鲁地鲁人学问的总和,所涉及文献不再局限于经部,而是覆盖经、史、子、集
四部.对鲁学地域的界定,不再局限于鲁国本土,而是扩大到春秋时期鲁国的势力范围,从而把众多

的古代学人及文献纳入鲁学的范畴.对鲁学地域的这种界定,符合古人对鲁地所下的定义.«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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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志»写道:

　　鲁地,奎、娄之分野也.东至东海,南有泗水,至淮,得临淮之下相、睢陵、僮、取虑,皆鲁

分也.①

广义鲁学的地域覆盖面,没有超出这个范围,与班固所划定的地域大体一致.
鲁学是鲁地的学问,是鲁人开宗立派的学问.广义鲁学所作的这种界定,沿袭的是狭义鲁学所

采用的划分标准.鲁学在本质上是区域性学问,它与齐学、楚学、三晋之学,都是以学问的生成地命

名.后来的湘学、徽学、浙学、闽学等,也都是由所生成的地域得名.区域性学问各有自己的特点,但
是,其中往往存在不同的思想流派.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先秦诸子,是以思想理念为标准所作的

划分.如果对鲁学的界定兼用地域标准和思想标准,势必造成逻辑上的混乱,在实际操作过程难免

出现自相抵牾、顾此失彼的弊端.
系统深入的鲁学研究,需要以系统深入的文献阅读为基础.以往和当下鲁学的研究出现的偏

差,往往是文献功夫欠缺所造成.如果全面掌握«汉书»有关宣帝的记载,就不会把他振兴鲁学的原

因简单地归结为出自好奇心.如果仔细研读«汉书»有关宣帝振兴鲁学的全部记载,就不会把宫殿内

«公羊»«穀梁»的辩论,与石渠阁论五经同异混为一谈.再如,«孟氏易»把阴阳与时日相结合,把十二

个卦与一年十二个月建立起对应关系,有的学者因此“断言孟喜在此一系统中有关键性甚至是创始

者的地位”②.其实,写定于战国时期的«说卦»,就已经把八经卦与一年中的八个时段建立起对应

关系:

　　震为东方,为正春.巽为东南方,为春末夏初.离为南方,为正夏.坤为西南方,为夏末秋

初.兑为西方,为正秋.乾为西北方,为秋末冬初.坎为北方,为正东.艮为东北方,为冬末

春初.③

把«周易»的八卦与一年中的不同时段建立起对应关系,这个系统在«说卦»中已经具备雏形,只是未

用明确的语言加以系统地表述,仅仅点明“兑为正秋”,其余的对应系统需要人们按方位进行推演.
了解了这种情况,正确的研究理路应该是去辨析孟喜对«说卦»所建立的卦与时段对应系统的继承与

发展.对于孟喜而言,这个系统的建立他并不是关键性人物,更非首创.类似学案在鲁学中还有许

多,对它们的处理均需以系统深入的文献阅读为依据,而不能轻易地给出结论.
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史研究,一直在疑古与信古之间徘徊.随着大量出土文献的面世,疑古过猛

的思潮得到抑制,很大程度上已经走出疑古的时代.与此相伴随,信古过笃的倾向又有所抬头,当下

鲁学研究的偏差,往往来自盲目地听信古人,盲目地相信所谓的权威结论.汉代经学重师法,这个出

自乾嘉学派的说法,清人皮锡瑞已经提出理由充分的置疑.可是,当下许多学人仍然重复乾嘉学派

已经过时且违背历史实际的结论,把它用于汉代的经学、文学研究.再如,所谓的鲁学纯粹之说、罕
言灾异之论,都是重复前人已有的说法.这就提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鲁学研究主要是为了验证

前人已有结论,还是以事实为根据审视前人已有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对它们予以继承、发展和修正,
并且超越前人,有新的发现,给出新的科学的结论.显然,后一种做法才是鲁学研究正确的理路.

[责任编辑　刘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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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茗饮”到“品茗”
———中国古代关乎“茶”之饮用诸概念演变史考略

林美茂　赵子涵

摘　要:中国古代关于“饮茶”有哪些主要说法? 其最初的概念是什么? 所谓“品茶”与“品茗”,究竟是

否同义? 它们最初出现在什么时代,载于哪个文献? 诸如此类的问题,本应成为中国茶文化思想史研究的

基础性议题,但却始终被相关研究者所忽视.实际上,“茗饮”是表现喝茶的最初概念,它出现在南北朝时

期.自唐代茶文化兴起之后直到清代,在“茗饮”之外,又先后出现了“茶饮”“啜茶”“吃茶”“饮茶”“品茶”
“品茗”等提法,其中使用最多的是“茗饮”“啜茶”“品茶”“品茗”这四个概念.清代以后,此前的“茗饮”“啜

茶”概念基本消失,“品茶”与“品茗”两个概念则广泛流行,而成为时至今日表现喝茶的主要概念.不过,若

就其最初意思细究的话,则“品茶”范畴要大于“品茗”:“品茗”只是一种文学性表现,仅仅指向茶汤的品鉴,

而“品茶”则包含对于茶叶的鉴别、水的选择等.总的来说,当原本作为饮食文化的茶文化进入“品茶”或

“品茗”的境界之后,茶作为物质享用品的意义就会逐渐减弱,饮茶的主体性审美与精神性追求意义便会大

大凸显.
关键词:茶;茗;茗饮;啜茶;品茶;品茗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９．０３．１１

“茶”之为饮,在古代中国由来已久.从目前文献记载看,至少从汉代的«僮约»开始就出现相关

记载.作为一种饮食文化,茶文化自唐代滥觞,直到清代,出现过各种不同的饮茶概念.从最初的

“茗饮”到后来所谓的“品茗”,期间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使用最多的有

“茗饮”“啜茶”“品茶”“品茗”四个概念.这四个概念所使用的时代、场合、语境、内涵等并非完全一

致.我们从这些概念的发展史可以看出茶文化在不同时代的发展状况,勾勒出一幅古代中国茶之饮

用史略.本文拟就上述问题,展开文献的历史性考辨,梳理中国茶文化从“茗饮”到“品茗”的发展

脉络.

一、茶与茗

古代中国关于“茶”有多个字,一般认为“茶”字最初出现在唐代.陆羽«茶经»曰:

　　茶者其字,或从草,或从木,或草木并.从草,当作“茶”,其字出«开元文字音义»;从木,当作

“ ”,其字出自«本草»;草木并,作“荼”,其字出«尔雅».

　　其名,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周公云:“槚,苦荼.”扬执戟云:“蜀西南人谓茶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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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蔎.”郭弘农云:“早取为荼,晚取为茗,或一曰荈耳.”①

上述«茶经»中关于“茶”的命名与记载,成为后世论“茶”的最基本的文献依据.从这个记载中我

们不难发现,古代关于“茶”的别名至少有六个字,即“荼”“ ”“槚”“蔎”“茗”“荈”,而在后世发展过程

中,则基本上只剩下“茶”和“茗”两个字被沿用至今②.
然而,关于“茶”字与“茗”字的相关历史,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
第一,“茶”字起源的时间问题.根据郝懿行«尔雅义疏»:“今茶字古作荼至唐陆羽著«茶

经»,始减一画作‘茶’.”然而以上述«茶经»所言“其字出«开元文字音义»”来判断,这种起源说似乎不

准确.根据沈冬梅«茶经校注»中的考证,«开元文字音义»是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７３５)编成的一部

字书,此书中已收有“茶”字③.而«茶经»大概完成于公元７５８ ７６１年间(曾用名«茶论»)④.也就是

说,在«茶经»写成之前的２５年左右,唐代已经出现了“茶”字.不过,南宋魏了翁«邛州先茶记»中却

有与郝懿行相同的观点:“惟自陆羽«茶经»、卢仝«茶歌»、赵赞茶禁以后,则遂易荼为茶.”⑤可见,陆羽

最先使用“茶”字的观点,在中国茶史研究中流传很广.但是,就«开元文字音义»早于«茶经»而言,沈
冬梅的观点应该予以认可.尽管上述诸家的观点存在分歧,但关于“茶”字出现在唐代这一点诸家则

是一致的.然而,还有一些文献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在唐代以前的文献中,似乎已经出现了“茶”字
使用的记载.三国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卷上曰:“椒树似茱萸蜀人作茶,吴人作茗,皆
合煮其叶以为香.”⑥«三国志吴书韦曜传»曰:“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

赐茶荈以当酒.”⑦从这些文献可以看出,在唐代以前,古人已经开始使用“茶”字.当然,由于这些文

献属于宋以后的刻本,也许已经刻者修订,把“荼”改为“茶”.但如果这些文献属实,则“茶”字在唐以

前就已经存在了,至少在«开元文字音义»之前已经存在,因此才会被收入此书之中.总之,“茶”字在

古代中国的起源时间无法确考.只是到了唐代中国茶文化兴起之后,由于陆羽«茶经»流传的影响,
这个文字才开始流行.

第二,“茗”字与“茶”字的关系问题.上引«茶经»所谓的“早取为荼,晚取为茗”表明:茶的采摘时

间先后乃是两种不同命名的缘由.但是,在上述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所谓的“蜀人作茶,吴人

作茗”中,则是地域的不同导致了不同名称,此两者对于“茗”与“茶”的关系,显然有着各自不同的解

释.除此之外,在北宋徐铉注释的«说文»中,却出现了新的认识,即把“茗”作为“茶芽”来解.而«茶
经»在“七之事”中多次谈到“茗”,值得注意.首先,有两个关于“茗”之发现的故事.(１)“«神异记»:
‘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吾,丹丘子也.闻子善具饮,常思见

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牺之余,乞相遗也.”因立奠祀,后常令家人入山,获大茗

焉.’”⑧(２)“«续搜神记»:‘晋武帝世,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采茗.遇一毛人,长丈余,引精至山下,
示以丛茗而去.俄而复还,乃探怀中橘以遗精.精怖,负茗而归.’”⑨这两个故事,都是关于时人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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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茗”的传说,且都是出自志怪小说类文献.就这两个文献均出自晋代人之手而言①,可以推断,在
“茶”的命名流行之前,似乎“茗”的用法更早也更普遍一些.其次,文献中出现了“茶”与“茗”并用为

一个单词的“茶茗”.比如,根据«茶经七之事»记载:“«神农食经»:‘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②

“«宋录»:‘新安王子鸾、豫章王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设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
言茶茗.”’”③“«夷陵图经»:‘黄牛、荆门、女观、望州等山,茶茗出焉.’”④“«茶陵图经»云:‘茶陵者,所
谓陵谷生茶茗焉.’”⑤这些地方都是“茶茗”并用.这里的“茶茗”,有些版本为“荼茗”.一般认为“荼
茗”即为“茶茗”,所以现在的多数文献统一把«茶经»中相关的内容校勘为“茶茗”.另外,关于“茶”与
“茗”同为一物,在«茶经七之事»中也有记载:“«世说»:‘任瞻,字育长,少时有令名,自过江失志.
既下饮,问人云:“此为茶? 为茗?”觉人有怪色,乃自申明云:“向问饮为热为冷.”’”⑥这个记载很有

趣,说明任瞻最初认为“茶”与“茗”为不同的东西,但发现周围对他的提问露出奇怪的神色时,马上改

口说自己所问的是茶的冷热问题.
第三,«茶经»之后,其他与“茶”有关的文字,除了“茗”之外,几乎已不再被人们采用.在«茶经»

之外的唐五代其他茶文献中,使用“茶”字者占绝大多数,仅偶尔出现以“茗”字或“茶荈”“茗荈”说茶

的情况,其他几个与“茶”有关的文字已经很少看到了.在与茶相关的文献中,上述现象俯拾皆是.
而从文献名称上看,这种现象甚至表现得更为突出,除了几篇论水的文献外,主要的文献都是以“茶”
命名.比如«煮茶水记»(张又新)、«茶酒论»(王敷)、«茶述»(裴汶)、«采茶录»(温庭筠)、«茶谱»(毛文

锡)等.至此,以“茶”作为这种植物的名称的约定显然已经基本定型,这可能也正是学界把“茶”字的

出现与定性,确定为自唐代开始的原因之一.而这些,显然应该是受到陆羽影响的结果,即«茶经»已
经为“茶”的命名定调了.与这种现象相呼应,在关于饮茶的叙述中,就出现了两个常见的表现,即
“茗饮”与“茶饮”.而“茗饮”使用的次数,比“茶饮”更多.这又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从唐代的文献

看,这是不是由于“茗”与“茶”意义等同,故在唐人看来两者只是分属呼称与号所致? 具体情况不得

而知.但敦煌出土的唐代中后期人王敷«茶酒论»记载:“茶百草之首,万木之花.贵之取蕊,重
之摘芽.呼之茗草,号之作茶.”⑦在这里,似乎“茗草”为称谓,属于学名,而“茶”则为其号.那么,从
唐人崇尚高雅之风而言,似乎“茗饮”比“茶饮”更具有审美性的意味.

总之,根据以上称谓梳理,足见在唐代,茶与茗皆为茶名.虽然当时可能偶尔还存在诸如“槚”
“荼”甚至“荈”等之类的称谓,但是,最常用的还是“茶”与“茗”这两个字.与此相关,对于现在所谓的

饮茶,唐代则出现了“茗饮”“茶饮”“啜茶”三个单词,其中“茗饮”明显居多.

二、“啜茶”与“茗饮”

在我们对于“茶”与“茗”有了上述基本认识之后,接下来就可以探讨:古代对于饮茶或喝茶,都采

用哪些语言来表现? 从结论来说,自唐至明,茶文献关于喝茶所使用的单词,主要是“茗饮”“啜茶”与
“品茶”.直到清代,相关文献仍在继续使用这些表达,其中特别以“茗饮”与“品茶”使用最多,但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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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啜茶”一词在清代则几乎不见了,这时又多出了一个新的表现用语:品茗.
根据«中国古代茶书集成»的收集整理①,唐至五代关于茶文化的文献主要有:«茶经»«顾渚山记»

«水品»(陆羽)、«煎茶水记»(张又新)、«十六汤品»(苏廙)、«茶酒论»(王敷)、«茶述»(裴汶)、«采茶录»
(温庭筠)、«茶谱»(毛文锡)等.其中,陆羽的«茶经»«顾渚山记»«水品»里用以表现饮茶的有六个动

词:“饮”“啜”“食”“服”“爵”“味”———其中“饮”占绝大多数,此由其专设“六之饮”一项即可见一斑.
仅在«茶经»中“饮”字即出现３２次,其中２７次与茶有关.仅次于“饮”字的是“啜”,但“啜”字只在两

种情况下出现.其一是作为动词单独出现一个“啜”字,如“啜半而味寡”“啜苦咽甘,茶也”②.还有一

种情况是与“饮”字并用,即以“饮啜”形式出现,如“如冷,则精英随气而竭,饮啜不消亦然矣”③等.纵

览其他人的文献,喝茶所使用的动词,主要的也都只有“饮”“吃”“服”“啜”等,而用一个单词表现喝茶

的的情况则主要是“茶饮”与“茗饮”.但在此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茶饮”这一表达逐渐消失,特别

是到了明代,偶尔会出现“饮茶”,却基本不再使用“茶饮”了,而“茗饮”直清代,仍然在茶文献中被继

续使用.
饮茶之“饮”以“啜”字表现,初见陆羽«茶经»,即上述的“啜苦咽甘,茶也”之说.五代蜀人毛文锡

的«茶谱»沿用了这种表现:“湘人以四月摘杨桐草,捣其汁拌米而蒸,犹蒸糜之类,必啜此茶,乃其风

也.尤宜暑月饮之.”④使用动词“啜”字来表现“喝茶”之“喝”或“饮茶”之“饮”,似乎是古代比较普遍

的现象.除了唐、五代如此,宋代以后,虽然“饮”字偶尔出现,而“啜”字的表现更为常见.如陶穀在

«茗荈录水豹囊»中说:“煮茶啜之,可以涤滞思而起清风.”⑤又如赵佶«大观茶论»可见“啜英咀华,
较箧笥之精,争鉴裁之妙”⑥,而谢宗«论茶»也有所谓的“昏俗尘劳,一啜而散”⑦等.在这里有一种现

象需要注意,那就是用“啜”表现饮茶之“饮”往往是在文学意味强、更具审美性的文字表现时出现的.
在宋代文学作品中,尤为著名的有王安石«寄茶与平甫»一诗:“碧月团团堕九天,封题寄与洛中仙.
石楼试水宜频啜,金谷看花莫漫煎.”⑧还有收入在朱熹«晦庵集»中的吟茶诗«茶坂»(或曰“云谷茶

坂”,为云谷二十六咏之一):“携籝北岭西,采撷供茗饮.一啜夜窗寒,跏趺谢衾枕.”⑨而朱熹的“一
啜”这种表现与上述谢宗同样,这种表现直接影响到明代诗人.到了明代,许多文献都使用“啜”字来

表现茶事之“饮”或“喝”的意义.此时除了“茗饮”的传统表现之外,“茶饮”两个字单词几乎不再出

现,虽然偶尔出现“饮茶”但亦不多见,取而代之的是频繁出现“啜茶”“品茶”的表现形式.此外,“品
水”“品泉”等表现也开始大量出现.这些现象,可能与明代追求茶之“品真”的风尚有关.如陆树声

«茶寮记»曰:“茶入口,先灌漱,须徐啜.俟甘津潮舌,则得真味,杂他果,则香味俱夺.”而在文学作

品中,以“啜”字表现饮茶的现象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杨万里«谢木舍人韫之送讲筵茶»“老夫七碗病

未能,一啜犹堪坐秋夕”,梅尧臣«答建州沈屯田寄新茶»“一啜同醉翁,思君聊引领”等.
“啜茶”二字连缀为一个单词,这种现象从唐代开始似乎已经比较普遍.如唐代释皎然、颜真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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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月夜啜茶联句»诗①,以及释灵澈«唐四僧诗»中辑引的常达诗句“啜茶思好水,对月数诸峰”②等,
其中都可见对“啜茶”的文学表现.在宋代,虽然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茶文化的专门文献而言还没有

找到“啜茶”一词,但在一些文人、雅士的文献中,如二程、陆游、苏东坡、司马光、朱熹等人的诗文中却

皆可见到“啜茶”一词的用例.而到了明代,在茶文献中则多见“啜茶”一词.如朱权«茶谱»曰:“然而

啜茶,大忌白丁,故山谷曰:‘著茶须是吃茶人.’”③另外在赵观为田艺蘅«煮泉小品»作的叙中亦可见

“固尝饮泉觉爽,啜茶忘喧,谓非膏粱纨绮可语”④等内容,在该文献的本文中,也出现了“啜茶”的
用例.

总的来说,人们似乎更习惯或钟情于以“啜”字来表现喝茶,究其原因,可能与人们喝茶的目的有

关.茶作为饮料,如果仅用来解渴,当然大口“饮”或“喝”是常态.然而,喝茶属于一种追求高雅的饮

食文化行为,除了其物质性的意义之外,更是一种超越物质意义的精神性追求.正如田艺蘅«煮泉小

品»所言:“饮之者一吸而尽,不暇辨味,俗莫甚焉.”⑤那么,如果想不俗,更为了品尝茶的真味,鉴别茶

汤的优劣,那显然就不能大口牛饮,而需要慢慢品味,小口细啜才行.“啜”为小口微吸的动作,与大

口之“饮”或“喝”相对,属于“品”茶的范畴,即古来所谓“大口为饮,小口为品”.“啜茶”的喝法,显然

不是为了解渴,而是追求茶之真味的品鉴.正因此,中国茶文化才逐渐发展为以“品茶”来表现喝茶.
那么,“茗饮”的提法又是如何形成并流传开来的呢?

就目前所掌握的文献而言,“茗饮”一词,南朝宋人刘敬叔的志怪小说«异苑»属于较早提到“茗
饮”的文献:“剡县陈务妻,少与二子寡居,好饮茶茗.宅中先有古冢,每日作茗饮,先辄祀之.”⑥此处

内容,后世茶文献多有辑引.除此之外,还有北魏杨衒之所著«洛阳伽蓝记»中记载:“刘缟慕王肃之

风,专习茗饮.”⑦到了唐代,陆羽«茶经»亦有此概念,如“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茶经七之

事»)⑧.这里所谓的“茗饮”似乎仅可作为“茶”之义来解,但在文脉上则仍然具备饮茶之意.不过,需
要注意的是,以“茗饮”来表现喝茶时,茶作为物质性的存在意味浓厚,精神性的追求则并不明显.这

就与上述“啜茶”的品鉴性追求在意蕴上存在着一定的区别.
在宋代,除了如前述朱熹的茶诗之外,还有叶清臣«述煮茶泉品»曰:“昔郦元善于«水经»,而未尝

知茶;王肃癖于茗饮,而言不及水表,是二美吾无愧焉.”⑨赵佶«大观茶论»:“荐绅之士,韦布之流,沐
浴膏泽,薰陶德化,咸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魏了翁«邛州先茶记»中记载了苏轼«问大冶长老乞桃

花茶栽东坡»诗句:“周诗记苦荼,茗饮出近世.”明代依然如此,真清«水辨»附录之鲁彭«刻茶经叙»
评价陆羽的意义与贡献时说:“厥后茗饮之风行于中外,而回纥亦以马易茶,由宋迄今,大为边助,则
羽之功,固在万世,仕不仕,奚足论也!”程百二编撰的«品茶要录补»中更是把“茗饮”列为专节介绍.
在清人增补修订出版的明人黄履道«茶苑»卷一三、卷一四、卷一五、卷一九等中,则出现了“茗饮”“茗
饮谭经史”“茗饮愈脑疾”等条目,其中卷一还辑录了«广州志»和«酉平县志»中的“南人以为茗饮”“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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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可为茗饮”等记载.由此可见,到了明代,“茗饮”作为饮茶的通俗概念被广泛使用.到了清代刘源

长辑«茶史»时,序言的开句就谈到“茗饮”①.而陆廷灿辑«续茶经»也多处使用这个概念.冒襄辑编

的«岕茶汇钞»一书中,则与前述程百二一样,干脆把“茗饮”作为章节名称.不过,这种现象主要出现

在清初,并且除了茶文献之外,在一般的文献特别是文学性较强的文献中,“茗饮”已经明显很少使

用,而逐渐被“品茗”所替代.
总之,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茗饮”是一个人们常用的名词性概念,与“啜茶”“品茶”同

时被使用着.不过,“啜茶”用法并不普遍,特别是在“品茶”概念出现之后,它仅在一些诗文之中偶或

出现.而“茗饮”则一直与“品茶”并存着.从其最早见于南北朝时期而言,“茗饮”的存在亦显然早于

“啜茶”“品茶”两个概念.然而,也许是因为“茗饮”这个概念的使用语境、范围似乎比“品茶”要小,它
虽然也曾一度作为文献小节标题被使用过,但终究无法像“品茶”那样,上升为茶文化的范畴性概念.
而当中国茶文化有了自觉的“品茶”追求后,茶之饮用,基本上就从原来的物质性层面,上升到具备精

神性意义与审美性追求的层次.

三、“品茶”与“品茗”

谈到“品茶”,人们自然会想到宋代的«品茶要录»,以及明代的«品茶要录补»与«品茶八要»等以

“品茶”命名的文献.据说唐代陆龟蒙著有«品茶»一书,但是该书似乎已经失传,其具体内容不得而

知②.不过,在唐代,这个文献似乎属于孤例,就笔者涉猎的文献而言,尚无更多的相同用例.而到了

宋代,在诗文中则可以见到“品茶”之说.比如,晁说之«初至鄜州感事»诗云:“尚喜屋山阿,双泉如鸣

琴.远明桑苎翁,品茶疑未湛.”③陈岩«煎茶峰»:“缓火烘来活水煎,山头卓锡取清泉.品茶嫩检茶经

看,舌本无非有味禅.”④但在与茶文化相关的诸文献中,最早应该是北宋黄儒«品茶要录»一书直接以

“品茶”作为命名.苏轼盛赞此书曰:“«品茶要录»十篇,委曲微妙,皆陆鸿渐以来论茶者所未及.非

至静无求,虚中不留,乌能察物之情如其详哉!”⑤然此书虽论茶精细入理,但其所谓的“品茶”,只是关

于茶的“采制烹试”以及茶品的鉴别,并非后世理解的涉及饮茶环境、茶侣选择以及关乎“茶汤”品鉴

意义的“品茶”.可以说,最初出现的这篇以“品茶”命名的文献,阐述的只是“茶叶”的品鉴问题,而没

有具体的“茗饮”内容,不涉及“茶汤”的品鉴等.不过,这个文献在古代仍然影响深远,以致到明代出

现了程百二辑编的«品茶要录补»,增补“宋黄道辅所辑”中缺少的内容⑥.但«品茶要录补»基本属于

茶文化史及其传说的杂谈辑录,与所谓的“品茶”之意不相契合.只是到了华淑撰述«品茶八要»时,
才开始出现了具备后世所谓的“品茶”意味的相应内容.«品茶八要»的内容很短,全文只有三百多

字,分为“一人品、二品泉、三烹点、四茶器、五试茶、六茶候、七茶侣、八茶勋”⑦.具体地说,“人品”是
对于茶人的要求,“品泉”涉及的是煮茶时对于水的要求,“烹点”是讨论煮茶时的用火与候汤的心得,
“茶器”则是对于器皿的讲究,“试茶”指如何品啜茶的真味,“茶候”阐述的是品茶需要怎样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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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夫胥,得为茗饮.”(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第５５８ ５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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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否涉及茶汤的品味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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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侣”是对一起品茶之人的素质、学识的要求,“茶勋”指喝茶的功效.这些内容,基本涵盖了关于饮

茶的所有要素.故此,此文献虽短,却标志着明代茶文化发展至此,饮茶的文化性要求已臻完善,真
正具备了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品茶”所应该具有的内涵.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谓“品茶”已经不再

是黄儒所论述的对于“茶叶”的品鉴,而是主要侧重于关于“茶汤”以及茗饮之人、环境与技艺的追求,
至于茶叶本身如何则基本不再述及.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文献中所涉及的“品茶”所需的各种

要素,其实在明代初期就已初见端倪.
明代初期,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七子宁王朱权所著的«茶谱»中,详细阐明了对于茶客的素质要

求,以及喝茶时主宾礼数、营为,饮毕“话久情长”,“或庚歌,或鼓琴,或弈棋,寄形物外,与世相忘,斯
则知茶之为物,可谓神矣”等,从而指出“啜茶大忌白丁”,品茶需要懂茶之人等问题.这些内容,才是

构成“品茶”内涵的关键要素.显然,朱权当时还没有把与喝茶有关的各种要素都归入“品茶”的范畴

之中,反而是他所阐述的这些内容,具备了后世“品茶”的基本内涵.尽管如此,«茶谱»作为茶文献仍

然具有承前启后,开启明代茗饮新风的意义.所以,朱权自信地表示,自己著«茶谱»,是为了“崇新改

易,自成一家”①之说.«茶谱»之所以对于明代的茗饮文化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还在于朱权明确指出

宋代的团茶“杂以诸香,饰以金彩,不无夺其真味”的问题,提出了“天地生物,各遂其性,莫若叶茶”的
主张,揭示了明代品茶文化的真意所在.正是源于对茶之“真味”的追求,明代中后期茶人们才逐渐

形成了“品茶”求真的茗饮风尚.前述“品茶八要”,以及作为其直接来源的陆树声«茶寮记煮茶七

类»②等,都是以此为源头发展起来的明代茶人的茗饮审美文化.
与上述“品茶”的概念形成发展过程的丰富性相比,“品茗”概念的出现与相关文献就显得单薄与

模糊.从结论上说,“品茗”一词的用例,在唐代至清代与茶文化相关的各种文献中几乎不存在.它

只是中国茶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审美意味的消费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作为消费主体的文人士大夫

们,在其所创作的一些具有文学性意味的文献中才使用的一种新的“品茶”概念.就目前笔者所掌握

的文献而言,这个概念最初应该是出现在明代末期.
明末的闽派代表诗人谢肇淛在其所著的具有博物志性质的«西吴枝乘»中,初次用“品茗”来表示

饮茶:

　　余尝品茗,以武夷、虎邱第一,淡而远也;松萝、龙井次之,香而艳也;天池又次之,常而不

厌也.③

除此之外,在施绍莘«花影集»中也出现同样的用例:

　　屈指生涯,填词问句,品茗评香,呌兄呼你.暇则围碁,亦尤贤乎已.④

而到了清代,这种用例在文学性文献中就更为多见.如清初文人傅仲辰有一首以“品茗”为题的诗:
“粉枪香满客牕携,块磊堪浇细品题.莫道贫居无福分,济南泉水甲青齐.”⑤另外,在一些札记、随笔、
游记、诗名、诗句中也常见“品茗”的句子.如华喦«赠员果堂»:“晴昼则披襟吟笑,朗夕则煮泉品茗,
陶陶容与,何其快乎!”⑥梁章钜«碧泉品茗»:“湛碧轻瓯活火炉,出山清与在山符.闲情欲索江村句,
韵事应添石铫图.”⑦宝鋆«晨起喜雪用岑嘉州和王员外二韵»:“早朝几辈冒寒归,月落乌蹄闪素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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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本段中的«茶谱»引文毕取自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第１８２页.
关于«煮茶七类»的作者是谁,茶史研究中尚未论定,一说认为是徐渭的作品,而在后世文献中,有人把其归为陆树声«茶寮

记»的一部分.徐渭在勒石刻写该文时,则作序称此文为唐代卢仝所作.
这一段内容的相关记载,清代汪灏等人１７０８年编的«广群芳谱»以及陆延灿１７３４年编就的«续茶经»等,都曾有引用.可参

见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第６７１ ６７２页

施绍莘:«秋水庵花影集»卷五«诗余»,明末刻本,第５０页.
傅仲辰:«心孺诗选»卷一三,清树滋堂刻本,第１０页.
华喦:«离垢集»卷二,清道光十五年华时中刻本,第１６页.
梁章钜:«退菴诗存»卷二四,清道光刻本,第１０ １１页.



碧玉瓯香宜品茗,翠云裘冷笑添衣.”①俞樾«湖楼山馆杂诗»序:“余每游山,自龙井走九溪十八涧而至

理安小憩,又至虎跑品茗而还,自癸酉年始,几成游例矣.”②范祖述«杭俗遗风»记载:“吴山茶室,正对

钱江,各庙房头,后临湖水,仰观俯察,胜景无穷.下雪初晴之候,或品茗于茶室之内,或饮酒于房头

之中,不啻置身琉璃世界矣.”③黄遵宪«日本国志»曰:“武将健卒皆赏花品茗自命风流,游冶之事,无
一不具.”④还有慵讷居士的笔记小说«咫闻录»:“陈几与先生次坐西廊,品茗纳凉.”⑤吴趼人«二十年

目睹之怪现状»第五十回:“我们围炉品茗,消此长夜”⑥刘鹗«老残游记»卷九标题曰“一客吟诗负

手面壁　三人品茗促膝谈心”⑦.徐珂«施少兰看洋广杂货»中记载:“有施少兰者,好天足,落拓不羁,
常至北四川路三多里口之茶肆品茗,然不于楼上而于楼下,以来往之妇女多,可作刘桢之平视,不必

倚楼俯察,以耗目力也.”⑧在清代文学性文献中随处可见“品茗”的用例.
从上述关于“品茗”的用例中,我们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品茗”一词,自明末以来作为文人

们的文学性用语出现,从清代开始,逐渐被广泛使用,成为人们描述喝茶的一种别称,具有很强的文

学表现意味,存在于各种小说、诗文、随笔、札记、方志等文献中,基本不属于茶文献使用的概念.需

要注意的是,到了清代“品茶”的概念仍然被广泛使用.即使同一个人,也同时使用两种名词.如上

述慵讷居士,在同一文献中除了使用“品茗”外,也使用“品茶”概念,如“游幕来粤赋闲待聘者余邀之

同行登茶楼品茶”⑨.这里的“品茶”与上述的“品茗纳凉”,两个概念的含义是相同的.这种现象说

明,到了清代,关于喝茶,主要有“品茶”与“品茗”两种表现,这种情形与唐代同时使用“啜茶”“茗饮”
表现饮茶或喝茶的用语现象有些相似.不过,我们还必须注意的是“品茶”与“品茗”的不同之所在.
在茶文化史上,“品茶”既作为一种范畴性概念在明代得以确立,又作为一种名词性概念仅以饮茶的

含义在清代被人们使用.而基本上只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品茗”概念,如果一定要把其归属于茶文

化领域的话,那么与“品茶”这种具有的范畴性意义相比,它仅仅只是作为名词性概念,到了清代替代

了原来的所谓“啜茶”“茗饮”,在文学性较强的文献中逐渐被人们作为饮茶或喝茶的代名词使用而

已.而这个概念,只有当其与人们熟悉的拥有范畴性意义的明代确立的“品茶”概念结合起来时,才
能充分体会其丰富的审美性内涵.而我们今天则一般都是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品茗”与“品茶”,这
种用语习惯可以说肇始于清代,尽管这两个概念在中国茶文化史上原本有着不尽相同的含义.

四、结语:从“茗饮”到“品茗”

通过本文的上述考略与梳理,我们基本上可以对茶之饮用概念在我国古代的基本发展脉络有一

个大致的把握.总的来说,最早出现的是“茗饮”,到唐代出现了“啜茶”“茶饮”,但是“茗饮”仍然被使

用,而到了宋代,“茶饮”的用语已经很少见,偶尔出现的是“饮茶”.“啜茶”虽然在茶文献中不多见,
但在文学作品中仍然被使用,取而代之的是“品茶”概念,并诞生了最初以“品茶”命名的茶文献.而

到了明代,“品茶”概念被广泛使用,除了茶文献之外,文学性较强的文献中也出现了大量的“品茶”表
述.除此之外,明代还克服了宋代把“品茶”一词用于关于茶叶之优劣品鉴层面的局限,开始将饮茶

所需要的各种文化要素纳入其中,从而使“品茶”作为一种茶文化的范畴性概念得以确立.这种现象

７３１从“茗饮”到“品茗”———中国古代关乎“茶”之饮用诸概念演变史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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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宝鋆:«文靖公遗集»卷一○,清光绪三十四年羊城刻本,第２页.
俞樾:«春在堂诗编»诗五十甲丙编,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春在堂全书本,第６页.
范祖述:«杭俗遗风»,上海:上海艺文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２５页.
黄遵宪:«日本国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３８３页.
慵讷居士:«咫闻录»卷四,清道光二十三年刻本,第２２页.
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４５５页.
刘鹗:«老残游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４８页.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４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１８８５页.
慵讷居士:«咫闻录»卷一○,清道光二十三年刻本,第２８页.



的出现,与明代出现的茶之“品真”的审美追求有直接关系.然而,在明末还出现了另一种表述,那就

是以“品茗”来表现喝茶,从而促成了“品茗”在清代文学性文献中普遍使用的现象.不过,这种表现,
似乎也仅局限于文学性文献,如人物传记、地方志、随笔、札记、游记、诗词中.清代专门的茶文献,则
基本不使用“品茗”,而仍然采用“品茶”概念.与此同时,“品茶”除了作为原有的范畴性概念,亦开始

与“品茗”一样,主要用来表现饮茶或喝茶的含义,作为名词性概念,它也出现在文学作品之中.可以

说,“品茗”只是狭义的“品茶”概念的别称,或者说属于饮茶或喝茶的文学性表现,总体上仅具有茶汤

品鉴或者一般所谓的喝茶的意蕴,至于茶叶、茶汤、环境、茶侣等要素则基本不触及.故此,“品茗”只
有与广义的“品茶”概念,即追求饮茶综合要素的“品茶”联系起来,才能具有丰富的内涵.这种内涵,
可以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茶文化在中国发展到以“品茗”来表现的阶段之后,茶的物质性审美意义

中具备了更为丰富的精神性内核与本质,从而鲜明地凸显出在人与茶的关系中人的主体性存在的意

味,或者说让茶去成全人的审美性存在.

[责任编辑　曹　峰　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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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形象对中国“大一统”历史的贡献

杜 贵 晨

摘　要:中华民族自有神话传说以来,由史籍与文学共同塑造形成的黄帝形象为“三皇”之殿、“五帝”

之首,最称中华“人文始祖”.黄帝首创“大一统”观念并最早实践,功在当时,利在百世,其个体形象遂被增

饰放大,乃至几乎无美不归,在族统、神统、政统、物统、道统等诸人文主要方面,成唯一提纲挈领、发凡起

例、开物成务、率先垂范、作始成统之伟大形象,其后无论“王”“臣”,皆自认为“黄帝子孙”.从而无论黄帝

其人在历史上的真相如何,他的形象都实已成为中华多元统一国族的超级图腾与共同信仰,中华“大一统”

恒久不变的象征.影响至今,仍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共识和精神纽带,无时不有、无远弗届地维系并促进华

夏族群共存共荣、共理共享的伟大理想与实践,尤其是中国本土“大一统”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总之,黄帝

形象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笔宝贵财富,值得华夏儿女永续珍重,崇敬发扬,以血浓于水之精诚,戮力同心,

为天下后世造福.

关键词:黄帝形象;“大一统”;族统;神统;政统;道统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９．０３．１２

引　言

中国上古黄帝其人尽管在历史学中尚未尽确考,但多数学者公认其是中国上古一位伟大的部落

首领,更无可否认其历史上逐渐定于一尊的形象对华夏历史文化传统形成所起到的无与伦比的重大

作用.故«史记五帝本纪»史首黄帝,载其以超凡的意志与卓越的才智领导部落日益壮大,并在“神
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的乱世中,毅然起兵,以战止乱,享诸侯,诛蚩

尤① ,“万战万胜”② ,最后代炎帝而成为当时部落共主的“天子”.后世或以其位伏羲、神农(炎帝)二
氏之后为“三皇”③ 之殿,或以其在颛顼、帝喾、尧、舜之前为“五帝”之首;或以“三皇”并尊为华夏“人文

始祖”,或以“炎黄”同列称“炎黄子孙”.但是,历代于“三皇”“炎黄”之中往往最尊黄帝,除恒自称“黄
帝子孙”之外,纪时亦用“黄历”,即黄帝所制历.而先于«史记五帝本纪»推黄帝为“五帝”之首者,
有“«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④ ,“«(竹书)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

王”⑤ ,诸种文献上溯国史,言“自黄帝”或“黄帝以来”⑥ 及类似表达络绎不绝,皆推黄帝为国

史之第一人.自汉高祖刘邦于沛县起事之初即“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⑦ ,至汉武帝“北巡朔

　

作者简介:杜贵晨,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山东济南２５００１４).

①　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１９８２年,第３页.

②　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一五引«黄帝玄女战法»,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７８页.

③　“三皇”有诸说,此取最通行«三字经»云:“自羲、农,至黄帝.号三皇,居上世.”羲农,即伏羲、神农.神农氏即炎帝.

④　班固:«汉书»卷三○«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１９６２年,第１７１４页.

⑤　裴骃«史记集解»引,司马迁:«史记»卷四四«魏世家»,第１８４９页.

⑥　如«晋书»«宋书»«宋史»«元史»等诸史言律历、祭祀等皆曰“自黄帝以来”.

⑦　司马迁:«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３５０页.



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①,历代公祭最尊黄帝.至今世毛泽东«祭黄帝陵文»亦称黄帝陵为

“中华民族之始祖轩辕黄帝之陵”,以黄帝为“吾华肇造”之“始祖”②,都明确以黄帝并且只有黄帝作为

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人文始祖”.至今两岸三地(港、澳、台)、海内外华人,甚至邻邦友人多有来中国

大陆寻祖认宗,也是基于自认“黄帝子孙”的心理.由此可见,自古及今,黄帝是海内外华夏民族认同

的最大共识,文化上共同的“根”,是“华夏一统”③“中华一统”④“四海一统”⑤“天下一统”⑥最强有力的

纽带和万世一系的象征.但是,近今学者所见多在黄帝作为民族历史记忆、精神源头之象征的一面,
而忽视了其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促成和在近三千年古史上维系中华“大一统”之有更为实际的作

用,从而黄帝研究仅成上古史的一个课题或传统文化层面上一个似乎玄虚的问题.这就不能全面反

映历史的实际,也不符合我华夏民族自古及今共尊黄帝的历史要求,从而黄帝形象对中国历史发展

的实际影响成为一个亟待深入探讨的问题,而首在其对“华夏一统”等“大一统”作用的认识.故拟为

本文论黄帝形象对中国“大一统”历史的贡献,并先为说明如下.
首先,本文题称“黄帝形象”(以下或简称“黄帝”),一是为了区别于历史与人类学家所一向关注

却迄今未能确考的自然人或纯历史人物的黄帝,二是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真正起了实际作用的黄帝,
既是极大可能为一大部落领袖的历史人物的黄帝,更是以可能的自然人和纯历史人物黄帝为“基因”
的、在口传与文本中塑造出来的带有神话艺术性特征的“黄帝形象”,乃至不排除其只是“皇天上帝”
的别名⑦.换言之,本文主要不是关于历史人物黄帝的研究,而是关于历史上史籍、传说与文学交互

影响酝酿塑造的黄帝形象反作用于历史的研究.故读者不以本文所取资料或有不合于史法,则
幸甚.

其次,本文的探讨不免并用史籍与神话传说的资料,似乎混淆了历史与文学的界限,不可能达至

对历史真相的探讨,其实不然.一是人类历史只有被记述下来才可能是后人能够回眸的“历史”,而
被记述的历史必然是主观下的客观,而不可能是纯客观的“历史”,从而历史与文学在本质上并无绝

对的界限;二是中国古史与文学文献均源于生活,今存包括«史记五帝本纪»在内诸史有关黄帝的

记载,以今天的观点看,仍不乏“荐绅先生难言之”者,而实乃“神话多于史实”⑧,很大程度上属于文学

(不实或虚构)的形象,可与实际也包含了“历史”的神话传说中的黄帝形象作合一的考论;三是虽然

历史的进程造就了史籍与文学,但史籍与文学作为历史进程的产儿一旦问世,也就成为参与并创造

新的历史的一个强大因素.其作用越是在历史与文学混沌未分的上古时代,就越是容易有更大的发

挥.从而本文论“黄帝形象”本身是文学的或至少是带有文学性的,但论这一形象对中国“大一统”历
史所起的作用,却是真有历史具体性的.从而本文虽系从文学出发的讨论,但最终是跨在历史与文

学的边缘对黄帝形象促成与维系中国“大一统”真相的历史学追求.
其三,还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并非历史上应属实有的黄帝,而是历史上由史籍与文学共同塑造的

超级“图腾”式的“黄帝形象”对中国“大一统”历史形成与维系起了更大的作用.例如本文以下将要

讨论到的黄帝封禅泰山乘龙上仙之说固然为无稽之谈,但正是这无稽之谈引起并最后促成了汉武帝

封禅泰山,宣示其王朝“大一统”的历史壮举.由此可见讨论黄帝封禅泰山上仙的文学性故事,其实

０４１ 文史哲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孝武本纪»,第４７２ ４７３页.
毛泽东:«祭黄帝陵文»,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案»第１卷,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４００页.
宋濂等撰:«元史»卷二二«武宗本纪一»:“诏曰:仰惟祖宗应天顺人,肇启疆宇,华夏一统,罔不率从.”(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８

年,第４９３页)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六七«舆服志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１６５１页.
«晋书»卷八二«虞溥传»:“今四海一统,万里同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２１４０页)
司马迁«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

也.”(第２５４０页)班固«汉书»卷一三«异姓诸侯王表第一»:“故据汉受命,谱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统,乃以年数.”(第３６４页)
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４３９页.
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第５８７页.



是研究秦、汉“大一统”历史的重要题目之一.因此,一方面历史的黄帝难以详考,另一方面对中国

“大一统”历史形成直接和持续起了作用的实际是历史与文学所共同塑造的“黄帝形象”却分外鲜明,
引人注目.笔者不仅是作为一个治古典文学者在历史问题的探讨面前藏拙,而是千虑一得,欲努力

于以史学与文学的资料,并用研究历史的方法来探讨这一问题,幸读者能有所鉴谅焉.
其四,由于以上诸原因,本文所采用的资料,对其内容的真伪乃至在更大范围内别有与之矛盾者

都不作辨析.此非不为也,而是本文势所不能兼顾,亦没有必要,而唯求从资料总体所可见历史的真

实或可称之为现在古籍有关黄帝资料的“大数据”得出拙见认为合理的结论.
最后,本文以下就黄帝形象对中国“大一统”历史的贡献,拟从其对中国“大一统”观念的产生和

最初实践与中华族统、神统、政统、物统、道统等方面传统的形成与维系作用分别予以考量,得出的主

要认识有六,曰:“大一统”之始祖,华夏族统之核心,千古神统之纲领,历朝政统之根本,“成命百物”
之造主,百家道统之根本.

一、“大一统”之始祖

上引诸史言“华夏一统”“中华一统”“四海一统”“天下一统”等意义趋同,而“一统”之说则本于

«尚书武成»言“大统”①、«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称«春秋»书“王正月”为体现文王“大一统”②.
而黄帝以下有记载的历代开国帝王,无不欲创业垂统,为万世规,实际最长不过数百年而亡,而仅留

遗响.最成功不过如“百代都行秦政法”,但也只是秦始皇成其“大一统”的某种手段垂范后世.而黄

帝却不然.黄帝作为“三皇”之殿、“五帝”之首,几乎在一切方面实现了一言而为天下法,一人而为万

世则的“王天下”目标,成为中华“大一统”的实际创意者与创始人,乃超然于历代开国之君以上,当之

无愧为中华“大一统”之始祖和永恒的象征.
中国上古“大一统”观念形成甚早.上引«尚书武成»叙武王克殷后追忆文王九年他继位之初

将行伐纣之时的形势,称“大统未集”,此“大统”实即“大一统”之略语,或至少包含“大一统”的观念.
«论语»载孔子称赞“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③,«孟子»载孟子对梁惠王“问曰:‘天下恶乎定?’
吾对曰:‘定于一.’”④实际也都蕴含有“大一统”思想倾向.但今见“大一统”最早出现于«春秋公羊传

隐公元年»曰:“何言乎王正月? 大一统也.”«汉书董仲舒列传»亦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

常经,古今之通谊也.”⑤«汉书王吉列传»:“«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⑥云云,
以及«文选»曹子建«求自试表»“方今天下一统”下注:“«尚书大传»曰:‘周公一统天下,合和四海.’然
一统,谓其统绪也.”⑦等等,至晚在汉代经史学家的文本中,«春秋»“大一统”已经成为封建王朝政治

上成功之首要和最重大标志,而且内涵也更加具体丰富,不仅有政体上的“一统”,而且有社会的“同
风”与“和合”,是对全面有效政治统治与社会治理的高标准要求.

但是,本作者考察认为,中国上古“大一统”观念的萌芽不仅早于孔子、左氏,而且早于«尚书武

成»,远自黄帝就已经实际地被发明创造出来了.有关坚强而又明确的证据是成书至晚在战国前后

的«管子地数»载:

　　黄帝问于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为一家,为之有道乎?”伯高对曰:“请刈其莞而树之,吾

谨逃其蚤牙,则天下可陶而为一家.”黄帝曰:“此若言可得闻乎?”伯高对曰:“上有丹沙者,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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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

也.苟山之见其荣者,君谨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为一坛,是则使乘者下行,行者趋,若犯令者罪

死不赦,然则与折取之远矣.”①

对此,本作者认为,一是虽然上引所记未必即史实,但是至晚战国时把这一问对记为黄帝有“欲陶天

下而以为一家”之意,并问计于伯高是一个事实;二是从伯高对问看黄帝的目的,虽然似为跑马圈地

强占他人地盘,表面上与后世“大一统”之说相去甚远,但恰恰如此才更合于后世“大一统”的实质,即
帝王一人的“家天下”.而且其言“陶”本谓制作陶器,句中用如动词犹言“治”.故所谓“陶天下而以

为一家”,可说无论言内言外都与后世君臣期盼推崇的“华夏一统”“天下一统”的目标符契相合.而

称“一家”者,又可以说是后世“夏传子,家天下”和“打天下,坐天下”之“家天下”思想的黄帝式表达,
而“家天下”又不过是后世“大一统”之俗称.所以,黄帝作为«史记»所推尊的“五帝”之首,同时是或

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大一统”“家天下”观念的创意者.而且无独有偶,«论语»载:“司马牛忧曰:‘人皆

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

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②其就司马牛言家事而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岂不也隐有

“天下一家”③之意.可见“大一统”观念至孔子的时代已深入人心.
在“家天下”的意义上,后世多祖述黄帝“陶天下”之意.据«汉籍全文检索系统»(第四版)二十六

史(含注)检索,最集中反映“大一统”思想的“家天下”一语命中«史记»«汉书»«三国志»«南史»«魏书»
«梁书»«元史»«新元史»等八史８篇１０次,“四海一家”语命中«隋书»«宋史»«元史»«新元史»等四史８
篇８次,“天下一家”语命中«后汉书»«晋书»«南史»«北史»«北齐书»«魏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
«新五代史»«宋史»«金史»«元史»«新元史»«明史»等十五史３３篇共３４次,足见“大一统”观念贯穿力

之强大而持久.此非“三皇五帝”中他者形象之所有,唯黄帝能有此一言而为千古帝王法.
黄帝又是中华“大一统”之最早实践者.其具体情形虽无可详考,也一定与后世“打江山,坐天

下”的形式有别,但古籍尤其«史记五帝本纪»所载黄帝败炎帝、诛蚩尤,“万战万胜”的过程,和设

官、推历、治民等经世的努力与成就,无非是其“陶天下而以为一家”的实践.从而黄帝当之无愧为中

国“大一统”实际奠基之第一人.其影响深远,以致后世在数千年王朝“一治一乱”轮回中一直延续了

至少框架统一、文化一贯的中国历史.而一次又一次地改朝换代,无非是中国历史假以英雄争霸之

“家天下”形式不断刷新“大一统”的局面而已.此又非“三皇五帝”中他者形象之所有,唯黄帝能一身

而为千古帝王之范.故«管子法法»有云:“黄帝、唐、虞,帝之隆也,资有天下,制在一人.”④尽管其

在那样早的时代就把黄帝称为中国自古“家天下”的第一人,并不能否定后世«三字经»“夏传子,家天

下”和明代以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⑤之说,但是无疑也提供了思考中国帝王政治史的新角度.
黄帝对后世“大一统”历史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黄帝封禅泰山升仙之说推动“泰山封禅”,对中国“大一统”起到特殊的促进和保障作用.«左
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⑥中国自上古以降,历朝最大的祭祀是封禅,并越来越集中

于泰山封禅.故«管子封禅»虽载有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

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虙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
黄帝封泰山,禅亭亭.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帝喾封泰山,禅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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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云.禹封泰山,禅会稽.汤封泰山,禅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皆受命然后得封禅.”①但至

«史记孝武本纪»仅载:“封禅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泰山封.”②故在汉代人的认知中,黄帝并且只有

黄帝才是封禅泰山完美的典型,而封禅泰山对一代王朝的意义又无比重大.«白虎通义»卷五«封禅»
述其详曰:“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 报告之义也.始受命之日,改制应天,天下太平功成,封
禅以告太平也.所以必于泰山何? 万物之始,交代之处也.必于其上何? 因高告高,顺其类也.故

升封者,增高也.下禅梁甫之基,广厚也.刻石纪号者,著己之功迹以自效也.天以高为尊,地以厚

为德.故增泰山之高以报天,附梁甫之基以报地.明天之命,功成事就,有益于天地,若高者加高,厚
者加厚矣.”③又«后汉书祭祀志封禅»注引袁宏曰:“崇其坛场,则谓之封;明其代兴,则谓之禅.
然则封禅者,王者开务之大礼也.”④

这就是说,泰山封禅的意义仿佛是新朝天子向上帝申请确认其向前朝夺权合法性的“执照”,宣
示其统治天下合法性和天子一人之威权的仪式.所以,汉兴于高祖、惠帝、高后、文、景五代皇帝(后)
都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封禅泰山的情况下,汉武帝继位之初,就有“搢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

也”⑤.但因忙于边事等也并未十分留意.直到元封元年(前１１０)有齐方士公孙卿拿黄帝上封泰山

成仙说事,才使汉武帝泰山封禅之念勃然而兴,曰:“嗟乎! 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躧耳!”⑥

由此可见汉武帝封禅泰山,公开的名义固然是汉朝受命改制、功成告天,内在的动机却是“孝武帝欲

求神仙,以扶方者言黄帝由封禅而后仙,于是欲封禅”⑦,传说中黄帝泰山封禅成仙之事才是汉武帝最

终决定封禅泰山和屡次封禅的关键.但也不可否认,汉武帝自元封元年起先后九至泰山,七次封禅,
也确实有宣示、维护、加强汉王朝“大一统”政治的作用,并直接启发了后汉光武,唐高宗、玄宗以至宋

真宗等帝王延续泰山封禅的传统,同时强化了泰山为“五岳之首”的地位,影响重大而深远.

２．黄帝“欲陶天下而以为一家”的政治理想激发乱世豪杰“争天下”的雄心.«史记陈涉世家»
载涉召令徒属有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⑧«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
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先主少时,与宗中诸小儿于树

下戏,言:‘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金史耨盌温敦思忠传»载:“海陵曰:‘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
后可为正统.’”以及据«汉籍»二十六史电子书检索,各种称“混一华戎”(«北史魏本纪»)、
“混一车书”(«魏书王慧龙传»)、“混一海内”(«北史尔朱荣传»)、“混一天下”(«晋书刘毅传»)、
“混一宇宙”(«晋书习凿齿传»)之类崇尚“大一统”的表达频繁出现,其用或为劝进,或为抒怀,其在

有心者个人或为理想,或为妄念,但是作为历代帝王霸主、英雄豪杰不谋而合、前仆后继的追求,都直

接或曲折地反映着“大一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总之,合抱之木,生于毫末,黄帝曰“吾欲陶天

下而以为一家”正是中国“大一统”历史观念形成的先声.

３．黄帝又是后世图王霸业者“打天下”的典范.«史记五帝本纪»载: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
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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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史记»卷一二«孝武本纪»,第１８１页下.
班固:«白虎通义»卷六«封禅»,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４年,第２７８ ２７９页.
司马彪撰,刘昭补注:«后汉书志祭祀上»,范晔:«后汉书»,第３１７１页.
司马迁:«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１３８４页.
司马迁:«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１３９４页上.
司马彪撰,刘昭补注:«后汉书志祭祀上»,范晔:«后汉书»,第３１６３页.
司马迁:«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第１９５２页.
司马迁:«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３４４页.
陈寿:«三国志»卷三二«蜀书先主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８７１页.
脱脱等撰:«金史»卷八四«耨盌温敦思忠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１８８３页.



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 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
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

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①

由此可知,与传说中上古帝位“禅让”不同,黄帝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习用干戈”以武力征服得“天
下”者,并成为后世图王霸业者以武力“混一天下”的榜样.如«汉书郦食其列传»载郦食其说齐王

有曰:“夫汉王发蜀汉,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党之兵;下井陉,诛成安君;破北魏,举三十二城:此
黄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②又«周书熊安生传»载:“及高祖入邺幸其第,诏不听拜,亲执

其手,引与同坐.谓之曰:‘朕未能去兵,以此为愧.’安生曰:‘黄帝尚有阪泉之战,况陛下龚行天罚

乎.’”③又,«北史隋本纪»载隋炀帝伐高丽诏有曰:“黄帝五十二战,成汤二十七征,方乃德施诸侯,
令行天下.卢芳小盗,汉祖尚且亲戎;隗嚣余烬,光武犹自登陇.岂不欲除暴止戈,劳而后逸者哉.”④

又,«北史司徒石附司徒丕传»:“及帝还代诏丕等以移都之事,使各陈志.燕州刺史穆罴进曰:
‘今四方未平,谓可不移.臣闻黄帝都涿鹿,古昔圣王不必悉居中原.’帝曰:‘黄帝以天下未定,故居

于涿鹿.既定,亦迁于河南.’广陵王羽曰:‘臣思奉神规,光崇丕业,请决之卜筮.’帝曰:‘昔轩辕请卜

兆,龟焦,乃问天老,谓为善,遂从其言,终致昌吉.然则至人之量未然,审于龟矣.’”⑤又,«新唐书
突厥传»:“自«诗»、«书»以来,伐暴取乱,蔑如帝神且速也,秦、汉比之,陋矣.然帝数暴师不告劳,料
敌无遁情,善任将,必其功,盖黄帝之兵也.”⑥又,«新唐书魏徵传»载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以教,
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顾所行何如尔.黄帝逐蚩尤,七十战而胜其乱,因致无为”⑦.«新唐书苏

瓌传»附«苏颋传»载苏颋上言有曰:“古天子无亲将,惟黄帝五十二战,当未平之时.自阪泉功成,则
修身闲居,无为无事.陛下拔定祸乱,方当深视高居,制礼作乐,禅梁父,登空桐,何至厌天居,衽金

革,为一日之敌?”“由是帝止不行”⑧;又,«宋史苏洵传»引洵«心术»论“为将之道,当先治心”,盛赞

曰:“虽并天下而士不厌兵,此黄帝所以七十战而兵不殆也.”⑨等等,虽时移事异,人代不同,但以黄帝

为治军争战之楷模实成传统.

４．黄帝是“大一统”政治之最高境界,既是励精图治的榜样,又是“无为而治”的表率.前者如贾

谊«新书修正语上»载:“故黄帝职道义,经天地,纪人伦,序万物,以信与仁为天下先.然后济东海,
入江内,取绿图,西济积石,涉流沙,登于昆仑,于是还归中国,以平天下,天下太平,唯躬道而已.”后

者主要体现于«周易系辞传»所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后儒从中提取出了王者之政要

重视教化、无为而治的思想.如«荀子王霸篇»曰:“故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当,所使要百事者诚仁

人也,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垂衣裳而天下定.”顾炎武«日知录»卷
一«垂衣裳而天下治»曰:“垂衣裳而天下治,变质而之文也.自黄帝尧舜始也.故于此有通变宜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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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延寿:«北史»卷一二«隋本纪»,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４６３页.
李延寿:«北史»卷一五«司徒石传»附«司徒丕传»,第５５４ ５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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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脱等撰:«宋史»卷四四三«苏洵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第１３０９３页.
贾谊著,王洲明注评:«新书修政语上»,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１５页.
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８７页上.
«荀子»,«诸子百家丛书»缩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６８页上.



论.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①自黄老之学至晚从战国时期形成②,其影响逐渐扩大,至汉初乃有曹参

入相惠帝,行胶西盖公“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的“黄老术”③,即所谓“无为而治”.“无为而治”首见

于«论语卫灵公»:“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 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④本是儒家政

治所理想的境界,却至晚汉代成为“垂衣裳而天下治”之黄老政治的一个特征,并对汉初政治有深刻

影响.即所谓“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⑤,并“萧(何)规曹(参)
随”⑥,乃有“文景之治”著名的盛世.故姜宸英«湛园未定藁黄老论»云:“汉自曹参为齐相,奉盖公

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其后相汉,遂遵其术,以治天下,一时上下化之.及于再世,文帝为天子,窦
太后为天下母,一切所以为治,无不本于黄、老,极其效,至于移风易俗,民气素朴,海内刑措所以

修身齐家、治官莅民者,非黄、老无法也.”⑦

因此,虽然“黄老术”用于治道也有其明显的局限,即«风俗通义»所说:“然文帝本修黄、老之言,
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净无为,以故礼乐庠序未修,民俗未能大化,苟温饱完给,所谓治安之国也.”⑧

所以,后来便不得不有汉武帝之“罢黜百家,表章六经”⑨.此后历代王朝至少表面上都奉孔孟之道的

儒学为治道.但即使如此,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仍然是帝王政治的美好理想.司马迁作«史记»尚
且“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历代帝王臣子论及治道,则更多以“黄老术”之治道为信仰.如«宋
史苏澄隐传»载太祖征太原还,问澄隐养生之术:“对曰:‘臣之养生,不过精思练气尔,帝王养生即

异于是.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欲而民自正.”无为无欲,凝神太和,昔黄帝、唐尧享国永年,
得此道也.’上大悦.”又«宋史礼志»载宋徽宗大观年间“诏以黄帝为先师”;又明焦竑«玉堂丛

语»卷之一载:“世庙(嘉靖)登极之日,御龙袍颇长,上俛视不已.大学士杨廷和奏云:‘陛下垂衣裳而

天下治.’上悦.”是皆以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为当政之理想与表率.

二、华夏族统之纲领

自古及今,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在长期的独立发展、竞争合作与融和共进中形成

了以汉族为人口绝大多数并长时期居于多民族共生主体地位的历史格局.因此,把多民族共生的华

夏族群视为一“族”而论其统系,汉民族无疑居于华夏族群中心的地位.这与民族平等友好和少数民

族的依法自治无关,而是说在中华多民族大家庭中,汉民族因聚居华域之中和人口最多、经济文化更

为发达之故,不能不担当更多现实任务和历史责任,并因此而成为华夏族统的主脉.
然而,即使汉民族也一如国内外任何民族,自有文明以来,都逐渐发展基于婚姻的家为基本单元

和以血亲家族为社会基础的共同体.从而自古以来,汉族作为“华夏一统”的主脉,又是以不同历史

时期先后崛起的某个政治上的大族为核心得以实现的.这种核心大族,基本上只是各个时期的帝

(王)族.中国古代所谓“国家”,其实只是一代帝王如“李唐”“赵宋”“朱明”等“家天下”的事实,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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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一«垂衣裳而天下治»,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７页.
«史记»卷七四«孟子荀卿列传»:“慎到,赵人.学黄老道德之术,故慎到著十二论.”(第２３４７页)慎到(约前３９０ 前

３１５),被尊称为慎子.
班固:«汉书»卷三九«曹参传»,第２０１３页.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２５１７页上.
班固:«汉书»卷八八«儒林传»,第３５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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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了“族统”是“政统”的基础.这在一个王朝是如此,在“百代兴亡朝复暮”①的整个中华民族历史

上也是如此.故本文论黄帝形象对中国“大一统”历史的贡献亦自历代帝王之“族统”入手.
中国历代帝族溯源,虽在理论上可以上至无怀②、伏牺、神农氏等,也确有如«周易系辞下»谓

“古者包牺(即伏牺)氏之王天下”至于“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等的历史叙述③,以
及孔安国«尚书序»、皇甫谧«帝王世纪»、孙氏注«世本»等并以伏牺、神农、黄帝为三皇的排列顺序,但
是,一方面如有的学者所考,那诸多的先王,其实只是“黄帝”的别名(详后),另一方面据«大戴礼记
五帝德»载,早在孔子答宰我问,讲古即已勉强上溯至黄帝,而不及其他传说中更早的帝王④.由此可

见,黄帝当之无愧为中华历史上最古老之“第一家族”.
作为中华上古“第一家族”,黄帝族系也最早受到社会和史家的关注,成为民族的共同记忆,进入

历史文献的记载.«国语晋语四»载秦司空季子对出逃秦国的晋公子重耳曰:

　　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青阳,方雷氏之甥也.
夷鼓,彤鱼氏之甥也.其同生而异姓者,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

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

帝,故皆为姬姓.同德之难也如是.⑤

杨希枚先生«‹国语›黄帝二十五子得姓传说的分析(上)»一文在引用上述文字之前著评说“在先秦文献

上,关于黄帝族姓的传说为最早而较详的材料”,后又论曰:“这项材料,至少从汉代以来(如«史
记»),即为史家称引不绝,且成为溯论中国古代民族与文化起源和演变的重要论据之一.这因为中国汉

族至今仍是以‘黄帝之子孙’自居的.”⑥其实,«晋语»之外,«山海经»中还别有消息.袁珂«山海经海

经新释»卷一一经云:“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⑦卷九经云:“东海之渚中有神,人
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 .黄帝生禺 ,禺 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 处东海,是为海

神.”⑧卷一二经云:“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二牝牡,是为犬

戎.”⑨卷一三经云:“流沙之东,黑水之西,有朝云之国、司彘之国.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
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又云:“黄帝生骆

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这些记载本身的意义都需要诠释,未免说法不一,兹不具论,但说此诸

多载记真实反映了«山海经»作者对“黄帝族姓”的关注乃至崇拜,是无可置疑的.还值得注意的是,卷一

三经又云:“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 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
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穰,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

“戏器生祝融”下袁珂«新释»曰:“郭璞云:‘祝融,高辛氏火正号.’珂案:大荒西经云:‘颛顼生老童,老
童生祝融’,祝融又为黄帝裔.然黄、炎古本同族,故为炎帝裔者,又可以传为黄帝裔也.”

«山海经»成书或晚于孔子,但其有关黄帝的神话传说必基于一定的史实和更早的文献,并不一

定晚于孔子.由自«国语»«山海经»等先秦古书中大量关于黄帝族姓后裔的记载可知,黄帝族姓早在

６４１ 文史哲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１页.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昔无怀氏”下裴骃«集解»:“服虔曰:‘古之王者,在伏羲前,见«庄子».’”(第１３６２页)
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８６页中、下.
黄怀信主撰,孔德立、周海生参撰:«大戴礼记汇校集注»,西安:三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７２５ ７２６页.
韦昭注,胡文波校点:«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２３７页.
杨希枚:«先秦文化史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１１页.
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３９５页.
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第３５０页.
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第４３４页.
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第４４２ ４４３页.
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第４６５页.
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第４７１页.
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第４７１页.



孔子之前就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天下第一大姓.故孔子作为«春秋»的作者,于古帝王族系中唯一关

注的是黄帝.据说同为孔子所作的«易传»中也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①

«大戴礼记五帝德第六十二»载孔子曰:“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轩辕.”而同书«帝系第六十三»首列

“少典产轩辕,是为黄帝”,以黄帝为中国“帝系”之首②.故«史记»载“太史公曰:神农以前尚矣”③,而
«五帝本纪»以“黄帝”书首,固然出于其独立的考察判断,但也是因为其前已有包括孔子在内许多重

要作者,以各种不同方式推黄帝作为中华族姓第一家和第一人做法的先例: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

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

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

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

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

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④

综合以上引诸书记载可以认为,帝喾、颛顼、尧、舜、禹诸帝以及夏、商、周三代帝王皆黄帝之后.
尤其西周灭商,«史记三王世家»曰:“周封八百,姬姓并列.”⑤«荀子儒效»曰:“兼制天下,立七十

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⑥«左传襄公十二年»曰:“秋,吴子寿梦卒.临于周庙,礼也.凡诸侯之

丧,异姓临于外,同姓于宗庙,同宗于祖庙,同族于祢庙.是故鲁为诸姬,临于周庙.为邢、凡、蒋、茅、
胙、祭,临于周公之庙.”⑦«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扬、韩、魏,皆姬姓

也.”⑧而«旧唐书吕才传»载吕才«叙宅经»曰:“唯«堪舆经»,黄帝对于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且黄帝

之时,不过姬、姜数姓,暨于后代,赐族者多.至如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
丰、郇,并是姬姓子孙.”⑨至今黄帝姬姓为中国事实上的第一大族体现于«百家姓»姓氏渊源的考证,
是姬姓在«百家姓»中虽仅列第２９７位,但由姬姓演出之姓却有４１１个,占«百家姓»总数５０４姓的

８２％,再演化出来的姓氏更是难以计数了.而且值得注意的,一是如王、张、李、孙、刘等占中国人口

数比例最大的姓,也都是从姬姓分化出去的,二是姬姓如许多其他某些汉姓一样也出现在少数民族

中,如回、满、白、壮、苗、水、彝、布依、傈僳族等多个民族也有姬姓人家.故有人说姬姓是“万姓之

祖”,亦即“以黄帝为万姓之祖”.这从一个侧面证明着黄帝是汉民族进而华夏族统的核心.
对此,唐代张说对武则天问曾经有过解释.«新唐书张说传»载:

　　后(武则天)尝问:“诸儒言氏族皆本炎、黄之裔,则上古乃无百姓乎? 若为朕言之.”说曰:
“古未有姓,若夷狄然.自炎帝之姜、黄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为之姓.其后天子建德,因生以赐

姓,黄帝二十五子,而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异者姓殊.其后或以官,或以国,或以王父之

字,始为赐族,久乃为姓.降唐、虞,抵战国,姓族渐广.周衰,列国既灭,其民各以旧国为之氏,
下及两汉,人皆有姓.故姓之以国者,韩、陈、许、郑、鲁、卫、赵、魏为多.”后曰:“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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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与族姓相联系而更为根本和深层的原因,应该还包括了华夏人种对“黄”色的认同.对此,
«白虎通义号»释“黄帝”云:“黄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万世不易.黄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万世

常存,故称黄帝也.”①而从今天的观点可更进一步看到,中国古代汉族为主体的华夏诸民族几无不属

于黄种人,应该是那一时代背景上中国“大一统”历史最后的保障.
总之,作为黄种人的最大族群,中国历朝历代都是以宗法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而宗法制度

由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是由氏族男性首领按家族内部血缘关系分配权力建立起来的世袭统治

的政治制度.这种以“家传子”为特点的政权传承制度,使统治集团内部权力的转移有序,很大程度上抑制

了别姓在政权交接过程中取而代之的可能.尤其至西周武王———周公所确立由兄终弟及转而为嫡长子继

承制的帝位继承制度改革以后,更进一步消减了帝族内部(诸皇兄弟、皇子)争权分裂的可能,成为一姓王

朝“大一统”的强力保障.即使后来经秦朝改分封为郡县制,宗法力量在朝野政治中的作用都有所消弱,但
封建王朝“家天下”的本质不仅没有彻底改变,而且从地方到皇族内部,权力都是向“家长”即皇帝的手中进

一步集中;至于宗法制在民间社会的作用即所谓“族权”,则一以贯之,成为中国“大一统”最稳定的社会政

治基础.从而形成中国古代政治之家、国同构的特点,即一姓帝王的“族统”,也就是其王朝的“政统”,并在

一定条件下(主要是血统与地理空间)成为中国“大一统”一个阶段的基石和标志.如中国历史上所有统一

和某些偏居于一隅的王朝,就是或其自认为就是这样的“大一统”时期.
这就是说,就全部中国古史而言,以汉族为中心但不限于汉族,也包括多个少数民族在内的“黄

帝之子孙”,即梁启超所省称“黄帝子孙”曰“黄族”②,或加以历史上“炎、黄本同族”的认知而曰“炎黄

子孙”的“族统”,是中国能够形成并长期持续了“大一统”历史局面的基石与标志.
这在古代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即有人始有家,有家始有国,得人者得天下.故«三国志魏书

文昭甄皇后传»裴松之注引王沈«魏书»载甄后有宠,“每因闲宴,常劝帝,言‘昔黄帝子孙番育,盖由妾

媵众多,乃获斯祚耳.所愿广求淑媛,以丰继嗣.’帝心嘉焉”③,原因即在于甄皇后此番建言实为壮大

“族统”以加强“政统”之计,所以能受到魏文帝的嘉许.

三、千古神统之总管

按先秦古籍中有记载的中国上古神话,虽然应属后世主要居住于中原地区的汉族人历史所有,
实际却并不限于汉族,加以其他少数民族或形成较晚,或上古有神话而缺乏记载等原因,今见以«山
海经»为代表的中国上古神话,实乃华夏列族共同的神灵世界、精神源头,而其代表人物就是黄帝.

首先,一如中国一部二十四史是一部“帝王史”,中国上古神话则是一部“天神史”,或“天神”而兼

“人王”的“神王史”.这些“神王”名号不一,历来学者考论也纷繁多歧,莫衷一是.丁山先生认为:
“黄帝即皇天上帝的别名,自顾颉刚«古史辨»首发其蒙,国内史学家迭有补正.”又举战国诸子之“常
说”而评论曰:“假使黄帝不是天神,怎能够驱遣鬼神及其他怪物为他驾车开路去见大神,又大合鬼神

呢?”④从而确定了黄帝是天神的观念.何新先生在«诸神的起源»一书中更进一步考证认为:“所谓黄

帝即皇帝,其本义正是太阳神.黄帝是太阳神,伏牺也是太阳神,所以,黄帝和伏牺(即牺皇)是
同一人.太昊又称太皇(泰皇)或泰帝.而黄帝别称皇天上帝.这也表明太昊———伏牺与黄帝

是同一神.黄帝世系与同书(按指«山海经»)所记的帝俊世系又互相重合.由此又可以推知,太
阳神黄帝与太阳神帝俊也应是同一的.帝喾即帝俊,由此可见太阳神帝俊与黄帝也应是同一神

的异名.因此,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伏牺———太昊———高阳———帝俊———帝喾———黄帝,实际上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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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神即太阳神的变名.”①虽然上古神话中的天神名号不仅仅引文中所述,但与其所未及之共工、
蚩尤等相比,以上引文所及之“天神”都是诸神争位中得胜后来又坐稳了“天王”之宝座者,依据“成王

败寇”的历史“潜规则”,最具“神王”的代表性.然而,这些“神王”名称,既然都是一个“黄帝”的别名,
那么由何新的结论进一步推断,黄帝是中国上古“神统”之首要或纲领,是上古先民神灵信仰中显形

或隐蔽之最重要的神,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作为上古第一“神王”的黄帝在诸天神叙事中或为“三皇”之一,或为“五帝”之一,均居切要或中

心的地位.按“三皇五帝”之说,«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第一»“请致五帝”吴则虞«集释»:

　　孙星衍云:“五帝,五方之帝.”苏舆云:“五帝之名,见于«孔子家语»及«大戴礼»,其说有二:其一,
孔子答季康子以伏羲配木,神农配火,黄帝配土,少昊配金,颛顼配水,此言数圣人革命改号,取法于五

行之帝,非五帝定名也.其一则孔子所答宰予五帝德,曰黄帝,曰颛顼,曰帝喾,曰尧,曰舜.史公所述

«五帝纪»是也.皇甫谧作«帝王代纪»,苏辙作«古史»,郑樵作«通志»,则并祖孔安国,以伏羲、神农、黄
帝为三皇,少昊、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五峰双湖胡氏又主秦博士天皇、地皇、人皇之议,而以伏羲、
神农、黄帝、尧、舜为五帝.窃谓诸说唯史公较为有据,道原刘氏以胡说为定论者,恐非.”②

由上引可见,孔子答季康子以“五行”说五帝,黄帝在中,“答宰予五帝德”则黄帝居首,为太史公

所祖述;孔安国等“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相当“秦博士天皇、地皇、人皇之议”,而黄帝即“人
皇”.而«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博士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司马贞«索隐»曰:
“按:天皇、地皇之下即云泰皇,当人皇也.一云泰皇,太昊也.”③可知泰皇即人皇,即太昊,依上

引何新考证等亦即黄帝.
至于孙星衍注云:“五帝,五方之帝.”则见于«淮南子天文训»:“东方,木也,其帝太皞治

春.南方,火也,其帝炎帝而治夏.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西方,金也,
其帝少昊而治秋.其神为太白.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而治冬.”④由此五方、
五行帝衍生出“五色帝”.«史记封禅书»载:“(汉王)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

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
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⑤与此“五色帝”一一对应的就是

“五星(帝)”之说.«史记天官书»“其内五星,五帝坐.”司马贞«索隐»曰:“«诗含神雾»云五精星坐,
其东苍帝坐,神名灵威仰,精为青龙之类是也.”张守节«正义»曰:“黄帝坐一星,在太微宫中,含枢纽

之神.四星夹黄帝坐:苍帝东方灵威仰之神;赤帝南方赤熛怒之神;白帝西方白昭矩之神;黑帝北方

叶光纪之神.五帝并设,神灵集谋者也.”⑥

综合“五帝”与月令、五行、五色、五方等对应关系,可表列如下:

帝名 月令 五行 五色 五方 五星

太昊 春 木 青 东 灵威仰

炎帝 夏 火 红 南 赤熛怒

黄帝 中 土 黄 中 含枢纽

少昊 秋 金 白 西 白昭矩

颛顼 冬 水 黑 北 叶光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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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五帝”神话传说中,无论何种组合都以黄帝为中心,黄帝是华夏神统之纲领,乃为显然.
五帝神话传说中黄帝居中的地位,应是上古黄帝族姓主体一直在华夏地域之“中”生息壮大之历

史的反映.按考证,上古“中国”是“包括今日山东、河南、江苏的全部以及河北、安徽、浙江的一部”的
“三角块”地区,“这个大三角区域,就是中国古史上著名的中州———中原———地区,亦即古代人心目

中所谓‘中国’的所在地.环绕它的三面群山,加上矗立在山东半岛滨海东端的群山丘陵,就是上古

史上著名的‘四岳’之所在”.“群山丘陵”环抱的泰山被认为是“位于天地之正中”,故称“中岳”,“也
就是上古中国人心目中的昆仑山”①.而据«史记周本纪»“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下诸家注:

　　«集解»:应劭曰:“曲阜在鲁城中,委曲长七八里.”«正义»:«帝王世纪»云:“炎帝自陈营都于

鲁曲阜.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后徙曲阜.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颛顼始都穷桑,徙

商丘.”穷桑在鲁北,或云穷桑即曲阜也.又为大庭氏之故国,又是商奄之地.皇甫谧云:“黄帝

生于寿丘,在鲁城东门之北.居轩辕之丘,(于)«山海经»云‘此地穷桑之际,西射之南’是也.”
«括地志»云:“兖州曲阜县外城即周公旦子伯禽所筑古鲁城也.”②

据此可知,“炎帝自陈营都于鲁曲阜.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后徙曲阜.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
都曲阜”,其中黄帝是既降生于曲阜,而后又代炎帝有天下都于曲阜(今之山东曲阜)③.然后曲阜又

为鲁都数百年,是上古一个很长时期中华夏文化的中心.«诗经 宫»“泰山岩岩,鲁邦所瞻”句朱

熹«集传»云:“泰山,鲁之望也.”又同篇“鲁侯是若”句下«集传»云:“泰山、龟、蒙、凫、绎,鲁之所有.”④

今测实际距离,曲阜去泰山仅百里,上古与曲阜同属“少昊之墟”⑤,故泰山能为鲁之镇.两地密迩如

此,才使得生于曲阜并在曲阜践大位的黄帝有了在泰山活动的诸多神话传说,进一步表明黄帝为上

古神王中“含枢纽之神”.这类神话主要有四:
其一,“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韩非子十过»云:“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驾象车而

六蛟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皇覆上,大合鬼

神,作为清角.”⑥此则说黄帝在各种龙神怪物的簇拥护卫之下,大“合鬼神于泰山之上”,岂非众神

之统.
其二,泰山之下是黄帝危难之际受玄女天书,因而能“大定四方”的命运转折之地.宋人张君房

辑«云笈七签九天玄女传»载:“九天玄女者,黄帝之师圣母元君弟子也.帝起有熊之墟,自号

黄帝.在位二十一年,而蚩尤肆孽.帝欲征之,博求贤能,以为己助.战蚩尤于涿鹿.
帝师不胜,蚩尤作大雾三日,内外皆迷.帝用忧愤,斋于太山之下.王母遣使,披玄狐之裘,以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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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诸神的起源»,第９１ ９２页.
司马迁:«史记»卷四«周本纪»,第１２７ １２８页.
关于«史记五帝本纪»注引皇甫谧云“黄帝生于寿丘(曲阜)”之说,曲辰、任昌华著«黄帝与中华文明»以为“寿丘”是“青丘

(在今河北涿鹿)”,此说受皇甫谧«帝王世纪»影响之误(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６７页),并无说服力.按«五帝本纪»起句

“黄帝者”«集解»:“徐广曰:‘号有熊.’«索隐»曰:‘注“号有熊”者,以其本是有熊国君之子故也.皇甫谧云:‘居轩辕之丘

’”«正义»曰:“«舆地志»云:‘涿鹿本名彭城,黄帝初都,迁有熊也.’案:黄帝有熊国君,乃少典国君之次子,号曰有熊氏,又曰缙云

氏,又曰帝鸿氏,亦曰帝轩氏.母曰附宝,之祁野,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孕,二十四月而生黄帝于寿丘.寿丘在鲁东门之北,今
在兖州曲阜县东北六里.生日角龙颜,有景云之瑞,以土德王,故曰黄帝.封泰山,禅亭亭.亭亭在牟阴.”(第１ ２页)其中“按”语
分明是«集解»作者裴骃个人的判断,而非随声附和.另,«晋书地理志»亦以“黄帝生于寿丘”(第４０８页);又,青丘亦«史记»中出现

过的地名,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录«子虚赋»有“秋田乎青丘,傍偟乎海外”句“«正义»曰:服虔云:‘青丘国在海东三百里.’郭璞

云:‘青丘,山名.上有田,亦有国,出九尾狐,在海外.’”(第３０１５ ３０１６页)是知同书之中,«集解»作者不会使书中已有之地名错为

未曾有之地名,而«子虚赋»中“青丘”既在海外,更不可能是黄帝生地.但此事体大,本文不作结论.
朱熹:«诗经集传»,«四书五经»中册,天津:天津古籍书店,１９８８年,第１６５页.
«史记»卷三三«鲁周公世家»司马贞«索隐述赞»曰:“武王既没,成王幼孤.周公摄政,负扆据图.及还臣列,北面匑如.元

子封鲁,少昊之墟.”(第１５４８页)朱熹«诗经集传鲁颂四之四»传曰:“鲁,少昊之墟,在禹贡徐州蒙羽之野今袭庆东平府、沂、
密、海等州即其地也.”(第５２７页上)

韩非:«韩非子»,第２４页上.



授帝帝遂复率诸侯再战.遂灭蚩尤于绝辔之野、中冀之乡大定四方.”①其中九天玄女

于泰山下授黄帝天书之说,更早见于«黄帝问玄女兵法»«龙鱼河图»«黄帝出军诀»«黄帝内传»«集仙

录»等书,可见由来之久,传播之广,受关注之众.
其三,黄帝置玉女为泰山碧霞元君.自宋代以来,碧霞元君渐渐成为是泰山最重要的神祗,并行

遍全国,走向世界,其信仰至今方兴未艾.但是,有关此神的由来说法不一②.而以隋初李谔«瑶池

记»“黄帝所遣玉女说”最早也最为完整,且与泰山关系最密:“黄帝尝建岱岳观,遣女七,云冠羽衣,焚
修以近西昆真人.玉女盖七女之一,其修而得道者.”③按汉晋时泰山极顶故有池,名玉女池,旁为玉

女石像,至五代即已毁圮.宋真宗封禅重修,更名为“昭真祠”,号为“圣帝之女”,封“天仙玉女碧霞元

君”,名号沿用至今.民间则称“泰山老奶奶”或“泰山娘娘”.
其四,一说黄帝上封泰山而乘龙升仙.虽然有«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崩,葬桥山,«封禅书»、

«孝武本纪»以及«汉书武帝本纪»等均载有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升

仙之事,但在东汉泰山太守应劭«风俗通义正失篇»“封泰山禅梁父”中,还是有被“俗说”引作«封禅

书»之异说云:“黄帝升封泰山,于是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者七十余人,小臣独

不得上,乃悉持龙髯,拔堕黄帝之弓.小臣百姓仰望黄帝,不能复,乃抱其弓而号,故世因曰乌号

弓.”④此则与«史记»«汉书»所载不同之处,是把黄帝升仙与其封禅泰山联系在了一起.所以虽然以

其托于«史记封禅书»是明显的谬误,但应劭是汉末著名学者,献帝时曾为泰山太守多年,也应该有

所根据,至少为因当地“俗说”如此而记.由此可以认为,至晚东汉以降黄帝乘龙升仙之地有了“泰
山”说的版本.

上古有关黄帝的神话传说流传至今的并不是很多,却在泰山一处就集中有四则,且事关重大,是
令人瞩目的现象.这不排除有某种历史的影子,但主要还应该是泰山距黄帝生地曲阜之近和它“位
于天地之正中”的特殊位置,更适配于黄帝作为“含枢纽之神”即中国神统之纲领的地位使然.其效

果就是加强了黄帝为千古神统之总管的地位.

四、历代政统之共祖

«史记三代世表»后载“褚先生”答“张夫子”问曰:

　　“天命难言,非圣人莫能见.舜、禹、契、后稷皆黄帝子孙也.黄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泽深

后世,故其子孙皆复立为天子,是天之报有德也.人不知,以为泛从布衣匹夫起耳.夫布衣匹夫

安能无故而起王天下乎? 其有天命然.”“黄帝后世何王天下之久远邪?”曰:“«传»云天下之君王

为万夫之黔首请赎民之命者帝,有福万世.黄帝是也.”⑤

上引“张夫子”之感慨问“黄帝后世何王天下之久远邪”,应即蕴含有以黄帝为超越舜、禹、契、后稷而

为“五帝三代”政统之祖脉的认定.
“五帝三代”尚矣,但秦汉及其后世历朝也往往自承或由史家认定黄帝为其政统之始祖.这集中

体现于虽然历代王朝在其一家有一家之族统之上,都建立有一国有一国之政统,但是纵观秦汉及其

以下,这些无不自诩为“天子”的皇帝们,除了共同以自己是“天命”的继承者之外,也还大都奉黄帝为

得姓之始祖,进而推尊为本朝政统之祖.从而黄帝因其为华夏族统之核心地位,又兼有超越历代王

朝政统之中华政统共祖之身份.这体现于秦汉及以下历代推本或崇奉黄帝,形成超王朝之中华政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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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房辑,蒋力生等校注:«云笈七签»卷一一四«九天玄女传»,北京: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７２１ ７２２页.
参见高诲:«玉女考略»、王之纲:«玉女传»,查嗣隆编著,马铭初、严澄非校注:«岱史»,青岛: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第１４９ １５０页、第１５３ １５４页.
查志隆编著,马铭初、严澄非校注:«岱史校注»卷九«灵宇纪»载王之纲«玉女传»引,第１５３页.
应劭著,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６５页.
司马迁:«史记»卷一三«三代世表»,第５０５ ５０６页.



的象征.秦汉及以下历代相沿,其帝室族姓几乎无不推本黄帝,客观上使黄帝超为历代帝统之统,即
中华“大一统”之象征.兹列诸史及其他相关文献记载并略考辨如下:

«史记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正义»曰:“黄帝之孙,号高阳氏.”①

«汉书高帝纪»:“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也,姓刘氏.”师古曰:“本出刘累,而范氏在秦者又为

刘,因以为姓.”②刘累,尧之后裔,亦黄帝子孙.
«汉书元后列传»:“孝元皇后,王莽姑也.莽自谓黄帝之后.”③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也,姓曹,讳操,字孟德,汉相国参之后.太祖

一名吉利,小字阿瞒.王沈«魏书»曰:‘其先出于黄帝.’”④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先主姓刘,讳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人,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

也.”⑤乃汉高祖刘邦之后,亦黄帝子孙.
«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孙坚,字文台,吴郡富春人,盖孙武之后也.”⑥据«百家姓考

略»,孙武系出陈姓.陈姓,黄帝姬姓之后⑦.
«晋书高祖宣帝纪»:“宣皇帝,讳懿,字仲达,河内温县孝敬里人,姓司马氏.其先出自帝高阳

之子重黎,为夏官祝融.”⑧帝高阳即颛顼,昌意之子,黄帝之孙.
«宋书武帝纪»:“高祖武皇帝讳裕,字德舆,小名寄奴,彭城县绥里人,汉高帝弟楚元王交之后

也.”⑨即汉高祖刘邦的旁系后裔,亦黄帝子孙.
«南齐书高帝纪»:“太祖高皇帝讳道成,字绍伯,姓萧氏,小讳斗将,汉相国萧何二十四世孙

也.”而据«百家姓考略»,萧何、萧道成一系出兰陵郡(今山东枣庄市兰陵县),为商末微子之支孙,亦
黄帝之后.

«梁书武帝纪»:“高祖武皇帝讳衍,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中都里人.汉相国何之后也.”

同南齐帝,亦黄帝之后.
«陈书高祖纪»:“高祖武皇帝讳霸先,字兴国,小字法生.吴兴长城下若里人.汉太丘长陈寔

之后也,世居颍川.”而据«百家姓考略»,陈寔为颖川陈姓,乃虞舜之后.虞舜出黄帝,故陈霸先为黄

帝之后.

«北齐书高祖神武皇帝纪»:“齐高祖神武皇帝,姓高名欢,字贺六浑,渤海蓨人也.”据«百家姓

考略»,渤海高姓出姜姓.姜姓乃炎帝之后,属炎黄子孙.
«魏书帝纪序纪»叙北魏托跋氏之由来云:“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

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积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讳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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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武略,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①故«魏书礼志»又载:“群臣

奏以国家继黄帝之后,宜为土德.”②而«资治通鉴»卷一三七«齐纪永明十年»则曰:“魏之得姓,出于

轩辕.”③轩辕,即黄帝.
«周书文帝纪»:“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讳泰,字黑獭,代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

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④亦炎黄子孙.
«隋书高祖文皇帝纪»:“高祖文皇帝姓杨氏,讳坚,弘农郡华阴人也.”汉太尉杨震之后⑤.据

«百家姓考略»,弘农杨氏系出姬姓,黄帝之后⑥.
«旧唐书高祖本纪»:“高祖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姓李氏,讳渊.其先陇西狄道人.凉武昭王暠

七代孙也.”⑦据«百家姓考略»,陇西李氏,系出理氏,皋陶之后⑧.按«史记秦本纪»:“秦之先,帝颛

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正义»曰:“«列女传»云:‘陶子生五岁

而佐禹.’曹大家注云:‘陶子者,皋陶之子伯益也.’按此即知大业是皋陶.”⑨亦帝颛顼之苗裔,黄帝

之后.
«旧五代史梁书太祖纪»:“太祖姓朱氏,讳晃,本名温,宋州砀山人.其先舜司徒虎之

后.”据说:“周成王封商纣王之庶出之兄微子启于宋,以奉商祀.至战国后期公元前２８６年,齐国灭

宋,居于江苏砀山的宋微子之裔公子朱的后代以先祖名为姓.”微子作为殷商帝族之裔出黄帝,故梁

太祖亦黄帝之后.
«旧五代史唐书武皇纪»:“太祖武皇帝,讳克用,本姓朱耶氏,其先陇右金城人也.”陇右即

陇西,据上考陇西李姓为黄帝之后.
«旧五代史晋书高祖纪»:“高祖姓石氏,讳敬瑭,太原人也.本卫大夫碏、汉丞相奋之

后.”而据«百家姓考略»,卫大夫碏系出姬姓,黄帝后裔.
«旧五代史汉书高祖纪»:“高祖姓刘氏,讳暠,本名知远,及即位改今讳.其先本沙陁部

人也.四代祖讳湍,帝有天下,追尊为明元皇帝,庙号文祖,陵曰懿陵.”辑录者案:“«五代会要»:湍为

东汉显宗第八子,淮阳王昞之后.”可见刘知远绍汉为黄帝之后.
«旧五代史周书太祖纪»:“太祖姓郭氏,讳威,字文仲,邢州尧山人也.或云本常氏之

子,幼随母适郭氏,故冒其姓焉.”辑录者案:“«五代会要»:周虢叔之后.”周虢叔为黄帝后裔,郭威亦

黄帝之后.
«宋史太祖本纪»:“太祖讳匡胤,姓赵氏,涿郡人也.”«宋史礼志»载:“(真宗)帝于大中

祥符五年十月,语辅臣曰:‘朕梦先降神人传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赵某授汝天书,令再见汝,如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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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奉玄元皇帝.”翌日,复梦天尊至,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赵之始祖,再降,
乃轩辕皇帝”’”云云.于是真宗遂以黄帝为赵姓始祖,诏改兖州曲阜县为仙源县,迁县城至寿丘之

西,建景灵宫以祀黄帝①.
«辽史世表»云:“庖羲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无穹,故君

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之«书»,辽本炎帝之后,而耶律俨称辽为

轩辕后.俨«志»晚出,盍从周«书».盖炎帝之裔曰葛乌菟者,世雄朔陲,后为冒顿可汗所袭,保鲜卑

山以居,号鲜卑氏.既而慕容燕破之,析其部曰宇文,曰库莫奚,曰契丹.契丹之名,昉见于此.”②明

杨慎«升庵诗话»卷一○:“慕容氏自云轩辕之后.”③据此,则辽国帝族亦黄帝或炎黄后裔.
«金史本纪第一世纪»:“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号勿吉.勿吉,古肃慎地也.”④肃慎为东

北夷.«汉书武帝纪»“海外肃慎”引晋灼曰:“«东夷传»:今挹娄地是也,在夫余之东北千余里大海

之滨.”师古曰:“«周书序»云:‘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即谓此.”⑤与炎、黄二帝为异族.
«元史太祖本纪»:“太祖讳铁木真,姓奇渥温氏,蒙古部人.”⑥黄国荣«蒙古族音乐的传承

与发展»一书综述认为:“在蒙古民族的真正族源问题上,多数学者都认为蒙古族出自东胡.”⑦而据

“«晋书载记第八»载:‘慕容廆,昌黎棘城(今辽宁义县)鲜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
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有熊氏’指黄帝,‘有熊氏之苗裔’就是黄帝后人的意思.”⑧

«新元史本纪序纪»:“蒙古之先,出于突厥.本为忙豁仑,译音之变为蒙兀儿,又为蒙古.”⑨

«北史突厥列传»:“突厥者,其先居西海之右,独为部落,盖匈奴之别种也.”而«史记匈奴列传»
云:“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按夏后氏即大禹,黄帝后裔.故元人杨维桢的«正统

辩»以元王朝当奉两宋为正统,清乾隆皇帝亦表赞赏.
«明史太祖本纪»:“太祖讳元璋,字国瑞,姓朱氏.先世家沛,徙句容,再徙泗州.父世珍,

始徙濠州之钟离.”«百家姓考略»:“朱,角音.沛郡,颛顼之后.”因知朱元璋家族亦出黄帝之后.
«清史稿太祖本纪»:“太祖高皇帝,姓爱新觉罗氏,讳努尔哈齐.其先盖金遗部.”于炎、

黄为异族.
以上考辨表明,二十四史所载诸朝,除金与清代这两个女真族裔的王朝与炎、黄为不同民族之

外,其他二十二朝帝君,无论其为汉族或少数民族,均为“黄帝子孙”.这除了说明中国历史上包括匈

奴、鲜卑、契丹、蒙古等民族建立的政权在内的绝大多数朝代之“政统”,均因其统治者族姓出“黄帝”
或“炎黄”之统而实质是黄帝为始祖的真正的“大一统”.这个“大一统”以单个的王朝之“政统”为基

或节点,似断而实连,都是在“黄帝”或“炎黄”同一家族之内部转移和延续,至今有史三千年或文明五

千年来永续不断,方兴未艾,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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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特别说一下金代和清代.这两个朝代虽间隔有元、明,但先后都出自女真族,而与匈奴、
鲜卑、蒙古等族不同,与中原汉族所属“黄帝子孙”或“炎黄子孙”没有“族统”上的联系,似在以黄帝为

“政统”之始祖的“大一统”之外了,其实不然.这是因为与“族统”的基于血缘有异,“政统”可以是政

治归属上的认可,因各种历史或现实的理由,自认为接续了某前代政权的统系,从而后人不能不视其

为该统系为中国“大一统”在该时代合法的代表.在此意义上,金国当年只是偏立于北中国部分地区

之王朝,可以不论①.但是,“其先盖金遗部”②,入关后全面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清朝,虽在固守其满

洲族性上坚持不渝,但在“政统”接续的考量上,却自入关之始就用汉人降官范文程计,以“义师为尔

(按指汉族吏民)复君父仇”③为号召,进一步自封为明朝当然的继统者.后来康熙帝更挖空心思,设
法从地脉的关系上主动拉近其满族与汉族的关系,作«泰山龙脉论»(一名«泰山山脉自长白山

来»)云:

　　古今论九州山脉,但言华山为虎,泰山为龙.地理家亦仅云泰山特起东方,张左右翼为障,
未根究泰山之龙于何处发脉.朕细考形势,深究地络,迁人航海测量,知泰山实发龙于长白山

也.长白绵亘乌喇之南西南行八百余里,结而为泰山,弯崇盘屈,为五岳首.此论虽古人所

未及,而形理有确然可据者.④

此论确出于他曾亲至泰山与辽东“细考形势,深究地络”,并且“迁人航海测量”,察觅山脉走向.故所

述长白及其支脉的地理形势,都较为准确.然而,作为一代雄主,其意却不在研究地理科学,而是因

满洲族以长白山为祖脉,汉族以泰山为“龙脉”,出此论即以借泰山“龙脉”出长白山之说,推行其所谓

“满汉一视”、强化满洲族入主并统治中原的合法性和社会基础⑤.这个做法的政治性目的与其赞同

杨维桢«正统辩»以元朝继两宋为正统一致,是明眼人一望可知的,当时满汉百官,尤其是汉族官僚士

人都积极拥护.连当时汉族著名诗人袁枚也在«随园诗话»中说:“章槐墅观察云:‘泰山从古迄今,皆
言自中干发脉,圣祖遣人从长白山,踪至旅顺山口,龙脉入海,从诸岛直接登州,起福山而达泰山,凿
凿可据.’余虽未至旅顺福山,然山左往来,不惟岱宗位震而兑,即观汶、泗二水源流,亦皆自东而西,
则泰山不从中干发脉,又一确证也.因纪以诗云:‘两条汶泗朝西去,一座泰山渡海来;笑杀古今谈地

脉,分明梦中未曾猜.’”⑥这在袁枚或不无“随”风顺势的动机,但也表明康熙帝借长白山 泰山一脉

相接维护中华“大一统”的用心,在汉族士人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响应.
清朝自觉接续以“黄帝”为始祖之中华“大一统”是一贯之国策.显著的表现,一是康熙六十一年

(１７２２)诏令历代帝王“凡为天下主,除亡国暨无道被弑,悉当庙祀”⑦,自伏犠、神农、黄帝、少昊、颛顼、
帝喾、唐尧、虞舜、夏禹以下增至总计１６４位帝王⑧;二是自宋以来汉人学者就众说纷纭的三国蜀、魏
和宋与辽、金孰为正统之争,乾隆四十九年(１７８４)有谕廷臣曰:

　　曩时皇祖敕议增祀,圣训至公,而陈议者未能曲体,乃列辽、金二朝,而遗东西晋、元魏、前后

五代.谓南北朝偏安,则辽、金亦未奄有中夏.即两晋诸代,因篡而斥,不知三国正统,本在昭

５５１黄帝形象对中国“大一统”历史的贡献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金史张行信传»载哀宗朝曾议金当为黄帝之后事,遭否决:“四年二月,为太子少保,兼前职.时尚书省奏:‘辽东宣抚副

使完颜海奴言,参议官王浍尝言,本朝绍高辛,黄帝之后也.昔汉祖陶唐,唐祖老子,皆为立庙.我朝迄今百年,不为黄帝立庙,无乃

愧于汉、唐乎.’诏问有司,行信奏曰:‘按«始祖实录»止称自高丽而来,未闻出于高辛.今所据欲立黄帝庙,黄帝高辛之祖,借曰

绍之,当为木德,今乃言火德,亦何谓也.况国初太祖有训,因完颜部多尚白,又取金之不变,乃以大金为国号,未尝议及德运.近章

宗庙始集百僚议之,而以继亡宋火行之绝,定为土德,以告宗庙而诏天下焉.顾浍所言特狂妄者耳.’上是之.”(第２３６６ ２３６７页)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一«太祖本纪»,第１页.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二三二«范文程传»,第９３５２页.
金棨编,刘兴顺点校:«泰山志»,济南:泰山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６页.
周郢:«从泰山龙脉之争看满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泰山与中国文化»,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８１ ８２页.
袁枚:«随园诗话»,«随园全集»第三册,王英志校点,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５０６页.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八四«礼志三历代帝王陵庙»,第２５２６页.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八四«礼志三历代帝王陵庙»,第２５２６ ２５２７页.



烈.昔杨维桢著«正统辨»,谓正统在宋,不在辽、金、元,其说甚当.①

由此可见,清朝自其立国之始,就逐渐并日益强烈而坚定地认同以“黄帝子孙”的汉族政权为代

表的中国“大一统”.清王朝统治者的这种政治归属意识与文化策略,不仅使其作为当时的“异族”政
权为中国“大一统”做出了贡献,而且也使其自身最终成为这一伟大历史传统的新阶段而永垂史册.

五、“成命百物”之造主

黄帝是或被认为是我国上古多数重要制度、器物与艺术行为的主要或主使发明、创造者即“始
祖”.我国上古社会的进步体现于制度、器物与艺术的创造,往往被归结于某个伟大人物的功劳,如
有巢氏筑屋于树、燧人氏发明用火、伏犠氏画八卦、神农氏尝百草、后稷教民稼穑等等,可说不仅是凡

有名号的上古圣君均有所创制,而且正是因其创制的普惠于世,才得传其有上古圣君之名号.虽然

他们作为某一创制的“始祖”,未必即其本人最早尝试和最终完成,而肯定有不少属于如今所谓“赢家

通吃”的成分,但也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能被称为“始祖”之人物对于相应的创制而言,很可能是起到

了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从而其至后世才能有该创制“始祖”的地位,成为文化传统上维系中国“大
一统”的一个支系或方面.黄帝也是这些“始祖”中的一位,而且从各种记载来看,他作为中国上古制

度、器物与艺术主要或主使的创造者,是空前绝后之贡献最大者.这也增强了这一形象对中国“大一

统”的维系之力.这方面的资料不难见到,研究颇多,故不详考,仅据诸书记载,并参考诸家研究成

果,凡有说推黄帝为主要或主使之“始祖”之创造均为之综合,粗为分类表列如下:

序号 创制 文 献 根 据

１
习用干戈

(建军)

　　«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

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索隐]曰:“谓用干戈以征诸侯之不朝.”②

«韩非子扬权»:“黄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战.’”③

２ 治五气

３ 艺五种

４ 训兽为兵

　　«管子轻重»:“管子对曰:‘燧人以来,未有不以轻重为天下也.至于黄帝之王,

谨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逐禽兽,实以益人,然后天下可得而牧

也.’”④

«大戴礼记五帝德»:“(黄帝)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豹虎,以与赤

帝战于版泉之野,三战然后得行其志.”⑤

«吕氏春秋审时»:“黄帝曰:‘四时之不正也,正五谷而已矣.’”⑥

«史记五帝本纪»:“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

种,教熊罴貔貅 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⑦.

５ 战法

　　«太平御览»卷一五引«黄帝玄女战法»:“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黄帝归于太山,三日

三夜,雾冥.有一妇人,人首鸟形,黄帝稽首再拜伏不敢起,妇人曰:‘吾玄女也,子欲何问?’

黄帝曰:‘小子欲万战万胜.’遂得战法焉.”⑧

６５１ 文史哲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八四«礼志三历代帝王陵庙»,第２５２８页.
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３页.
韩非:«韩非子»,第１９页下.
梁运华校点:«管子»,第２１２ ２１３页.
黄怀信主撰,孔德立、周海生参撰:«大戴礼记汇校集注»,第７２８ ７２９页.
吕不韦等著:«吕氏春秋»,«诸子百家丛书»缩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２２９页下.
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３、６页.
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一五引«黄帝玄女战法»,第７８页.



　　续表

序号 创制 文 献 根 据

６ 建政

　　«史记五帝本纪»:“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

从而征之,平者去之.”①

«晋书地理志»:“昔黄帝旁行天下,方制万里,得百里之国万区,则«周易»所谓‘首出

庶物,万国咸宁’者也.”②

７ 开辟道路
　　«史记五帝本纪»:“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而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
[索隐]曰:“披音如字,谓披山林草木而行以通道也.”③

８ 巡狩

９ 会盟

１０ 营寨

１１ 建都

　　«史记五帝本纪»:“(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

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④

１２ 画野分土

１３ 作井田

　　陶藻«职官要录»:“以风后配上台.以为相,翼佐帝德以治民,裁割万方,画野分

土,得小大之国万区,而神灵之封,隐于其中.”⑤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八«孟子滕文公上»:“乃夏用贡法,而井田则始自黄帝.”
“想来黄帝作井田.”⑥

１４ 设官

　　«周易系辞下»:“黄帝尧舜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⑦

«管子五行»:“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得大常而察于地利,得奢龙而辨于东方,

得祝融而辨于南方,得大封而辨于西方,得后土而辨于北方,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

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大常察乎地利,故使为廪者.奢龙辨乎东方,故使为土师.祝

融辨乎南方,故使为司徒,大封辨于西方,故使为司马.后土辨乎北方,故使为李,是故春者

土师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马也,冬者李也.”⑧

«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⑨

«史记历书»:“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祇物类之

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

１５ 立法

　　«管子任法»:“黄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来,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

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

者也.”

１６ 设监

　　«吕氏春秋本味»:“士有孤而自恃,人主有奋而好独者,则名号必废熄,社稷必危殆.

故黄帝立四面,尧、舜得伯阳、续耳然后成,凡贤人之德有以知之也.”

«史记五帝本纪»:“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

７５１黄帝形象对中国“大一统”历史的贡献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３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四«地理志»,第４０９页.
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３、６页.
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６页.
陶藻:«职官要录»,转引自刘文学主编:«黄帝故里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４０页.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５７７ ５７８页.
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８７页上、中.
梁运华校点:«管子»,第１２７页.
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６页.
司马迁:«史记»卷二六«历书»,第１２５６页.
梁运华校点:«管子»,第１３２页.
吕不韦等著:«吕氏春秋»,第１０２页下.
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６页.



　　续表

序号 创制 文 献 根 据

１７ 兴祭祀

１８ 封禅

　　«史记五帝本纪»:“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索隐]曰:“言万国和

同,而鬼神山川封禅祭祀之事,自古以来帝皇之中,推许黄帝以为多.多犹大也.”①

«史记孝武本纪»载公玊带曰:“黄帝时虽封泰山,然风后、封巨、岐伯令黄帝封东泰

山,禅凡山合符,然后不死焉.”②

１９ 造明堂
　　«史记封禅书»:“上(汉武帝)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玊带上黄帝时

明堂图.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③

２０ 立明台之议 　　«管子桓公问»:“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④

２１ 五行

２２ 历法

星占

２３ 律吕

乐器(钟、磬)

２４ 算数

　　«管子五行»:“昔黄帝以其缓急,作五声,以政五钟.五声既调,然后作立五行,

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⑤

«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获宝鼎,迎日推策.”[正义]曰:“迎,逆也.黄帝受神

策,命大挠造甲子,容成造历是也.”⑥

«史记历书»:“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索隐]曰:“«系本»及
«律历志»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桡作甲子,隶首作算数,

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也.”⑦

«吕氏春秋古乐»:“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⑧

«世本八种»:“黄帝使伶伦作磬.(«广韵»)澍按:«御览»引磬字作声.«通礼义纂»:帝
使伶伦造磬.”⑨

２５ 星官之书

　　«后汉书郡国志一»注引«帝王世记»曰:“及黄帝受命,乃推分星次,以定律

度.”

«后汉书天文志上»序云:“轩辕始受«河图斗苞授»,规日月星辰之象,故星官之书自

黄帝始.”

２６ 尚勤 　　«史记五帝本纪»:“劳勤心力耳目.”

２７ 节用
　　«史记五帝本纪»:“节用水火材物.”[正义]曰:“言黄帝教民,江湖陂泽山林原隰

皆收采禁捕以时,用之有节,令得其利也.”

２８ 教民
　　«孔子集语寓言»:“老聃曰: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亲死不哭而民不非

也.”

８５１ 文史哲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６、７页.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孝武本纪»,第４８４页.
司马迁:«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１４０１页.
梁运华校点:«管子»,第１５７页.
梁运华校点:«管子»,第１２７页.
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６、８页.
司马迁:«史记»卷二六«历书»,第１２５６页.
吕不韦等著:«吕氏春秋»,第４３页下.
宋衷注,秦嘉漠等辑:«世本八种张澍粹集补注本»,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７年,第１３页.
范晔:«后汉书»,第３３８５页.
范晔:«后汉书»卷三九«赵咨传»,第３２１４页.
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６页.
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６、９页.
薛安勤注译:«孔子集语译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８０５页.



　　续表

序号 创制 文 献 根 据

２９ 开物

　　«史记五帝本纪»:“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
«索隐»曰:“言帝德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及至土石金玉.谓日月扬光,海水不波,山不藏

珍,皆是帝德广被也.”①

３０ 铁矿官营

　　«管子地数»:“黄帝问于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为一家,为之有道乎? 伯高对

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者下有

铁,此山之见荣者也.苟山之见其荣者,君谨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为一坛.是则使乘者下

行,行者趋.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则与折取之远矣.’”②

３１ 戒奢
　　«吕氏春秋  去私»:“黄帝言曰:‘声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

重.’”③

３２
生火

熟食
　　«管子轻重戊»:“黄帝作,钻生火,以熟荤臊,民食之无兹胃之病,而天下化之.”④

３３ 养蚕
　　«史记五帝本纪»:“嫘祖为黄帝正妃.”按:嫘,他种文献中或作傫,或作雷⑤.

«路史后纪五»云:“黄帝元妃西陵氏曰傫祖,以其始蚕,故又祀先蚕.”⑥

３４ 舟车

　　«周易系辞下»:“黄帝尧舜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

以利天下,盖取诸涣.”⑦

«汉书地理志»:“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⑧

«后汉书志郡国一»注引«帝王世纪»曰:“及黄帝受命,始作舟车,以济不通.”⑨

３５ 铸鼎 　　«史记封禅书»:“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

３６ 蹴鞠
　　«后汉书梁统传»附«玄孙冀传»“蹴鞠”注引刘向«别录»曰:“蹴鞠者,传言黄帝所作,

或曰起战国之时.蹋鞠,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

３７ 衣裳

　　«周易系辞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大戴礼记五帝德»:“黄帝黼黻衣,大带黼裳,乘龙扆云,以顺天地之纪,幽明之故,死
生之说,存亡之难.”

３８ 服牛乘马 　　«周易系辞下»:“黄帝、尧、舜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

３９ 重门击柝 　　«周易系辞下»:“黄帝、尧、舜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

９５１黄帝形象对中国“大一统”历史的贡献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６、９页.
梁运华校点:«管子»,第２１０ ２１１页.
吕不韦等著:«吕氏春秋»,第１６页上.
梁运华校点:«管子»,第２３５页.
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１０页.
转引自徐光启:«农政全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６年,第６９２页.
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８７页上.
班固:«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上»,第１５２３页.
司马彪撰,刘昭注补:«后汉书志郡国一»,范晔:«后汉书»卷一○九,第３３８５页.
司马迁:«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１３９４页.
范晔:«后汉书»卷三四«梁统传»,第１１７８页.
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８７页上.
黄怀信主撰,孔德立、周海生参撰:«大戴礼记汇校集注»,第７３１ ７３２页.
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８７页上.
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８７页上.



　　续表

序号 创制 文 献 根 据

４０ 臼杵
　　«周易系辞下»:“黄帝、尧、舜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

小过.”①

４１ 弧矢

　　«周易系辞下»:“黄帝、尧、舜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

睽.”②

«史记封禅书»:黄帝于荆山铸鼎成,乘龙上仙,“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

堕,堕黄帝之弓.其弓曰乌号’.”③

«韩诗外传»载弓工之妻曰:“此弓者,太山之南,乌号之柘.”④

４２ 宫室
　　«周易系辞下»:“黄帝、尧、舜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

宇,以待风雨”⑤

４３ 棺椁

　　«周易系辞下»:“黄帝、尧、舜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

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⑥«后汉书赵咨传»:“棺椁之造,自黄帝始.”注引刘向

曰:“棺椁之作,自黄帝始.”⑦案«礼记»曰“殷人棺椁”,盖至殷而加饰.

４４ 华盖
　　«史记天官书»张守节«正义»曰:“崔豹«古今注»云:‘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常有

五色云气,金枝玉叶,止于帝上,有花蘤之象,故因作华盖也.’”⑧

４５ 结绳而治 　　«周易系辞下»:“黄帝、尧、舜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⑨

４６ 巾机之法 　　«后汉书朱晖传»附孙穆«谏梁冀书»注:“黄帝作巾机之法,孔甲有盤盂之诫.”

４７ «河图»«洛书»
　　«宋书符瑞志上»:“(黄帝)游于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

夜,鱼流于海,得«图»«书»焉.«龙图»出河,«龟书»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轩辕.轩辕接万神

于明庭,今寒门谷口是也.”

４８ 衡器
　　«魏书广平王洛侯附匡建扶传»载«权铭»云:“黄帝始祖,德布于虞;虞帝始祖,德布于

新.”

４９

医学

(医理、

医药、

针炙、

养生等)

　　«黄帝内经灵枢经九针十二原第一»:“黄帝问于岐伯曰: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

租税;余哀其不给而属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

营其逆顺出入之会.令可传于后世,必明为之法,令终而不灭,久而不绝,易用难忘,为之经

纪,异其章,别其表里,为之终始.令各有形,先立针经.愿闻其情.”

王冰«黄帝内经序»:“(«黄帝内经»)稽其言有征,验之事不忒,诚可谓至道之宗,奉生之

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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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表列诸书所载黄帝或黄帝主使制度、器物与艺术上的各项发明创造,或搜罗未备,但大体已

足证明«国语鲁语上»曰“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①之说,是早在«史记»书首黄帝之先,就已

经是社会上和史官的一种论定,甚至是战国秦汉域内之共识.所以,司马迁«史记»书首黄帝,固然是

个人的卓识,但根本上还是承袭了前代久已奉黄帝为华夏政统之始的认识.近今学者丁山著«中国

古代宗教与神话考»高度评价说:“黄帝简直成了中国一切文物的创造者———自天空的安排直至人类

的衣履,都是黄帝命令他的官吏分别制作的.这样,黄帝不就等于创世纪的所谓耶和华上帝了吗?
因此,我才明白鲁语所谓‘成命百物’,就是创造文物,‘明民共财’,当然就是原始共产社会的写实.”②

六、百家道统之根本

«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③其延伸在人类精神层面有指天理、学术等义.然而“道”之具体内

涵,自古言人人殊,乃至春秋战国有所谓“诸子”.诸子之兴,虽然确如«汉书艺文志»所说“诸子十

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
有时代环境等社会的原因,但论其思想的统绪,却并非“六经之支与流裔”④.那是班固因武帝以来

“罢黜百家,表章六经”⑤之政的需要而生拉硬扯的说法.从中国早期思想史看,诸子包括儒家共同的

文化渊源在黄帝.
人类思想与学术的产生与发展虽然植根于实践的经验,但是上升到理论并形成文献必然是有

闲、有需又有能力之阶级思考总结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汉书艺文志»论“九流十家”皆出王官

说为无可置疑之事.但是,如儒家出于司徒之官(掌户籍和授田),道家出于史官(掌记录史事和保管

档案),名家出于礼官(掌仪节),墨家出于清庙之守(掌守宗庙)等等,虽因于积累,但根本还在其职责

有可能形成某家学术的积累,从而设官定职实为后世学术产生的基础.换言之,诸子出于王官,实是

出于“王”之设官分守.而“王”之设官分守又一定基于诸官职事特点的考量,从而“王官”之设为学术

之始.这在«汉书艺文志»之“九流十家”所出固然为周官,但就上表所列,周官之设乃溯源于黄帝.
从而学在官府的终极是学在帝王,所谓“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厥美帝功,万世载之”⑥.
四圣,即颛顼、帝喾、尧、舜.是知黄帝作为“五帝”之首,同时是中国上古政教合一的第一人,而华夏

万世道统之总源即所谓“黄帝之道”.
“黄帝之道”较早见于«庄子至乐»称“尧、舜、黄帝之道”⑦,三者并称;后至«汉书艺文志»阴阳

家类载“«黄帝泰素»二十篇.六国时韩诸公子所作”,“师古注曰:‘刘向«别录»云或言韩诸公孙之所

作也.言阴阳五行,以为黄帝之道也,故曰«泰素».’”⑧始为专称.但是,其初并无被赋予华夏学术兼

综并包、乘一总万之统的高位,甚至在汉武帝以后因«史记太史公自序»论“六家要指”及«汉书艺

文志»“诸子出于王官”说未能进一步溯源“黄帝之道”而在学术史上显得隐晦了,但也并未完全埋没,
深入考察仍可见有偶尔的揭示和不时的显示.除以上表列黄帝简直成了中国一切文物的创造者之

记载所体现的事实,已足表明先秦以来之儒、墨、名、法、道德、阴阳等“诸子百家”,其各自的端绪都可

溯源至黄帝的言语行事,从而“诸子百家”之道实于“黄帝之道”为“各执一端”之外,今学者刘全志也

认为:“黄帝言辞源于‘先王之书’,它们使黄帝成为‘先王之道’的代表;战国时期黄帝完全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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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学派的代言人.”①兹不复论.而但说华夏后世“三教”,除佛教为外来汉化者当作别论之外,本土

所传儒、道两家:道家———道教托始老子,更标榜“黄帝”,因有“黄老之学”,从而“黄帝之道”乃自古道

家———道教自托之思想学术渊源,而“黄老之学”乃“黄帝之道”之一脉,此诚学界共识,已不必说.从

而只要厘清儒家与“黄帝之道”的关系,则黄帝是否中国道统之总源的问题也就可以有答案了.
首先,按贾谊«新书修正语上»载:

　　黄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无已,其行无止.故服人而不为仇,分人而不譐者,其惟道矣.
故播之于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于天,道明比于日,道安比于山.故言之者见

谓智,学之者见谓贤,守之者见谓信,乐之者见谓仁,行之者见谓圣人.故惟道不可窃也,不可以

虚为也.”故黄帝职道义,经天地,纪人伦,序万物,以信与仁为天下先.然后济东海,入江内,取

绿图,西济积石,涉流沙,登于昆仑,于是还归中国,以平天下,天下太平,唯躬道而已.②

可见至少贾谊等汉初学者的认识中,黄帝本人就曾提出并深入讨论“道”即“黄帝之道”的问题,“黄帝

之道”不是凭空杜撰出来,而是中国上古思想萌芽的标志.
其次,儒家道统追本“黄帝之道”.汉晋以降学者论儒家尧、舜、文、武、周公、孔孟之道多溯源黄

帝,如贾谊«新书修正语上»又载:“帝颛顼曰:‘至道不可过也.至义不可易也.是故以后者复迹

也.故上缘黄帝之道而行之,学黄帝之道而赏之,加而弗损,天下亦平也.’”③又载:“帝喾曰:‘缘道者

之辞,而与为道已.缘巧者之事,而学为巧已.行仁者之操,而与为仁已.故节仁之器以修其躬,而
身专其美矣.故上缘黄帝之道而明之,学颛顼之道而行之,而天下亦平也.’”④«大戴礼记虞戴德»
载:“公曰:‘昔有虞戴德何以? 深虑何及? 高举安取?’子曰:‘君以闻之,唯丘无以更也;君之闻如未

成也,黄帝慕修之.’”⑤又载:“公曰:‘善哉! 我则问政,子事教我!’子曰:‘君问已参黄帝之制,制之大

礼也.’”⑥如此等等,足证在孔子或孔子以前古之作者看来,“黄帝之道”才是颛顼、帝喾以下尧、舜、
文、武、周公、孔子一系儒家所标榜道统的本源.

第三,先秦儒典习称“黄帝之道”为“黄帝、颛顼之道”或“神农、黄帝之政”.见«大戴礼记武王

践阼»载:“武王践阼三日,召士大夫而问焉,曰:‘恶有藏之约、行之行,万世可以为子孙常者乎?’诸大

夫对曰:‘未得闻也!’然后召师尚父而问焉,曰:‘昔黄帝、颛顼之道存乎? 意亦忽不可得见与?’师尚

父曰:‘在丹书,王欲闻之,则斋矣!’王斋三日,端冕,师尚父(亦端冕)奉书而入王闻书之言,惕若

恐惧,退而为戒书铭焉.”⑦即著名的“黄帝六铭”.又或称“神农、黄帝之政”,如«吕氏春秋»虽内

容驳杂,但其«上德»篇颇采儒说曰:“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

而邪止,此神农、黄帝之政也.”⑧虽然诚如«淮南子修务»所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

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⑨,但也由此可见,先秦儒家至少认可尧、舜、文、武、周公、孔孟之道

上接“昔黄帝、颛顼之道”,为“黄帝之道”一脉相传.至于«礼记中庸»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

武”,而不言“黄帝”,则一面是尧舜、文武均黄帝之后,称“尧舜”“文武”义中即已有黄帝在;另一方面

诚如«大戴礼记五帝德»载孔子答宰我之问所说,只是由于“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可胜观也!
夫黄帝尚矣,女何以为? 先生难言之”,其为后学者言,举近而舍远,避难而就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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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汉晋以降学者以儒学源本黄帝,而儒学概念亦多见于有关黄帝的文献.前者如«隋书经

籍志»:“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圣人之教,非家至而户说,故有儒者宣而明之.其大抵本于

仁义及五常之道,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咸由此则.”①虽然未特别强调,但以“黄帝”打头列儒家

道统,清楚表明«隋志»作者以儒学源本黄帝的定见.后者如上举诸书所称引汉前“黄帝之道”所语及

“德”“仁”“义”“敬”等,均孔、孟等先儒所提倡,后儒所承衍,显示儒学为“黄帝之道”一脉相传的特点.
这一特点甚至为道家所认可,如«庄子在宥»载老聃曰:“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尧、舜于是乎

股无胈,胫无毛,以养天下之形.”②

第五,“孔孟之道”与“黄老之学”同源而异派,并出于“黄帝之道”.多种史迹表明古人以“黄老之

学”与“孔孟之道”密不可分.如“黄老之学”祖述黄帝,而«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适周问礼,盖见

老子”③,«老子韩非列传»载孔子赞叹“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④等,亦不能仅仅看作轶事趣闻,而
应是表明在传说与记载者看来孔子与老子惺惺相惜,而儒学与道家一致百虑、殊途同归.不仅如此,
而且«周易系辞传»载“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⑤,«礼记中庸»说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⑥,«庄子天下篇»中也说“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

一”⑦,由此提出“内圣外王之道”.所以,«汉书司马迁列传»赞所非议«史记»“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

六经”⑧,并非太史公有意贬低“六经”儒学,而是对“黄老”与“六经”并祖“黄帝之道”,但立说时间有先

后次序事实的尊重,不表示对“黄老”与“六经”价值的抑扬.
总之,虽然儒、道异途,但是儒家之学不是作为“黄老之学”对立面出现的,而乃各取“黄帝之道”

之一端发展而来,为一枝两花、同源异派.故宋翔凤释«老子»“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曰:“老
子著书以明黄帝自然之治,即«礼运篇»所谓‘大道之行’,故先道德而后仁义.孔子定«六经»,明禹、
汤、文、武、周公之道,即«礼运»所谓‘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故中明仁义礼知,以救斯世.故黄、老之

学与孔子之传,相为表里者也.老子言礼,故孔子问礼.”⑨而近世学者多以儒、道互补为华夏文

化一大根本特色认识的更深厚背景,则是“黄帝之道”为中国道统总源的历史真谛.推而广之,中华

道统根本于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继之,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至春

秋战国,学失王官之养,说者谋道以谋食,“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乃渐

有“诸子百家”,若不相谋,但根本都不离黄帝.唯其如此,中华五千年文明,三千年古史,虽然亦如他

民族“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历史上每时每事都不免议论纷歧,各执一端,甚或势同水火,但中华帝

国毕竟和而不同,斗而不破,分而能合,未至于如欧洲古代多有宗教战争并因教分邦异治者,皆因“诸
子百家”以及后世文化上双峰并峙的儒、道二氏,均依托或可溯源至“黄帝之道”;或说正是由于有“黄
帝之道”如无形之手的维系,才确保了中华文明五千年逐渐形成和持续了“大一统”之局.故梁启超

曰:“中国种族不一,而其学术思想之源泉,则皆自黄帝子孙来也.”微黄帝,吾其得为“中国”人乎!

３６１黄帝形象对中国“大一统”历史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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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础基:«庄子浅注»,第４９４页.
«春秋左传正义襄公三十一年»:“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岂敢子面如吾面乎?”(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２００６页

下)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文集»之七,«饮冰室合集»第１册,第４页.



七、结　语

综上所述,作为古传为“三皇”之殿、“五帝”之首,最称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黄帝,其首创“大一

统”观念并最早实践,功在当时,利在后世,遂被增饰放大,乃至移花就木,几乎无美不归,在族统、神
统、政统、物统、道统等诸人文主要方面,成唯一提纲挈领、发凡起例、开物成务、率先垂范、作始成统

之伟大人物形象.其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①,而无论“王”“臣”,皆自认为“黄
帝子孙”.从而黄帝形象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图腾与信仰,根本上支持了“中华民族为一极复杂而极

巩固之民族”②之中国“大一统”永远的象征.影响至近今,乃有“中华民族”观念③和“现今中华民族

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④,“中国”为地域概念,“中华”为文化概念,“中华民族”为“文
化族名”⑤等认识的形成,推动经辛亥革命创立的新政体命名“中华民国”,宣言“国家之本,在于人民.
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统一”⑥.至今经百年沉

淀,“中华民族”已成为十三亿中国各族人民的共识,更有“血浓于水”———“华夏一家亲”等感情的表

达,标志中国和“中华民族”之“大一统”已经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所以,中国历代帝王“家天下”的“大
一统”虽然随着近代反封建的革命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中华五千年绵延的民族融和、国家统一的

“大一统”观念却经由凤凰涅磐的新生早已深入人心,永续发展.站在中国和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新

起点回望历史,追根溯源都来自黄帝“吾欲陶天下而以为一家”的思想与实践.正是这位“人文始祖”
如“神”一样的存在,使海内外华夏民族子孙有共称“黄帝子孙”的文化血缘纽带,无时不有、无远弗届

地起到维系并促进华夏族群共存共荣、共治共享的伟大理想与实践,尤其是在中国本土“大一统”社
会的形成与发展.总之,中国自古历史与文学共同塑造形成的黄帝形象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笔宝贵

财富,值得我们永远珍视,深入研究,大力发扬,以维护祖国的永续统一,推动社会发展,造福华夏,也
造福天下后世.

[责任编辑　北　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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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ImperialTerritory”to“NationalDominion”:JapansStimulationandChinasResponse

　 ontheSovereigntyProblembeforetheMayFourthMovement GeZhaoguang
　 TheperiodfromthelateQingdynastytotheearlyRepublicanofChinaisthecriticalperiodthatChinas

traditionalsuzeraintytransformingintonationalsovereignty,aswellasimperialterritoryintonationaldominion．

Therefore,theconsensusofpoliticalandacademiccirclesturnedfrom “seekingselfＧimprovement”to“guarding
homeland．”ChinasconsciousnessoftheborderareabeforetheMayFourthMovementisdifficulttoseparate

fromthepressureofJapanesepoliticians,andthecognitiveresourceofthehistoryofborderareasisalsoclosely
relatedtoJapansstudiesoftheTibetan,Mongolian,ManchuandHui．SuchentanglementbetweenChinaand

Japanconstructsoneoftheimportantoriginsofthe “salvation”thoughtontheeveofthe MayFourth

Movement．MarkedbythepublicationofKazumiUkitas“TheFutureofChina”,JapansopinionsonChinas

preservationorseparationhadcausedstrongirritationthroughoutChinesesocietyinthatperiod．Thereis

nothingwrongwithnarratingtheMayFourthMovementbydualthemesof“salvation”and“enlightenment”,

yetitmightbeappropriatetoadjusttheorderofthetwo．“Salvation”hasalwaysbeenthecentraltopicand

enormousstrengthinmodernChina,whilethetheme“enlightenment”hasbeenkeptfarfromconsensusofthe

public．SoitisstillanunfinishedworkforChinesepeople．

AnInterpretationofLiDazhaobeforeandaftertheMayFourthMovement:

　 TheCulturalandPoliticalPerspective WongYoungＧtsu

　 LiDaozhaowasakeyfigureintheMayFourthCulturalMovementandthepioneerofChineseMarxism;

however,beforebecominga Marxist,hewasunderprofoundinfluenceofthepremierRussian writerLeo

Tolstoy,whichshouldnotbeoverlooked．TolstoysResurrectionwasprominentlyechoedbyLis１９１６essayon
“Youthfulness．”Inanyevent,LiwishedtoseetherevivalofthemoribundChina．Thequestionshehadinmind

werehowtocreaterationallyanewcivilizationandhowtoreplacetheoldwithanew．Hefinallyfoundhis

answerinthesuccessoftheOctoberRevolutionof１９１７,whichhedeemedasthevictoryofordinarypeopleand

decidedtolean Marxismfromit．SincethenhehadembarkedontheRussianＧstylerevolutioninChina．

Subsequently,hebecameafounderoftheChineseCommunistParty,coＧfounderwithSunYatsenofthefirst

UnitedFront,andtheprincipalleaderofthelabormovementinNorthChina．Overall,LiDazhao,asaMarxist,

wasmoreanactivistthanacreativethinker．Hediedforhisactivismasmartyrin１９２７,andyethesetthestage

forthenextroundofrevolution．TheonewhocreativelymadeMarxismcarryChinesecharacteristicswasnone

butLisdisciple,MaoZedong．

TheParadoxofFilialPietyinthePeriodoftheMayFourthMovement HuangQixiang
　 Astrangephenomenonappearedinthe MayFourthCulturalMovementwhichwasantiＧtradition．Some

intellectualsatthattimeattackedthedutyoffilialpietymercilesslywhiletheyperformedthedutyaffectionately．

Wecallthisphenomenon “theparadoxoffilialpiety．”Theparadoxpresentsthecontradictionbetweenthe

intellectualsdiscoursesanddeedsandtheconflictbetweentheiremotionandintellectinfilialpiety．Thisarticle

takesthreerepresentativefiguresintheNewCulturalMovementnamelyLuXun,HuShiandFuSinianas

examplestoinvestigatethisphenomenon,showingthatoneoftheimportantreasonsfortheircriticismoffilial

pietyisthattheyperformedthedutyoffilialpietyonmarriage,andthedeepreasonistheirloveanddevoti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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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parents．Theyfailedtodistinguishbetweencertainspecificfilialpietyregulationsandtheconsciousnessand

thedutyoffilialpietyderivedfromhumannature,andthisisthereasonfortheparadoxoffilialpiety．The

paradoxoffilialpietyshowsthatfilialpietyisundeniable．

AProbeintotheJusticeValueoftheLaborLaw“InclinedProtectionPrinciple”:

　 BasedonMarxsTheoryofJustice MuSuixin

　 Thehistoricalevolutionfrom “contractsociety”tonew “identitysociety”hasbroughtaboutanepochal

requirementfortheinclinedprotectionofthelaborers．ThemodernWesternschooloflawbelievethattheLabor

Law“inclinedprotectionprinciple”conformstotheprincipleofsubstantivejustice．IntheviewofMarxisttheory
ofjustice,Itisnothingbutaselfcorrectionandadjustmentofliberalviewofjustice．The“bottomline”ofthis

principleisnottochangethequalitativeregularityofthecapitalistsystem．Itisdifficulttoescapeitsinherent
“capitalideologybarriers”andItcannotreflectfundamentallytheintegrityvaluelogicofsociallife．Theresultis

thattheultimategoalofthelaborers “freeandcomprehensivedevelopment”cannotbeattained．Thereal

practiceandtranscendenceoftheJusticevalueoftheLaborLaw “inclinedprotectionprinciple”isbasedonthe

certificationandrealizationofMarxsconceptof“laborjustice”whichisinpursuitoffreeandconsciouslabor

andlaborerintereststandard:itisthehistoricalgenerativevaluepracticemovementthat “laborerinterest

standard”isestablishedintheprocessofrealchangingsocialrealityandseekingthefundamentalchangeofsocial

relationsofproduction．

WritingsClarifyingtheDao:

　 TheCanonizationCourseof“TheOriginalDao”fromthe９thtothe１３thCentury LiuChengguo

　 FrommidＧTangtotheearlySongperiod,“TheOriginalDao”hadonlylimitedinfluence,andthefirstthree

decadesofthereignofEmperorRenzongofSongwasthecriticalperiodinitscanonizationcourse．Itwasrevered

asthemodelofclarifyingtheDaoandaflagofopposingBuddhismbyintellctuals．TheConfucianorthodoxyit

revealedprovidedawayofexpressiontowinlegitimacy,anditledthewritinginthe “original”stylewith

innovativenarration．Later,itconfrontedqueryandcriticism from Buddhism and within Confucianism．

However,itscourseofcannonizationwasnotreversed,andacademicthoughtsintheSongdynastygained

developingopportunityindimensionsofontologyandmindＧnaturetheory．AftertheShaoxingNegotiation,its

classicalstatusremainedthoughHanYuwasexcludedfromtheorthodoxybyNeoＧConfucians,anditbecamea

musttextforscholarsbythepromotionofimperialexamination．InNorthernChinaundertheruleofJurchen,

“TheOriginalDao”wasleftoutduetothestrongatmosphereof“combinationofthreereligions．”Afterthe

establishmentoftheYuandynasty,thenorthernintellectualsembracedNeoＧConfucianism,andtheclassical

statusof“TheOriginalDao”wassettledinamoreextensivespace．

TheReturnfromBuddhismandDaoism,ortheInevitableTrendoftheStudiesofConfucianClassics?

　 —OnthePromotionofTheDoctrineofTheMean YangShaohan

　 TheDoctrineoftheMean wasoriginallyonearticleofTheBookofRites,andbecameoneofthe“Four

Books”aftertheSouthernSongdynasty．IntheprocessofpromotionofTheDoctrineoftheMeanfrom“article”

to“book,”BuddhistandTaoistscholarshavepaidextensiveattentiontoandadvocatedTheDoctrineofthe

MeanasearlyastheNeoＧConfucianintheSongdynasty．ThisleadstothetheoryofBackflow,thatis,The

DoctrineoftheMeanreturnedfromBuddhismtoConfucianism．However,thetheoryofBackflowdoesnotor

cannotanswersuchaquestion:withsomanyConfucianclassics,whydidBuddhistsandTaoistsonlyd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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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ntiontoandpromoteTheDoctrineoftheMeaninTheBookofRites? Oneofthefundamentalreasonwhy
thisquestionhasnotbeenansweredisthatthisstatementignoredthehistoricalbackgroundofthepromotionof

TheDoctrineoftheMean．ThisbackgroundisthatwiththepromotionofTheBookofRites,thesocialstatus

ofTheDoctrineoftheMean waspromoted．Onlyundersuchbackground,theBuddhistsandTaoistsinthe

SoutherndynastiessuchasDaiYongandEmperor WuofLianginthegeyi (analogicalinterpretation)and

qingtan(idletalkofmetaphysics),andtheConfucianscholarsinthemidＧTangdynastyintheirprosefu,will

focusonTheDoctrineoftheMean,andthenTheDoctrineoftheMeanwaspromotedandbecametheConfucian

classicsaftertheSongdynasty．

Sacra,theExtinctionofDharma,andtheRiseofHistoricalConsciousnessinMedievalBuddhism ChenZhiyuan

　 ThescriptureontheBuddhasbeggingbowlwhichFaxianrecordedinSriLankadeviatesfromthelegendsof

thesameobjectinthesensethatthebowlistakenastheemblemoftheexistenceofthedharma．Thedescription

ofthefallandrevivaloftheuniverseinthissutraisinsertedintoaBuddhologicalscheme．Thetimetablewith

thespanofcenturiesisoriginallythedescriptionofthedominanceofvariouspracticeinBuddhistcommunity．

ThebipartitesystemSaddharmaandSaddharmaＧpratirūpakaandthecalculationoftheyearoftheBuddhas

deathdevelopedindependently,andgraduallyconvergedinthe５thcentury．

StudyingtheNatureofThings:theScientificFactorStemmedfromConfucianism MaLaiping
　 Fromtheviewpointofrelationshipbetween“studyingthenatureofthings”(gewuzhizhi)andscience,the

meaningoftheformerhasundergonetwomajorshifts:oneisitsformationinNeoＧConfucianism,andtheother

ispracticalthinkersviewsinlate Mingandearly Qingperiod．Throughthesemajorshifts,thecognitive

meaningof“studyingthenatureofthings”hasbeengraduallyexpanded,changingfromamortalconcepttoa

conceptcontainingbothcognitiveand mortal meaningstorepresentscience．Thisexpansionshowsthat

knowledgeandsciencearenotindependent,butassociated．“Studyingthenatureofthings”isascientificfactor

stemmedfromConfucianism．ThisprovesevidencenotonlyforthefundamentalcompatibilityofConfucianism

andscience,butalsoforConfucianismhasitsowncognitivetradition,aswellasthepossibilityofconnecting
Confucianismwithmodernscience．

TheConfucianPhilosophyoftheFengandShanSacrifices GuTao

　 TheFengandShanSacrificeshadreceivedvarietiesofcriticismforthousandyears．Criticsarguedthatthese

sacrificesfailedtofollowthetraditionalprinciplesrequiredinConfucianclassicsoreventoberecordedinthem．

However,theexplorationoforiginoftheFengandShanbyRuanYuan,SunXingyanintheQingDynastyand

laterresearchershaddeterminedthattheseargumentsareinvalid．Thispaperattemptstopresentanobservation

inthephilosophyofFengandShaninConfucianclassicsbasedontheproductsproducedbypreviousscholars．

TheoriginalmeaningofFengandShaninferredfromtheBookofDocumentsandClassicofPoetryinvolved

buildingaltarsatthetopofthemountain(Feng),andclearinglandatthefootofit(Shan)topayhomageto

heavenandearth．This meaningissimilarastheritualproclaimingthepeacetoheavenafteremperors

inspectiontour,andalsorelevanttotheoriginofMingtang．SimaQiandocumentedFengandShanasone

chapterinShihchibasedonbothoriginalmeaninginConfucianclassicsandtheexplanationatChiinKuantzu,

sothepoliticalphilosophyofSimaQianwasconstructedfromthemixtureofthesetwotheories．Onthissubject,

FengandShanbecamearitualsymboloftheidealistvisionofhumanegovernanceaswellasthetopofsacrifice

system,soitshouldbeprolongedintoanunlimitedpostponement．However,QinShiHuangandEmperor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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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HanforcedtofulfilltheirambitionsbyFengandShaninrealitythatdefinitelyincurredcriticismfromSima

Qian．Moreover,theseselfishmotiveseventuallyencroachedupontheessenceofFengandShanshowinga

typicalcharacteristicofvicissitudeinthehistoryofstateandcourtritual．

ADiscussionofSeveralProblemsinResearchoftheLuStudies MaShiyuan

　 TheLustudiesinabroadsenseisagenreinitiatedbytheLupeopleintheterritoryoftheStateofLuinthe

SpringandAutumnperiodrecordedinthe“TreatiseonGeography”oftheBookofHan．Andthedocumentsof

theLustudiesinabroadsenseisnotlimitedtoConfucianclassics,butalsocoversthebranchesofhistory,

philosophy,andliterature．TheresearchoftheLustudiesinabroadsenseshoulddatetheoriginoftheLu

studiesfromthepreＧConfucianismperiod,whenitcombinedthedualattributesofbothinsistenceandflexibility．

EmperorXuanofHanpromotedtheLustudiesformanyreasons,andtherewentthroughthreelongstages．

TheLustudiesalsoinvolvedisasters,andthereareinterpretationsofclassicswithchanges,aswellasanalogy
ofastronomicalphenomena with humanaffairsexistedin LusClassicof Poetry and KongsBookof
Documents．

FromMingyintoPinming:

　 ABriefStudyoftheEvolutionoftheConceptsonTeaDrinkinginAncientChina LinMeimao,ZhaoZihan

　 InChineseteaculturehistory,therearedifferentkindsofconceptsconcerningonyincha．Sortingoutthe

developinghistoryoftheseconcepts,wecandrawtheoutlineofteaascookingcultureandthetrackfrom

materialleveltoaestheticpursuit．TheveryinitialconceptonteaＧdrinkingismingyinintheNorthernand

SouthernDynasties．FromtheTangdynastywhenteacultureprosperedtotheQingdynasty,fourconceptsof

mingyin,chuocha,pincha,andpinmingaremostfrequentlyused．ChuochaappearedinTangDynasty,while

pinchaappearedattheendofTangdynasty．UntiltheSongandMingdynasties,documentsnamedpinchahad

appeared．Especiallyinthe Mingdynasty,conceptpincha categoricallyestablished．However,pinming
appearedattheendofMingdynastyasaconceptofpinchainnarrowsensewhichonlyappearedinliterature

references．AftertheQingdynasty,conceptsofpinchaandpinmingarewidelyusedbypeople,becomingthe

coreconceptofhechaatpresent．Nonetheless,thecategoryofpinchaislargerthanpinming:itisaconceptof

literaturewhichmeansteasoupappreciation,whilepinchaincludesidentificationofteaandchoosingthewater．

Whenteacultureascookingculturecameintothepursuitlevelofpinchaorpinming,thesignificanceofteaas

materialexistencewasgraduallyweakened．Frommaterialappreciationtospiritualpursuit,todrinkteaobtains

thesignificanceofsubjectiveaesthetics．

TheContributionoftheYellowEmperorsImagetoChineseHistoryof“GrandUnification” DuGuichen

　 TheimageoftheYellowEmperorshapedbyhistoricaldocumentsandliteraryworkstogether,istheheadof
“ThreeEmperorsandFiveSovereigns”andfirstancestorofChinesenationsincetheageoflegends．Mainlyin

thepreＧQintimes,hisimagewasembellishedandmagnifiedtobethegreatestcharacterintheprincipleaspects

suchasethnic,deity,politics,andorthodoxy．Thereafter,allkingsandsubjectsthinkthemselvesas

descendantsoftheYellowEmperor．NomatterwhatthehistoricaltruthistheYellowEmperor,hisimagehas

beenthesupertotemandcommonfaithoftheunifiedmultinationalChina,whichmaintainsandpromotesthe

idealandpracticeoftheHuaxiaethnicgroup．Inall,theimageoftheYellowEmperorisapreciouswealthof

Chinesenationwhichcouldalsobenefitstheworldandlatergen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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